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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伦理行为即出于理智认同与意志选择的人性行为。人性行为的内在原则是习性，外在原则是上帝，它以法律来体现。习性分为善习与恶习；善习即德性；恶的习性即恶习和罪恶。托马斯·阿奎那以理性为工具、采用思辨的方式与“在物共相”的立场建构起经院哲学最有代表性的实在论学说，表现为由知识论入手走向形而上学之“体”、再落实于伦理学之“用” 的哲学进路，从而使知识、存有和道德在“人是上帝的肖像”的前提下得以有效定位。托马斯在神圣与世俗间寻求人的本体存有与人性超越价值的努力不仅铸就了他思想的深度，也决定了他的理论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作者简介

刘素民，女，哲学博士，代表作有《托马斯·阿奎那自然法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阿奎那》（云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主编《宗教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主持和独立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等多项各级各类研究课题，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学术研讨会议发表论文近百篇。


序

在中世纪欧洲曾经出现过一位举世闻名的伟人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25-1274），他的理论为后人留下了无与伦比的思想贡献。相应地，国外学者对其思想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相关的思想研究在我国尚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因此，不少人对其伦理学思想缺乏足够的了解与认识，其哲学理论的深刻价值也就无以全方位展示。有鉴于此，本人根据多年的学习与积累撰写此书，希望拙作的出版能够将此遗憾稍加弥补、为国内同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添砖加瓦、助力加油。

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诞生于中世纪丰腴的基督教文化土壤中。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国王的“养士”之风、大学与修会的建立、十字军东征开辟的东西方思想交流渠道等无不成为其伦理学重要的社会与历史成因。而“思想”与“存有”的连接问题则决定了这一理论内在的思想方法与理论气质。托马斯以理性为工具，以思辨的方式，通过因果原则的层层推进，在“共相之争”中取得胜利，成就了经院哲学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体系、思维模式和实在论的哲学主张，表现为由知识论入手走向形而上学之“体”、再落实于伦理学之“用”的思想进路，由此，知识、存有（存在）和道德在“人是上帝的肖像”的前提下得以有效定位。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的思想架构中，世界、人、上帝各就各位又彼此相关。托马斯在对人的理性能力表现出高度的信心与期许的同时，也指出了人的理性能力的有限性；在强调人的社会性的同时，也对个人的精神与伦理道德做出了特别强调——人作为其所在团体中的一员，能够以其道德行为在德与罪之间践履一条不偏不倚、公允平衡的“执中”的思想路线。人是“上帝的肖像”，因此而成为有理性、有自由意志的独立的个体，这是人之“人格（位格）”所在，也是其不安于时间的限制、不满足于世间短暂的幸福，从而追求无限、期盼永恒，以此肯定自己精神不朽的根本原因。托马斯·阿奎那运用哲学的方法、透过神学的视角，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寻求人的本体存在与人性超越价值的努力不仅铸就了他思想的深度，也决定了他的理论在西方思想史上的不朽地位。

拙作的这项研究得益于本人于2008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前有幸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因此，非常感谢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导师赵敦华教授悉心的学术指导与帮助。这项课题最终完成、结项报告荣获“良好”等级并获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稿约，离不开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各位同仁、国家社科基金委员会以及学界相关专家的大力提携与支持。此外，还有我的导师武汉大学段德智教授一直以来对我的激励与鞭策，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感谢台湾辅仁大学两位前校长李震教授和黎建球教授多年来在学术研究方面的鼓励，感谢二位老师及时赠与我由中华道明会和碧岳学社联合出版的汉语版全套精装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一并感谢台湾辅仁大学“士林哲学研究中心”高凌霞教授在托马斯思想研究和新托马斯思想研究等方面给予我的持续不断的启迪、指教和无私帮助。

在这项课题开展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的支持与帮助，他们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巨大动力。我应邀作为“托马斯·阿奎那年度讲座”的讲座人于2013年4月访问爱尔兰，从而有机会在那里介绍中国学者的托马斯研究，并就相关问题与学者们展开深入研讨。因此，我衷心感谢爱尔兰国立大学梅努斯哲学系系主任Professor Michael Dunne的盛情邀请和慷慨帮助，感谢他此前与此后赠送的书籍，特别是那本拉丁文单行本《神学大全》（Sancti Thomae de Aquino Summa Theologiae，san paolo s.r.l.，1988）。

非常感谢英国牛津大学的Professor Vivian Boland和“牛津大学Blackfriars阿奎那研究所（the Aquinas Institute at Blackfriars，Oxford）”为我提供的访问学习的机会以及持续至今的学术联系。在Professor Vivian Boland帮助下，我荣幸地得到来自波兰科学院哲学与社会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f the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的学者Mr.Wojciech Golubiewski所赠的出版于19世纪的6卷本拉丁文《神学大全》（Divi Thomae Aquinatis Summa Theologica，Editio Altera Romana ad emendatiores Editiones Impressa et Noviter Accuratissime Recognita，Romae ex Typographia Forzani et S.，1894）。一并感谢波兰大使馆外交官Mr.Krzysztor Malczewski不辞辛苦从波兰带书到北京给我。

感谢美国加州伯克利“对华学术交流联合会（China Academic Consortium）”的Ms Martha Chen提供给我访美学习与交流机会；感谢在美国洛杉矶的Mr.Chuck Robertson为我和我的儿子在美国访问期间的生活所提供的无私帮助。几年来，Mr.Chuck Robertson在宗教与哲学相关研究方面为我提供了不少新视角与好建议。2013年，他将自己藏书中一些有关宗教与哲学研究、宗教现象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等方面的英文版经典著作无偿赠与我，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冯春凤主任为此书的出版所进行的认真筹划与严谨校改。感谢我亲爱的儿子温暖的陪伴，让我辛苦的写作生活充满阳光。在此一并附记。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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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25-1274）是“经院哲学（Philosophia Scholastica，Scholastic Philosophy，Soholasticism）”的哲学家和神学家，“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天主教“托马斯学说（Thomism，托马斯主义）”的创立者，堪称西方中古时代思想界的巨人。

第一节 托马斯·阿奎那行谊

托马斯·阿奎那生于1224年终或者1225年春，出生地在意大利南部那布勒斯附近的洛卡塞城堡（Roccasecca）。他的父母都是当地的望族。托马斯父兄多为军人，服务于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1194-1250）的麾下，退役后历任公职。5岁左右时，托马斯·阿奎那被父亲送到离家不远的著名的卡西诺修道院的本笃会院（Order of St.Benedict）当修童，父母希望将他培养成这个修道院有钱有势并且拥有崇高地位的隐修院院长（Abbas）。小托马斯在卡西诺修道院勤奋学习了九年，沉默寡言，手不释卷。18岁左右时，托马斯·阿奎那加入“道明会（Ordo Dominicanorum，the Dominican Order）”。

1245年，托马斯·阿奎那被修会送到巴黎的圣雅克会院（Saint-Jacques）学习，受教于名师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约1200－1280）。三年后，托马斯担任了这位名师的助教，协助新课程的规划。大阿尔伯特以博学著称，在当时被誉为“全能博士（Doctor Universalis）”和权威。托马斯·阿奎那如饥似渴地从大阿尔伯特的课堂上汲取知识营养。因为年轻的托马斯常常专注于思考问题，极少与同学们交谈与嬉闹，常被同学误认为是因为功课不好而怀揣自卑，因而从同学那里得到了一个绰号：“西西里哑牛（the dumb ox of Sicily）”。为此，了解托马斯且对其寄予厚望的大阿尔伯特不无感慨地向学生们宣布：“我敢预言，你们所称呼的哑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而且将震撼世界。”

1256年，31岁的托马斯·阿奎那在巴黎大学毕业，取得了学位和教职。后来，他与友人博纳文图拉（Bonaventura，1221-1274）一起取得神学博士学位。之后，便开始了为期三年在母校任教的工作。从1269年到1272年，托马斯·阿奎那再次赴巴黎大学讲学。此外，托马斯还在罗马及意大利其他的城市教书，同时开始著述。此时的巴黎大学学术风气正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际，流行的思想潮中有奥古斯丁主义（Augustinism）也有阿维罗伊主义（Averroism）所注释的亚里士多德主义（Aristotlism），更有极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此同时，由于巴黎大学的两大修会“道明会”与“方济会（Ordo Fratrum Minorm，Franciscan）”原本就对哲学持有不同见解。为了辨明真理，两个修会之间兴起了相当激烈的争论。作为“道明会”成员，托马斯·阿奎那凭借自己无与伦比的学识与能力成就了一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常胜论辩将军角色，他的名气也从此开始如日中天。

托马斯·阿奎那在自己的修会里积极地侍奉、频繁地旅行和讲学，并且经常向教皇提出有关各地政务的建议。在传教的同时，托马斯每天勤奋著书立说，不求名利。他的写作包括各种训诫、问答集、授课笔记以及他的巨著《神学大全》，等等。教会曾提供给他那不勒斯的大主教和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的职位，但都被他婉拒了。在1273年12月6日的一次弥撒仪式上，托马斯·阿奎那称自己看见了神迹。事后他停止写作，没有完成《神学大全》的最后部分。1274年1月，格里高利十世（Pope Gregory X，约1210-1276）指派托马斯·阿奎那参加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Council of Lyons），委托他调查并且研究希腊与拉丁教会之间的差异。由于身体健康出现问题，在前往会议的旅程中，托马斯因病停留于侄女的城堡。其间，他的病情开始恶化。托马斯希望在修道院里走完余生，遗憾的是，病危的他终究无法及时抵达他心所属的“道明会”的教堂，而是被送至一座熙笃会（Cistercenses；Cistercians）的教堂。在经历七周的病痛煎熬后，1274年3月7日，托马斯·阿奎那因病离世，时年不足50岁。

在其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托马斯·阿奎那集教师、圣徒、神学家、哲学家等身份为一体，融合了希腊、希伯来、犹太的哲学思想的优秀成果，建构起“经院哲学”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体系，从而在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逻辑学、政治学、教育学、法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托马斯的哲学对近现代西方哲学具有重要的影响，并特别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后起的“新托马斯主义（Neo-Thomism）”学派，多以他的思想体系为中心而研究哲学。

托马斯·阿奎那一生才学出众，著述等身，其代表作主要有《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反异教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论存在者与本质》（on Being and Essence）等。1323年，教皇约翰廿二世（Joannes XX Ⅱ）追谥托马斯·阿奎那为“圣徒”；1567年托马斯被命名为教义师，并被授予“天使博士（Doctoris Angelici，angelic doctor）”的称号。托马斯学说在1879年被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ⅩⅢ）正式定为天主教的官方神学和哲学，即“托马斯主义（Thomism）”。它是“经院哲学”的最高成果，也是中世纪神学与哲学最大、最全面的体系。1987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辞典》和英国1985年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从贡献和影响方面列出世界十大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位居第四。1999年，BBC评出千年十大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位居第五。

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经后人整理为全集（operaomnia）的有许多种，其中以1882-1884年教皇利奥十三世（LeoⅩⅢ，1810-1903）组织编订的为定本。按照哲学史家吉尔松（Etienne Gilson，1884-1978）的分类方式，托马斯·阿奎那的作品主要包括：神学著作类（Theological Syntheses）、学术讨论类（Academic Disputations）、圣经注释类（Expositions of Holy Scripture）、亚里士多德著作注释类（Expositions of Aristotelian Works）、其他注释类（Other Expositions）、争辩文类（Polemical Writings）、特别论题论文类（Treatises on Special Subjets）、专家见解类（Expert Opinions）、书信类（Letters）、礼仪著作与论道类（Liturgical Pieces and Sermons）、不确定可靠性的著作类（Works of Uncertain Authenticity）等共计100本左右的著作。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力求结构严谨、证据繁博、论证缜密、学理精深，因而影响深远。

托马斯·阿奎那的代表作《神学大全》被认为是基督宗教的百科全书及最重要的教科书之一。七百多年来，《神学大全》被译成世界各主要语言的版本，甚至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修订本问世，足见其重大的影响力。《神学大全》原是托马斯在大学讲堂上的系统讲义，成书于1266至1273年间，全部用拉丁文写成，总字数超过两百多万。虽然，托马斯谦称此著作只不过是为“初学者（beginner）”使用的关于基督教学说理论的指南手册或导览。然而，事实上，它相当系统地阐释了哲学与神学在当时能够涉及的所有问题。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就是《神学大全》这部著作中重要的理论。

第二节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中国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研究起步较晚。如果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一批热衷于介绍和研究西方哲学思想的文人学者诸如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对西方哲学的译介与评述作为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开端，那么，中国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迄今为止仅历经一个多世纪。在此期间，中西哲学之融合态势逐渐增强。特别是，在努力开创新哲学、新文化的思想过程中，诸如胡适、张君劢、张颐、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等一批既有国学功底，又在西方留学的学者开始担任大学的哲学教授，成为职业哲学家。虽然这些早期的中国职业哲学家们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广泛，因而对西方哲学的主要领域诸如希腊罗马哲学、16-18世纪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法国启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意志哲学、生命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都有所涉及和了解，并且特别在德国古典哲学、古希腊哲学、近代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倾注了较多的力量，逐渐形成了规模与特色。然而，相较而言，起步较晚并一向默默无闻的“西方中世纪哲学研究”则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与思考，基于此，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理论在中国大陆长久以来几乎成了无人问津的领域。

一 研究滞后的原因

西方中世纪哲学通常指以西欧经院哲学为主体的哲学，它以奥古斯丁（St.Aurelius Augustine，354-430）和波埃修（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480-524）的思想为先声，13世纪进入黄金时期，在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体系中登峰造极，在邓·司各脱（Blessed John Duns Scotus，约1265-1308）和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约1285-1349）之后走向没落。15世纪中叶，中世纪哲学曾经的辉煌逐渐为文艺复兴思想所取代。

回顾中国大陆西方哲学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造成早期中国学者对西方中世纪哲学无人问津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从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当时的西方学者从事哲学研究的思想认识来讲，“中世纪”一向与“黑暗时代”画上等号，因此，“中世纪哲学”势必被视为“黑暗时代的思想”，黑格尔主张“穿七里靴尽速跨过这一时期”
 
[1]

 的方式自然成为当时不少哲学史家（哲学家）的共同看法。如此一来，在西方尚且遭受冷落的中世纪哲学自然不会引起刚刚开始接触西方哲学的中国人的浓厚兴趣。

更何况，西方中世纪哲学本身所蕴含的基督教思想与当时初次大规模相遇的封建中国的儒释道传统还无从找到“理论对话”的可能——虽然明朝末年有所谓“圣教三柱石”，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成为当时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2]

 在中国传教期间第一代基督徒里最有成就的三个人。并且，其中的杨廷筠也著有《代疑编》、《代疑续编》、《圣水纪言》、《天释明辨》等作品初涉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可是，这些著作还算不上“研究”，更算不上“哲学探讨”。而无论李之藻的《同文算指》（8卷）等，还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泰西水法》、《测量异同》、《勾股义》、《徐氏庖言》、《兵事或问》，乃至影响深远的《农政全书》等，其所体现的无外是数学、农学、地理学意义上的“实用技术”之主旨，鲜有哲学论证与学理分析。因此，与其说他们是西方思想的“研究者”，倒不如说是这些自然科学知识的“接纳者”、“介绍者”和相关技术的“推广者”。

另一方面，从当时中国人学习、研究西方哲学的思想角度来讲，虽然当时的王国维与章太炎二位先生较为重视纯粹的学理研究与独立的知识探讨，这对于作为一门“学问（knowledge）”的西方哲学的“学院式”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事实上，受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实用技巧、轻视基础理论研究的传统的影响，“西方哲学”自进入中国之始就更多地被赋予了服务于“社会之治”的“实用”目的，而其作为“哲学（φιλοσοφο；philosophia；philosophy）”之本意所承载的“求知”、“求智”的“纯粹”学术内涵自然而然地被置于较次要的位置。

为了救亡图存、针砭时弊，梁启超先生先后介绍与诠释了西方启蒙思想家如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以及西方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两大代表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62）和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的思想，还有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哲学，其贡献令人钦佩。然而，无论如何，梁先生介绍这些思想的目的从根本上讲是为当时中国社会改造之“用”——重“实用”的目的本无可厚非。但是，梁先生似乎忽视了一个问题：无论多么先进的哲学思想，倘若缺乏一定数量的人的深入研究与理解、在其尚未产生相当规模的影响力之前就迫不及待地拿来“治疗社会之弊端”，那么，或者由于“曲高和寡”，或者由于“水土不服”等原因，终究不会有多少“用武之地”。

因此，在“引进”西方哲学之初，正是由于当时西方思想对于这些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在服务社会之治方面的巨大吸引力，中国的文人学者才一味地寄希望于借“西方哲学”之“技术”改造中国社会。然而，这样的做法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时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流派非理性、非全面的认知，出现了“挑肥拣瘦”、“厚此薄彼”式的理解与介绍。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学院哲学”为主要特征的西方中世纪哲学因其缺乏“社会之用”而被“悬置”起来也是意料之中的。

严复是“经验论”的信徒，认为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在严复看来，“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而“古之必敝”——即使尧、舜、孔子生在今天，也要向西方学习的。当时的中国如严复一样的知识分子的确做到了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来自西方的智慧，然而，正是由于社会发展和文化差异的原因，西方中世纪哲学在中国西方哲学研究之始便成为了“缺位”。这也成为中国托马斯·阿奎那研究严重滞后的关键原因。

二 中国大陆的早期研究

实际上，自景教于公元635年传入中国起，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相关思想就伴随着传教士开始在我国断断续续地流传了许多个世纪。然而，中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长久以来并没有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方中世纪哲学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也没有及时地、真正有效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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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以后，“左倾”思想一度成为新中国的指导思想，中国的哲学教育与研究模式基本上从苏联照搬过来，西方哲学被简单地划分为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大阵营的对立。其中，唯物主义、辩证法代表进步与合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则代表着反动与荒谬。

在这样的公式规定下，西方中世纪哲学被完全否定，成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典型代表。相应地，与之相关的基督宗教研究也几乎成了空白。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后西方哲学研究的停滞与倒退。当时，学者们很少能够接触到西方哲学原著，相关的研究与著述也少之又少。受意识形态影响，当时仅存的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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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196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马清槐翻译的《阿奎那政治著作选》，以及奥古斯丁著、周士良翻译的《忏悔录》。直至今日，这两本书在学界的良好影响依然不减。

中国大陆“西方中世纪哲学研究”的有效起步得益于整个西方哲学史研究的逐渐恢复和文化思想的解放。1978年10月，中国大陆西方哲学界在安徽芜湖召开了“全国西方哲学史讨论会”，那是一次在中国大陆西方哲学研究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来自全国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那次讨论会。会议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性质、对象、方法等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不应该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当作僵死的教条，而应当将其对立和发展看作是人类认识史的一个过程。同时，还应当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也会互相影响和联系。不少学者提出，应当客观地评价唯心主义哲学的地位和作用。这次会议无疑成为中国大陆西方哲学研究领域解放思想、破除教条主义束缚、摆脱苏联哲学模式而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中国大陆学者渐渐开始了对西方中世纪哲学的阅读、译介及研究工作，出现了一批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

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杨真著的《基督教史纲》（上册）。该书作者认为，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产生于奴隶社会、盛行于中世纪封建社会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督教已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并渗透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又与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哲学、法律、艺术等上层建筑领域互相渗透和影响，乃至形成了一种精神、文化的共同体。因此，作者认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基督教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有利于人们剖析和了解世界历史与政治，具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这本书的观点对于当时开阔学者们的思想视野和进一步推进思想解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大陆西方哲学研究的全面恢复，中国大陆学者不仅接续了此前百来年的积累，而且还以从未有过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对西方哲学展开了全方位研究。1990年代以后，伴随着哲学研究逐渐远离文艺复兴作家将欧洲中世纪近千年历史贬斥为黑暗时期的主张，很多学者猛然发现基督教哲学研究对于整个西方哲学的研究是何等不可或缺，而“西方中世纪哲学”原本就是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地中一块不应该被人遗忘的沃土。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安东尼·肯尼著、黄勇翻译的《阿奎那》。按照译者的说法，本书“只是一本关于托马斯的生平、时代及其哲学思想的入门性的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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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鉴于当时中国大陆对中世纪哲学的研究极其薄弱，“对像阿奎那这样一位在西方文明史上产生过、并在某种意义上还在产生着重大影响的大师，竟然还没有一本专门的研究著作，本书的翻译出版也许具有更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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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托马斯·阿奎那”这个名字逐渐进入专业学者、学生的视野。

同时，关于中世纪哲学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一批较有影响的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作涉及西方中世纪哲学的许多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大陆“西方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学术水平，也不同程度地成为中国大陆“西方中世纪哲学研究”的早期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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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大陆中世纪哲学研究的起步阶段，傅乐安先生的贡献引人注目。在其1990年出版的《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一书中，傅乐安先生将基督教哲学划分成三个历史时期和三种不同的形态，他认为，在这三种形态中，“托马斯主义表现得最为突出而独占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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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乐安先生不仅全面地介绍了托马斯·阿奎那哲学体系的建立及其具体内容，而且还指明了它的影响以及当时天主教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

傅乐安先生在著作中提供了大量当时在中国大陆鲜为人知的原著资料，对于改变传统思想对中世纪、对阿奎那本人的误解与偏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97年，傅乐安先生又出版《托马斯·阿奎那传》。这部著作介绍了托马斯的生平及两部巨著——《反异教大全》和《神学大全》、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托马斯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托马斯的哲学和神学，以及托马斯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等等。整部著作资料充分、内容翔实，成为当时中国大陆研究托马斯·阿奎那及中世纪思想的又一主要成果。这两部著作无疑是傅乐安先生对中国托马斯·阿奎那研究和中国中世纪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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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考察，中国大陆早期出版的关于中世纪哲学研究（包括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研究）的著作都属于研究起步阶段探索性的作品，整体把握和宏观研究较多，深入地诠释、分析和微观探讨的专题较少。至于其中所涉及的诸如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研究，许多学者只是在介绍其生平和思想脉络方面施以浓墨重彩，而对于其博大精深的理论内涵则鲜有深入挖掘。因此，这些作品采用的多是历史的视野，而非哲学的论证。这大概是中国大陆起步阶段“西方中世纪哲学研究”较明显的不足。相比之下，赵敦华先生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因其全面的论证和大量引证“第一手资料”而被认为是有关当代中世纪哲学研究、基督教哲学研究的一部无可替代的优秀著作。

三 主要研究机构

研究机构的建立是任何一个学科发展之初学者们的良好期望，也是关乎本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即使在中国大陆西方哲学“学会（协会）”、“研究会”鳞次栉比地“你方唱罢我登场”争霸学术界的今天，我们也似乎难以在其中找到以“西方中世纪哲学”命名的、从事专门研究的较有影响的学术团体或学术研究机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相较而言，当代中国涉及西方中世纪哲学的较早研究机构主要在台湾和香港建立。其中，成立于1989年的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士林哲学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Scholastic Philosophy）”最为著名，此地集结了一批致力于“士林哲学”即“中世纪哲学”（经院哲学）研究的专家，他们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在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中西哲学对比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同时，他们也在培养后继研究人才等方面积累了独到实践经验，为推动中国“西方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发展和推动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辅仁大学“士林哲学研究中心”的高凌霞教授认为：“士林哲学之传入中国，虽然早在利玛窦时期已经开始，但是直至经历了最近五十年来在台湾地区的发展，它才真正成为那里的学术思想之主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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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吉尔松的说法，中世纪哲学，尤其是13世纪的思想，是基督教哲学。而其在台湾发展时所袭用的名词，则称为“士林哲学（Scholasticismus，经院哲学）”。在高教授看来，20世纪初，士林哲学刚刚传入台湾时，中国的思想环境对基督教哲学并不十分友善，这种情况与中世纪思想家当时面对信仰与神学之挑战时的情况类似。中世纪的思想家融合各种不同的思想派系，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观念重新诠释与批判，以求创新，就此而言，中世纪可以称得上是哲学的第二春。而中世纪哲学之精华，则是全盛期的“士林哲学”。14世纪唯名论之后，士林哲学逐步式微，直至19世纪末再度兴起。高教授认为，士林哲学在台湾发展的过程与其在中世纪之盛行、19世纪末再度兴起的背景虽有差异，但也有不少相似之处，而这些相似之处正是士林哲学之基本思想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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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台湾辅仁大学“士林哲学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Sine-Christian Studies）”、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Centre for Sino-Christian Studies）等研究机构也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各自不尽相同的贡献。就中国大陆而言，2004年武汉大学成立的“基督宗教与西方宗教文化研究中心”要算是在中世纪哲学研究方面做出较突出成绩的一个研究机构。该中心是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已逐步形成一个以托马斯·阿奎那和中世纪思想研究为主体、以西方宗教思想史和中西宗教文化比较研究为两翼的科研格局，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国际交流和合作等方面成绩显著。

四 主要译介

关于经院哲学的早期翻译，不能不提来华传教士，因为正是他们最早将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其人及其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华传教士中虽然利玛窦、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1571-1618）
 
[12]

 等人都讲到过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但是，相较而言，真正较详细介绍他的思想并简述其体系的则是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
 
[13]



艾儒略在《西学凡》中第一次正面介绍了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他认为，西方诸国共有六科，其中“道科”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西方经院哲学。他说：“所谓‘道学’者，西文曰：徒禄日亚，乃超生出死之学，概括人学之精，加以天学之奥，将古今经与诸圣人微论立为次第，节节相因，多方证析以明是道，使天主教中义理无不立解。”
 
[14]

 “这种学问以解释《圣经》为目的，但采用了希腊哲学中的哲学原理来解释神学理论。”
 
[15]

 艾儒略认为这门学问是解决“万有之始终”、“人类之本向生死大事”的，在西方的地位极高——“此种学问，古为圣所闻，其间有一圣，名为多玛斯甚博著书，又取前圣之言，括为徒禄日亚。略所言最明，最简，最确，而此后，学天学者悉皆禀仰不能赞一辞令。”艾儒略将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划分为“三大支”：第一支“先论徒禄日亚之学，次论天主之本体”，第二支“论人究竟归向与人生前身后之真福”，第三支“盖前既论之诸罪，至是则论天主必宜降生救世论”。艾儒略第一次纲要式地把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介绍到中国。从托马斯思想研究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难得的贡献。

来华“耶稣会（Societas Jesu，Society of Jesus）”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一直情有独钟，继艾儒略以后，明朝时，来华传教士利类思（Louis Baglio，1606-1682）
 
[16]

 第一次从拉丁文把《神学大全》翻译成中文，定名为《超性学要》。共三十册，附目录四册，目录全部译出，但是，他只将《神学大全》正文部分译出，共有下列九篇：1.《天主性体》，论天主本性及其属性，共六册，其中四册于1654年在北京出版。2.《三位一体》，共三册。3.《万物原始》，共一册，论万物的真正起源，此书另有单行本，题名《物元实证》，用五项推理法证明天主实有，并解答两项难题。4.《天神》，共五册，1676年北京出版。5.《形物之造》，共一册，论物质万物之创造，1676年在北京出版；6.《人灵魂》，共六册，论人的灵魂，1677年在北京出版。7.《人肉身》，论人的肉身，共两册，出版于1678年。8.《总治万物》，论宇宙的统治，共两册。9.《天主降生》，论天主圣子降生为人，共四册，内容分四个专题：“天主降生”、“圣母之圣论”、“耶稣降诞”、“耶稣行实之宜论”。《超性学要》于清顺治十一年初版，1930年，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再版。

《神学大全》是托马斯·阿奎那最重要的著作，它在基督宗教历史上被称为“一部空前绝后的巨著”。
 
[17]

 利类思深知这部著作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因此在其中文序言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以及自己着力翻译此书的目的：“旅人九万里东来，仰承先哲正传，愿偕同志将此书编译华言，以告当世；自渐才智庸陋，下笔惟难，兼之天文以地殊，言以数限，反复商求，加增新语，勉完第一大支数卷，然犹未敢必其尽当于原文也，续成大业，尚假岁月焉。”
 
[18]



在谈到托马斯·阿奎那哲学的历史作用时，利类思说：“其间杰出一大圣多玛斯（托马斯），后天主降生一千二百余年，产意大利亚国。乃更详考圣经，即古圣注撰，会其要领，参以独见，立为定论。”
 
[19]

 利类思认为托马斯《神学大全》的特点是体系完整，他说：“是书有三大支，支分为论，论凡数百，论分为章，章凡数千，章分为引，为疏、为驳、为正。而引疏驳正中，又各有始有终，此见数则更仆难矣。然而由初迄未，层层相发，序岩鳞次，垒垒交承，贯似珠连，望之浩瀚，拟河汉之无极。”
 
[20]

 正是因此，利类思将《超性学要》视为“群言之折中，诸理之正鹄，百学之领袖，万圣之师资”。虽然，由于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原因，当今的中国学者和学生们很少阅读这部译著，可是，不可否认，利类思的这部译著在中国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研究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中国有关托马斯·阿奎那著作的翻译，早期除了利类思的译本之外，张金寿也曾将《神学大全》第一册内容译为中文，以《论天主唯一》与《论天主位三》两册的方式问世，1951年由上海上智编译馆正式出版。此外，谢扶雅翻译的《圣多默的神学》是托马斯《神学大全》、《驳异大全》、《论真理》、《论实有与本质》等著作的选集，于1965年由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发行。马清槐译的《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译本，此后还有上文提到的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安东尼·肯尼著、黄勇翻译的《阿奎那》。这些翻译无疑为中国人更加深入地了解托马斯哲学、中世纪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不足的是，以上译本中多数都是节选或是简要介绍，并非全译。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台湾中华道明会与碧岳学社联合出版了由周克勤主编的中国第一套完整中文版的《神学大全》，全书共19册（含索引、导读各一册）。其译者多是神职人员，他们通晓拉丁文，多数掌握不止一门外语，加上神学的体悟，呕心沥血完成了这套宏篇巨著的翻译，填补了中国相关研究的空白。此外，2001年，武汉大学段德智教授接受商务印书馆的邀约主持翻译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及其他相关文献，有望近期全部出版。

五 不足之处与努力方向

中国大陆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研究和相关的中世纪哲学研究曾经历了长久时段的“冬眠”期。这个“冬眠”符合中国的国情，因而也是不得不经历的历史阶段。更何况，“冬眠”通常是新的生命诞生的必要孕育期。所以，正是这样一个较长时段的“冬眠”才促成了当今时代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一研究领域的可喜起色。当然，比起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中国大陆学者在这一领域曾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尚不具有夸耀的资本。特别是，与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相比，我们任重而道远。因此，如何规范现阶段的研究并进一步规划未来的主题与发展方向，以期中国大陆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研究走向辉煌之路成为当务之急。无论如何，当今时代，我们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20世纪起步前后学者们疑惑不解的“应不应该研究”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研究”和“如何更快地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为此，我们应当从许多方面做出努力。例如：

第一，我们应当深入透彻地翻译与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原著与相关的中世纪哲学文本。众所周知，“中世纪哲学研究从来不缺乏原始材料。不仅如安瑟尔谟、大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那、司各脱和奥康的威廉等重要思想家的著作得以相对完整地保留，即使像黑尔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Hales），普瓦捷的吉尔伯特（Gilbert of Poitiers），拉罗谢尔的简（Jean de la Rochelle）等这样在专业领域外还鲜为人知的作家也有大量抄本流传，更不必提起沉睡在欧洲的修道院和图书馆里尚无人问津的海量手稿。因此，托马斯思想与中世纪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在于研究和编订中世纪抄本，借助语文学工具尽可能忠实地呈现中世纪哲学文本，以此构建中世纪哲学研究的文本基础。”
 
[21]

 然而，就目前情况看，我们的学术资料尚待完善，也就很难说到拓展翻译与研究了。

第二，研究视域有待加宽。与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相比，中国托马斯·阿奎那研究起较晚、成果少，研究视域也不够宽阔。托马斯的思想涉及哲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教育学和神学等方面。仅从哲学研究的角度讲，就涵盖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逻辑学、政治哲学等方面。与过去几十年相比，目前中国大陆托马斯哲学研究的现有研究成果虽有起色，且发展态势较为可喜，但是，多数成果还难以与国外相关研究相比。从中国的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思想研究的情况来说，过去的研究大多都是概要式的、仅止于介绍的研究，许多作品结合其理论基础所做的哲学的论证与分析还不够全面深入，对托马斯哲学的历史影响还缺乏足够重视。因此，希望本研究能够抛砖引玉，为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思想的深入研究有些许贡献。

第三，需要多角度的研究方法。在诠释托马斯·阿奎那和中世纪哲学文本时，研究者首先应当做到回归经典的原意。根据经典，以经解经，力求义理之通达一贯，在忠实地诠释的基础上再做出有创造性的诠释与论证，从而发掘出隐藏在托马斯文本表面结构底下的深层次结构，揭示思想家原本的哲理意涵。同时，还要将托马斯思想这一中世纪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置于西方哲学史、西方宗教史、中国传统文化等思想结构中来分析和诠释，这样做不仅可以深化西方中世纪哲学本身的研究，同时还可以拓展出相关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对相关学科的发展也会起到促进作用。
 
[22]



虽然，我们不能够预设作为西方中世纪哲学家的托马斯·阿奎那所关心的恰恰就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哲学问题，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客观地、理性地在其所处的历史语境、文化结构中具体地考察和分析他所要解决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并将单纯的概念分析与其在整个叙事或论证框架中的作用相结合来研究，从而在更广阔的视域中准确地理解托马斯的伦理学。

第四，思想认识、专业队伍培养和资金投入方面尚有待加强。现代科技与资讯的发达，使现今中国大陆托马斯哲学和中世纪哲学相关文献大量增加，学者们对外交流的机会也与日俱增。研究者力量不足、资金紧缺的情况随之已有很大改观。同时，中国大陆许多重点高校、研究院所在专业队伍的培养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托马斯思想和相关的中世纪哲学研究开始产生兴趣。这些都是可喜与有利的方面。然而，在思想认识、专业论文发表、课题资助、专业研究机构建立、学生毕业出路等方面却还存在不利因素。此外，一些研究者外语水平、研究方法更有待完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客观上需要有理性的思想认识、良好的专业研究队伍与相当的资金、政策的支持与帮助。

第三节 《神学大全》中的伦理学

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思想的集中论述见于《神学大全》第2卷、《反异教大全》第3部、《论德行》等著作中。其中，《神学大全》第2卷最为集中与全面。《神学大全》原是托马斯·阿奎那在大学讲堂上的系统讲义，成书于1266年至1273年，全部用拉丁文写成，总字数超过两百多万。虽然托马斯谦称此著作只不过是供“初学者”使用的关于基督教学说理论的指南手册或导览。然而，事实上，它相当系统地阐释了哲学与神学在当时能够涉及的所有问题，诸如物质、生命、数理、人的意识、人的精神等问题，理论延展于物理学、哲学、人类学、逻辑学、形而上学及神学等不同层面。因此，《神学大全》虽以“神学”命名，实际上却是“哲学”和“神学”全方位的理论探讨，被誉为第二个一千年中对人类文明历程最有贡献的著作之一。七百多年来，《神学大全》被译成世界各主要语言的版本，甚至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修订本的问世，足见其重大的影响力。

《神学大全》共分三大部分，另加称为“补编”的一部分。其中，第一部分（prima pars，first part）是托马斯·阿奎那于1266-1268年在意大利任教廷顾问时写成，由119个问题组成，主要讨论上帝的存在及其特征与活动，属于理论哲学的内容。第二部分分为上集（prima secundae，first part of the second part）和下集（secunda secundae，second part of the second part），写于1269-1272年托马斯在巴黎大学任教期间。其中，上集共由114个问题组成，属于实践哲学的部分；下集共有189个问题，延续实践哲学的内容，同时开始进入神学的领域，探讨了基督教教义中的重要理论“基督论（Christology）”。第三部分（tertia pars，third part）写于1272-1273年托马斯·阿奎那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任教期间，由90个问题组成，接续前文所探讨的神学问题。补编部分（supplementum，supplement）则是托马斯·阿奎那早期作品的集成，共由99个问题组成。

《神学大全》全书的三大部分加上“补编”共四大部分，都是按照中世纪大学教学论辩的方式和当时教材的体例编写，不分章节，只列有问题的题目（quaesio，question），每个问题的题目下分若干论题（articulus，article），论题数不定，有的少有的多。每个问题的结构均为四个段落：第一段先列举出数个与此论题相反观点的反对意见（objection）；第二段以“与此相反”或“相反地（sed conta，on the contrary）”开场，引述诸如基督教义、教父思想或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第三段是“正解”，以“我的回答是（respondeo dicendum quod，I answer that）”开场，明确阐述作者自己的主张；第四段则是“释疑（Reply obj.1……）”，逐条逐项地回应第一段所列举的反对意见或问题。托马斯·阿奎那以理论分类、分析、辨别、引证、反驳、综合和解答的方式，条理分明、连续不断地展开这部著作的思想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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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大全》第2卷是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思想的集中论述。这一部分的篇幅超过全书的二分之一，它分为上下两部分。其中，上部分别探讨了“人的道德行为与情（1-48题）”、“德性与恶习及罪（49-89题）”、“法律与恩典（90-114题）”等问题。下部分别讨论“信德与望德（1-22题）”、“爱德（23-46题）”、“智德与义德（47-79题）”以及“义德的功能或附德（80-122题）”等问题。

托马斯·阿奎那主张，自由受造物的一切活动应该归向上帝，人的最后目标是上帝，以获得“永福”——这是《神学大全》第2卷导言所强调的。在此前提下，托马斯·阿奎那开始讨论人的行为。他认为，人的行为基于内在与外在两个原因——它在“意志”的自由抉择下开始，然后在“理智”的决断之下完成。因此，一个“伦理行为”只有在“意志”与“理智”的双重因素参与下才得以实现。“意志的行为”可分为“直接”与“受命”两种，前者包括直接趋于目的（善）的意志行为，或者趋向为达到目的的方法的行为（选择、同意、施行），而后者则包括“善行”与“恶行”的区别。

为了得到幸福，需要正直的意志，这是意志对于最后目的的必要的关系，这样的需要就如同为了取得“形式”，“质料”应当有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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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人的“习性”，托马斯·阿奎那所论内容涉及习性的基本问题如本质、主体、产生的原因、增减的可能性，以及善的习性——“德性”、恶的习性——“罪恶”、“罪行”。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因为习性是一种品质，所以是现实，因此是行动的根本。然而，对于行动而言，习性则是潜能。所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在其《灵魂论》第1卷第1章称习性为‘第一实现’，称行动为‘第二实现’。”
 
[25]

 德性的习性又可分为“理性德性”、“道德涵养性德性”和“上帝之德”。“‘理性德性’成全理性。‘道德涵养性德性’成全欲望能力，使之服从理性。‘上帝的恩赐’则成全灵魂的一切能力。”
 
[26]



“罪”的产生包括内在原因（愚昧、恶意等）与外在原因（来自上帝、魔鬼和人的方面）。而由始祖传下来的罪则是人的“原罪”。“法律”的产生基于“罪”的原因。关于“法律”的论证是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托马斯通过对诸如法律的性质、种类与效果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分析，深入地诠释其普世性的形而上学基础——“永恒法”。托马斯认为，“法律属于理性之物。”
 
[27]

 “‘自然法’是对‘永恒法’的分有，因此永恒不变，这是因为成就人之天性的上帝的理性是永恒的和完美的。然而，人的理性是变化无常和不完美的，因此，‘人定法’是可以变动的。此外，‘自然法’含有普遍性的指令，这些指令永远有效；‘人定法’含有个别的指令，为的是应对偶发情况。”
 
[28]



托马斯·阿奎那将“德性”分为“三主德”与“四枢德”。前者包括“信”、“望”、“爱”，后者包括“审慎”、“正义”、“勇敢”、“节制”。在《神学大全》第2卷的下半部分，托马斯以大量的笔墨论述“三超德”之中的“爱德”，体现出基督宗教德性论对“爱”的强调。亚里士多德曾视“爱”为“友谊”，托马斯则进一步指出，“爱德”是在交往基础上的善愿，包含超越的维度。然而，爱的行为并非一种纯粹好感，而是一种发生在理智决断之前的意志行为，并附有“嗜欲”的倾向。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性行为有两种规则——“人的理性”和“上帝（上帝的理性）”。其中，“上帝（上帝的理性）”是首要的规则，人的理性也必须接受这个规则的规范。因此，那些达到此首要规则的趋向上帝之德，比那些只能达到人之理性的道德涵养性之德或理智之德更为崇高。
 
[29]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智德”即“审慎之德”，它是在判断实际问题中唯一成全理智的道德德性。“义德”即“正义之德”。除了普遍义务的基本问题之外，作者还提出了个别义德的类别：“分配正义”、“交换正义”和“偿还正义”等。托马斯·阿奎那指出：“正如对于藉艺术完成的外在作品，在艺术家的心智里预先存在着某种‘理’作为艺术的准则。同样，对于理性所限定的正义行为，在人的心智中，也预先存在着某种理，就如同智德的某种准则。如果将这样的准则用文字表达出来，就叫‘法律’。”
 
[30]



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义德（正义之德）”有九个附属德性：宗教、孝爱、尊敬、感谢、报复、诚实或真实、友谊或友善、慷慨和权宜正义。他认为，“对于一种主要德性的附加德性，必须注意两件事情：其一，这些附加德性中有些与主要德性有共同之处；其二，它们在某一方面不具备其主要德性所具有的一切完善之处。”
 
[31]

 所谓“勇敢之德”又称“刚毅之德”；“节德”即“节制之德”。托马斯认为，“人的意志有两种障碍阻止其遵从理性的正直。其一，意志被某种快乐所吸引，去追求有违理性之正直的东西，而这样的障碍是用节德去除。其二，意志在面临困难时，受阻不去追求那合乎理性的东西。为了能够去除这样的障碍，必须有心灵的刚毅或勇敢，以克服困难。”
 
[32]



对于特殊恩典、生活与身份，托马斯·阿奎那指出，“行动的生活”与“静思的生活”的分别不仅是人的生活的外在表现不同，其关键是理智作用的不同。静思的生活属于静思理智，行动的生活则属于实践理智或行动理智。而“从本质上讲，静思的生活先于行动的生活，因为静思生活注重的是优先的更好的事物。因此，静思的生活也推动和指导行动的生活。而从产生的过程来说，行动的生活先于静思的生活，因为行动的生活是静思生活的准备”
 
[33]

 。“人取得完善的身份，并非表明自己是完善者，而是宣示自己朝着完善前进。”
 
[34]



除了《神学大全》第二卷的上下两大部分，在《反异教大全》第3卷、亚里士多德著作注释中的《伦理学十卷疏释》（In decem libros Ethicorum expositio）、《论恶》（De malo）、《论德行》（De virtutibus）以及《论爱的双诫与上帝十诫》（De duobus praeceptis caritatis et decem lemis praeceptis）等著作中，也可以发现托马斯·阿奎那对一些具体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的分析与讨论。不过，总体来看，托马斯的《神学大全》第2集最为典型、最为集中地展示出了他的伦理学思想构成。

在此，托马斯·阿奎那总结历史上近二十位著名哲学家、神学家如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柏拉图（Plato，约前427-前347）、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波埃修、杰罗姆（Jerome，约342-420）、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塞涅卡（Licius Annaeus Seneca，约前4-65）等人的思想，又借鉴了伊斯兰哲学家阿威罗伊（Ibn Rushd，Averroes，1126-1198）与阿威森那（Ibn Sina，Avicenna，980-1037）等人的观点，用百万字来论证伦理学的相关问题。因此，《神学大全》第2卷不仅是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思想的代表之作，也被推崇为基督宗教的伦理教科书与典型著作。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篇章结构

论证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思想的理论架构并揭示其深刻的哲学内涵是本课题的研究目标，为此，就需要较为恰当的研究方法。只有采用恰当的研究方法，才可能有效地构架相关论题的逻辑脉络，并且揭示其中各项重要问题的意义及相互关联，从而深入诠释与论证其中所蕴藏的深刻含义。

一 研究方法

托马斯·阿奎那是伟大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的思想理论是同时包含神学、哲学理论特征的立体构成。因此，托马斯的伦理学思想既可以作为他的哲学理论的重要构成因素，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基督宗教“神学伦理学”。在思考与研究他的伦理学思想时，即使我们选择站在西方哲学的研究视角切入问题，我们始终也难以离开问题本身所蕴含的“神圣”的价值指向与信仰的概念框架。因此，我们的研究不得不定位在西方哲学与基督宗教神学的双重视野，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力求以主体反省意义上的哲学思考对其宗教伦理理论做出理性解读与深刻分析。所以，本研究将主要采用“诠释学方法（hermeneutic method）”、“对比的方法（method of contrast）”、“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method of uniting the logic and history）”原则。当然，任何方法皆非孤立运用，而是力求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诠释学”的渊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祭司对神谕的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论诠释》（On Interpretation）被视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本关于诠释学的著作。后经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43）、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8-1911）、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等人的深入发展，诠释学逐渐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显学之一。如果将诠释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就是针对作为解释对象的文本与作为解释主体的解释者在传统与现代间展开交流或对话，其目的是展现文本丰富的内涵并获得新的时代意义。 “诠释学方法”对本研究的启发在于：第一，回归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思想经典文本的原意，忠实地“以经解经”，力求义理通达一贯。第二，创造性地诠释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理论——深入发掘隐藏在其经典文本表面的深层次的意义结构，以期展现托马斯伦理学深刻而独到的哲学意义。

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理论孕育在中世纪的历史与文化时空，因此，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思想离不开与之相关的其他经典素材。综观中国学者的前期研究成果，我们发现，传统研究对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理论的解读大体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完全从信仰的角度出发，以纯粹“解经（Exegesis）”的态度彻底查考，以揭示文本的神学思想。这在神学院学者的作品中表现较为明显。另一种方式是从无神论的极端立场出发，对文本思想不加分析地彻底批判。这较多地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大陆中世纪思想研究的成果当中。显然，以上两种方式所体现的都不是理性、客观、全面的研究态度。

真实地把握原典是任何研究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出发点，它要求对文本进行较为深入的“理解”与“诠释”。“理解”是第一步，它体现的是人的悟性（理解力）的“收摄”之力而非“展现”之功；“诠释”则要求必须将研究者自己的理解通过语言准确而深入地“表达”出来。为此，在理解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时，我们首先要回归文本的原始意义，即面对原典的文字所显现的义理展开忠实、准确的理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展开基本的诠释和创造性的诠释。

“对比的方法”是本研究采取的第二种研究方法。对比研究的方法即将数个研究对象进行排对对照，从而在研究的进程中展现这些对象彼此间的统一性与差异性。对比的方法是在“同与异、配合与分歧、采取距离与共同隶属之间的交互运作，使得处在这种关系的种种因素，相互敦促，而共现于同一个现象之场，并隶属于同一个演进之韵律”
 
[35]

 。“对比的方法”不是单一向度的，它包括历史层面的线性对比和哲学层面的立体性的对比，其中，前者重视陈述，后者则重在陈述之后（之中）的思辨分析与理论提升。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对比不仅是推动经验成长的方法，而且是经验完成时的综合状态。就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思想研究来看，在研究之初，我们首先必须对迄今为止中外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对照，在研究内容、研究方式等方面寻找到这些前期研究成果彼此间存在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根据所研究问题在中国开展的情况、问题本身所产生的哲学背景、社会历史背景及其与现代思想的关联等方面将相关的思想进行排比对照，以展现其中的统一性与差异性，从而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并同时进一步拓展出新的研究对象与问题空间。

除了上述两种研究方法，本研究还需采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思想的内在构成中所涉及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它们的产生不仅需要一定的理论条件，更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且，其发展也离不开他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的推动，就此而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不可忽视。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可以在处理个别研究对象时较好地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借着对概念的“分析”，使那些在未分之整体中原来只能隐含地为人认知的各部分真正地为人认知；借着“综合”，我们才可以有目的地将思想单元整合成一体。

二 篇章结构

本研究的篇章构成如下：

引言内容包括托马斯·阿奎那的行谊、中国托马斯·阿奎那研究综述、托马斯·阿奎那伦理思想概要、研究方法与篇章结构。

第一章的主题是“理论成因与思想特征”。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诞生于中世纪丰腴的基督教文化土壤中，具有独特的思想成因与哲学背景。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国王“养士”之风、大学与修会的建立、十字军东征开辟的东西交流渠道等，无不成为托马斯哲学重要的社会与历史成因。而从其理论本身的特色来看，在托马斯·阿奎那开始构建其思想理论的时代，宗教与文化的融合着实为其伦理学思想的建构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除此之外，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的形成还有其内在的、决定其思想方法与理论气质的原因，这就是“思想”与“存有（being，存在）”的连接问题。托马斯·阿奎那主张，共相既在个别事物之先，又在个别事物之后，同时也在个别事物之中，体现出一种“温和的实在论（Moderate Realism）”的基本立场。由此出发，托马斯运用知识论中的“类比（Analogy）”理论和本体论中的“分有（Participation）”方法建构起“上通下贯”的“大全”的哲学体系，从而在“知识”与“本体”之间建立起独特的有效连接。他的哲学体系也因而体现出由“知识论”入手走向“形而上学”之“体”、再落实于“伦理学”之“用”的理路特征，“知识”、“存有”和“道德”在人是“上帝的肖像（image of God）”的前提下得以合理定位。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的整体理论体现出“大全”体系的“上通下贯”。其理论建构中“本体论进路”是本章的难点，也是理解托马斯·阿奎那伦理思想哲学内涵的关键。

第二章的主题是“人性行为的构成（一）”。托马斯·阿奎那将上帝视为人的“模型（exemplar）”。因此，在集中体现其伦理学思想的《神学大全》第2卷论证“人（human beings）”之前，他首先论证了上帝三位一体的性质、上帝创造与治理万物的能力以及上帝按照其意志、由其能力创造的万物（《神学大全》第1卷）。然后，托马斯·阿奎那将理论的重心转移至“人”这一具有行为原则、自由意志及行为主权的受造物的“道德行为”及其“激情”。本章内容涉及“灵魂的本质与一般机能”（第一节）；“灵魂的特定机能”（第二节）；“理智领悟的方式与程序”（第三节）等。

第三章的主题是“人性行为的构成（二）”。本章内容接续上一章。为了论证人的“最终目的”这一问题，托马斯·阿奎那首先提出一系列的疑问：人是否为目的而行动？为目的而行动是否是有理性者的特征呢？人的行为是否由目的分种类呢？人生是否有最终目的？一个人能否有许多最终目的？人是否将一切都指向最后目的？所有人是否共有一个最后目的？人以外的其他受造物的最终目的是否与此相同呢？托马斯的论证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本章内容涉及：“人的最终目的”（第一节）；“幸福”（第二节）；“意志行为”（第三节）；“善”、“恶”与“激情”（第四节）等。

第四章的主题是“人性行为的内在原则”。在讨论了“行为”和相关之“激情”以后，托马斯·阿奎那转入对“人性行为的原则”的讨论。围绕这个问题，托马斯从“内在原则”、“外在原则”两个角度展开论证。他指出，“人性行为”的内在原则是“机能”与“习性”（关于机能，前文中已有所讨论）。本章主要关涉的是“习性”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德性”、“恶习”、“罪”等。本章各部分内容包括：“习性”（第一节）；“德性”（第二节）；“恶习”与“罪”（第三节）等。

第五章的主题是“人性行为的外在原则”思想是托马斯伦理学理论的独特而重要的构成部分。在讨论了人性行为的“内在原则”即“习性”之后，托马斯·阿奎那又讨论了人性行为的“外在原则”。托马斯认为，促使人趋向于恶的外在原则是魔鬼，推动人趋向于善的外在原则是上帝。上帝以“法律”照顾人们，并以恩宠助佑人们。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哲学视野中论证“法律”的目的是借理性的力量阐释与深化信仰的内容，因此，他将上帝视为人性行为的外在原理。本章各部分具体内容包括：“法律思想的理论来源”（第一节）；“法律的本质、效果与区分”（第二节）；“永恒法、自然法、人定法与神法”（第三节）；“人定法的权利与改变”（第四节）等。

第六章的主题是“思想价值与历史影响”。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思想界的巨人，他以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理论为基础来阐释基督教的教义，主张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不仅没有任何冲突，而且还可以相辅相成。这一思想主旨在其伦理学理论上的体现，就是他独特的人文主义精神。本章内容主要包括：“人是上帝的肖像”（第一节）；“理性与信仰的整合”（第二节）；重返“存有”寻找“完整存在的人”（第三节）；“托马斯哲学可能提供的借鉴”（第四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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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理论成因与思想特征

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是其经院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于中世纪丰腴的基督教文化土壤之中，具有独特的思想成因与理论背景。基督教在公元393年被定为罗马国教，从此开始了“政教合一（caesaropapism）”的政治制度。公元8-9世纪，有鉴于北方几大民族知识水平的落后，查理曼大帝（Challemangne，又Karlder Grosse，或者 Caroline，742-814）开始了“养士”之风——创办宫廷学院、教授百姓阅读拉丁文。这些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的做法为之后“大学（university）”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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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的“大学”通常是从基督教会创办的师徒结合的“联合体（行会）”性质的学校发展起来的。“大学”一词英文为“University”，词源为拉丁文“Versus Unum”，由表示“一”的“Unum”和表示“沿着某一特定的方向”的“Versus”两个词构成，意思是“面向一体”，亦即统合各种学问于一体之意。在中世纪，拉丁文在政府、宗教团体、教育机构和医学等领域得到较广泛的使用，比如当时在意大利萨勒诺（Salerno）、法国巴黎（Paris）和英国牛津（Oxford）出现的这种“联合体”即是今天的“大学”的最初形式。

“大学”与“修会”的合作，成为当时基督教与文化落实于社会并与其协调发展的最明显的证明——“大学”的建立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修会”的建立则培育了思想的领导者。修会会士（修道士）在净化宗教情操的同时，也希望站在学术的立场思考与论证宗教与文化的共通之处和相辅相成的可能。而当时的大学恰好提供了修会会士的学术活动空间，因此，早期大学中的著名教授大多是修会会士。托马斯·阿奎那也正是在巴黎大学的讲台上声名鹊起，成就了自己最初的辉煌。此外，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不仅开启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交往，而且也促进了基督教与西方世界在自然科学、哲学、医学等方面的交流——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因此被译成拉丁文，并逐渐成为托马斯·阿奎那哲学的重要思想源泉。

在托马斯·阿奎那开始构建其思想理论的时代，宗教与文化的融合为其伦理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与历史环境。中世纪基督教文化集希腊、罗马、希伯来文化为一体，试图建立以“上帝”为幸福之源与人生终极追求的神学式的人生理念与大一统的人生观、伦理规范。而在探求解决理性与信仰矛盾的过程中，托马斯·阿奎那将教会中的信理、教义划归为信仰的部分，而非知识的对象，由此而给“哲学”留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范围。在托马斯看来，人的理智有能力认识客观事物，而客观事物也的确在人的主观意识之外存在。于是，托马斯从“知识论”入手走向“形而上学”；然后再由“形而上学”落实到“伦理学”中，逐步建构起自己独特的“大全”的理论体系。托马斯·阿奎那以理性为工具，采用思辨的方式，通过因果原则的层层推进，在“共相之争”中取得胜利，终于成就了经院哲学最有代表性的思想体系与思维模式。

第一节 宗教与文化的融合

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是西方首次开展的多元文化融合的结果，它最终成为一种包括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知性文化、罗马务实文化、希伯来宗教文化等各种不同文化的集大成。其中，希腊文化时期的伟大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先后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不尽相同的人生观与宇宙观，由此奠定立了西方伦理学的基本理论规范与道德原则，并对其后的“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逍遥学派（Peripatelic School）”等哲学流派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些在希腊境内发展起来的哲学学派与基于罗马人对伦理道德生活的体验与向往而衍生的“伊彼鸠鲁学派（Epicureanism）”、“斯多噶学派（Stoics）”等一起进一步修改与发展了传统的伦理规范，对中世纪基督教伦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当时罗马帝国专注于奴隶与殖民的时代，“斯多噶学派”节制德性的主张适时地成为纠正罗马贵族骄奢淫逸的首选伦理学指导理论。因此，追求个人心灵的自由、摆脱各种世俗诱惑与束缚的价值观渐渐成为有识之士不约而同的精神向望与理论追求。而“新柏拉图主义”强调人性的成长与完成要与“太一（the One）”结合，并与终极关怀意义上的幸福之源相融，如此强调超越性的思想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伦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由于基督宗教传承了希伯来信仰，逐渐形成了以“上帝”为幸福之源与人生终极追求的神学式的人生理念和大一统的人生观与伦理规范。因此，犹太思想中“三位一体（Holy Trinity）”的位格神也正是通过基督教而成为托马斯·阿奎那等神学伦理思想家们思考宇宙与人生问题时的重要理论参考。犹太教旧约中的摩西法律——“十诫（Decalogue，Ten Commandments）”所订立的人生规范更是成为当时公认的自然律法，并且被视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伦理学理论坚固的思想基础。《圣经·新约》在旧约“十诫”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爱（love）”的诫命——不仅爱上帝，而且还要爱人如己（Love God，love our neighbours），这显然超越了旧约自然律法意义上的伦理规范。为此，托马斯·阿奎那指出，“爱”在新法律中是依靠基督的恩典倾注于人心，而在旧法律中只有恩典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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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法律与新福音的简单差别正在于“畏惧”与“爱”的差别。

信仰与理性之关系问题是中世纪基督教伦理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的思考始于当时民众社会教育与宗教教育的综合实践。公元393年，基督教被定为罗马国教，从此开始政教合一，人们于是开始在“星期制”的生活中建立“神圣的帷幕”以及“世俗与神圣”的综合实践——星期一到星期六在社会上学习谋生之道，星期天则到教堂学习为人处世及灵性修炼之道，这无异是一个身心双修的收获过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们逐渐意识到，信仰与理性之间总是有一些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回归希腊时期兴学之风逐渐成为人们探求解决理性与信仰矛盾的最初的希望与尝试。

波埃修首先将自己翻译的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当成学习的内容。然后，他又设计了“七艺（Septem Artes Liberales）”作为学习的进程。“七艺”中的“三目”即文法、修辞、辩证基本是对方法论的探讨，教人如何将思想具体化为语言与文字。波埃修所确立的这种方法论，为之后的学术研究与创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七艺”中的“四科”包括天文、音乐、几何、算术，具有自然科学的取向。“三目”的修习原是早期学校人文学学院的必修课程，而“四科”的研读则是理学院或者自然科学院的重要内容。显然，波埃修最初的教学设计本身即涵盖了人文与自然，不仅在方法论上成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繁荣与发展的重要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重要促进力。

社会教育与宗教教育的综合实践、长期的政教合一制度使民众的“灵性生命”自然而然地逐渐渗透进“世俗”的成分，从而促成了许多新的修会的应运而生。为了持守与拯救基督教伦理，避免在财、色、意三方面的政治取向掩盖基督教的圣洁情操，在这些新生的修会中，不少知识分子自愿献身作榜样，以“绝色、绝财、绝意”为宗旨，呼唤复归纯粹的宗教精神和修正、重建健康的社会伦理道德。修会的会士大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对于神学、哲学造诣精深。著名的修会如“方济会”比较崇尚柏拉图，因而较多地传承教父时期流传下来的文化资产。而“道明会”则比较喜爱亚里士多德，在相关问题上多有新的创见。托马斯·阿奎那是道明会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中世纪哲学是在试图探究理性与信仰的密切关系中构建起的基督教哲学的特殊形态，以托马斯·阿奎那思想为代表的“经院哲学”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托马斯期望以哲学解释神学、以理性服务于信仰，而其伦理学理论对于理性问题的思考离不开先辈思想家的理论启发，“教父哲学（patristic philosophy）”便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基于对人的理智与上帝意志间矛盾的思虑，公元2-5世纪的教父哲学开始对理性的问题以及是否可以将哲学的理论带入基督教信仰展开思考，以此表现出融通信仰与理性的努力。

教父哲学致力于摆脱希腊罗马伦理理论的世俗立场，代之以基督宗教神学的视野与理论趋向。出于对当时危机四伏的基督教的坚决维护，借助于斯多噶学派的伦理、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以及希伯来传统，教父奥古斯丁提出，神学是哲学与启示宗教之间的桥梁，伦理学即是用实践的方式实现“善度此生”的规范并在此过程中让灵魂获得永生的实践学问。奥古斯丁反对世俗的、肉体的生活，并且坚定地认为，人在此世今生难以得到真正快乐与幸福，真正的快乐与幸福只能在永生的来世。为此，人在此世今生的最重要的德性就是苦练心灵，以备与上帝的“至善（perfect good）”契合。

奥古斯丁既反对亚里士多德以理性为理论取向（理性是德性之源）的伦理学主张，又反对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看法。在提出人生层面的“四枢德”，即审慎（prudence）、正义（justice）、节制（temperance）、勇敢（fortitude，刚毅）的同时，奥古斯丁又提出了神学的超越层面的“三主德”：信（faith）、望（hope）、爱（love）。奥古斯丁认为，人性在犯原罪（original sin）之前，“四枢德”已足够让人达及完美，而原罪之后，人只能依靠“三主德”等待上帝的救赎。奥古斯丁的“三主德”、“四枢德”的思想主张在伦理理论的层面将人神关系连接起来，为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思想的建构奠立了基本的理论基调。

查理曼皇帝及其几位继承人深刻意识到文化建设对于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在全帝国境内鼓励教育、兴办学校、招聘学者、教授“七艺”，西欧的文化从此开始缓慢地复苏，后人因此而把这段历史称为“卡洛林王朝文化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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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重要的文化复兴的历史过程中，基督教会在其中实际上扮演着文化延续者的角色，这是因为，当时的学校大都是在教堂附近或者修道院兴办，学校教师也大多由教士充任，神哲学仍然是它们最感兴趣的学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院哲学”得以逐渐产生。

由于大学的建立将教育的内容从神学中转移出来，逐渐转向对世俗人生的全方位多侧面的关怀。因此，当时新建的大学所设立的学科，全方位地包括了对人、对社会、对世界以及对神的学问。大学基本的三个学院即人文、社会、自然。其中，人文学院旨在处理“人与自己”的关系，“社会学院”发现“人与人”的规范，而“自然科学院”则探讨“人与物”之间的存在状态。然后，在这三个基本学院的基础上，再设“神学院”与“医学院”——前者关注人的灵性生命，后者则负责保护人的肉体健康。

纵观当时新兴的大学，无论是公元1200年开始创立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还是之后兴起的其他大学，无疑都是当时知识分子为提升文化和学术水准而创设的教育园地。其教育理念在设计上虽然离不开基督教神学的基础，但是，其院系的设立却不是单一的“神学”取向，而是全方位地结构出人存在的三个维度：“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物”。由此，站在“人”的立场去看知识、最终以“人”为理论旨归就毫无疑问地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

公元1095-1291年，罗马帝国发动了“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原本是想赶走阿拉伯人，以收复圣地。可是，这个愿望终究也没有达到，反倒是由此开启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化交往，以及西方世界在自然科学、哲学、医学等方面的对外交流。正是这样的一个契机，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著作在外传的过程中最先被译成阿拉伯文，使得两河流域的知识分子由此得以学习与领悟到这位希腊哲人深刻的哲学主张。

“十字军东征”带回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再由思想家们译成拉丁文，供西方人学习。其中，阿维森那（Avicenna，Iban Sina，980-1037）、阿维罗伊（Averroes，IbanRoschd，1126-1198）、梅西拿（Bartholomeus Mesina）、克罗塞斯特（Robert Grosseteste）以及莫尔贝克的威廉（Wilhelm Moerbeke ）等人在翻译与介绍亚里士多德思想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莫尔贝克的威廉所完成的拉丁文译著后来成为托马斯·阿奎那重要的阅读与参考文献。

第二节 知识与本体的连接

宗教与文化的融合为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除此之外，还有其内在的、决定其思想方法与理论气质的原因，这就是“思想”与“存有（being，存在）”的连接问题，亦即“知识”与“本体”的关系问题。教父哲学时代，由于基督宗教尚未站稳脚跟，教父们的主要任务是“护教”，于是，他们利用主流的柏拉图的理念论，引导知识分子信仰基督，在以哲学的方法融通信仰与知识的过程中试图走出一条由“知识”通向“信仰”的思想道路。而在“经院哲学”形成的11-12世纪，由于知识分子与百姓都已经拥有同一的信仰，基督教获得了稳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教育也基本上以基督教信仰作为素材，因此，教父时代由“知识”到“信仰”的理论尝试逐渐发生了转向——经院哲学家开始在“信仰”之外另行发展“知识”的空间，希望借此从知识的客体对象中找到“存有（Being）”本身的存在，在将本体论（存有学）与神学画上等号的同时，也在以哲学（理性）为理论进路的伦理学的思想框架中融合进信仰层面的道德规范。

为此，托马斯·阿奎那首先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是否有能力认识真象？“认识（知识）”与“存有”之间究竟有没有沟通的渠道？显然，这是“思想”与“存有”的关系问题——人的“思想”是否为真实的“存有”？或者说，真实的“存有”是否可以“被认知”？上述问题的实质即关于感官与理智、“观念的世界（Kosmos noetos，intelligible world）”与“感官的世界（Kosmos huratos，sensible world）”如何关联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共相问题（The Problem of Universal）”。

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说，“共相”是指在个别物体中所拥有的共通特性；“共相问题”即提问普遍概念（共相）是否具有客观实在性的问题，或者说抽象观念与感觉个物的关系究竟如何的问题。“共相”可以具体表现为苏格拉底的“理型（ei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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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拉图的“理念（idea）”、亚里士多德的“实体（ousia，substance）”，然而，从根本上讲，它是检验人的“思想”如何把握“存有（存在）”的“知识论”课题。

关于“思想”与“存有（存在）”关系的问题，早在古希腊时代已有初步的探讨。先苏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as，约前515-前5世纪中叶以后）曾提出“思想与存在等同”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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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苏格拉底开始的“归类（属）”问题则直接指向人的认识问题的核心。柏拉图提出普遍的理念，断言只有理念是真实的，认为理念先于并且脱离感性事物而存在。与此相反，“犬儒主义（Cynicism）”的代表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前445-前370）认为，存在的只是个别的单个个体，“普遍”不是事物的本质表现，普遍概念只是人们关于事物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在其《范畴篇》中指出，个别事物是第一实体，而具有普遍性的“类（genus，共类）”和“种（species，殊种）”则是第二实体。不过，在其另一本著作《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意识到普遍的概念是有层次的。他否认最普遍的范畴如“存在”和“一”是事物的实体，但认为最接近个别事物的“属”概念是实体，它就是事物的形式，也就是事物的本质，它先于个别事物，却并不存在于个别事物之外，而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

显然，“共相问题”的发生背景非常复杂，最早可以溯源到上述古希腊先哲的相关思想主张，但直接的导火线则是罗马时代的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的奠基人普罗提诺（Plotinos，203-269）的弟子波菲利（Porphry，23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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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的有关“共类”和“殊种”的三个问题：（1）“类”和“种”是真实存在的还是纯粹理智的产物？（2）如果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它是有形体的还是无形体的？（3）它是存在于感性事物之外还是之内？随着中世纪思想家对逻辑与神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波菲利提出的古老问题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波菲利问题中的“种（殊种）”与“属（共类）”的关系问题成为当时围绕“共相问题”发生争执的起因。托马斯·阿奎那在“共相之争”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解决方式，而这一解决方式也最终成为决定其哲学思想路径的重要因素。

一 先物共相（Universale ante rem）

由于“共相问题”最早是由新柏拉图主义者提出，因此也是最早由他们提供答案，而柏拉图的理念论在其中发挥了决定作用。柏拉图提出“观念世界”与“感官世界”之分，奠定了二元论（Dualismus）世界观的基础。柏拉图主张，“理念（idea，观念）”是永恒而完美的，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是实体；现实中可感的个别事物既不永恒也不完美，只是在“分有（participate）”永恒而完美的“理念”，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imitation）”，是“理念”的“影子（shadow）”，其实在性只在于其基于实在的理念。据此，柏拉图认为，人们获得知识（对理念的认识）的方式是用灵魂进行回忆——灵魂在进入人的身体之前，曾经在理念的世界里直接“看”到过那些理念，然而，在灵魂与躯体结合之后，便遗忘了对理念的认知。所以，获得知识就是灵魂接受可感世界中这些“影子”的刺激后进行回忆的过程。柏拉图强调，“共相（理念）”不但是一种实体，而且还是个别事物存在的“本原”。

根据柏拉图的“理念论”，新柏拉图主义者认为，“思想”与“存有”的关系正如“观念的存有”与“感官世界的存有”的关系一样，是“一对一”的关系，亦即说，凡是“感官世界”的个别事物，都可以在“观念界”找到其原型。因此，“思想与存有等同”——二者“名实相符”。新柏拉图主义的这一思想不但肯定了人类知性的无限能力，而且说明了“思想”与“存有”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的意义恰恰在于：并非“思想”与“存有”一起出现，而是“思想”在前、“存有”在后，即认定“种”和“属”可以“独立”于具体、个别的事物而单独存在——“共相”前于“事物”。从“共相之争”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先物共相（universale ante rem）”。

“先物共相”的观点完全遵从柏拉图思想路线，就此来讲，既然“种”和“属”概念都先于事物而存在，而且它们之间又有密切的先后因果关系，那么，作为“共相”的概念就有一种方式把自身的普遍性落实于感官世界的个别性中，实现“共相个体化”——事物之为个体的原因。这种观点不认为“种”和“属”源于“抽象”或者“归类”，而是“独立”于个别、具体的事物的单独存在。这显然是一种“实在论（Realismus，realism）”，更是“观念论（Idealismus，idealism）”——其所认定的真实事物并非人的经验所认定的“感官事物”，而是被人称为“观念”的“实在”。它所强调的是：观念要比感官界的事物更真实、更完美，而且先于事物而存在；所有的存在都是依照其观念界的观念，以观念为模型而存在。这种实在论被称为“过激实在论（realismus exageratus，Exaggerated Realism）”。

安瑟尔谟（Anselmus，约1033-1109）是“过激实在论”的代表。他认为，“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第一实体，是个别事物的本质或原始形式。个别事物只是“共相”这第一实体派生出来的个别情况和偶然现象，所以，“共相”先于事物。安瑟尔谟力图调和信仰与理性的矛盾，强调必须从信仰出发，运用“辩证的方法”即形式逻辑论证基督教的正统教义。他同奥古斯丁一样主张“信仰而后理解”，认为探索真理必须以“信仰”为根据，然而，仅有信仰而不诉诸理性，则近于玩忽。安瑟尔谟从神的概念直接推出神的存在，认为人们心中有一个神的观念，这个观念本身的意思是一个不可设想更大的最伟大者。但如果它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则还可以设想一个更伟大者，而这是有矛盾的。所以，神这个不可设想更大的最伟大者不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也必然存在于现实中。安瑟尔谟认为，上帝是最一般的存在，因此也是最实在的存在。

“过激实在论”不但主张“理念”可以独立于“事物”而存在，而且认为个别事物的存在都是“分有”了“理念”的存在。这样一来，也就是肯定“存有”后于“思想”。反过来说，就是“共相”先于“事物”，从而构成“先物共相”。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由于“先物共相”强调“共相先于可感事物而存在”、“共相决定可感事物”，这种观点似乎难逃“独断论”之嫌。

“先物共相”主张通过“共相”的个体化而使自身的普遍性落实到感官世界的个别性上，“共相”的个体化因而成为事物之所以为“个体”的原因。这种由上而下、由少而多、由简而繁的“实在论”的本质特征，以及强调通过个体化使观念变为实在的观点在理论上成为新柏拉图主义学派的“流溢说（Emanation）”的有力支持，也颇为符合基督宗教的“创造说（Creation）”。这是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能够轻松地结合起来并且被中世纪神学家发扬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后物共相（Universale post rem）

“共相之争”的实质在于“知识”与“本体”间互动的课题。柏拉图的“观念”、“感官”的“二元世界”以“观念界”的先天性作为“感官”后天“知识”的基准，以此认为“知识”先于“感官”事物，这必然形成倾向柏拉图思想的“后物共相”的“实在论”，甚至“极端实在论”。“先物共相”的观点源于柏拉图的思想，它与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大相径庭。亚里士多德认为，“共相”是由人类感官所建构出来的概念，存在于人类的经验与感官中，因此，“共相”不是实存的。“知识”应当始自“感官”经验，而“观念”则为“知识”后天所获得。从“共相之争”的角度说，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支持者采取了一种与“先物共相”截然相反的立场，主张“共相后于事物（Universale post rem）”。在他们看来，“先物共相”固然可以解释事物之所以个体化的问题，可是，由于它过度强调“思想”与“存在（存有）”间的关系是一种“一对一”的“完全相等”的关系，因而暴露出诸如由“张三是人；李四是人”而结论出“张三等于李四”的“过激”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主张为“唯名论（Nominalismus，Nominalism）”和“概念论（Conceptualism）”提供了理论支持。而“过激实在论”在当时特别受到了“唯名论”者的坚决反对与攻击。
 
[7]

 以罗瑟林（Roscelinus，Luoselin，约1050-1112）、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邓·司各特（John Duns Scotus，1265/66-1308）、奥卡姆为代表的唯名论者，反对“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否认“共相”为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主张只有个别事物才具有客观实在性。他们认为，“共相”后于事物，只是个别事物的“名称”或人们语言中的“声息”。这种论断被称为“极端的唯名论”。

从11世纪末到12世纪中叶，“共相问题”成为中世纪早期经院哲学参与思考与争论的中心问题。到14世纪末为止，这种争论总共持续了300多年。中世纪经院哲学围绕“个别”与“共相”的关系之争形成两个对立派别：“实在论”与“唯名论”。“实在论”者认为，真实的存在是独立于人类感官、信仰、概念与想法之外的。他们相信，人们所相信为真实的一切都只是近似于真实的存在。因此，“共相”本身具有客观实在性，它是先于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是个别事物的本质。 “唯名论”则否认“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认为“共相”后于事物，只有个别的感性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唯名论”则主张，“共相”只是一个“共名”而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更没有独立存在的资格——“共相”只是“名（Nomen）”而没有“实（Realitas）”。说出“共相”也就等于说出“空言（Flatus vocis）”，发出“空音”。在“唯名论”者看来，只有感官界的个别、具体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除此之外，不再有真实的存在。就此而言，作为感官界以外的东西，观念或“共相”是不真实、不存在的。因此，“共相”或是观念只对于知识论有用，却无法构成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唯名论者强调，“共相”只是为了认知的方便而杜撰出的“共名”。

“后物共相”是将个别的事物作为唯一真实，而把“共名”或是“共相”只当作便于使用的“语言”，如此一来，无论是从知识论角度还是从本体论的角度，唯名论都否定了“本体”的存在，其所强调的只有个别的、具体的事物，认为它们才是真正的存在与真正的本体，而所谓的超越于个别的、具体的事物的本体根本不存在。“后物共相”不仅否定了古希腊以来“二元世界”中的“观念界”的存在，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二元世界”的划分。

三 在物共相（Universale in rem）

在“观念界”与“感官界”二元世界中，究竟哪个比较真实？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实在论者主张“先物共相”，由此肯定“观念界”的真实性和优先性，并认定“感官界”只是观念界的复印，从而自然地推导出“观念界”先于“感官界”、“共相”先于“具体事物”的结论。相反，“唯名论”思想的重点则在于具体事物存在的常识世界和经验世界，他们强调，现实事物并不具有普遍本质，只有实质的个体才是存在的——人所接触到的现实世界才是完全的“真实”，人只不过是通过知识的抽象作用、运用归类的方法，把许多“同类”的东西用一个“共名”来总称它们。所以，唯名论者强调“后物共相”，认定所有“共相”都源自人对具体事物的认识。

用“时间”的先后来回答有关二元世界的“分”与“合”的疑问，这在哲学理路上固然无可厚非，可是，如果用“时间”考量仍然无法处理“观念”本身的问题，就要考虑这样的出发点是否可行。实际上，将时间套在“观念界”的做法，其本身就等于取消了“观念”的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即“永恒性”。换言之，“观念”是永恒的。观念界原本就不具有时空限制，如果硬要以时间先后作为标准，就等于说把“观念”的特性降至与感官的现象相等的地步。显然，用时间的先后来考量“共相问题”的做法对于感官界虽然适用，对于观念界却是难以找到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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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作为主张实在论的香浦的威廉（William Chompeaur，1070-1120）的弟子，阿伯拉尔（Pierre Abelard，1079-1142）从整理“共相之争”的焦点入手寻求解决问题的新出路。阿伯拉尔被称为“高卢的苏格拉底”，他在哲学上既反对“极端的实在论”，又反对“极端的唯名论”，而是采取了“概念论（Conceptualism）”。他认为，“共相”是存在于人心之中表示事物共性的概念。然而，“音（vox）”和“言（sermo）”不同；“音”是感官世界所有事物的共同性质与特征，例如，风吹草动有“音”；动物的叫声是“音”；万马奔腾、大河咆哮都会产生“音”等。“音”本身并没有意义，而人所讲的话则是“言”——不只是“音”所能涵括的。与“音”不同的是，“语言”具有意义，而这意义可以是“组合”，也可以是“抽象”。“组合”有可能会出错，比如将“禽”类的“飞”套在“兽”类的“马”身上，从而出现错误的组合“飞马”。可是，抽象就不容易错，因为它是从“感官界”走回“观念界”，例如，如果对“张三是人；李四是人；王五是人……”进行抽象，就会产生“人”的概念。而一旦有了“人”的概念，就不仅仅是代表了“张三”、“李四”等个别的、具体的个人，而且还包含所有人类的内涵。也就是说，张三、李四的个别性、具体性在“人”的概念上就成了普遍性、抽象性。

阿伯拉尔主张，“观念”外在于人类知识。“共相”与“观念”的区别在于：“共相”是以一般名词表示的种、属，不能如“观念”那样脱离个别事物而存在。而不论单一的事物，还是集合的事物都不能被称作“共相”，因为这些事物不能表述众多的事物。能够表示众多事物的共相只能被归诸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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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阿伯拉尔的“指称学说（doctrine of name）”，“词”只是名称，即“能指（signifiers）”。然而，并非所有的字词都能指称“实体”。“共相”并非实在之物。阿伯拉尔既坚持“共相”是一般“名词”这一唯名论立场，又彻底否认“共相”与外部一般性相对应的实在论观点，他的“概念论”是一种“温和的唯名论”或者说是一种“唯名论的概念论”。阿伯拉尔没有从本体论的角度说明“个别存在”与“共同存在”状态之间的关系，这为后来的实在论者留下了一块地盘。站在实在论的立场，托马斯·阿奎那试图说明个别事物的共同存在状态即它们之中的普遍本质或一般存在，从而将阿伯拉尔的概念论转变为实在论。

托马斯·阿奎那努力在实在论与唯名论的争论中调和各种观点。抽象理论与共相理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讨论理智活动的性质与过程，后者讨论理智活动的对象与结果，因此，托马斯认为，如果把理智活动的对象称为“共相”，那么，“共相”既可以存在于有形事物之先，也可以存在于它们之中，还可以存在于它们之后。托马斯·阿奎那区分了“思维存有者（ens rationis）”和“实在存有者（ens reale）”的不同，他认为，“殊种（species）”的定义（definition）虽然是由“共类（genus）”和“种差（difference）”这两个概念组合而成，但“殊种”和“种差”并不指涉两个判明的实体，即“殊种”和“种差”并不具有物质性——“殊种”是定义中的不定因素，它对应于“质料”，是纯粹的“潜能原理”；“种差”则是“指定元素（specifying element）”，它相应于“形式”，是“现实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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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认为，作为存在于上帝心灵中的“理念”，“共相”在事物之先（外）；作为个别事物的本质，“共相”在事物之中；作为人们从事物中分离出来的普遍概念，“共相”又在事物之后、在心灵之中。

既然无法用“先”或“后”等时间名词来回答关于“共相”问题的疑问，那么就不如用“事物”本身作为“定位”，从而以“在物共相”作为共相问题的解决之道。托马斯的“在物共相”强调，“共相”之抽离个别事物，原本就是人的与生俱来的能力。其意义在于，事物本身就有双重的存在方式，相对于物自身来说，它是个别的、殊相的；但相对于人这个认知主体来说，则是有“共相”和“普遍性”的。认识的“抽象”作用即“抽出共相”，将“殊相”仍然留在事物中，让事物仍然有其个别性、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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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物”与“共相”同时并存。这也就赋予每一种个别的“存有者”两条通路：一条是“本体论”进路——其存有（存在）本身的存有性；另一条是“知识论”进路——其可以被认识。“在物共相”以将“共相”定位于“在物”之中的方式委婉而较有成效地解决了“共相”之争。而这所谓的“成效”也恰恰`是通过托马斯哲学具体而深入地表达出来。

托马斯·阿奎那在“共相”之争问题上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很明确地区分考察“共相”的角度，深入地论证了“后物共相”的理论主张，从而给旷日持久的“共相之争”暂时画上了一个相对完满的句号。托马斯的思想在理论特性上体现出一种“温和的实在论（Moderate Realism）”的基本立场。由“在物共相”的观点出发，托马斯·阿奎那运用知识论中的“类比”理论和本体论中的“分有”方法建构起“上通下贯”的“大全”的哲学体系，从而在“思想”与“存有”间建立起独特的有效连接，并且进一步落实到“道德”层面。他的哲学体系因而体现出由“知识论”入手走向“形而上学”之“体”、再落实于“伦理学”之“用”的思想进路，从而使“知识”、“存有”和“道德”在“人是上帝的肖像（image of God）”的前提下得以合理定位和有效连接。

第三节 托马斯学说的哲学进路

“共相之争”的理论重点在于“知识”与“本体”间互动的问题，而任何一个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都离不开对此问题的回答。中世纪哲学是在试图探究理性与信仰的密切关系中构建起的基督宗教哲学的特殊形态，以托马斯·阿奎那思想为代表的“经院哲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在物共相”的观点出发，托马斯·阿奎那期望以哲学解释神学、以理性服务于信仰，在哲学理论的建构上全方位地诠释出人存有的三个维度：“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物”。托马斯哲学因此体现出从“知识论”走向“形而上学”，再从“形而上学”落实到“伦理学”的思想路径。

一 知识论进路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理智（intellectus，intellect，智力）”是人的灵魂的一种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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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借助于理智而“知物”，并且认识真理。作为受造物，人的“理智”与“被知之物”之间的关系是“潜能与实现（potency and act）”的关系。
 
[13]

 上帝以超越的方式存在于受造物之上，同时借助于“实现与潜能”的方式与受造物发生关联——上帝是纯实现（Pure Act），受造物是接受“存有（esse）”，因而是“实现与潜能”的组合。上帝赋予受造物以“存有”的属性，而受造物因本身本质之限定而形成“不同形式的存有者（Hierarchy）”——“hierarchy”-词源自希腊文的“hieros”即“神圣”和“archein”即“管理”，意思是“圣统制”，“层次、等级”。在此指“hierarchy of being”即“存有者的等级、层次”。托马斯认为，受造物因其“分有”上帝完美性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完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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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而言，上帝与受造物虽然都拥有“形式”，但上帝与受造物之形式的“完美性”绝对不是数量上的差别，而是借助于“类比”显现的性质上的不等。

托马斯·阿奎那将“潜能”与“现实”的关系划分为两种：其一，“潜能”是现实（实现）状态；其二，“潜能”不是现实（实现）状态。托马斯认为，受造物在受造之时具有等级的划分，人的等级低于天使的等级，因此，天使的理智与“第一理智”（上帝的理智）相近。而“第一理智”是“纯现实（纯实现）”，对其可理解的对象常常是处于“现实”的状态；人的理智（智力、智能）低于天使的理智，更远离上帝之完美理智。因此，人的理智对其可理解的对象是处于潜能状态——在开始时，它有如一张白纸，上面什么都没有写。托马斯认为，人最初只有理解或者领悟的“潜能”，后来才成为“现实”的领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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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无论如何，“理性”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获得知识的工具与判断真假对错的标准。

具体来讲，如果将世界万物作为认识的对象，那么，理智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诸多事物。理智并非“直接地”去认识这些诸多事物，而是通过“感官”对物的接触所产生的“感觉材料”进行素材分析，通过“归类”与“抽象”，最终得出普遍的结论。知识的能力因此通过个别的、具体的事物而超越至共相的、普遍的概念，从而对整体的事物有所把握。因此，从一个具体之物的“存有（存在）”，到其他事物的“存有”，再从许许多多的“存有”归类到所有事物的“存有”，体现出一条“知识”的进路——它的起点是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它的终点却是所有事物的“存有（Ens，Being）”，即“存有的存有”。对于托马斯·阿奎那来讲，“存有”这个名词可以作为所有语句的最大宾词（praedicate），这是因为，世上万物都是“存有”——“存有”这个概念是所有事物的“共名”。然而，“存有”概念在形容每一个具体的存在时，并非完全相同（univoce），也非完全相异（aequivoce），而是“部分相同、部分相异”的类比（analogice，analogy）关系。

二 本体论进路

托马斯·阿奎那的本体论进路所展现的就是他的形而上学，它是以“存有（being）”为中心、以“本质（essence）”和“存在（existence）”的关系学说为枢纽的实在论。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所探讨的特殊的固有对象即是“存有（to on，esse，being）自身”，或者称之为“存有之所以为存有（esse in quantum esse，being as being in jeneral）”。托马斯在论证“存有自身”时，强调“实在”意义上的“存有”重于逻辑意义的“存有”。“存有”包括“本质”与“存在”；“本质”与“存在”皆为“存有者（beings）”。而“存在”先于“本质”，“存在”是“存有”之最具体的、个别的、实体的、独一无二的完美“实现（act）”。托马斯·阿奎那的本体论哲学颠覆了传统哲学中存在与本质的位置，以一种存在主义代替本质主义，从而在形而上学历史上的掀起一场“革命”。托马斯的形而上学是其伦理学的内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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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形而上学出发点的“存有（being）”

“存在（einai，existence）”一词是西方哲学的理论核心与思想难点，它与“存有（to on，esse，ens，being）”、“本质或本性（ousia，essetia，natura，essence，nature）”两观念共同构成西方哲学的三大基本概念。托马斯·阿奎那在处理“存在”问题时几经思考、历经变化，而这些变化与古代哲学家们所遗留下的思想不无关系。

古希腊时期，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前530-前470）争论的焦点是“存有（being）与存有者（beings）”的问题。巴门尼德认为，一切皆由“being”而来。然而，当时的希腊哲学并没有向他提供如中世纪基督教的“创造”思想那样的思想背景与理论援助，因此，巴门尼德认为一切皆“不动”。他将“存有”与“存有之特性”等同，从而将“being”解释成为处于变动不居的感情世界背后的单纯不变的终极实在。相较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则视一切皆处于“变动”中，因此，他将人类知识局限于经验之中。

苏格拉底以“辩证法”来求得事物“定义”的重要。自此，希腊哲学开始走向对事物的“定义”即揭示“事物的本质走向”。这样的一种“本质哲学”的方向决定了此后柏拉图的哲学旨趣。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确定不变的，是一切事物的根源。现实事物只是模仿了理念世界的原型（观念）而已，因此，现实世界的事物并非是真实存在，仅仅是幻象而已。真正存在的是理念世界中的各个理念。人的灵魂以回忆的方式想起以前在理念世界所看过的理念，即能够看到其本质、完美之形式，从而能够进一步模仿。在柏拉图看来，只有普遍形式（universal form）是“存有者（beings）”；“可感事物（sensible things）”既存有又不存有（both being and not being）。真实意义上的“存有（being）”等同于“善（good）”。在此，柏拉图将“存在（existence）”放置于本质（essence）之中，因此，相较于“形式”、“完美”、“善”等这些本质性的观念，他似乎不用单独讨论“存在”这个观念。

在柏拉图的理论体系中，理念是自然的可感事物的标准与原理，是普遍性的观念。同时，由于理念是自然事物的原因，因而它无疑也是形而上的、实在性的“存有”自身。显然，柏拉图的哲学是将“存有（being）”放置于“本质”之中、注重“本质”的哲学。在此，“存有”之所以能成立，完全出于其与永恒的、不变的本质之间的关系。只有本质之形式才是完美“存在”，而不同层次的事物对理念界的模仿形成不同的存在。可以说，柏拉图将“本质哲学”推向了极致。

为了解决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所遗留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开始重新思考“being”之意。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第4卷开篇指出该书的研究主题是“存有之为存有（being as being in jeneral）”对于“being”的理解，亚里士多德曾经表达过不同的描述。在《形而上学》第4卷中，亚里士多德指出，“being”的首要意义即“substance（实体）”。在《形而上学》第5卷中，亚里士多德认为“being”按照称谓的种类而定，其中最主要的是“此物是什么（what a thing is，即实体或本质）”，其次是“性质”、“量”、“关系”、“动作”、“被动”、“空间”、“时间”等。在此，亚里士多德将“being”区分为实体与偶性两大类，并在他的《范畴篇》中进行了完整论述。同样在《形而上学》第5卷中，亚里士多德解释了“substance（实体）”的不同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意义有二：第一为“独立存在的个体”；第二为“本质”，即“ousia”之意。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本质是具有个别性与独立性的存在者（existent）。综合两义，可以发现，在此，“存有（being）”具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存在者（existent）和本质（essence）。

在《形而上学》第6卷中，亚里士多德又指出，“being”有四种意义：其一是偶性（accidental），其二是真（being as true），其三是各种范畴（categories），其四是作为潜能与实现的“存有（存在）（being as the potential and actual）”。在《形而上学》第7卷中，亚里士多德又重复第5卷的说法，并认为“being”首要的意义应当是指“实体（substance）”，而“实体”具有四种意义：“本质（essence）”、“普遍（the universal）”、“共类（the genus，类）”和“基质（the substrate）”。其中，前三者可归结到“本质”之意，后者可视为“独立个体”。

综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可以发现，“being”似乎多有变化，分别可以用以表达“本体（实体）”、“偶性”、“真理”、“潜能与实现”等多种含义。当亚里士多德强调“being”的“实体”意义时，更多地将其指向“存有者”和“本质”，而没有太多注意从本质到存有者之间所欠缺的“存在”——在此，“存在再一次被本质所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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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许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与柏拉图“本质哲学”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一个典型表现。不过，无论如何，在关于什么是“being”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更多地将答案放在“本体”上，他认为，那过去被提出、现在被提出、始终被提出，并始终是困惑对象的问题，即什么是“存有”，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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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根据亚里士多德，“being”并非单义词（univocal term），亦即说从“Being到being的变化”是存在的，只是并非在一个角度下而言。这无异为之后哲学家论证“being”的“类比性”意义提供了思考空间。总之，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是实体与属性（substance and attributes）、本质属性与偶然属性（essential and accidental properties）等对立的源泉。而在某些讨论中，亚里士多德也把“第一实体”即“Being”等同于神（God），这给了中世纪哲学家重要的启发。不过，从根本上讲，如果一个概念在其形成过程中将一切个别因素都忽略，只保留其最基本的主体，“being”的概念就会由实现而转化为实体，由实体而转化为本质。因此，吉尔松说，亚里士多德的“being”学说仍然是“本质主义”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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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一物之所以成为一物，必先“是”什么，即先“存有”，否则就根本不具有成为什么的可能。每一种科学都研究“存有者（是者）”，即使对于“虚无”的了解，也不得不始于“being”。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存有（being）”一词可以在多种意义上使用，他将其区分为“由于自身的现实存在者（ens per se，actually existent in its own right）”、“由于巧合的现实存在者（ens per accidens，the actually existent coincidentally）”、“潜能的和现实的存在者（potential and actual existents）”以及“真实意义上的存在（existence in the sense of the true，esse ut verum）”。在托马斯看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存有论）并非如数学、物理、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那样涉及各种各样的存有物，它所探讨的特殊的固有对象是“存有之所以为存有（esse in quantum esse）”或者叫做“存有自身（是自身）”。

在托马斯看来，形而上学所探讨的特殊的固有对象是“存有之所以为存有”或者叫做“存有自身”问题。为此，托马斯强调“实在”意义上的“存有”重于逻辑意义的“存有”。根据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5卷中（V，7，1017a 22-35）的观点，托马斯认为，“存有”可以由两个方面来论证：第一是分为十个范畴；第二是表示命题之真。两种意义的区别在于：“存有”的第二意义指在肯定的命题中可以指称一切事物为存在，即使实际并不存在的事物。因此，所谓“缺乏（privation）”与“否定（negation）”也可以称为“存在”——眼睛之“盲”与“眼睛”分不开；类似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才被看作非有。
 
[20]

 托马斯重视的不是被思考的“存有”及其特质，而是“存有自身”或“存有之所以为存有”的“实在之有”。

（二）“本质essence”与“存在（existence）”的区分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在万物为上帝所创造这一信念的基础上区分了存在（existence，所是，即that is）与本质（essence，是什么，即what it is），强调只有上帝才是存在与本质的同一，而其他存有物的本质必定植根于上帝之中。在托马斯·阿奎那之前，基督教哲学家已经对“存有”的概念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其中最著名的是波埃修关于“是这个”与“存在”的区分以及阿维森纳关于“存在”与“本质”的区分。

波埃修在与希腊神学家讨论“三位一体”问题时引入并定义希腊哲学的“存有”概念。波埃修所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分是“存有（esse）”与“是这个（quod est）”。他认为，“存有”与“是这个”不同。因为单纯的“存有”等着显现，但是，一个东西只要已经获得赋予它存在的形式，便成为“是这个”，并且“存在”着。波埃修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作出了符合柏拉图主义的解释：将“存有自身”解释为“纯形式”，而“具体的存有”或“个别实体”的存在则是对“纯形式”的“分有”。波埃修认为，“纯形式”不是观念，而是“存有”以及“存有”的来源。因为所有的“存有”都依赖“形式”。“存有”是所有被称作事物的共同“本质”，它是最普遍的“形式”，即“纯形式”的规定性。因此，“存有（Being）”与“是这个”的关系是普遍形式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分有”关系。在他看来，“是这个”可以“分有”，但“单纯存有”的存在不以任何方式“分有”任何东西。因为只有当某物已经存在时，“分有”才能进行，可是，只有当某物（存有）已经获得存在时它才“是这个”。
 
[21]



如果说被分有在分有存在之前已经是某一事物，既然每一事物的本质是存在，那么，被分有者在分有存在之前就已经具有某种存在。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波埃修进一步区分了“绝对的存在”与“具体的存在”：任何单纯事物（即“纯形式”，它没有“存有”与“是这个”的区分）具有存在与自身具体存在的统一。在任何复合事物（即“具体的、个别的事物”，包含“存有”与“自身的存有”即“是这个”的区分）中，“存有”是一回事，其“具体存在”则是另一回事。因此，“存有”与“是这个”的区分既是普遍形式与具体事物的外在关系，又是具体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就此而言，“仅是某物”与“因存有而是某物”不同，前者指示一种“偶性”，后者则指示一个“实体”。事物的“存有”于是就有了“个性”与“共性”、“偶然”与“必然”之分，其中，个性与偶然产生于对“存有”的纯形式的分有方式的差异；“共性”与“必然”则是对“存有”共同的、绝对的“分有”。

波埃修主张用“subsistantia（实质）”表示与希腊文“ousia”相关的词，用“substantia（实体）”专门表示与希腊文“hypostasis”及其关联词——当一事物无须偶性而存在时，它具有“subsistantia”；当它支撑另外一些东西即偶性时，它则为“substantia”。个体不仅有“实质”，而且还具有“实体”属性，因为个体的存在并不依赖于偶性，它们已经拥有专门的属差，作为偶性的基体而使偶性存在。
 
[22]

 波埃修认为，“存有”的纯粹、绝对的意义在于“实质”。因此，他主张将拉丁文动词“存有（是）”即“esse”的意义归于“本质（essentia）”即希腊文的“ousia”，这些词与上文中的“实质”一词的基本含义是“存在”——为一切事物所有而又外在于一切事物，它以“分有”的方式赋予每一事物。同时，“是这个”、“实体”以及“人格（位格，即persona、hypostasis）”的基本含义则是“存有者”——表示个别的、具体的、不可归诸其他事物的存在物。在此，“存有（存在）”与“存有者”的区别是普遍与个别、必然与偶然、形式与质料、单纯与复合的区别，而其中，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作用。

波埃修的思想源于他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深刻理解与有效借鉴，这种理论并非在于强调本质与存在的根本区别，而在于强调本质与个别实体有所区别。他的理论规定了中世纪形而上学概念的基本含义以及在“存有”与“存有者”关系中辨析与规定“存有”之意义的基本框架，因此意义重大。虽然波埃修的思想初衷是为了解决“三位一体”的争论而非为了建立形而上学理论——按照波埃修的思想，上帝的存在既属于“存有”，又属于“存有者”范畴。如果上帝是存在的本质，那么上帝有三个位格即圣父、圣子、圣灵——表示同一实体的三个方面与该实体的关系。波埃修由澄清词义、定义、概念入手讨论问题而将形而上学引入神学领域，从而开辟了中世纪形而上学的新阶段，因此，他被誉为“最后一位罗马哲学家和第一位经院神学家”。

阿维森纳是阿拉伯哲学集大成者，其注释带有新柏拉图主义的倾向并渗入宗教神秘主义因素。阿维森纳的形而上学以存有自身作为研究对象，为此，他区分了“存有自身”与“存有的事物”。阿维森纳认为，“存有自身”是一个先于一切具体事物的概念，它并非从事物存在中抽象出来的“种”概念，它对一切事物都是相同的。而“存有的事物”则包含“存在”与“本质”两方面，其中，“存在”又包含“必然”与“偶然”的区分。必然存在的事物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自身而必然存在，另一是由于他物的必然存在而造成的必然存在。其中，第一种必然存在的事物是独一无二的，它就是“真主”。“真主”是其自身的原因，其存在包括其本质；其他所有“必然存在的事物”都以作为“第一必然存在”的“真主”为终极原因，由此而获得“现实的本质”与“潜在的存在”——如果两者的结合是偶然的，那么事物便是可能存在物；如果两者的结合是必然的，那么事物便是必然存在物。阿维森纳强调“存在”不在“本质”中，二者是“偶然性”的组合，存在依附性（偶然性）地说明本质。

阿维森纳对“存有”、“存在”概念意义的诠释建立在他关于存有自身与存有物、本质与存在、必然存在与可能存在的区分基础之上。在此，他将“存在”与“本质”的区分等同于“潜能”与“现实（实现）”的区分，同时强调“存在”依附于“本质”之上，表现出了强调“普遍高于个别”的柏拉图主义倾向。不过，他的思想理论体系却标志了阿拉伯世界的“东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顶峰。

波埃修关于“是这个”与“存在”的区分以及阿维森纳关于“存在”与“本质”的区分是托马斯·阿奎那之前中世纪哲学家关于“存有”、“存在”问题的重要分析。在此，波埃修所谓的“存有（或形式）”相当于阿维森纳所谓的“本质”，指决定一个实体之为这个实体的“其所是”；而波埃修所谓的“是这个”则相当于阿维森纳所谓的“存在”，指的是附属于本质的一个性质。虽然所用概念有所不同，两人都无不强调：一个实体在存在之前首先要有本质，“其所是”即决定了“是这个”。因此，形式决定实体，本质先于存在，从根本上反映出柏拉图理念论的基本立场。

此外，经院哲学家中还有一个人曾较早提出关于“本质”与“存在”的区分，他的名字叫奥波的威廉（William of Auvergne）。
 
[23]

 他指出，存有者有“两个意向（intentions）”，二者是依附性关系。
 
[24]

 其中第一义是“本质（essence）”，它是被依附的主体；另一义是“存有的实现（esse，act of being）”，它由“est”表达，不在“本质”之定义之中，因此，“esse”只能依附在“essence”之上。
 
[25]

 这样，“本质”与“存在”就有了实际的区别。奥波的威廉曾是巴黎大学校长（至1249年），当时正值托马斯·阿奎那开始注解Peter Lombard的《箴言录》前夕，因此，可以推测，托马斯的相关思想受到了他的影响。

“存有（being，esse）”是经院哲学本体论的思想出发点和根本研究对象。托马斯·阿奎那认为，“beings”是最原初的、最根本的、最不可或缺的、最普遍的生成或实现“存有者（beings）”或“可能的存有（contingent being，或偶有的存有）”的原理。换言之，“存有（being）”包括“存有者（beings）”或“可能之‘存有’”（contingent being，或“偶有的‘存有’”）等。“existence”是“存有者（beings）”或“可能的存有（contingent being，或偶有的存有）”向人的理性呈现的角度的方式。而使“存有者”成为“此存有者”而非“彼存有者”的限定形式就是“本质（essence）”。“existence”使得“being”成为“当下之存在（attribute to being that currently exists）”，而“being”则使得“存在者成为存在的实现（the act in virtue of which the existent）”。

总之，“being”包括“essence”与“existence”。“existence”指出“存在物或有点什么”，它是“being”之最具体的、个别的、实体的、独一无二的完美“实现（act）”；“essence”则指那个东西“是什么”即“此物是何物”。“existence”回答“有没有”的问题，“essence”则回答“是什么”的问题。“essence”与“existence”皆为存有者（beings，是者），二者所指不同，却有着密切的关系。按照托马斯·阿奎那，如果说某物存在（existence），也就是指其独立于思想之外有独立的存在；如果说某物是什么，只是说出了该物的本质。有本质不一定有存在，但存在一定有本质。

（三）“存在（existence）”先于“本质（essence）”

显然，柏拉图的“本质哲学”最终没有在托马斯·阿奎那这里得到一如既往的延续与“发扬光大”。托马斯·阿奎那创造性地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实体论“存在优先”的基本理论立场与思想原则，从而使中世纪形而上学思想中的柏拉图主义倾向发生了彻底的转向。从具体的文献来看，对于存在如何实现本质这一问题，托马斯·阿奎那的看法历经变化。

阿维森纳关于“存在”与“本质”的区分及其相关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阿奎那。在注解彼德·隆巴德（Peter Lombard，1100-1160）的《箴言录》时期，围绕“存在是否可能称谓上帝”的问题，托马斯·阿奎那认为，“He who is”是上帝的称谓，也就是上帝的“存在”。而在论及受造物时，托马斯受阿维森纳思想的影响，主张既然“存在”不在“本质”之中，那么“存在”只能潜在地“描绘”本质：在受造物身上，“本质”不同于“存在”，因此，事物的名称应该由本质而来。从同样成书在这个时期的《论存在者与本质》（On Being and Essence）中，我们也似乎可以找到托马斯类似的主张。

不仅如此，托马斯还同时强调，任何不属于本质者必定是由“无”而来，与本质加以组合，而这种组合也必定是“偶性”的组合，因为“存在”不在“本质”的定义之中。
 
[26]

 然而，到了写《论真理》时期，托马斯·阿奎那进入了更加深入的思考阶段。这时，他的目光从阿维森纳身上移走，不再以其观点为主，而是开始思考“存在”与“本质”孰先孰后的问题。到了写《论潜能》时期，托马斯真正开始了对阿维森纳思想的反驳，坚决主张“存在”是“本质”的实现。至此，托马斯·阿奎那彻底扬弃了本质、存在二分的观点，而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他后期的著作中。

托马斯·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潜能”与“现实（实现）”的关系学说运用到“存在”与“本质”关系理论的建构中。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存在”表示某种活动，因为一事物并不因其“潜在”而被称作“存在”，它的“存在”基于它“在活动”这一事实。
 
[27]

 任何事物、形式或本质在未获得“存在”之前都只是一种“潜能”，一种“可能性”。所谓“存在之物（existing thing）”即拥有“存在”并由“存在”所实现或完成之物。而“存在”即包括“本质”和“实存”所实现的“存在”。托马斯·阿奎那以“现实（实现）”与“潜能”的关系来理解“存在”与“本质”的关系，“本质”借助于“存在”赋予“实现”，从而组合成一个“实体”。“存在”受到“本质”的限定，“本质”又受到“存在”的成全，最终达到一种实体式组合。在此，“存在”高于、优于和先于“本质”；“本质”依赖于“存在”，没有“存在”，就没有实在的“本质”。“存在”是复杂而有组合性的东西。“本质”即是其组合成分之一。“本质”的概念在认知存在之后才呈现出来。因此，“事物的任何卓越性都是‘存在’的卓越性；假如没有人的实际智慧，就不会有智慧的美德，同理也不会有其他美德”
 
[28]

 。

显然，托马斯·阿奎那主张借助“存有（being）”来诠释“本质（essence）”的意义。
 
[29]

 前文中曾经提到，托马斯在他的《论存在者与本质》中曾提到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第5卷的观点，即“存在”可由两种方式来探讨：其一是从十个范畴去看，其二是从命题所呈现的真理去看。
 
[30]

 这里所谓的十个范畴指的是“real being”，在自然界中是实际存在或可能存在的；第二义所指的是判断之真，即当我们说出一个判断时，最终是由“is”连接主词（个别物）与宾词（共相），表现出一种符合性的实现，这种所谓的“真”并非真实存在，而只是一个命题的逻辑性真理。托马斯·阿奎那接着指出，“本质”源自第一义的存在。在此，“范畴”所展示的包括“实体”与“偶性”——前者是本身能够自立存在的东西，其中首要的是个体“存在”，次要的是“本质”；后者即“偶性”则不具备实然或必然的特征。

一物的“本质”既然由十个范畴来表示，那么，万物的“本质”即指他们固有的“属”和“种”。其定义表示为“这是什么？”这便是为什么“essence”有时也称为“quiddity”。
 
[31]

 托马斯·阿奎那进一步指出，“本质”也可以指“形式（form）”，因为“形式”指一物之限定。而如果采用“本性（nature）”之意，则指人类理智能加以了解的“本质”，这就是波埃修在《论两种本性》（De duabus naturis）中的主张。
 
[32]

 在此基础上，托马斯·阿奎那还指出了“本质”的另一重要特征：“本质就是存在经由此在其自身拥有‘存在（existing，esse）’”。
 
[33]

 托马斯·阿奎那将“实体”分为“单一实体”与“组合实体”两种，其本质因其接受的“存在（existing，esse）”不同而有所不同。由于“单一性实体”的本质与存在是同一的，因此，其“存在（existing，esse）”所呈现的方式相较于“组合实体”来讲更完美，并且是“组合实体”的促成因。
 
[34]



中世纪的神哲学家们对于“上帝”的诠释曾有不同的表达，大致可以分成两个角度。奥古斯丁和博纳文图拉常从“本质”的角度，
 
[35]

 而波埃修则是从“存在的实现”的角度。在这个问题上，托马斯·阿奎那显然选择了后者。托马斯认为，“神圣本质即上帝的本质或本性。”托马斯的理由是：在所有“存有”中必须有一个“第一存有”即“上帝”，其“存在”不但是最高的存在，
 
[36]

 而且是作为其他存在的“因”的存在。这个“因”本身必须具有纯粹性（单一性），否则就会有“部分”出现，而“部分”对于“全体”来讲乃是“潜能”与“现实”的对立。因此，“上帝”是“纯实现（现实性）”，而其他受造物只能是“具有存在（esse，存有）”——其“存在（存有）”是分有了上帝的“存在（Esse，存有）”。所以，在受造物身上，“本质”与“存在（esse，存有）”的关系并非如“上帝的本质与存在同一”一般，而是“潜能与实现”之关系。那么，对于受造物而言，“实现”即“潜能”的完成，即“存在（esse，存有）”。显然，受造物的“存有”与上帝的“存有”并非是“同义”词，而是“类比”词。

托马斯·阿奎那将上帝等同于“存有”自身。
 
[37]

 “存有”的意义来自动词“是（est）”。“‘是’本身的意义并非指一事物的存在……它首先表示的是被感知的现实性的绝对状态，因为‘是’的纯粹意义是‘在行动’，因此才表现出动词的形态。‘是’动词主要意义表示的现实性是任何形式的共同现实性，不管它们是本质的、还是偶然的。”
 
[38]

 托马斯指出：“所谓‘存有’，原意是说一事物处于现实中，而‘现实’原本是针对‘潜能’而言。”
 
[39]

 在此，所谓的“现实状态”即“现实性”或“纯粹活动”。“存有”的本意指活动本身，它赋予一切事物现实性，并非指的是一个或一类事物，存有自身并不等于一个事物的存在。

“存有的实现”所强调的是“现实性”，这是托马斯·阿奎那本体论思想的一个关键。由于“在（esse，有）”是“存有的实现”，因此，无物和“esse”无关，除了“no-being”之外。
 
[40]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存在（existence）”的概念原本就是具体的。一方面，它是动词，用以说明事物的真实性、非主观性——它不是主观发明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者，其存在不受主观意识的影响。存在的事物，不是因为人的想象才存在，而是因为它存在，我们才能想象它。
 
[41]

 因此，从托马斯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角度看，“存在”指出有某物或有东西之“是”或“有”——“存有（being）”才是使“存在（existence）”实现的形而上学的本根。反过来讲，“存在”是“存有”之个别和具体的“实现（act）”。按照托马斯·阿奎那的说法，由于“存在”是人最先经验、知觉到的东西，它最有资格成为我们最先接触到“存有”的“起点”。这是“存在”观念的原始性或原初性。

托马斯主张，“本质（essence）”在接受“存在”之前本身是某种东西，所谓缩小的独立“存在”（本质是可能存在的存在物）：它只借助于“存在”而存在（exist），而受造物的“存在”是此类或彼类“本质”的存在。就此而言，受造物的“存有（being）”与“本质”一起生成，而就“本质”与“存在”的关系来说，“存在”更为根本。
 
[42]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存在”无所不在，它是自在的活动，有着自身的原因，不因与本质发生联系而使自身更加完善。

托马斯·阿奎那反对将“存在”当作实体可有可无的偶性的观点，以及“本质”先于“存在”、决定“存在”的观点，从而以一种“存在主义”代替“本质主义”。他关于存在问题的见解被吉尔松称为“形而上学历史上的一场革命”
 
[43]

 。其意义非同凡响。“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把存在混淆为实体，没有把存在理解为活动过程，把存在归结为本质等观点。如果他认真理解托马斯主义，他或许不会再如是说。他视作具有革命意义的‘存在不是存在者’的‘存在论区分’我们已经在托马斯著作中读到了。”
 
[44]



从形而上学理论的建构来讲，托马斯·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一样，都是以“存有”即“being（esse）”为首要研究对象，然而，“being”观念的高度抽象性要求他们必须寻求某种适当的角度诠释，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托马斯与亚里士多德的不同思路。亚里士多德将“being”第一义定义为“substance”，然后再走进其“本质”之义，将“being”的经验和普遍客观性两个方面“并行”思考，却未曾将这两层意义再统一到“being”之上，即在将“being”分殊为两种“substance”之后，亚里士多德并未将两者之间关系建立起来。而托马斯却另辟蹊径，最终建立起ens-esse间的形上关系。在托马斯看来，实体需要“being”，本质也需要“being”，本质与“being”结合成为第一实体，第一实体与“being”结合（偶性的实现）而成为个别物体。在此，托马斯强调“being”之拥有必须通过实现（act）而获得，而获得“being”亦即获得实现，亦即获得一完美的形式。由此，托马斯一改亚里士多德“本质哲学”中的静态描述，而以动态的层面去描述物体的变化——“being”包括“本质（essence）”与“存在（existence）”；“本质”与“存在”皆为“存有者”。而“存在”先于“本质”，“存在”是“存有”之最具体的、个别的、实体的、独一无二的完美“实现（act）”。

托马斯哲学的“本体论进论”从理论上诠释了“存有”即“being（esse）”的形而上学内涵，从伦理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一思想进路的启示意义是深刻的：人是现实的“存有”，其生命历程无时无刻不朝向理想的目标迈进，其任何的“变动”都无疑是为获得一个“实现（act）”、一个本体的“存有（being；esse）”。个人的“存有”经过“实现”而与人的生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使人不断地为获得自己的“存有的实现”而奋发追求，直至完美。

三 伦理学进路

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是一种在奠定了“天道”的本体论之后又将其落实到“人道”的思想进路。托马斯的伦理学以“伦理人（Homo ethicus）”的“德性”诉求即“人人都追求幸福”
 
[45]

 为起点，探求幸福本身究竟为何？其目的是在知性上分辨是非善恶，在实践上择善避恶——如中国儒家一样“止于至善”。显然，托马斯所努力求取的是一种“安身立命”的人生方案。因此，如果说托马斯的哲学进路中的“知识论进路”、“本体论进路”探求的是“存有”之“真”，那么，其“伦理学进路”所关涉的中心问题无异就是“存有”之“善”。而“真”与“善”都是“存有”的特征，二者只是在探求的思想路径上有所区别，亦即说，“真与善可以互换（verum et bonum convertuntur）”。托马斯·阿奎那主张，人性不仅有“理知”即“知性”的本能，还有“良知”即“德性”的本能——前者主管“去伪存真”；后者则主管“趋善避恶”。
 
[46]



托马斯·阿奎那遵从基督教的传统观点，认为人性本恶，因此，虽然人的“良知”以“善”为目标，可是，人性直接追求的并非“善”本身，而是平安快乐生活中的“幸福”。就此而言，托马斯的主张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人都追求幸福”的观点相一致。此外，托马斯·阿奎那还认为，人凭借自己“知性”的本能，从无数的事例中归类、推理后会发现，要想获得某种东西，人必须付出代价。那么，在获得幸福的追求中，人也会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人性行为）中得出只有“行善避恶”才能取得“幸福”的道理。就此而言，幸福、善、恶、人性行为及其规则等问题就成为托马斯伦理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托马斯·阿奎那不仅是一个哲学家，同时还是一个神学家。源于希伯来文化的《旧约圣经》将“十诫”
 
[47]

 提供给西方文明，即使其目的是教人行善，可在人际关系的规范上仍偏重于“戒律”即“禁令”。新约圣经则完全不同——耶稣基督给摩西的诫律所做的注解只有一个字：“爱”——“爱上帝于万有之上”，以及“爱人如己”。
 
[48]

 由此，不但爱朋友爱邻居，而且要“爱仇人”。
 
[49]

 显然，“爱仇人”所体现的是一种“恕道”，因此又被称为“博爱（chrity）”。“爱”是基督宗教伦理关系的本质；人的行为正是通过“爱”而有“德性（virtue）”，然后才有“幸福（happiness）”。托马斯的伦理学始终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论证。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名、利、权、钱等固然可以使人快乐，能够给人带来幸福，可是，这种幸福并非一种“永恒的幸福”，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穷人有时会比富人更快乐、普通人有时也会比名人更幸福。而人所获取的名、利、权、钱等也有可能转瞬即逝。那么，幸福究竟在哪里？永恒的幸福又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有关“存有”的本体论的问题——知识本身并非思想的目的，托马斯哲学思考的重心在于他的“形而上学”中的“存有论”——他将伦理道德的基础完全建立在其形而上学之上，他所谓的“存有”即“上帝”在哲学中的代名词，而其“存有学（ontologia）”则与“神学（theologia）”等同。因此，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思想进路的近目标是完成人性对“善”的现实追求，其远目标则是诠释其“存有论”中“存有（Being）”的绝对与永恒——最终的绝对的幸福即是“存有”本身。总之，在托马斯·阿奎那关于知性、神性和德性的人生追求中，先哲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智慧人（Homo sapiens）不仅是知识人（Homo scientificus），同时还是宗教人（Homo religious，Homo Deus）和伦理人（Homo ethicus）。

第四节 “大全”体系“上通下贯”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中，上帝的“至善”是人的“终极目的”，人要达到“至善”必须实践“伦理行为”。“伦理行为”是符合理性规则、符合上帝在创世时为万物所立的“理性秩序”的行为，这种“理性秩序”则是人的伦理行为法则，而人的“伦理行为”就是“人性行为”。人有义务遵守来自上帝“永恒之法”的“自然法”，“德性”就是使行为与“自然法”规则相一致的性情。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博大精深，具体来看，其“大全”的理论体系呈现出“上通下贯”的整体特征。

一 信仰之光与自然理性之光相辉映的伦理学体系

托马斯·阿奎那在13世纪新的知识状态下所阐释的基督宗教伦理思想，鲜明地表现出“经院哲学”在其鼎盛时期凸显出来的基督教伦理精神。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伦理精神的实质，那就是：神恩成全自然——它蕴含了托马斯·阿奎那综合柏拉图-奥古斯丁传统和亚里士多德传统的真正意图，这一意图不仅包含了托马斯对极端禁欲主义道德规范和信仰至上的道德理想的批判，而且也包含了托马斯期待基督教伦理拥有一种更世俗化、更理性化形式的愿望。这一思想的深刻主旨是：在信仰和理性、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间建立起连接的桥梁。托马斯·阿奎那的综合最终表明：宗教和道德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人的美德并不能保证获得真正的最高的幸福，如果没有“神恩（Grace）”，就不可能有合乎道德的生活。

二 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差异

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说基本上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来建构，
 
[50]

 但又与其截然不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一个能力（power，机能）都为某个“目的”而行动，“幸福”即目的，人的“目的（动力）”就是为了实现“幸福（happiness）”的愿望。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虽然诸如“友谊”、“节制”以及一些“外在的善”对于实现完美的幸福是必要的，但是，人的最终的幸福主要在于“沉思（theoria）”最高的对象，而其中尤以沉思“不动的原动者”——上帝最为重要。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不断追问事物的“目的因”，可以发现每个事物都在追求一个更高级的“目的”或“形式”。如此上推，可以推到一个“最终的目的或形式”，叫做“原始动因”或“第一动因”即“不动的原动者”，这是一个永恒不动的独立实体，这个实体就是“神”。神本身不生不灭，是一切变化的根源，既是万物追求的目的，又是万物产生的动力。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沉思”就是哲学的沉思，他并没有像柏拉图那样提出“忘我入神”之类的宗教意义的“沉思”。此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道德活动（伦理行为）的目的是在“此生”中所要获得的目的，并不包含关于“来世”中的“真福直观（vision of God，vision of the Divine Essence）”，“真正幸福的人是哲学家而非圣徒（saint）”
 
[51]

 。因此，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虽然是“幸福论”和“目的论”的，但他所诠释的“幸福”从根本上讲仅仅是“现世的”幸福。

托马斯·阿奎那也采取了“幸福论”和“目的论”的方法，但他的理论重点发生了改变，从而使他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在托马斯·阿奎那这里，作为“伦理行为”的“人性行为”是从人之所以为人、为理性且自由的存有者而来的行为。这样的人类行为不同于动物的本能行为，它从根本上是由人的意志而来的，而意志的对象就是“善”。因此，为自身所认识的“目的”而行为是人的与生倶来的能力。

然而，“个别之善”并不能满足人对幸福的追求，人的意志更趋向于“普遍的善”，只有在获得“普遍的善”时它才能满足。而“上帝”就是那普遍的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此生”中可以获得的幸福是不完美的幸福，人只有认识关于上帝的真理，才有可能在来世获得完美的幸福。因此，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是在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层面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尽管托马斯·阿奎那借鉴了很多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但托马斯关于来世“真福直观”的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是看不到的。

三 上帝是幸福的终极指向

托马斯·阿奎那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伦理学所寻求的理论主旨自然是对其信仰的更深理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对道德的论证基本上是神学性的”
 
[52]

 。托马斯·阿奎那希望在“上帝之光（in light of God）”中，在“神恩”中，在“圣餐（sacraments）”中来认识人的伦理问题。在此，“上帝”才是真正的“至善”意义上的“终极标准”。“他并非一个专业的伦理学家，仅仅是运用神学的主张来解决道德的两难困境（moral dilemmas）。”
 
[53]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理智的领悟上帝必须依赖超自然的“神恩（Grace）”，
 
[54]

 这原本就超出了人类的本性能力之上。不仅如此，如果没有“神启（revelation）”，人根本无法知道“真福直观”是可以作为人的终极目的而达到的。因此，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上帝为原则的伦理法则和道德规范。严格说来，阿奎那的伦理学不同于一般纯粹奠基于“理性的自然之光（the natural light of reason）”的道德哲学。

四 在现世人生沉思上帝、领悟人的本体存在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一种科学，伦理学是知识的实践形式，它所关注的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因此，我们不能期望这样的伦理学能够为个体本身的伦理行为和道德决定提出具体的和特定的忠告。在托马斯·阿奎那这里，实践意义上的道德“选择”受“审慎”德性的引导，
 
[55]

 而与“神学诫律”无关。在实践的意义上，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离不开人的日常生活及其与上帝有关的活动，因此，他在将人的现世人生进行伦理学意义上的有序化的同时，也将人的最终幸福追求引向上帝。所以，从根本上说，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不是为了简约上帝这个立法者的命令而勾勒的单向度的规则，而是一个“上通下贯”的“大全”立体结构的思想表达，在此，他通过尝试在人与上帝之间建立友好的伦理关系，更加着重地提出了人的神圣与世俗双重存在。托马斯·阿奎那希望透过对上帝理性的“沉思”来领悟人的本体存在，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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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性行为的构成（一）

托马斯·阿奎那将上帝视为人的“模型（exemplar）”，因此，在集中体现其伦理学思想的《神学大全》第2卷论证“人”之前，他首先论证了上帝三位一体的性质、上帝创造与治理万物的能力以及上帝按照其意志、由其能力创造的万物（《神学大全》第1卷）。然后，他将理论的重心转移至“人（human beings）”这一具有行为原则、自由意志及行为主权的受造物的道德行为及其激情。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道德”是作为受造物的“人”区别于其他受造物的特有属性。托马斯将受造物存有的等级做出如下划分：不具生命的物质物（如矿物）是最低的现实存在者，由此向上一级是具有生命及生长、繁殖能力的“植物”，再由此向上一级是除了具备植物性存在的所有能力外还具有可感觉力的“动物”，再向上一级是具有理性、由“灵魂（rational soul）与“肉体”结合成的“复合实体（complex substance）”——人。“上帝”是纯粹精神体（pure spirit），是“纯实现（pure act）”，是最高的“存有”，其本身即是“至善（perfection）”；动物、植物及不具生命的物质，其本性不具有道德自觉及实践的可能性，只有人是例外。人的“道德性”与人的“自由”有关。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人选择“共有之善（common good）”的时候，意志是自由的，
 
[1]

 而这并不表示所有由人完成的行为都是“自由的行为”。所谓“自由”只能是适用于发自“理智（intellect）和意志（will）”的行为。托马斯·阿奎那称其为“人性行为”（actus humani，human acts）。

“理智”一词的拉丁文是“intellectus”，由“intus”及“legere”二字结合而成，其中，“intus”意为“内在”；而“legere”的意思是“念、读”。按字面意思，“理智”即“里知”或“内知”，意思是将隐藏于内的东西一一读出、揭示，因此是一种“理性领悟（intellectual apprehension）”能力。“理性领悟”是相对于“感性领悟”而言的，托马斯认为，除了人之外的其他动物只具有天赋的感性领悟能力，所领悟的对象只是物之“个别性”和诸如“形”、“色”等受时空限制的“外在性质”。可是，人除了具有与其他动物相同的“感性领悟能力”之外，还具有特殊的“理性领悟能力”，其领悟的对象即事物的本质，
 
[2]

 并且以获取领悟对象的“真理”为最终目的。在托马斯的理论中，根据理智运用时的不同表现，理智被赋予不同的名称如“智力（intelligence）”、“理性（reason）”、“理解（understanding）”、“意识（consciousness）”、“记忆（reminiscence）”、“良心（conscience）”及“良知（synderesis）”等。

“意志（will）”是一种“理性欲望（intellectual appetite）”能力。
 
[3]

 所谓“理性欲望”是相对于“感性欲望（sensitive appetite）”而言的。作为“欲望能力”，“感性欲望能力”与“智性欲望能力”的目的都是“善”。欲望本身是盲目的能力，因此，一般来讲，人以外的动物只能借助于“感性领悟能力”所提供的善的对象给感性欲望，托马斯称之为“跟着感觉而来的欲望”。
 
[4]

 然而，人则可以借助于“理性领悟能力”将善的对象提供给智性欲望（意志）。由于感性领悟所及的对象是具体的、个别的和物质性的，因而其所提供的善也是个别的善（particular good），相应地，感性欲望也只能是倾向于个别的善。相较而言，理性领悟的对象是抽象的、普遍的和非物质的，因而所提供的善是普遍的善（universal good，good in general，good as such），相应地，理性欲望亦即以普遍的善为追求的目的。托马斯认为，理智与意志是两个彼此相关的构成人的伦理行为的基本要素，两者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人的道德实践要依赖“正当的理性（right reason）”加上“向善的意志（good will）”共同成就。

第一节 灵魂的本质与一般机能

柏拉图在其《蒂迈欧篇》（Timaeus）第6章中由模型的唯一证明世界是仿照“模型之物（exemplatum）”的唯一。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第12卷第10章则由万物的唯一推论出掌管万物者上帝的唯一。托马斯·阿奎那则认为，正是存在于上帝所创造之物内的彼此相关的秩序才显示出世界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因此，万物都必然属于一个世界。
 
[5]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有形体的（corpus，corporeal，物质的）”受造物与“精神的（spiritual）”受造物是有区别的。
 
[6]

 托马斯据此将受造物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粹精神受造物（purely spiritual creature）”，如天使；第二类是“有形体的受造物（corporeal creature，物质之物）”，如植物、动物；第三类是“由物质体与精神体所组成的复合受造物（composed of a spiritual and corporeal substances）”，人即是此类受造物。
 
[7]



一 灵魂的本质（the essence of the soul）

在托马斯看来，生物或有机体具有滋生、保养及繁殖等生命现象或生命作用，这是因为，生物体内存在着决定生命的原素或原理——“魂”（psychē，anima，soul）。托马斯·阿奎那认为：“魂是生命的表现”，
 
[8]

 “是生存者生命的第一原则”
 
[9]

 。也就是说，“魂”赋予自然有机体“生命的活力”，生物因此而能够生活、能够感觉、能够行动——有生命即意味着有魂（animate），无生命即意味着没有魂（inanimate）。
 
[10]

 因此，“魂”的存在是与有形的物质相结合的存在，魂乃是组成事物的形式（forma），形式与物质（materia）的结合而成为一个具体的生命体。

托马斯·阿奎那将“魂”分成三种：“生魂（vegetative soul）”、“觉魂（sensitive soul）”和“灵魂（rational soul）”。托马斯认为，“魂”的表现是“生命”，不同的“魂”表现出不同的“生命模式（modes of living）”，这些生命模式可以被划分为四种：“生理性的（vegetative）”生命、“感觉性的（sensitive）”生命、“移动性的（locomotive）”生命以及“理性（intellectual）”生命。 “魂”所表现的生命力量（the powers of the soul）也可以被划分为五种：“生理性的（vegetative）”、“感觉性的（sensitive）”、“欲望性的（appetitive）”、“空间运动性的（locomotive）”及“理性的（intellectual）”。
 
[11]

 就以上生命的等级而言，一级比一级高，而生物最基本的生命是“植物性生命（如植物）”，即具有“生魂”的生命原素或原理；再上一级是“感觉性的生命（如动物）”，即具有“觉魂”的生命原素；最高级者为“理性生命（人）”，即具有“灵魂”的生命原素。

托马斯·阿奎那主张，“认知（knowledge）”与“行动（movement）”是最能表现生命的两种“功能（actions）”。古代自然哲学家试图寻求这两种功能的根源（原则），而他们最终将这种根据看作是一种“物质的（corporeal，有形的）”，从而也将灵魂视为“有形之物（something corporeal）”。
 
[12]

 托马斯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其错误的原因在于，古代自然哲学家认为只有有形的物质才是“实在之物（real things）”。托马斯认为，虽然“有形的物质”可以作为生命的一种原则（根源）——如同心脏是动物之生命的一种原则（根源）。可是，“有形的物质”却不能成为生命的“第一”原则。
 
[13]

 “有形的物质”实际或现实地成为“此”某种有形的物质完全是由于“某”一原则，即它的“实现（actus，现实）”。因此，生命的第一原则“灵魂”并非“有形的物质”，而是有形物质的“现实（实现）”。
 
[14]

 托马斯认为，古代的自然哲学家由于没有区分“现实”与“潜能”，因此才会将“灵魂”看作是“物质的”。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所谓“被推动（to be moved）”，即离开“潜能”而进入“现实（实现）”——推动者将其所有给予被推动者，从而使自己进入或成为“现实（实现）”。
 
[15]

 根据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8卷第6章的观点，有一种完全不动的推动者，这种不动的推动者并非本质地（per se，essentially）和偶然地（per accidens，accidentally）变动，却能产生永远一致的动态；另一种推动者虽然本质地不受推动，却偶然地或间接地受推动，因此，其所产生的动态不常是一致的——“灵魂”就是这样的一种推动者。
 
[16]

 除此之外的“特质”则是一种“本质”的推动者。托马斯·阿奎那从认知的角度指出，被认知事物的相似点不必现实地存在于认知者的本性中。一事物如果是由潜在状态的认知者成为现实的认知者，那么，被认知之物的相似点无须是现实地居于认知者的本性之中，而只需是潜在的。例如，颜色并非现实地储存在瞳孔中，而只是潜在于其中。就此而言，“灵魂”的本性中也不必现实地具有有形之物的相似点，然而，它却必须具有这些相似点的潜能。
 
[17]



托马斯·阿奎那将认知活动视为灵魂的功能之一，他认为，灵魂是一种无形体的实际存在的“实体（subsistent，自立体）”原则。
 
[18]

 因此，理性的原则，即所谓的心灵或理智，有其本质性的行动，与身体无关。
 
[19]

 “人”的概念包括“灵魂与骨肉（soul，flesh，and bones）”。
 
[20]

 身体不属于灵魂的本质，可是，灵魂按其本质的本性（by the nature of its essence）是可以与身体结合的。
 
[21]

 人的身体上的骨肉可以腐朽毁灭，但是，作为智性的本体，人的灵魂是不朽的。
 
[22]



二 灵魂与身体的结合（the union of body and soul）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作为理性动作原则的“理智（intellect）”是人的身体的“形式（form）”。
 
[23]

 而“形式”是事物运动的根本。托马斯指出，就如同病体痊愈所要求的是健康，灵魂认知所要求的是知识。“健康”是“身体”的形式，“知识”是“灵魂”的形式。托马斯认为，人的身体之“存活（lives）”首先借助的是“魂”的生存、感觉与空间的行动。同样，也是首先凭借“魂”来“理解（understanding）”。
 
[24]

 托马斯借用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第2卷第2章中的观点，认为无论人借以理解的这一原则被称为“理智”还是 “理性灵魂（intellectual soul）”，都是“身体的形式”。
 
[25]



托马斯·阿奎那从理智的行动的角度主张，理性原则是以“形式”的资格与身体结合，
 
[26]

 因此，“理解”这种行为是每个人的行为——每个人都会体验到理解者是自己。然而，众人不可能共有一个理智。
 
[27]

 “我”的理解行为与“你”的理解行为因为“幻象（phantasma，phantasm）”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每个人所具有的对于“石头”的“幻象”会不尽相同。托马斯认为，不同的人所具有的不同的“幻象”并非“合适的理智的形式”，而是“幻象”所抽象出的“理象（intelligible species）”。
 
[28]

 托马斯指出，在一个理智内，从同一类的不同“幻象”中只能抽象出一个“理象”，人的理智由此而理解所认识的对象。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aeus）第31与第32章中指出，在一个身体内有多个即使按器官也不同的魂，它们各有不同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第2卷第2章对柏拉图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对此，托马斯·阿奎那主张，人之“觉魂（sensitive soul）”、“智魂（intellectual soul，理性灵魂）”与“生魂（nutritive soul）”是同一个魂。
 
[29]

 灵魂（理性灵魂）在能力上包含无灵动物的“觉魂”以及植物的“生魂”所具有的一切。因此，托马斯指出，“苏格拉底”并非是由于一个魂而为人、由于另一个魂而为动物，他只有一个魂。
 
[30]



托马斯主张，除了灵魂（理性灵魂）之外，人再没有别的“实体形式（substantial form）”。
 
[31]

 灵魂并非以其作为形式而与身体结合的实在（essence，本质）推动身体，而是以动力机能（motive power）来推动身体——其行动假定身体已经因为灵魂而成了现实的。作为动力因，灵魂是“推动者”，具有生命或魂的身体则是“被推动者”。托马斯认为，作为受造物，人在受造的那一刻从上帝那里“分有”了上帝的理性，因此，人自然地具有理性，人的灵魂由于能够领悟普遍的真理而具有无限的认知能力。除此之外，人的身体之上还生长有“工具中最高的工具”即双手。托马斯强调，正是身体与灵魂的结合才使得人有可能用理性与双手为自己准备各式各样具有无限作用的工具。
 
[32]

 所以，灵魂是身体的“实体形式（substantial form）”，而非偶性形式（accidental form）。实体形式不只是整体的成就，也是每一部分的成就，因此，灵魂不只是身体整体的形式与实现（the form and the act），也是每一部分的形式与实现。
 
[33]



三 灵魂的机能（the powers of the soul）

就灵魂作为其机能的主体来讲，托马斯·阿奎那将其称为指向第二实现（the second act）的“第一实现（the first act）”。就此而言，所谓“灵魂”，即具有生命潜能的身体的实现（the act of a body having life potentially）。
 
[34]

 因此，灵魂的本质不是其“机能（power）”。托马斯认为，作为受造物，人位于“纯粹精神受造物”与“纯粹物质受造物”的交界点，因此，人的灵魂兼具此两种受造物的能力。然而，相较于上帝的至善（因此，除了其本质之外，再无别的机能与行动）和天使的次完善（因此，所需的机能种类较少）。人的灵魂有许多机能，表现为不同的行动与能力。
 
[35]

 “机能”是行动的“潜能”，因此，“机能”的性质或者意义应该取自其所指向的行动。而行动的性质或意义的区别又是根据对象的性质或意义的区别。
 
[36]

 托马斯认为，灵魂的机能保存三种“次序”：两种次序是根据机能彼此的依赖关系，第三种是根据对象的次序。在前两种次序中，所谓“机能之依赖”有二：其一是根据自然的次序，即完美者自然地先于不完美者；其二是根据发生与时间的次序，即从不完美者而到完美者。
 
[37]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在前两种次序中，如果从自然之次序的角度讲，“理性机能（the intellectual powers）”先于“感官机能（sensitive powers）”。前者指导后者，因此，“感官机能”又先于“生魂（anima natritiva，nutritive soul）”之机能。如果从发生与时间的次序来看，则先后正好相反——因为“生魂”之机能先于“觉魂”之机能。而如果根据第三种次序（对象的次序），“感官机能”彼此具有先后之别，即“视觉”、“听觉”与“嗅觉”。根据天性的次序，可见者在先；声音则是在空气中成为可听到的，而空气又先于由元素之混合而产生的气味。
 
[38]

 无论如何，灵魂的所有机能皆源自灵魂的本质。
 
[39]



托马斯·阿奎那赞成将灵魂的机能做出如下划分：“生理性的（vegetative）”、“感官性的（sensitive）”——包括“外部感官（exterior sense）”与“内部感官（interior sense）”、“欲望性的（appetitive）”、“空间运动性的（locomotive）”以及“理智性的（intellectual）”等五大类。
 
[40]

 其中，生理性的部分有三个机能：“生殖”、“生长力”、“营养能力”。
 
[41]

 外部感官之区别与数目由本质上即专属于感官的东西来决定。托马斯认为，感官原本是一种“被动机能（passive power）”，自然因外在的可感觉的东西而发生改变（modifiée）。因此，感官本然所知觉者乃是外在的能使感官起变化（diversity）之物，而感官的机能也就是以这些外在的能使感官起变化之物之间的差别来区分。而所谓的“改变（modifications）”
 
[42]

 包括两种：其一，指“自然的（natural）”改变；其二，指“精神的（spiritual）”改变。“自然的改变”是根据使改变者的形式以“物理的方式”传给被改变者，例如：煮鸡蛋时通过将水加热而将热传给水中的鸡蛋。“精神的改变”则是根据使改变者的形式以“精神的模式”传给“被改变者”，例如：眼睛并不因为颜色的形式而变色。托马斯认为，感官的活动所需要的是“精神性的改变”，借此产生“可感觉的形式”。
 
[43]



相较而言，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视觉（sight）”在器官与对象上都没有物理变化，因此是感官中最完美最精神化的，其次是“听觉（hearing）”，再次是“嗅觉（smell）”，二者在对象方面都有物理变化。
 
[44]

 内部感官可以被描述成“共同感官（sensus communis，common sense）”，是指内部的认知能力。托马斯认为，动物依靠其觉魂，不仅仅能够在事物现实地刺激它们时感觉到事物的印象，还能够留下并保存这些印象，因此，就会需要不同的机能，即内部机能。其中，“构想力或想象力（phantasy or imagination）”用以保存“表象”；“估量力（eastimativa，estimative power）”用以认知感官所不能知觉的“意图（intention）”；“记忆力（memorative power）”则用以保存意图。而“思量（cogitative，深思熟虑）”则是人相较于动物之“估量力”所特有的比较、思索的能力，又被称为“特殊理性（ratio particularis，particular reason）”。其中，“回忆（reminiscentia，reminiscence）”即以逻辑的探索方式根据个别的意图追溯过去的事物。托马斯主张，只需有四个内部感官能力，即“共同感官”、“想象力”、“估量力”与“记忆力”。
 
[45]



第二节 灵魂的特定机能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灵魂的机能（the powers of soul）”，托马斯·阿奎那所注重的是作为德行主体的“理性机能（intellectual powers，或称智性机能）”与“欲望机能（appetitive powers）”以及相关问题。

一 理性机能（the intellectual powers）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只有上帝的理性活动与存在是同一的（in God alone His action of understanding is His very Being），也只有上帝的理智才是其本质（in God alone is His intellect His essence）。对于理性受造物来讲，“理智”只是其一种机能。
 
[46]

 至于说理智是在潜能状态还是现实状态，这就要看理智对于“普遍的存有（universal being）”来讲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上帝的理智指的是其存在理性机能（intellectual power），这是上帝的本质（Essence of God）。全部存有者都“本源地（originaliter，originally）”和“潜在地（virtualiter，virtually）”先在于这种本质之内，就如同存在于第一原因之内。
 
[47]

 因此，上帝的理智并非“潜能”状态，而是“纯现实（pure act）”。受造物的理智却不曾有一个是全部“普遍的存有”的现实——否则，它就是无限了。所以，受造物的理智由于其本质的原因，都不是一切可理解者的现实，它对于可理解者的关系是“潜能”与“现实”的关系。托马斯认为，人最初只有理解或者领悟的潜能，后来才变为现实的领悟者。因此，人的领悟是以一种被动的方式来实现的，人的理智是一种“被动的机能（passive power）”即“被动理智（intellectus passivus，passive intellect）”。
 
[48]

 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第3卷第4章中曾称其为“可能理智（intellectus possibilis，possible intellect）”。
 
[49]



当然，对于托马斯·阿奎那来讲，无论上述关于人的理智的“被动性”，还是“可能性”，无疑都是相对于上帝的“主动理智”来讲的。柏拉图曾经将 “光”送入人的灵魂内的那个分立的理智比作“太阳”；亚里士多德也曾将其比作“光”。托马斯认为，这个分立的理智就是上帝，即人的灵魂的创造者与幸福之源。人的灵魂从上帝那里“分有”理智之光，因此，在人的灵魂之内有一种得自高级理智的能力，用以光照人的幻象（phantasmata，phantasma）。
 
[50]



既然“记忆（memory）”是用以保存非现实知觉的东西——这就是“记忆”的性质。那么，首先就应知道“理象（intelligible species）”是否能如此在理智中保存。托马斯认为，如果说记忆是单纯指保存理象的能力，那么，记忆就属于灵魂的理性部分；如果回忆的性质在于其对象是“过去的”——过去者作为过去者，在于其与某个时间的关系，属于个别事物的情况，那么，记忆力则不属于灵魂的理智的部分，而只存在于认知个别事物的感官部分。
 
[51]



这样一来，“理性（reason）”与“理智（intellect）”是否有区别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的理性与理智不能是不同的机能。
 
[52]

 理智的活动即理解或领悟，是对可领悟的真理的单纯认知。理性的活动即推理则是由一个已领悟者到达另一个，以便认知可领悟的真理。推理与领悟的关系，就如同“动（movement）与静（rest）”、“获得（acquisition）与获取（possession）”的关系。相较而言，在“动与静”、“获得与获取”的关系中，前者是不完美状态，后者为完美状态，二者却是同一个机能。
 
[53]

 不过，在神学家的眼中，通常有“高级理性（higher reason）”与“低级理性（lower reason）”之分。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高级理性”指的是为沉思与探究永恒之事物的理性，它是“智慧（wisdom）；“低级理性”则用以处理包含时间性的事物，它是“知识（science）”。托马斯认为，“高级理性”与“低级理性”是理性的同一个机能。其中，“低级理性”来自“高级理性”，或者说受高级理性的规范与指导。
 
[54]



那么，“智力（intelligence）”是不是一种有别于“理智”的机能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智力原本指理解或领悟，在某些阿拉伯文献中，被称作“分立的本体（separate substances）”。因此，所谓“天使是智力（angels are called intelligences）”，意思是说这些本体常现实地领悟。然而，在希腊文的文献中，这些本体则被称为“理智（intellects）”或“心灵（minds）”。托马斯认为，“智力”与“理智”的区分，并非不同机能的区分，而是“活动”与“机能”的区分。相较而言，“智力”指的是最初对某东西的单纯的知觉；如果将所知觉指向另一个要认识的对象，即“意图（intention）”；如果持久地研究所指向者，便是“虚构（invention）”；而一旦以确定的真理检讨所虚构的对象，使会有所知，这就是“智慧（phronesis or wisdom）”
 
[55]

 。托马斯指出，“判断”属于智慧之事。同样，理智部分的“思辨理智（intellectus speculativus，speculative intellect）”与“实践理智（intellectus practicus，practical intellect）”也并非灵魂的个别不同的机能，二者的差别在于目的——前者以思辨为目的，后者则以实践即行动为目的。
 
[56]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思辨理性（speculative reason）”所推论的是思辨性事理，“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所推论的是行动方面的事理。人分有上帝的理性，从而自然地具有思辨性事物的基本原理，它不属于一个特别的机能，而属于一种特别的“习性（habit）”即“原理的悟性（understanding of principles，原理的理解力）”，这种习性被称为“不虑而知（synderesis，又称为‘良知’，道德伦理的‘先天理念’）”。相应地，人也自然地拥有实践性事物的原理，这也是一种特别的自然习性——这种自然的“习性”可以“向善抑恶（incite to good，and to murmur at evil）”。
 
[57]



托马斯·阿奎那将人们把知识运用于事物的行动称作“良心（conscientia，conscience）”。 “良心”一词的拉丁语“conscientia”由“cun（同）”和“scienta（学问）”二字组成，字面意思是“认知”或“对某事有知识”，它源自“cum alio scientia（连带知道）”，含有知识与某事物的关系的意思。当人对某物有了知识后，再把已有的知识应用于个别的事物上，称为“良心”——它使人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以及提醒人已经或者尚未做了什么。因此，“良心”既可以“作证（witness）”、“约束（bind）”与“激励（incite）”，也可以“控诉（accuse）”、“折磨（torment）”或“责难（rebuke）”，而此一切都会伴随人将知识运用于其行为而产生。因此，严格来讲，“良心”指的是一种“行动”。不过，托马斯同时指出，由于“习性”是行动之本，因此，人们有时也用“良心”来指最初的“自然习性”，意思是“不虑而知（synderesis，即“良知”，道德伦理的“先天理念”）”。托马斯特别强调，构成“不虑而知”的习性虽然很多，但其效力都来自一个最初的根本，即第一原理的习性（the habit of first principles），所以，这样的习性有时才被特别地称为“良心”。
 
[58]



二 欲望机能（the appetitive powers）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任何“形式（form）”都有其“倾向（inclination）”，例如：火的形式使之倾向于上升并产生与其本身相似者即引燃它物。托马斯指出，有认知能力者的形式高于没有认知能力者的形式。而没有认知能力的事物只能够被限定于其固有的形式，这就是事物的“自然倾向（appetitus naturalis，natural inclination）”。有认知能力者的形式的存在方式高于自然形式的存在方式，因此，前者的自然倾向高于后者的自然倾向，即高于自然欲望。这种高级倾向属于“灵魂的欲望能力”，不只欲求自然形式之倾向，也欲求其所认知者。灵魂的每一个机能都是一种形式或者天性，并具有某种自然倾向，即灵魂具有“欲望的机能（appetitive power）”。所以，“自然欲望（appetitus naturalis，appetite）”即“自然倾向（natural inclination）”。
 
[59]



亚里士多德曾经将欲望划分为“感官欲望（appetitus sensitivus，sensitive appetite）”和“理性欲望（appetitus intellectivus，intellectual appetite）”，并认为高级欲望推动低级欲望。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可欲者被感官所知觉，欲望机能因而是根据被知觉者的差别而互为区分。相较而言，“欲望机能”是一种受知觉支配的被动机能。“理性欲望”是有别于“感官欲望”的机能。“理性欲望”虽然是以灵魂之外的个体性的事物为对象，却是由于某一普遍原因而指向这些对象。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对象的某种“善”才产生的“欲求”。托马斯认为，人可以根据“理性欲望”欲求感官所不能知觉的非物质的“善”，例如：“学问”、“德性”等。
 
[60]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欲望能力活动的完成，在于欲求者趋向于所欲求的目标。托马斯认为，知觉能力的活动近似于静止，欲望能力的活动则近似于运动。因此，肉体的活动即指欲望能力的活动，肉体的“淫荡（sensulaitas，sensuality）”是一种“感官欲望（appetitus sensitivus，sensitive appetite）”。
 
[61]

 托马斯将“感官欲望”看作是一种共类能力，即“肉体欲望”，它分为两个机能：“愤情（the irascible）”和“欲情（the concupiscibel）”。

托马斯·阿奎那指出，灵魂用以单纯地倾向于适合的东西、逃避有害的东西的机能被称为“欲情”；动物用以抵抗侵犯者（侵犯其利益和带来灾难者）的能力被称为“愤情”。也就是说，“欲情能力”是同时针对适宜者与不适宜者，而“愤情能力”则是为抵抗不适宜者的侵犯。单纯的“憎恶”本来属于“欲情部分”，可是，从憎恶产生“抗拒”的角度讲，它也可以归于“愤情”。
 
[62]

 托马斯认为，愤情部分的一切激情都起源于欲情部分之激情，并终止于它们。例如，愤怒因悲伤而起，而报复行动又终止于由此而产生的喜悦。至于禽兽之间的争斗厮杀，也都是为了欲情的对象——食与色。
 
[63]

 然而，对于人来讲，由于普遍理性指使感官欲望即“愤情”与“欲情”，而感官欲望则服从普遍理性；又因为从普遍原理推出个别结论并非理智之事。而是理性之事，因此，托马斯认为，愤情与欲情服从理性而非服从理智。例如，人可以利用普遍性的见解来缓和或者加强愤怒与畏惧等情绪。
 
[64]



三 意志和自由抉择（will and free-will）

既然人可以根据“理性欲望”欲求诸如“学问”、“德性”等感官所不能知觉的非物质的“善”，那么，要想达及这种“善”，“理性欲望”的“欲求”就需要具体落实到某种“能力”之上。托马斯·阿奎那将这种“能力”称为“意志（will）”。托马斯认为，“意志”是一种“理性欲望（intellectual appetite）”能力。
 
[65]

 “意志”为了“善”而趋向于目标，它不会“必然地”被限定于“某一个”对象，却必然地依附于“最后目的”。托马斯认为，“必然（necessity）”即“不能不然（necessary，必要）”。成为“必然”取决于内在与外在两种方式：就内在的方式来讲，或是由于质料原则（例如，凡是由相反者组合而成的东西必然会腐化）；或是由于形式原则（例如，三角形的三个角必然等于两个直角）——这被认为是“绝对的必然（absolute necessity）”。就外在的方式来讲，“目的”或者“动因”可以成就“必然”。例如，缺少食物会危及生命——这是一种“目标的必然（necessity of end）”，有时也称为“效用（utility）”；再如，受压迫的人不能不反抗，因为“动因”成就“必然”——这被认为是一种“强迫性的必然（necessitas coactionis，necessity of coercion）”。
 
[66]



“强迫性的必然”与“意志”绝对冲突，这是因为：“意志”的活动乃是对某事物的倾向，
 
[67]

 “自愿（voluntaries，voluntary）”才合于“意志”的倾向。所以，任何一件事的完成都不可能同时既是被暴力强迫的又是必然的；同样，任何一件事的完成也不可能同时既是绝对被迫又是情愿所为。那么，只有当借助于一种方法可以达到目的时，这种目的上的“必然”与“意志”才不会发生冲突。例如，由于“意志”愿意渡海，“意志”便不得不愿意搭乘船只。从根本上讲，意志无论趋向什么，都是为了“善”。因为有了众多的“个别之善”，所以，意志并非必然地被限定于某一个对象。然而，正如理智必然地依附于第一原理，意志也必然地依附于“最后目的”即“至善”。托马斯强调，意志的能力是针对“至善”即“普遍之善”。因此，“个别之善”不能控制其全部可能性，意志不会“必然地”受某一个对象的推动。
 
[68]



那么，“意志”是不是高于“理智”的机能呢？托马斯认为，绝对地讲，“理智”高于“意志”；相对地说，“意志”也可以高于“理智”。从理智与意志的对象来看，“理智”高于“意志”。这是因为，“理智”的对象是可欲之善的原则，比“意志”的对象——“善”本身单纯且绝对。然而，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第6卷第4章中所提到的，“善与恶”，即“意志”的对象，是在事物中的；“真与假”，即“理智”的对象，是在心灵中的。因此，如果“善”所在之物比被领悟之理所在之灵魂本身高贵，那么，“意志”由于与此事物的关系而高于“理智”。可是，如果“善”所在之物低于灵魂，那么，即使在与此事物的关系中，“理智”也是高于“意志”的。托马斯·阿奎那因此得出结论：爱上帝比认识上帝好；认识万物比爱万物好。
 
[69]



由于领悟到的“善”是意志的对象，它以“目的”的资格推动意志，因此，理智可以推动意志。另一方面，由于意志的对象是“普遍的善”和“最终目的”，其他机能的对象则是“个别的善”——例如：视觉是为了认知颜色，因此，意志也会以主动者的方式推动除生理机能以外的灵魂的一切机能的活动。所以，托马斯·阿奎那主张，理智与意志这两个机能的活动可以互相包含。理智知道意志意愿，意志愿意理智认知。善是被认识的真，所以，真中包含善；因为真是一种被愿望的善，所以，善中也包括真。
 
[70]



由于感官不能够认知“普遍的存有”，所以，“感性欲望”所针对的并非善的普遍性质。相应地，感性欲望被按照各种“个别之善”的不同性质分为不同的部分。感官欲望中的“欲情”部分所针对的是合于天性（自然）并因而使感官产生快感的善的性质；感官欲望中的“愤情”部分则是针对那些加害于自己者予以抗击的善的性质。作为“理性意欲”能力，“意志”所针对的是善的普遍性质，因此，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绝对地讲，在意志之内不存在“愤情”与“欲情”的区分。然而，相对来看，意志也可以具有“愤情”，因为它愿意反抗恶，但这并非出于情的冲动，而是出于理性的判断；同理，意志也可以说有“欲情”，因为它意愿“善”。就此而言，在“愤情”与欲情中有“爱”与“希望”之德，那么，与此活动相关，在意志中也会具有“爱”与“希望”之德。
 
[71]



由于人具有理性，能够以认知能力进行比较与判断，人的行动能够出于自由的判断而做出多种不同的选择，这就是人的自由抉择（free-will，自由意志）。人出于“自由意志”的“自由判断（free judgement）”区别于动物出于本能的“自然判断（natural judgement）”。“自由意志”是人的行动的原因。托马斯认为，“选择（choice）”本身依赖于人自己，但是，一定要假定有上帝的辅助，因为上帝是按照每一受造物的特性推动这一物。
 
[72]

 托马斯·阿奎那将“自由意志”视为灵魂的机能。
 
[73]

 “自由意志”的特有作用是“选择”，而“选择”主要是“欲望”能力的活动，因此，“自由意志”是“欲望机能”。
 
[74]

 不过，托马斯同时认为，“欲望机能”应当与“认知机能”相配合。正如在智性认知方面有理智与理性之分，在智性欲望方面也有“意志”与“自由意志”之分，后者无非就是“选择”能力。
 
[75]

 托马斯主张，“意志”和“自由意志（自由抉择）”并非两个机能，而是同一个机能。

四 灵魂对有形物质的领悟（how the soul understands corporeal things）

托马斯·阿奎那试图找寻与身体结合的灵魂（the soul united to the body）如何领悟“低于自己的有形物质（corporeal things beneath it）”这个问题的答案。他首先从“理智”入手，探究灵魂是否用理智认知“有形物质”。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在最初探求万物的性质时曾经断言，世上除了“有形物质”外什么都没有。当这些哲学家在看到有形之物变化时，便认为万物是不停地在流动的，而变化不居的东西不可能确定地被认知，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人不可能得到关于万物的确定的真理。正如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所说：“人不能两次触摸到同样的河水（It is not possible twice to touch a drop of water in a passing torrent）。”
 
[76]

 柏拉图试图论证人可以借理智获得确定的真理，他因此主张，除了有形世界的物质体之外，还有一个没有物质和变化的世界，这个世界由“理象（species，or intelligible species）”或者“理念（idea）”所组成，而有形世界中每个可感觉的个体是因为“分有”了这些“理象”才被称为“人”或“马”、“牛”、“羊”等。柏拉图认为，一切与理智相关的活动，并非针对可感觉的有形物质，而是针对非物质的独立的“理象”或者“理念”，因此，灵魂所领悟的不是有形物质，而是其独立的“理象”或者“理念”。
 
[77]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柏拉图的这个学说有两个不合理之处。第一，既然那些“理象”是没有物质的和没有变动的，那么，知识就不能够认知变动和物质——可是，“变动”和“物质”恰恰是知识专有的认识对象；不仅如此，知识也因此不能以变动性原因与质料性原因建立论证。第二，托马斯认为，为了求得现实事物的知识而以另一类并不可以作为现实的有形物质的本质为媒介是一件可笑之事。这是因为，纵然认识了那些独立的本体，人们也不能用以判断现实世界的有形之物。“相似点”并非是真理的来源，被认知者的形式与认知者思想中的形式并非相同。柏拉图之所以偏离真理，乃是因为他将这两者等同——在柏拉图看来，被领悟者的形式是普遍的、非质料性的、不变的，理智是随着主动者的形式而以普遍的和必然的方式领悟。有形之物虽然有质料、有变化，理智却是以非质料和不变的方式承受其“理象”，因为被接受者是以接受者的方式在接受者之内。所以，托马斯认为，灵魂借助于理智以一种非质料性、普遍性的和必然性的认知来认知有形之物。
 
[78]



柏拉图认识到理性灵魂是非物质的，并以非物质的方式认知。因此，他主张被认知的事物的形式以非物质性的方式自立存在，这是其“理念论”的核心思想。托马斯·阿奎那指出，被认知的物质不是以物质的方式而是以非物质的方式存在于认知者内。如果说理智是以其“本质（essence）”认知一切事物，那么，其本质该以非质料的方式含有一切事物。托马斯指出，只有上帝的本质才可能以非质料的方式统括一切事物，就如同效果是以潜能的方式先在于原因之中。因此，只有上帝才是以其本质领悟一切。
 
[79]



那么，人的灵魂是否能够以先天的“理象”领悟一切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既然形式（form）是行动（action）之原则，一事物与其作为行动之根本形式的关系，与其行动的关系相同。
 
[80]

 托马斯举例道：一个物体上升是由于其重量轻，当这个物体只有上升的潜能而没有上升的行动时，它只是潜在轻。相反，如果一个物体是现实上升，那么它就是现实轻。有时，人无论是在感官方面还是在理智方面只是潜在的认知者，要想从这种潜能的认知达到现实的认知，不仅需要靠感性事物对感官作用而产生感觉，而且需要通过学习与思索而有所领悟。因此，托马斯认为，“认知的灵魂（the cognitive soul）”只是潜在地具有认知作为“图像（images）”的“感性原则（the principles of sensing）”与“理解原则（principles of understanding）”的能力。
 
[81]

 所以，亚里士多德主张，灵魂用以领悟的理智没有“天赋的理象（innate species）”，最初只具有一切“理象”的潜能。然而，现实的具有形式的事物，有时会因为某种障碍而不能按其形式活动，例如，轻物因为受阻而不上升，所以，柏拉图主张：人的理智自然地充满一切“理象”，可是，由于灵魂与身体的结合而产生阻力才不能够使之变成现实。

托马斯·阿奎那并不认同柏拉图的观点。托马斯指出，第一，人不可能忘记他天性中原本知道的事情。如果灵魂本性地（自然地）拥有一切事物的知识，那么灵魂就不可能彻底忘记以至于根本不知道自己曾经拥有这些知识。况且，灵魂是本性地与身体结合，不可能被“天性（本性）”所阻碍。第二，一个人如果缺少某一感官，便不会有属于那感官知觉范围的知识，例如，天生的瞎子不可能对颜色有任何概念。如果按照柏拉图所说，灵魂原本就拥有一切事物的“理象”，那么，瞎子就不可能对颜色没有任何概念。所以，托马斯认为，灵魂不是以天赋的“理象”认知形体之物。

针对人的理智的理象（intelligible species of our intellect）来源于某些独立的形式或者本质的观点，托马斯·阿奎那从两个方面予以分析与批判。柏拉图主张有不带质料而本然地自立存在的感性物的形式，例如“本然的人（per se man）”即人的形式，人的灵魂和有形物的质料都是从这些独立的形式“分有”而得——人的灵魂分有这些形式即为“领悟的作用（the effect of knowledge，即能领悟）”；有形之物的质料分有这些形式则为“存在的作用（the effect of existence，即能存在）”。例如，有形物的质料由于分有石头的理念而成为石头，人的理智由于分有石头的理念而领悟石头。在柏拉图看来，质料的形式来源于理念，就如同理念的“图像（images）”，人的理智的理象也是来源于理念的某些图像。因此，他认为，知识（sciences）与定义（definitions）都是根据理念而来的。
 
[82]



托马斯·阿奎那引用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7卷第14、15章中多次提到的观点，认为有形的可感觉之物的形式不可能不带质料而自立存在，否则就会与其性质相矛盾。托马斯认为，阿维森那放弃了上述主张，而认为一切感性之物的理象固然不是不带质料而自立存在，却是以非质料形态先在于独立的理智之内。这些理象由最高的理智传递给下一级理智，一直传递到最低的独立理智（the last separate intellect），他称之为“主动理智（active intelligence）”。“主动理智”将“理象”输入人的灵魂，并将感性形式传给感性之物的质料。为此，托马斯指出，如果找寻阿维森那与柏拉图思想的相同之处，即他们都认为人的理智的理象是由某些独立的形式输入的。不同之处在于，柏拉图认为这些理象是本然自立地存在，阿维森那则认为这些理象存在于主动理智之内。不仅如此，阿维森那还认为，在理智停止现实地领悟之后，理象并不保留在人的理象之中，而必须再转向主动理智以便重新承受理象——柏拉图则主张灵魂具有自然天赋的知识，分有的理念固定不移地常驻于灵魂之内。
 
[83]



在此，托马斯·阿奎那同时指出了阿维森那思想的不足。如果从阿维森那思想的角度来回答灵魂为什么与身体结合这个问题，按照阿维森那的观点，灵魂需要感官是为了刺激灵魂，使之转向“主动理智”，以便得到“理象”。托马斯认为这样的理由是不充足的，这是因为，既然灵魂天生就是为了得到主动理智的理象而领悟，那么，按照其天性的倾向必能偶尔转向主动理智，或者在某一官能的刺激下而转向主动理智，并且得到属于它没有的官能的感性物像。天生的瞎子不可能具有对颜色的知识。所以，托马斯认为，灵魂用以领悟的理象并非源于独立的形式。
 
[84]



那么，“理性认识（intellectual knowledge）”是否源自“可感之物（sensibilia，sensible things）”呢？托马斯·阿奎那为此归纳了哲学家们解决这个问题的三种主张：第一种主张是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德谟克利特认为，任何知识都只不过是从人的思想的有形物质的影像而来，并且由此进入人的灵魂。在托马斯看来，德谟克利特之所以持这种主张，是由于他与古代的自然哲学家都认为理智与感官没有区别。由于感官受到感性之物变化的影响，古代哲学家们自然地会想到人的一切知识都只是受感性之物变化而形成，而德谟克利特更认为这种变化是由“影像的释放（discharge of images）”所造成。
 
[85]



与此相反，柏拉图则主张理智有别于感觉；理智是非物质性的能力，在其活动时身体器官不起作用。由于有形之物不能使非有形之物有所变化，因此，他主张理性认知不是由于理智受感官之物的变化，而是由于分有独立的理性形式；感性认知也不全是来自感官物，而是外物刺激“觉魂（sensible soul）”使之感觉，感官刺激理智使之领悟。
 
[86]



亚里士多德则采取了一种中间路线。一方面，他与柏拉图一样，主张理智有别于感觉力。他也同时认为，没有不与身体的专有活动有关的感觉力，因此，感觉不只是灵魂的活动，还是灵魂与肉体之组合体的活动。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也像德谟克利特那样主张感性部分的活动产生于感性物给予感官的印象。但是，他却不像德谟克利特那样认为是以“原子的释放（discharges of atoms）”方式，而认为是以一种“行动（operation）”的方式。亚里士多德认为，单靠可感觉之物的印象不足以产生理性活动，而需要有更高贵的东西——“主动者比被动者高贵”（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5章）。而那个比较高贵的高级主动者即“主动理智（active intellect）”——它使得从感官来的幻象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变成现实可领悟的。
 
[87]



总结以上三种观点，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的理智在现世灵肉结合的情况下，除非求助于那从感官来的幻象，否则什么也不能领悟。
 
[88]

 为此，托马斯给出两个证据：第一，理智既然是不用肉体器官的机能，如果其活动无须运用某个身体器官的机能，那么，某个身体器官的受损就不该妨碍到它的活动。然而，感官与想象力等感性部分的机能需要运用身体器官。因此，为了现实地领悟——不仅领悟新知识，就连运用已有的知识，也需要想象力其他（感性部分）机能的活动。所以，如果身体器官受到损伤以致伤及想象力或者记忆力的活动，例如由此而成为疯子或者痴呆者，那么，人就不可能再现其先前记忆中的知识。第二，人常常会在努力想领悟什么事情时给自己构建一些幻象当例子，以期从中看出其要领悟之事。所以，当我们欲使别人领悟什么事情时，也常常会给他提示一些例子，为的是帮助他架构起那个“幻象”以便更好地领悟。这些都是为了使认知机能（the power of knowledge）与被认知者相称（proportioned）。
 
[89]



就此而言，天使的理智由于与身体完全没有关系，其专有对象就是与身体无关的“智性本体（intelligible substance）”——天使通过这些智性本体来认知有形物质。相较而言，人的理智由于与身体相连，其专有对象是有形的质料中存在的“实质或者性质（quiddity or nature）”，并且，可以通过这些有形物质的性质，进而获取一些有关非形体物的知识。
 
[90]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有形物质本身的性质存在于某个个体之中，即离不开有形质料。例如，石头的性质必须是具体存在于某块石头之中。所以，任可有形物质的性质除非是通过具体的东西去认知，否则便不能完全和真正地认知。

由于人是借助于感官与想象力认知个别的具体物，因此，为了能够现实地领悟其专有对象，人的理智必须求助于“幻象（phantasms）”，以察觉存在于个体物中的普遍性质。然而，假如人的理智的专有对象是“独立的形式（separate form）”，或者如柏拉图所说的，有形之物的形式自立存在于具体的东西之外，那么，人的理智在领悟时就不必求助于“幻象”。
 
[91]

 托马斯认为，人在现世所能领悟的一切，都是依靠其与自然界可感觉之物的比较。因此，在人用以认知可感觉之物的感官受阻时，人就不可能有完善的理智判断。
 
[92]



第三节 理智领悟的方式与程序

“认知”能力与“欲望”能力是灵魂的活动，因此，关于二者活动的问题构成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思想的深刻内含。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理智（intellectus，intellect）”是人的身体的“形式（form）”，
 
[93]

 是人的灵魂的机能。
 
[94]

 理智的活动即理解或领悟，是对可领悟的真理的单纯“认知”。人借助于理智而“知物”，并且认识真理。作为受造物，人的“理智”与“被知物”之间的关系是“潜能与实现（potency and act）”的关系。
 
[95]

 理智并非“直接地”去认识这些诸多事物，而是通过“感官”对物的接触所产生的“感觉材料”进行素材分析，通过“归类”与“抽象”，最终得出普遍的结论。

一 理智对有形物质的领悟（how the intellect understands corporeal things）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认识的对象（the object of knowledge）与认识的机能（the power of knowledge）应当是相称的（proportionate）。
 
[96]

 托马斯将认知能力（cognitive power）划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指身体器官的活动，即感觉能力。任何感官机能的对象，都是在有形的质料中存在的形式。又因为质料是“个体化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lity）”，因此，感官部分的一切机能都只是认知个体物的。第二种认知能力是指“天使的理智（angelic intellect）”，既非身体器官的活动，也与有形的质料无关，这种认知能力的对象是“没有质料的独立形式（a form existing apart from matter）”。在托马斯看来，天使是在非物质中即在自己内或者在上帝内（either in themselves and in God）认知有形物质。第三种认知能力指的是人的认知能力。托马斯认为，人的“理智”居于前述两者之间：它不受身体器官的推动，而是灵魂的能力。然而，灵魂是身体的形式，人的认知即是从“幻象”所表示的个体质料中抽出形式。托马斯认为，人的理智是以从“幻象”中抽象的方式领悟有形的物质，并以此思考有形的物质，进而认知非有形物。
 
[97]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正是由于柏拉图只注意到人的理智的非物质性的方面、忽视了理智与身体是一个结合体这一方面，所以才会主张理智的对象是“分立的理念（separate ideas）”，人的领悟（understand）并非借助“抽象活动”而是借助于“分有（participate）”那些脱离物质者（分离的理念）。
 
[98]

 在托马斯看来，人的理智是以从“幻象”中“抽象”的方式领悟和思考“有形的物质”，并进而认知非有形物，乃至“普遍的存有（the universal）”。
 
[99]

 托马斯将“抽象活动”分为两种方式：一种以“组合和分解的方式（composition and division）”；另一种是以“单纯和绝对的思考方式（simple and absolute consideration）”。托马斯认为，第一种方式的抽象会得出假的结论，第二种方式的抽象则不含假。因为，第二种抽象是“从个体中抽出普遍”，或者从“幻象”中抽出“理象（intelligible species）”，即只看“理象（殊种）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species）”，而不看幻象所表示的“个体特质（individual qualities）”。
 
[100]



关于理智领悟“有形的物质”问题，当时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有形的物质都是自然界的东西，在其定义中便包括“质料”；如果没有定义中所包含的质料，则什么也不能被领悟或者被理解，也就是说，有形的物质物如果没有质料便不能被理解。另一种观点认为，有形的物质的“类别”只是“形式”，“质料”不是其“类别”的一部分，因此，有形物质的定义中不包括“质料”。为此，托马斯·阿奎那采取的是一种中间路线（the middle path）或者“中道（mean，执中，均值）”
 
[101]

 的态度。托马斯指出，质料是“双重的（twofold）”，既是“共同质料（material communis，common matter）”，又是“个体质料（material signata vel individualis，signate or individual matter）”——前者如“肉与骨头”，后者即“这些肉和这些骨头”。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理智是从“个体感性质料”而非从“共同感性质料”中抽出自然物的“理象”。
 
[102]

 然而，理智却可以从上述双重质料中抽象出“精确的理象（mathematical species）”——不是从“共同的智性质料（common intelligible matter）”来，而只能是从“个体的智性质料（individual intelligible matter）”中抽象出。
 
[103]

 “感性质料”即有形物质的质料，如冷和热等；“智性质料（material intelligibilis，intelligible matter）”是指“受数量限制的实体（substance as subject to quantity）”，而“数量”比“感性品质”先在于实体之中——所谓从感性质料中抽象出数量，即不看感性品质，而从其“数目”、“体积”、“形状”等数量的限定中抽象。然而，也要看支持数量的实体，即不能从“共同的智性质料”中抽出数量。不过，可以只看数量而不看“这个”或“那个”实体——此所谓从“个体的智性质料”中抽象出数量。
 
[104]

 托马斯认为，也有一些“理象”可以从“共同的智性质料”中抽象出来，例如：“存有（being）”、“一（unity）”、“机能（power）”、“实现（act）”等——这些“理象”是可以没有任何质料的。
 
[105]



“理象”之于“理智”，乃是理智用以领悟者。“有形的物质”的最基本的相似点就是视觉可见；而被领悟的东西的相似点即是“理象”，亦即“理智”领悟所根据的“形式”。可是，由于理智具有反省活动，可以借此领悟它用以领悟的“理象”。因此，“理象”是“理智”的第二层对象。托马斯·阿奎那认为，首先被领悟的是以“理象”作为相似点的东西。
 
[106]

 “在灵魂内的不是石头，而是石头的理象。”——托马斯·阿奎那引用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一书第3卷第8章中的话强调，“灵魂”是依靠“理象”认知灵魂以外的东西。

托马斯·阿奎那将感官部分的活动划分成两种：一种是“印象（impression，官感）”，感官的活动被感性物所改变；另一种是“构架（formation，组合）”——想象力构架不在眼前或从来未见过的东西的图像。两种活动共同存在于“理智”之中。“被动理智（passive intellect）”先承受“理象”作为被动的活动。之后，它便进行“定义（definition）”、“区分（division）”或“综合（composition）”等，而这些都需要使用“言语（word）”表述，言语表达的概念就是“定义”；“命题（proposition）”的内容则是理智的“区分”与“综合”。因此，“言语”表达的并非“理象”本身，而是“理智”为了判断外在的事物的“构架”。
 
[107]



二 理性认知与普遍的存有（the intellectual cognition and the more universal）

那么，“理性认知（intellectual cognition）”究竟是否先认知“普遍的存有（the universal）”的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关于知识，应当从两个方面做出思考。首先，“理性认识（intellectual knowledge）”在某种程度上源于“感性认识（sensible knowledge）”。感官认知的是“个别”的事物，理智认知的则是“普遍”的事物。人必然先认知个别的事物，然后才有可能认知普遍的事物。其次，作为受造物，人的理智与“被知物”之间的关系是“潜能与实现（potency and act）”的关系。
 
[108]

 理智认知即从“潜能”达到“现实（实现）”的过程，亦即先达到“不完美的现实（incomplete act）”，然后再到达“完美的现实（perfect act）”的过程。因此，“完满的认识（complete knowledge）”就是对认知对象的清楚与确定的认知。
 
[109]

 相反，不完美的现实即不完美的知识，它是对认知对象模糊的认知——是相对地或者某方面的“现实”被认知，然而却仍然是在“潜能”阶段。

同样地，人的感性认知也如理智一样是由“潜能”到“现实”——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来讲，都是先认出较为共同的，然后再认出较不同的。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从空间的角度讲，当我们从远处看到一个东西时，通常先看出那是一个“有形的物体”，再看出那是“动物”，进而又看出那是“人”，最后才可能看出那个人是张三、李四等；从时间的角度看，小孩子总是会先区分人与非人，再区分这个人与那个人。因此，托马斯认为，相对于对“差别（difference，种差）”的认知，对“共类（genus）”的认知乃是在潜能状态。所以，“模糊的认识（indistinct knowledge）”总是居于“潜能”与“现实”之间。
 
[110]

 托马斯主张，正如感性认知是先于理性认知，人们总是先认知“特殊”的事物，然后才认知其“普遍性”。而无论是对于感官还是理智，“较为普遍的认知”总是先于“较不普遍的认知”。
 
[111]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认知原则”不必如柏拉图所讲一定是“存在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existence）”，因为有时人们会通过“效果（effect）”而知道“原因（cause）”，通过“偶性（accidents，依附体）”而知道“实体（substance，自立体）”。对于个体物中的“一般（generic，共类）”与“特殊（specific，别类）”的性质而言，“一般（共类）”犹如“质料性原则（material principle）”，而“特殊（别类）”的理念取自“形式”部分。动物的性质来自“感性”部分，而人之为人则是根据“理性”部分。因此，“本性的最终意向（the ultimate intention of nature）”是指向“特殊（species，别类）”，而非指向“个体（individual）”，也不是指向“共类（genus，一般）”。
 
[112]

 质料是为了形式。人们有时可以通过可感觉到的原因而知隐秘的效果，而有时则正相反。
 
[113]



理智固然能够以“一体”方式领悟许多事物，却不能够以“多物”方式领悟许多事物。所谓以“一体方式”或者“多物方式”，即以一个或者多个“理象”的方式。由于活动的方式是根据作为活动原则的形式，因此，凡是理智可以用一个“理象”领悟的，便能同时领悟许多相关的事物。就此而言，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上帝可以同时看到一切事物。——上帝以“一体”的方式（以其本质）统摄一切事物。由于同一主体不能同时承受同一“共类（一般）”却属于不同“别类（特殊）”的许多形式，就如同一个有形的物体在同一角度下不能同时染上许多种颜色或承受许多种形状，因此，凡是理智用许多不同的理象领悟的，都不能被看作同时领悟。即使理象所代表的事物是属于不同的“共类”，所有的理象也都属于同一“共类”。所以，同一个理智不可能同时接纳许多理象并且现实地领悟许多事物。
 
[114]



三 理智的领悟方式与程序（the mode and order of understands）

对于人的理智的领悟方式与程序，托马斯·阿奎那明确指出，人的理智必然是以“综合（composition）”与“区分（division）”的方式领悟。理智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如同事物的形成，不是立刻达到完美的程度，而是逐渐地实现。人的理智并非在第一个知觉行为中就对事物产生完美的认知，而是只知觉到事物的“实质（quiddity）”——理智的第一个和专有的对象。然后，它才会领悟到事物的“固有性（properties）”、“偶然性（accidents）”以及“本质（essences）”的各种关系。因此，理智有必要将其知觉到的一物与另一物加以“综合”或者“区分”，再由此达到另外的“综合”与“区分”。这就是“推论的过程（process of reasoning）”。
 
[115]



相较于人的理智的不完善性，上帝与天使的理智则是“不朽之物（incorruptible things）”，自始即具有完美性。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上帝与天使的理智会“直接地”对事物产生完美的认知，因此，在其认知事物本质的同时，也会了解到人类的理智所运用的“综合”、“区分”与“推论”。然而，上帝与天使的理智却并非使用“综合”、“区分”与“推论”的方式，而是以单纯本质的领悟的方式知晓事物。
 
[116]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的理智的专有对象是有形的物质或自然物的本质，而它们都属于“感官”与“想象”的范围。在有形的物质中有两个层面的组合：其一是“形式与质料的组合”，与此相应的“理智的综合”即用普遍性整体称谓部分，因为“共类”取自共同“质料”；而构成“别类”的差异则取自“形式”；“特称（the particular）”则取自“个体性质料（individual matter）”。
 
[117]

 第二种组合是“偶性与实体的组合”，与此相应的“理智”方面的综合是它用“偶性”来称谓“主语”。例如：“人是白色的”这一表达中作为“偶性”的“白色的”即是对“主语”——“人”的称谓（描述）。然而，“理智的综合”与“事物的组合”不同——后者表示在一起的是不同的事物，而前者却只是表示被综合在一起的“同一性（identity）”。
 
[118]



那么，理智是否会出现错误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感官”在其专有对象上不会有错误产生——除非器官出现病痛，例如发烧的人由于产生不正常的唾液而常会感到甜的食物吃起来是苦的。相较而言，由于“理智”的专有对象是事物的“本质”，对此，理智本身不会有误。可是，对于与本质相关联的事物，即在理智通过“综合”、“区分”与“推论”而将一个事物指向另一个事物时，可能会有错误发生——例如，将圆的定义用于三角形时就会出现错误。
 
[119]

 托马斯认为，相较而言，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各方面“禀赋”完好，其想象力、估量力与记忆力也会较强，相应地，这个人得到的灵魂的领悟力也较强。
 
[120]



论及理智领悟的程序，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人的理智的对象是从“幻象（phantasms）”中抽象出来的事物的本质。由于认知能力首先认知的是它的专有对象，因此可以从“不可分化者（individibile，the indivisible）”与此本质的关系中发现不可分化者被认知的次序。
 
[121]

 托马斯认为，“不可分化者”共分三种：其一，就如连续的东西之为分化者——虽然根据“潜能”是可以分割的，但是，按“现实”却是尚未分化的。其二，根据类别之为不可分化者——例如：人的理性是一种不可分化者。其三，绝对不能分化者——例如：无论是根据“现实”还是根据“潜能”，“一个点（a point）”或者“一个单元（a unity）”都不能分化。托马斯指出，如果按照柏拉图的主张，先有者也先被领悟，那么，既然人的理智是依靠分有独立的不可分化者而领悟，那么，这种不可分化者就应当是先被领悟者。
 
[122]



四 理智对物质物的了解（what our intellect knows in material things）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1卷第5章中曾经指出，理性认识针对的是“普遍的存有”；感性认识所针对的是个别之物即物质的东西（material things）。那么，对于物质的东西，人的理智究竟能够知道些什么？对于个别物（singulars）、无限物（infinite）、偶有物（contingent）、未来之物（future things），理智是否都可以认知呢？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个体质料（individual matter）决定物质的东西的个别化（singularity），因此，人的理智不能首先直接地认知物质中的个别性（singulars），而是借由此质料中的抽象而领悟，而这个抽出的“理象”即“普遍的存有（universal being）”，亦即说，人的理智只能“直接地”认知普遍的存有。然而，如果从“间接”的角度讲，即使在抽出了“理象（intelligible species）”之后，理智也不能根据理象而现实地领悟，除非求助于“幻象（phantasms）”——理智在其中领悟“理象”。托马斯认为，理智是借助于“理象”直接地领悟“普遍”、间接地领悟与幻象相关的“个别”。
 
[123]

 根据托马斯的观点，由“普遍”或者“全称命题（universal proposition）”不能够直接结论出“个别（特称）的命题（singular proposition）”，除非以某个别（特称）命题为媒介。

托马斯·阿奎那主张，物质的东西中不存在现实的“无限（infinite）”，只有潜能状态的无限。人的理智所领悟的内容再多也永远达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人的理智中具有的只是潜能状态的无限。然而，人的理智却不能够现实地或者习惯地认知“无限”。因为人的理智同时只能用一个“理象”认知，而“无限”不只拥有一个“理象”——否则就具有整体与完备之意，也就不是“无限”了。所以，人的理智在认知“无限”时，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去认知——而要想现实地认知“无限”，就必须倾尽所有的部分，显然，这是不可能之事。同样地，人的理智也不能够在习惯上领悟“无限”。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理智德性大多由教导而生成、培养起来，所以需要经验与时间。
 
[124]

 在此，亚里士多德要强调的是，人凭借理智的领悟活动而具备知识，人的习惯性的知识源于现实的知识。因此，除非人在认知的程序上先知道“无限”，否则人对“无限”绝对不可能有清楚的习惯性的知识。人不可能先在地知道一切“无限”。由此，托马斯得出结论：人的理智不能现实地、习惯性地认知“无限”，而只能以潜能的方式认知无限。
 
[125]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中，所谓上帝的“无限”，是说上帝如同一个不受质料限制的形式；所谓物质的东西的“无限”，则是说其缺少形式的限定。又因为形式本身是可知的，而质料离开了形式是不可知的，因此，质料意义上的“无限”本身是不可知的。而形式性的“无限（上帝）”本身是可知的。那么，如果说对人不可知，乃是由于人的理智本身的缺陷所致，这就意味着人的理智在现世状态自然宜于认知物质的东西。所以，托马斯认为，在现世，人只能从物质的东西的“效果”上认知上帝；在来世，人的理智的缺陷就将被蒙福之光所补救，那时，人将看到上帝本身，然而，人依然不能完全领悟上帝。
 
[126]



对于“偶有的事物（congingent things）”，托马斯·阿奎那主张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是看其“偶然（contingent）”的一面，二是看其含有“必然（necessity）”的一面。托马斯指出，没有一个东西的偶然程度能够高到不含必然的成分。例如，“苏格拉底跑步”这个事实本身是“偶然”的；但是，“跑”与“动”的关系则是必然的——如果苏格拉底“跑”步，他必然要“动”起来。
 
[127]

 托马斯指出，由于“偶有”即“可能有”和“可能没有”，而无论“可能”还是“潜能”都属于“质料”部分，因此，一切“偶有”的事物都是基于“质料”的原因。而必然性则是由于与“形式”的关系。“质料”是个体化的原则，而普遍性的意义却在于从个体中抽象出“形式”。根据前文中托马斯的观点，理智的直接与本然的对象是“普遍的存有”；个别之物却是感官的直接与本然的对象，间接地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理智的对象。因此，偶有的事物本身由感官直接认知、间接地被理智所认知；偶有的事物的必然与普遍之理则由理智所认知。托马斯进一步指出，从可知之事物的普遍性来讲，所有学科的知识都关乎必然的事物；而从事物本身来看，则有的知识关乎必然的事物，有的则关乎偶有的事物。
 
[128]



对于“未来的事物（the future）”，托马斯·阿奎那指出，既然“未来”关乎“时间”，那么，“未来的事物”就是特殊或者个别事物，人的理智只有依靠“反省”才能认知。然而，未来之事物的原则（principles）是普遍性的，是理智与知识的对象。
 
[129]

 认知未来的事物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从事物本身认知；其二是从原因上认知。在托马斯看来，上帝的永恒性决定了其视野包含整个“时间”过程，因此，对于上帝来讲，在时间上将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现时”的事情，所以，只有上帝能够从未来的事物本身认知未来的事物。相较而言，人则可以从“原因”上来认知未来的事物——如果在原因中是必然要发生的，那么就能够结论出“确定知识”。例如，天文学家能够确定未来的日食与月食；如果原因是建立在“大概”的意义上，那么就需要看原因对于效果的影响力的大小而做出较准确的猜测。
 
[130]



五 灵魂认知自己及其内的其他（how the intellectual soul knows itself and all within itself）

在讨论了理智领悟的方式与程序之后，托马斯·阿奎那对灵魂（intellectual soul，理性灵魂，智魂）如何认知自己做出进一步思考。在托马斯这里，“魂”（psychē，anima，soul）是生物体内存在着的决定生命的元素或原理，是生存者生命的第一原则。
 
[131]

 因此，生物有生命即意味着有魂（animate），无生命即意味着没有魂（inanimate）。
 
[132]

 “魂”的存在是与有形的物质相结合的存在，“魂”乃是组成事物的“形式（forma）”，“形式”与“质料（material，matter）”结合而成为一个具体的生命体。

托马斯·阿奎那将“魂”分成“生魂（vegetative soul）”、“觉魂（sensitive soul）”、灵魂（rational soul）。“魂”表现出四种不同的“生命模式（modes of living）”：“生理性（vegetative）”生命、“感觉性（sensitive）”生命、“空间运动性（locomotive）”生命及“理智性（intellectual）”生命。此外，“魂”还展现出五种生命力量（the powers of the soul）：“生理（vegetative）”、“感觉（sensitive）”、“欲求（appetitive）”、“空间运动（locomotive）”及“理性（intellectual）”。
 
[133]

 其中，一级比一级高，生物最基本的生命是“植物性生命（如植物）”，即具有“生魂”的生命元素或原理；再上一级是“感觉性生命（如动物）”，即具有“觉魂”的生命元素；最高级者为“理性生命（如人）”，即具有“灵魂”的生命元素。

托马斯·阿奎那主张，“灵魂”是具有生命的潜能的身体的实现（the act of a body having life potentially）。
 
[134]

 他强调，除了灵魂（理性灵魂）之外，人再没有别的“实体形式（substantial form）”。
 
[135]

 而“认识（knowledge）”与“活动（movement，运动）”是最能表现生命的两种“功能（actions）”。那么，灵魂是否能够依靠其“本质（essence）”认知自己呢？理智是否能够依靠其本质认知灵魂的“习性（the habits）”呢？理智是如何认知自身的“活动（act）”？理智又如何认知“意志”的活动呢？

对于灵魂（理性灵魂）是否能够依靠其本质认知自己这个问题，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事物之所以成为可知者，是由于它是“现实（act）”，而非它是“潜能（potentiality）”。“现实”即意味着事物的真实——这种真实正是认识的对象。然而，在非物质性的本体中，每个本体依靠其本质有多少现实，便也依靠本质有多少可领悟的性质。
 
[136]

 据此，托马斯认为，上帝的本质是“完美而纯粹的实现（the pure and perfect act）”，其本身也是完美、纯粹以及可以领悟的。上帝凭借其本质，不只领悟自己，也领悟所有的事物。相较于上帝，作为理性受造物，天使的本质虽然具有现实性，却不是“纯现实”，因此，天使的领悟并非依靠其本质来完成——天使依靠其本质能够领悟自己，却不能够领悟所有的事物。相较于上帝与天使的完善性，人的理智只是“潜能”状态的领悟者。它本身具有领悟的能力，可是，如果要被领悟，必须变为“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的事物高于“理智”领悟的物质世界的事物，因为理智只能在“分有”理念时才能够领悟。

人的理智是在现实世界自然地转向有形的物质，理智领悟自己借助的是“主动理智”之光照，这种“光照”通过可领悟者而成为“被动理智（intellectus passivus，passive intellect）”的现实。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人最初只有理解或者领悟的“潜能”，后来才变为“现实”的领悟者，人的领悟是以一种“被动的方式（in a way to be passive）”来开展，因此，人的理智是一种“被动的机能（passive power）”即“被动理智”——亚里士多德称其为“可能理智（intellectus possibilis，possible intellect）”。
 
[137]



在此，这所谓“主动理智”即可领悟者的现实，它通过可领悟者而成为“被动理智”的现实。所以，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人的理智之认知自己，并非依靠其本质，而是凭借其“活动（act）”，具体方式有二：其一是个别方式（singularly）——例如：苏格拉底由于知觉自己领悟而知觉自己具有灵魂；其二是普遍方式（universally）——例如：人们由研究理智活动而认知人的心灵的性质。托马斯同时强调，人用以认知灵魂性质的判断和效力却是基于人的理智之光来自上帝的真理。
 
[138]



对于理智是否能够依靠其本质认知灵魂的“习性”这一问题，托马斯·阿奎那指出，除非事物成为现实，否则不能被认知。而“习性”却是“纯粹潜能”与“纯粹现实”的中介。
 
[139]

 托马斯认为，由于“习性”并非完美的现实，因此不能凭其本身被认知，而必须通过其他活动被认知——或者由于知觉自己具有专属于某习性的活动而知觉自己具有某种习性；或者根据活动探索习性的性质和理念。在前一种情况下，对习性的认知凭借的是“习性”的临在，即由活动中知觉到“习性”；在后一种情况下，对“习性”的认知则依赖于细心的研究。

既然事物被认知是基于它的现实性，而理智的最后成就是其“活动（实现）”——它现实地存在，因此，有关理智首先被领悟到的，便是它的“领悟活动”。
 
[140]

 不过，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不同的理智也会有所不同：上帝的理智即是其领悟活动，而其领悟活动便是其“本质”。所以，上帝领悟自己的领悟活动与领悟自己的本质是同一件事情。相比来讲，天使的理智与其领悟活动并非一回事，但其本质却是其领悟活动的第一个对象。因此，在天使身上，虽然就理念而论，其领悟自己的领悟活动与其领悟自己的本质并非一回事，天使却是同时以一个活动领悟这两件事。与上帝和天使不同，人的理智与其领悟活动不是同一件事，其本质也不是其领悟活动的第一个对象——其领悟活动的第一对象是外在的物质事物的性质。因此，人的理智认知的首先是这样的对象，然后才又知道其用以认知对象的活动——理智本身由此才被认知，而认知活动本身便是理智的成就。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对象比活动先被认知，活动又比机能先被认知。

一事物如果不是以某种方式在理智中，就不能被理智所认知。因为“意志”与“理智”是两个不同的机能。意志的活动不在理智中，那么，理智是否可以领悟意志的活动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自然倾向”是以自然的方式存在于自然物中，而称为“感性欲望”的那种倾向则是以感觉的方式存在于有感觉的主体。同样，“理智性倾向（理性意欲）”即“意志活动”则是以智性或可以领悟的方式存在于有领悟力的主体，以便被其领悟。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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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性行为的构成（二）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相对于“人的行为”（actus hominis，acts of man）而言，“人性行为”是一种“出于理智的认识与意志同意的活动”或“由人的自由意志自动发出的动作”，因此又被称为“自由意志行为”。“人性行为”是专属于人、非其他存有者所能够实施的行为，
 
[1]

 是适于人之为人（man as man）的行为。“伦理行为和人性行为是一样的”。
 
[2]

 托马斯·阿奎那强调，只有经由人的“理智”的指导并且由人的“自由意志”发出的行为才称得上“人性行为”。除此之外，其他有关人的行动则被称为“人的行为（actus hominis，acts of man）”，即人的消化、循环、营养、生长及一些未经思考与不自由的行为都被称为“人的行为”，亦即伦理学家所谓的“primo”或“primi”的行为。
 
[3]

 这些行为或反应并非人所专有，其他动物也有相同或类似者。与“人的行为”不同，“人性行为”是通过“理智”认识到一个“目的（end）”，继而由“意志”趋向之的自由行为，在此，“目的”是“人性行为”即“伦理行为”的起点。

“道德凭意向或意志而定”。
 
[4]

 而意志的正当与不正当取决于“目的”。
 
[5]

 在托马斯的思想世界里，宇宙万物莫不有自己的“目的”，在每一个“人性行为”或“伦理行为”里，意志一定朝向一个“目的”，即人的意志必然倾向于人的“最终目的（the last end）”——“终极之善”是人追求的永恒目的。正是在意志的这种天生即具有的倾向的推动下，人才会做出“个别的选择”。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人都意愿最终的目的，因为人人都意愿自己完美无缺；而这就是最终目的的意思。可是，关于这最终目的的具体本性，人们的意见却并不相同。”
 
[6]

 那么，这个“最终目的”或者“至善”到底是什么呢？通过探究那些被称为人之最高之善的种种事物或善——例如：感官的快乐、权力、名誉、财富、科学的或理论的知识等，
 
[7]

 托马斯最后得出结论：为能找到人的“最终目的”，我们必须转向超自然的“真福直观（vision of God，vision of the Divine Essence）”。
 
[8]

 也就是说，托马斯·阿奎那将“真福”（beatitudo，beatitude）的真正本质看作是“理智的真福直观”。
 
[9]

 托马斯将此视为人所追求的“终极之善”。

第一节 人的最终目的

意志的对象是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善（good）”，因此，所有的人性行为都必须是为了“善”——在实施行动时，“目的”虽然在最后，可是，在行为主体的意图中却是在先，就此而言，“目的”具有“第一原因（final cause）”之意义。
 
[10]

 其理由在于，“质料（materia，matter）”如果没有受到“动因（agent）”的推动，就无法取得“形式（forma，form）”；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自己从“潜能（potentia，potentiality）”进入“实现（actus，act）”。
 
[11]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由于“能动因”只由于目的的指向而动，那么，要想产生某个固定的效果，“能动因”必须受一个“确定者（certain one）”的决定，这便是所谓的“目的”——对于“人”这个有理性的存在者来讲，这个“决定”来自其“智性欲望”，被称为“意志”；对于其他动物来讲，则称为“感性欲望”。托马斯指出，有理性的人具有支配行为的意志能力（faculty of will）与理性，从而将自己导向“最终目的”——幸福（happiness）。

“目的”是一切规则的指向。人的“最终目的”决定人之行为的动向。为了论证人的“最终目的”，托马斯·阿奎那首先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人是否为“目的”而行动？为“目的”而行动是否是人的特征？人的行为是否根据“目的”而划分种类？人生是否有“最终目的”？一个人能否具有许多个“最终目的”？人是否将一切都指向“最终目的”？所有人是否共具有同一个“最后目的”？人以外的其他受造物的“最终目的”是否与人的“最终目的”相同？

一 人为目的而行（man act for an end）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与其他非理性受造物的区别在于人是其行为的主宰——正是因此，人的伦理行为才被称为“人性行为（human actions）”，而非“人的行为（actions of man）”。人之所以能够成为自己行为的主宰，依靠的是“理智”与“意志”，就此而言，“意志”被视为“理性的意志（will of reason）”。托马斯指出，“人性行为”中的所谓“人性（humanae）”的行动是出于深思熟虑的意志的行动，即“意愿的行为（action voluntaria）”。如果仅仅是属于作为相似于一般动物行为意义上的“本能行为”因而缺少“思考”的行动，那么，这种行动只配被称为“人的（hominis）”行为，而“非人之为人的行为”。托马斯认为，意志的对象是“目的（the end）”亦即“善（the good）”，所以，所有的人性行为都必须是为了“目的”。
 
[12]



人的“目的”受“意志”所支配。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质料（material，matter）”之取得“形式（forma，form）”乃是因为受到“动因（agent）”所推动；没有物体是不依赖于“动力因”而自己由“潜能（potential，potentiallity）”进入“现实（actus，act，实现）”。“动力因”由于“目的的指向（intention for an end）”而动，因此，要产生某种固定效果，必须由一个“确定者”——“目的”来决定。人是理性受造物，对人来说，这个“决定”来自“理性欲望（appetitus rationalis，rational appetite）”即“意志”。对于人以外的受造物，由于它们不具有理性，因此，这个“动力因”来自“天然倾向（natural inclination）”，即“自然欲望（appetitus naturalis，natural appetite）”。
 
[13]

 托马斯认为，“意志”的对象是“普遍性的目的”与“善”，为此，天生即具有理性的人自己将自己推向“目的”，所依赖的是其所具有的“自由意志”，以及其能够凭借自己的“理性”领悟普遍性的能力，只有这样，作为理性受造物的人才对自己的行为拥有“主权”。因此，“自由意志”是包含“意志及理性的能力（faculty of will and reason）”。

相较而言，人之外的不具有理性的受造物由于不能领悟“普遍的善”，其行为是由“天然的本能倾向”驱动而趋向于“目的”，因此，它们不会明白“目的之本性（the nature of an end）”，只能被它物而非自己所安排来指向“目的”。在托马斯·阿奎那这里，整个由非理性受造物所组成的自然界与上帝的关系是一种“工具（an instrument）”与“主要动因（principal agent）”意义上的关系。
 
[14]



二 目的规定人性行为类别（human acts are specified by their end）

托马斯·阿奎那主张，自己能够将自己导向“目的”是理性受造物的专有能力与特点。而事物类别的区分则是依据“现实”而非“潜能”来完成，亦即说，事物根据“现实”而非“潜能”得以区分类别。因此，由“质料”及“形式”合成的事物是由其专有的“形式”构成“殊种”（species，种）。人的伦理行为即“人性行为”由“目的”取得类别。“道德行为（moral acts）”与“人性行为”就“目的”来讲是同一的，而“人性行为”是“意志”所求的“目的”，所以，“道德行为”专指“人性行为”。
 
[15]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如果人生没有“最终目的”，人就会无所追求，相应地，人的行动便会无所终了，主动者的意向也会无所安身。因此，就“目的”以及导致目的“动力因”来讲，似乎会有“一种偶然的目的的无限性（an accidental infinity of ends）”。
 
[16]

 如果说“意志”的对象是“善”与“目的”，那么，意志行为——我能愿意些什么、如何意愿我愿意这些事……似乎就可以不断反复下去、直到永远，而其中只是偶然地与“目的的次序（the order of ends）”相关。托马斯认为，关于同一个“目的”，意志反复一次或者多次并无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偶性的附加。

一个人的意志不可能同时以不同的事物作为“最终目的”，人只有一个“最终目的”。这是因为：第一，人所追求的“最后目的”应当是“完美（perfect）”、“至高之善（and crowning good）”和能够成全自身的那个“无与伦比”者。正如奥古斯丁所说：“‘善’的目的并非那被消耗致使不复存在者，而是那成全自身以至圆满者。”
 
[17]

 也就是说，所谓“最终目的”，即能够满足人的“全部欲望（使之别无他求）”的目的——人一旦拥有一个可以满足自己全部欲望的“目的”，便不再会有他求。第二，“理性意欲”即“意志”的原则是“最后的目的”，为此，“意志”当作“最后目的”追求的应当是“一个”而非“多个”。第三，意志行为由“目的”取得“殊种（species，种）”，也因“最终目的”取得“共类（genus，类）”。又因为“最终的目”具有第一原则的意义，因此，“一个人”的“最终目的”与这个人的关系，正如“所有人”的最终目的与“所有人”之关系。既然“所有的人”自然地具有“一个”最终目的，那么，某一个人的意志也必然应有“一个”而非“多个”最终目的。
 
[18]



托马斯·阿奎那强调，无论人追求什么，也必然是为了“最终的目的”。
 
[19]

 这是因为，首先，人无论追求什么都是为了追求“善”。而人所追求的所有的“善”都必然是因为其导向“至善”而追求之。其次，“最终目的”对于人的欲望的拉动是因为受“第一推动者（the first mover）”的推动。因此，次对象（secondary objects，即次位可欲之物）之所以能够推动欲望，是因为其指向“第一可欲者（the first object of the appetite）”即“最终目的”。
 
[20]



三 人无须每一步都牵挂着目标（one needs not to be thinking of the end at every step）

中世纪基督教传统观念认为，人的伦理行为绝对应当以“上帝”为最终目的，托马斯·阿奎那自然不否认这一点，然而，相较而言，托马斯的伦理学似乎更加重视世俗人生，从而体现出一种人文主义的特征。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一个人在追求或者做什么的时候，无须常常记挂着最后的目的；虽然当前不念想着最后目的，但最后目的之第一意向的力量，存在于对任何事物的追求中。正如一个人走路时，无须每一步都记挂着目标。”
 
[21]

 意志并不只是追求最高的善，也就是说，并非每一种人性行为都是以“上帝”为目的。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人的伦理行为的“终极目的”与其追求的“具体目标”之间的关系是蕴含、间接关系，因此，人不必总是挂念着“终极目的”，正如一个旅行者不必在每一步都想着旅途的终点。

托马斯·阿奎那主张，“终级之善”包含在“每一种”被人所欲求的善之中。不管人们追求什么样的善，归根结底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地追求上帝。根据理智的判断，只有存在着“最高的善”，“其他的善”才有可能存在——其他的一切之善都是在类比（analogy）上帝“至善”中存在，反过来，任何一个被欲求的目标也都因其与“最高的、终极之善”的联系而被称为“善”。然而，意志并不只是追求“最高的善”，也就是说，并非每一种人性行为都是以上帝为“终极目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具体”的目标，而这个 “具体目标”与“终极目的”之间的蕴含关系则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之伦理行为的形而上学指向和超越价值。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它不服从“理智”的必然判断：“自由意味着不服从一个固定的对象，依据心灵对普遍的善的理解，意欲以一个理智实体为对象，但不限于一个固定的善。”
 
[22]

 虽然，根据“理智”与“意志”各自的分工，“理智”会决定“具体的善”与“终极的善”之间的必然联系，但是，由于意志的职能是“选择”目标，而当其选定一个目标时，并非是因为“这个目标”与“终极之善”的关系，而是因为它是“共有的善”（bonum in communi，common good）的体现。这也就是说，意志的“向善倾向”不必总是朝向“上帝”，因此，“伦理活动”也就并非必然地总是表现为“宗教活动”。
 
[23]

 显然，托马斯伦理学在强调上帝作为人的伦理行为的“终极目的”的神圣思想的同时，也包含着对世俗生活的尊重与认可。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虽然世上有多种多样的“甜（sweet）”，可是，“知正味的人（he who has the best taste）”最喜欢的甜才是最可口的。同样，“怀有好意的人（the man with well-disposed）”当作最终目的所追求的那个善才是“最完整的善”。
 
[24]

 虽然，个人的行为个人支配，可是，“天性（nature）”却是决定人行为的“第一原则”，而人的天性趋向于“一（one thing）”，它是完美的、最高的“善”，亦即人的“终极目的”。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第2卷第4章中曾探讨“目的”之“体（the end for which）”与“用（the end by which）”的问题——前者指“具有善的事物”；后者则指“此事物的取得”。例如，吝啬的人以金钱当作“体”、以对金钱的拥有与掌控当作“用”。托马斯指出，如果所谓的“最终目的”是指充当“目的之体”的东西，那么，人以外的其他受造物的目的都与人的终极目的相同——“上帝”才是人与其他一切受造物的“最终目的”。然而，如果我们所谓的“最终目的”指的是目的的取得，那么，人的目的与其他非理性受造物的目的不同——作为理性受造物，人是以领悟与爱慕上帝而达到“最后的目的”，但这并不适用人之外的非理性受造物，因为它们仅仅能够依靠在“存有”、“生命”、“知识”等方面“分有”一些与上帝的“至善”有限的相似。
 
[25]



第二节 幸福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人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幸福（happiness）”，否则，作为理性动物的人不会产生“行动”。人的行动是由“潜能”到“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依赖“意志”的促动，而“意志”如果离开了“理智”所呈现的目标，则不会有“目标”、“目的”的抉择，也就没有人的活动。

意志的对象即“目的”亦即“善”，因此，“人性行为”即“伦理行为”都必须是为了“目的”、为了“善”。虽然，人在实施行动时，人之行为的“目的”处在行动链条的终点，可是，在行为主体的意图链条中，“目的”却是在先。就此而言，“目的”具有“决定性的原因（final cause）”之意义。
 
[26]

 其理由在于：“质料（materia，matter）”如果没有受到“动因（agent，主动者）”的推动，就无法取得“形式（forma；form）”。而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自己从“潜能（potentia，potentiality）”进入“实现（actus，act）”。
 
[27]

 由于“动因”只由于“目的”的指向而动，那么，要想产生某个固定的效果，“动因”必须接受一个确定的决定，这便是所谓的“目的”——对于“人”这个有理性的存在者来讲，这个“决定”来自其“理性意欲”即“意志”；对于其他动物来讲，则称为“感性欲望”。托马斯指出，有理性的人具有支配行为的“意志能力（faculty of will）”，从而将自己导向“最终目的”——幸福。

一 幸福不在于财富、荣誉、声望、荣光、权力、身体的利益、肉体的满足（man’s happiness does not consists in wealth，honors，fame，glory，power，any body good，pleasure）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作为人的“终极目的”，人的“幸福”不可能在于拥有“财富（wealth）”。因为财富只能在满足人的基本生存的时候才是必要和必需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将财物分为“自然的（natural）”与“人工的（artificial）”两种。托马斯认为，无论人追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哪种财富，都应当是为了“维持（保养）人的属性（support of human nature）”，而不能作为人的“最终目的”。
 
[28]



幸福也不可能在于获得“荣誉（honors）”。“荣誉”无异被视为优秀的标志与见证，因此，“荣誉”是德性的奖赏，而非有德者所企望并为此行动。德性之奖赏是“幸福”，有德者所作所为皆是为了“幸福”——相反，如果一个人仅仅是为了获得“荣誉”而实施行为，那么，他就不再被称为具有“德性”，反而被看成是野心勃勃的。
 
[29]



“幸福”即人的“最终目的”也不可能在于拥有“声望（fame）”、“荣光（glory）”。托马斯·阿奎那引用安布罗斯（Ambrose）
 
[30]

 的说法：所谓“荣光”，无非是“广为人知，并加以称许”。然而，人获得“善”即获得“幸福”，这种“幸福”并非隐藏在所谓尽人皆知的“荣誉”之中。托马斯认为，人是一个有限的理性受造物，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因而常常会出现错误，所以，人世间的所谓的“荣光”也多是不可靠的。然而，完满的上帝的智慧是不能包含错误的。因此，人之善在于对上帝智慧的知晓，相应地，人的幸福也最终系于在上帝面前的“荣光”。
 
[31]



对于“权力（power）”是否能成为人的“幸福”这个问题，托马斯·阿奎那首先引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5卷第12章的观点，认为权力具有“原理的性质（the nature of principle）”，而“幸福”则具有“最终目的的性质（the nature of last end）”。不仅如此，权力既可以用于“善”的目的，自然也就可以用于“恶”的目的。而“幸福”乃是人的真正的“完美之善（ferfect good）”。因此，某些权力的善用固然可以带来一些幸福，然而，这种幸福根本上却是由德性所决定，而非在于“权力”。相应地，“外在的利益（external goods）”也不可能将“幸福”带给人，这是因为：第一，人的“幸福”在于“善”，“善”与“恶”不能相容。第二，既然“幸福”是“自足（satisfy of itself）”，
 
[32]

 那么，得到幸福的人，必然不会缺乏任何“需要的利益（needful good）”，所缺乏的只可能是许多“必需的（necessary to him）”利益：诸如“智慧”、“健康”等。第三，既然“幸福”是“完美的善”，就不应该由“幸福”引出任何的“恶”。第四，人根据自己的内在原则（趋善避恶的自然倾向）自然地趋向于追求“幸福”，这种追求并非来自外因，所以，幸福不应该在于外在的各种利益。
 
[33]



同样，“任何身体的利益（any body good）”也不可能带给人最终的幸福。托马斯·阿奎那列举出两个理由：其一，一个以外在的“他物”为目的的人，其最终目的不可能在于保存其自身的存在。船是为了航行，因此，舵手的最终目的并非是为了“保存”船，而是驾驶它。人并非至善，因此，人的理性与意志的最终目的不可能在于保存其存在。第二，人是一个由“灵魂”与“肉体”组成的复合体。即使人身体的存在依赖于灵魂，人的灵魂的存在也并不依赖于人的身体，因为身体是为灵魂服务的，就如同“质料”是为了“形式”、“工具”是为了人实施其“行动”。因此，身体的一切利益都以“灵魂”的利益而非“身体”的利益所动。所以，人的“最终目的”即人的“幸福”，不可能最终落实在“身体的利益”之上。
 
[34]



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种不同的肉体的快乐都称为肉体的“满足（pleasure）”，人们断定有这些快乐存在，因为他们只知道这些快乐。
 
[35]

 然而，幸福主要不在于这些快感。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快感只是随幸福或者幸福的某一部分而来的“附加物”。肉体的快乐随感官觉察之善而来，而感官是灵魂运用身体时的功能。可是，属于身体的、为感官所觉察之善，怎么可能成为人的“至善”呢？作为身体的能力，感官所认知的对象是由质料所限定的“个体”；而作为与物质无关的理性，其所认知的对象则是与物质无关的“普遍性”，其中包含了无限的个体。因此，适合于身体的善——由感官知觉而产生的肉体的快乐，并非人所追求的“至善”，也并非人的幸福，与灵魂之完善意义上的快乐相比，它是微不足道的一种小小的快感。
 
[36]

 在此意义上，托马斯引用波埃修的话来论证自己的主张：肉体快乐的结局是可悲的，愿意记忆自己的放荡的人一定会明白此事。如果放荡能使人幸福，那么，就没有理由不说禽兽幸福了。
 
[37]



二 幸福是灵魂的完善（happiness is a perfection of soul）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所谓“目的”可分为两层意思：其一，是我们想得到的“事物本身（the thing itself）”；其二，是对我们想得到的事物的“获得与拥有（the attainment or possession）”——此所谓目的之“用途（the use）”。从“事物本身”的角度讲，人的最终目的不可能是灵魂本身或者灵魂上的事物，因为灵魂本身是一种“潜能”，“潜能”是为了“现实”、为了一种“成就（fulfilment）”，因此，处于潜能状态的灵魂本身不可能具有最终目的之义。然而，如果从“目的”的第二层的角度看，当我们将“目的”作为一种“取得与拥有（attainment or possession）”，将其视为我们所追求之物之“用途”时，由于人要依靠灵魂达及最终目的，那么，人的灵魂上的某种东西就可能被视为“最终目的”。就此而言，托马斯认为，“幸福”是灵魂上的东西，是灵魂之完善。但是，构成幸福者却是灵魂以外的东西。
 
[38]



“幸福”本身是灵魂的完善，是一种附于灵魂的“利益”——灵魂本身是一种“潜能”，它可以由“潜能”状态的有知变成“现实”的有知，从“潜能”状态的有德变成“现实”的有德，人由此实现其“最后目的”——从根本上讲，那“构建幸福者”还是灵魂以外的东西。
 
[39]

 托马斯·阿奎那进一步指出，“幸福”是完美之善，它完全满足“欲望”；否则，如果仍然需要有所追求，那么就不是“最终目的”。正如人的理智的对象是“普遍的真理（universial true）”，人的“意志（理性意欲）”的对象是“普遍的善（universial good）”。因此，除了普遍的善，其他什么也不能够满足人的意志。然而，普遍的善原本就属于“上帝”而非其他受造物，因此，只有上帝之“至善”才可以满足人对幸福的要求。也正是因为如此，托马斯指出，人的幸福不可能在于某受造物。
 
[40]



三 何谓幸福（what is happiness）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人的幸福是最终的和最完美的善，它可以完全满足欲望，因此，幸福才是人的“最终目的”。托马斯将“目的”分为两种：一种指人想要得到的东西，例如：爱财者的目的是渴望得到数不尽的金钱与财富；另一种是指所欲之物的获得，或据有、或使用、或享有，例如：爱财者的目的是掌控金钱财和财富；贪吃者的目的则是享有无尽的美食。按第一种说法，人的最终目的是“上帝”——因为受造物的善是由上帝“分有”而得，这种“分有之善”的完美性是“类比”上帝“至善”的非完美的善，“完美之善”只属于上帝。按第二种说法，人的“最终目的”是其自己的一种“创造物”，即最终目的的“获取”或者“享有”。如果将人的幸福比作“原因”或“对象”，那么它就是“上帝”；而如果所谓的“幸福”特指“幸福的本质”，那么它是人的“创造物”，指的是最终目的的“获取”与“享有”。
 
[41]



作为“被创造”意义上的人的幸福是内存于人的，它需要通过人的动作（operation，活动）来实现。因此，从事物的完美程度的角度看，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事物完美与否，其程度的根据是“现实（act，实现）”，这是因为，没有“现实（实现）”的“潜能”是不完美的。就此而言，幸福在于人的“最后实现”。“动作（活动）”是动作者的“实现”。因此，人幸福必然最终落实到人的“动作（活动）”上——托马斯认为，人的最高成就在于其与上帝结合的“动作（活动）”。
 
[42]



既然幸福是一种“动作（活动）”，那么，这个所谓的“动作（活动）”究竟是属于“感官”部分，还是属于“理智”部分呢？托马斯指出，事物与幸福发生关系通常有三种方式：其一，“本质地（essentially）”关联；其二，“在先地（antecedently）”关联；其三，“在后地（consequently）”关联。从“本质上”来看，人的幸福在于其与非受造之善的结合，这是人的最终目的，而这个结合并非源于“感官性”动作；人的幸福也非在于“身体上的利益”。然而，无论是“在先”还是“在后”，“感官”的动作却都能够与幸福发生关联，这是因为：从“在先地”角度看，在取得现世不完美的幸福的过程中，“理智性”的动作需要“感官”的动作在先。从“在后地”角度讲，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在来世的完美幸福中，“灵魂”的幸福影响身体及感官，以使这个幸福的动作最终达及完美之境。然而，人的心灵与上帝结合的动作，并非靠感官。
 
[43]



根据托马斯·阿奎那的主张，“幸福”包含两层内含：其一为幸福的本质；其二是其附加物，即附加的快乐。
 
[44]

 就“幸福的本质”而言，幸福不可能在于“意志”的活动，而在于“最终目的”的达及。意志之所以产生快感完全是源于“目的”的实现，而非相反。因此，托马斯认为，为了使“目的”出现在“意志”面前，需要“意志”活动以外的东西，即“理智性的动作（an act of the intellect）”。因此，幸福的本质在于“理智性动作”，因幸福而来的快感则属于“意志”。
 
[45]

 “幸福就是来自真理的快乐”，
 
[46]

 因为快乐是幸福的终点。
 
[47]

 所以，人的灵魂与上帝之“结合”即“领悟上帝”并非在感官意义上，而完全在于“理智性的动作（活动）”意义上。

幸福在于“思辨理性”的动作，而非“实践理性”的动作。
 
[48]

 托马斯·阿奎那的理由如下：第一，如果人的终极幸福是一种“动作（活动）”，那么这个所谓的“动作（活动）”就应该是“最高级的动作（活动）。而人的“最高级的动作（活动）”一定是出自“最高级的能力”，并指向“最美好的对象”。最高级的能力无异就是“理智（intellect）”，其“最高级的对象”则是“上帝的美善（至善）”——这并非实践理性的对象，而是思辨理性的对象。第二，实践理性的活动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行动（action）”；而行动又指向某一个目的。因此，最后目的显然不属于实践理性的实践活动。第三，在“沉思的生活（contemplative life）”中，人的心灵与“高级者”相通，即与“上帝”和“天使”相通，并由于达及幸福而与之相似。可是，在实践活动中，人却只能多少与动物相通。所以，人的幸福更在于思辨理性的动作，而不在实践理性的动作。并且，人的最终圆满也必须落实于对高于人的理智的对象的领悟。
 
[49]

 托马斯同时指出，通过对思辨性知识的探讨，人的理智的内容会部分地化为现实，然而，这并非最终的完满的现实。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最终的、完满的幸福，只能在于“神圣本质的显现（the vision of the Divine Essence）”。
 
[50]

 原因在于：第一，只要人仍然有所愿望和寻求，他就不会完全幸福。第二，“机能（power）”的优异与否由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理智”的对象是“那是什么（what a thing is）”，即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就此而言，“理智”愈是知晓事物的本质，其成就就愈高。托马斯认为，如果“理智”领悟某一效果的本质却不能知道原因的本质，即不知原因是什么，那么，即使由效果能知道原因的有无，也仍然不能认为理智已触及原因本身。
 
[51]

 根据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卷第2章的理论，人有好奇的愿望，由此引发对事物的探究，并且，除非领悟了原因的本质，否则这种探究不会中止。托马斯由此指出，在一个人的理智知晓了某种受造物的本质之后，如果他只知道上帝的存在，那么，他的理智的完善程度仍然尚未达到顶点，即还未达及“第一因（First Cause）”，他的意志仍然会趋使他，他就仍然会有追求“终极原因”的自然欲望。因此，这个人仍然不是“完全幸福”的。所以，为了能够得到“完全幸福”，理智必须达到对“第一原因的本质”的领悟。
 
[52]



四 幸福之所需（those things that are required for happiness）

既然人的终极幸福是对上帝本质的领悟，那么，具体来说，“幸福之所需”又究竟何在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幸福需要有“欢喜（delight）”相伴，因为欢喜的产生源于欲望满足后所得之善。既然终极幸福是至善之获得，就不能没有“附随的欢喜（concomitant delight）”。
 
[53]

 托马斯认为，“与理智的领悟活动相伴的欢喜”并不妨碍领悟活动，反而还会有促进作用——“欢喜”会让理智的领悟活动变得更加完美，因此，从根本上说，作为幸福的具体的“要求（需要）”，“欢喜”会通过使生活变得完美的方式而吸引人们去追求它。
 
[54]

 反过来，与理智的领悟活动没有关联的“欢喜”则对领悟活动具有妨碍作用——或者“分散注意力（distracting the attention）”；或者由于其与理性相反而发生冲突，从而妨碍理智运用的程度。
 
[55]



值得注意的是，托马斯·阿奎那在此使用了“附随的（concomitant）”一词，他的用意何在呢？我们知道，托马斯强调，最终的、完满的“幸福”只能在于“神圣本质的显现（the vision of the Divine Essence）”，在论证幸福之所需要的“欢喜”时他之所以使用“附随的”一词，显然与他的两个理论是互相照应的：其一，“欢喜”是“意志”的安定，而“理智”的领悟活动高于“欢喜”活动；第二，“欢喜”是一种“附随上帝本质显现”的成就，而不是使这种显现得以完美的成就，
 
[56]

 因此，欢喜并非“目的”，而只是一种与“目的”即终极幸福相伴的“附随物”——理智的领悟活动或者对神有“真福直观（Vision；Beatitude Vision）”的活动必然高于“欢喜”本身。
 
[57]



既然“幸福”在于“最终目的”的获得，那么，人之指向理性目的即“领悟上帝本质”的活动会同时需要“理智”与“意志”的参与。从“理智”方面来讲，“目的”的实现首先需要有一些不完全清楚的领悟，因此，“理解（comprehension）”就成为必要。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理解”有两层含义：其一，指“被理解者”包含在“理解者”之内。因为上帝不能被受造的理智所完全了解，所以，“有限者”所理解的内容就是有限的。其二，指对已在面前的对象的斟酌（捉摸），就仿佛一个人追赶另一个人。在托马斯看来，“幸福”需要的是后一种意义上的“理解”。
 
[58]

 另一方面，从意志的角度来讲，“希望（hope）”与“爱（love）”同属于“意志”。“爱”是意志趋向一事物的首要动作（活动）。托马斯认为，“爱者”对其“所爱者”可能产生三种实际态度：第一，“所爱者”就在眼前，这时就无须加以寻求；第二，“所爱者”不在眼前，又不可能得到，这时也不会加以寻求；第三，“所爱者”可能得到，但超过“爱者”个人的能力，这就意味着在当下尚得不到情况下仍然对其“所希望者”抱有“希望”——托马斯认为，只有这种态度才能产生对“目的”的追求。
 
[59]



在此，所谓“目的”与“指向目的”的关系可以被视为“形式”与“质料”的关系。如果“质料”没有合适的准备，就不能得到“形式”，也不能达到“目的”。由于“意志”的指向是“理智”的“最终目的”亦即“终极幸福”，那么，这种幸福就必须先有“意志的正当倾向”，就如同一个射手想要射中靶子，其射出的箭的运动方向必须正确一样。就此而言，除了“欢喜”之外，“意志的正直（rectitude of the will）”就成为达到幸福的必要条件。
 
[60]



对于“幸福是否需要身体和身体的健全”等问题，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幸福”不需要身体上的利益充当其对象，不过，身体的益处却能够给“幸福”增加圆满度。
 
[61]

 然而，如果论及人在现世能够拥有的有限的幸福，则明显地需要身体健全作为保障，否则，如果身体有病，德性活动就会受到阻碍。
 
[62]

 托马斯承认，人的现世生活，无论是“沉思德性的活动（the operation of contemplative virtue）”还是“实践德性的活动（the operation of active virtue）”，都必须要求身体健康。然而，无论现世有限的幸福多么美好，都比不上获得终极的完美幸福即“理智地真福直观本质”——在获得“完美的幸福之后”，人在现世所获得的所有“外在利益（external goods）”都不再成为必要，
 
[63]

 这是因为，从现世获得的“外在利益”无论多么丰厚，其中所包含的“善”在诸善之根源即“至善”中都可以全部找得到。

此外，如果就“现世的幸福”而论，则“幸福”还需要有“朋友（friends）”——不是为了“利益”和“欢喜”，而是为了“善行”，即为了施惠给他们，同时也为看到他们从行善的行为中感受快乐，还为了他们能助善给自己。然而，如果论及将来天堂上的幸福，则不必要有“朋友”——这是因为，在上帝之内，人是美满无缺的。当然，这时的友伴也会使幸福更加完美。因此，托马斯强调，属于幸福之本质的荣耀不在人面前，而是在上帝那里。爱上帝之“爱”属于“幸福的本质”，对人之“爱”则不然——如果一个灵魂不是将人作为爱的对象，而是独自享受对上帝的爱，仍然是幸福的。可是，如果一个灵魂的确有可以用来“爱”的人，那么，对人之“爱”必须由对上帝的“完美之爱”作为前提。因此，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友谊”附属于“完美幸福”。
 
[64]



五 幸福的获取（the attainment of happiness）

“幸福”如此美好，究竟如何获得呢？幸福有没有可比性？一个人能否比他人更幸福？人在现世能够得到的幸福是否有可能失落呢？人凭借自己之力能否得到幸福？为了从上帝那里获得幸福，人需不需要有“善行”的协助？……围绕“幸福之获得”这个主题，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上述诸多问题。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既然“幸福”是指“完美之善”的获得，那么，凡是有能力获得“完美之善（至善）”者，都能够达到“幸福”的目的。因为人的理智能够领悟“普遍之善”和“完美之善”，并且，人的意志也能够为此而追求，所以，人具有获得“完美之善”的能力，从而获致“幸福”。
 
[65]

 “幸福”包含两层内容：其一是“最终目的”即“至善”；其二是“至善”的“获得”或“享有”。就这两层内容中的第一层来看，由于只有一个“至善”即“上帝”，因此，幸福没有高低之分，一个人的幸福不会比其他人多。然而，就第二个层面即“至善”的“获取”或“享有”方面来讲，每个人的幸福却是有所区别的——托马斯认为，如果一个人为了享有至善而做了更好的准备，那么，他所享有的幸福就会比别人至享有的幸福更完全，从而也就会比别人更幸福。
 
[66]



然而，无论人在现世能“分有”的幸福有多么丰厚，也不能达及那完美和真正的幸福即“对上帝本质的认知”。托马斯·阿奎那给出两个理由：第一，既然“幸福”是“完全且充足的善（perfect and sufficient good）”，那么，从“幸福”这个概念本身来看，它能够排除一切“恶”并满足一切“心愿”。可是，在现世，人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恶”的存在——例如：“理智”方面的愚昧、“欲望”方面的乱情、“身体”上的痛苦等都是“恶”的表现。不仅如此，人对“至善”的愿望在现世也不能被满足。这是因为，虽然人自然地希望其所拥有的“善”能够长久，可是，现世的善却都转眼即逝，就连生命本身也并非长久——人因此自然地“逃避”死亡之“恶”，喜爱生命长久，就此而言，人在现世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幸福。第二，就幸福的特殊的性质来讲，既然幸福的性质是上帝本质的显现，那么，现世的人无论如何也见不到此情此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托马斯认为，人在现世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完美的幸福。
 
[67]

 而正是由于现世“幸福”的这种不完美性，无论人在现世获得多么大的幸福，都有可能失落。

那么，人所期望的在来世获得的那种完美的幸福否也会失落呢？受柏拉图主义思想的影响，希腊教父奥利金（Origen，约185-251）认为，人在最后的幸福来临之后会变得不幸福。对此，托马斯·阿奎那从“幸福的一般概念”和“幸福的性质”两个角度提出反驳：首先，从幸福的一般概念来讲，既然幸福是“完美和充足之善”，那么，这种善必然满足人的所有“愿望”，并且排除所有的“恶”，而人自然愿意将此种善有效地保存下来。为了能拥有真正的幸福，人就必须确实地相信自己所得之善永远也不会丧失——如果这种信念与事实相符，那么，人当然就永远不会丧失幸福；如果这种信念不合于事实，那么，人错误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恶”，因为“虚假”是“理智”之恶，就如同“真实”是其“善”一样——因为有“恶”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所得到的就不是真正的幸福。其次，从幸福的性质来讲，既然人的完美幸福在于上帝本质的显现，那么，身处此情此景，自然不会生厌或者自动放弃此种幸福。并且，在此情况下，与上帝结合的心灵（mind）具有无上的高度，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破坏其与上帝的这种结合。
 
[68]

 所以，只有“完美的幸福”才会使“幸福者”没有任何缺欠。而人一旦获得了“完美的幸福”，就会永远拥有。

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人凭借自然的能力可以获得现世的、不完美的幸福，以及构成此种幸福的“德性”。
 
[69]

 然而，要想获致完美的幸福，人必须依靠上帝的帮助。这是因为，作为受造物，人的能力和行动范围受到“本性之法（natural law，自然法）”的限制，然而，“完美的幸福”则是超出人的“天性（nature）”的善，因而需要“上帝”的辅助。
 
[70]

 同时，人的正直“意志”也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犹如为了取得“形式”、“质料”应有准备一样。
 
[71]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曾经指出：“幸福就是一种合乎德行的灵魂的现实活动。”
 
[72]

 那么，人为获得幸福，就必须在现世“行善”，“行善”的行为过程是积累功德的过程。“意志”以“善”为对象，只有“完美之善（至善）”才能够完全满足“意志”，就此而言，追求幸福就是追求“意志的满足”，因此，人人都愿意追求幸福。然而，并非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幸福，因为并非每个人都明白如何才能使自己的行为合于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并非每个人都对幸福有“主动的”要求。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幸福”的内含不仅包括“幸福者是拥有一切愿望者，或者说，有愿望者实现其每一个愿望”，而且还包括“不去错误地愿望”。
 
[73]



第三节 意志行为

专属于人的行为有“理智行为”和“意志行为”之不同，而伦理学所专注的是人的“意志行为”。既然“幸福”是通过一定的“行为”来实现，那么，为了达到幸福的目标，人就必须实施“行为”——这些行为有些可以获致幸福，有些则阻挡幸福之路。“人性行为”是通过“理智”认识到一个目的，继而由“意志”趋向之的自由行为，它属于伦理道德范围。围绕“意志行为”的相关问题，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人性行为”的伦理学不仅讨论了“普遍问题”，而且还讨论了“个别问题”。

一 人性行为与自愿（human act and voluntary）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思想中，“人性行为”是包含“理智”与“意志”的伦理行为，那么，“自愿（voluntary）”就一定存在于“人性行为”之中。托马斯之所以对“自愿”或相关的“不自愿”做出分析，在于强调人的动作与行为是出自本性的“倾向（inclination）”这一重要思想，
 
[74]

 这种思想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尼萨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yssa，337-400）等先哲。托马斯认为，“自愿”行为不只是“其原则在自身者”的行为，还是具有“知识”的行为——由于人能够“领悟”其行为的目的，又能够自己推动自己，因此，“自愿”行为是人的行为中实施最多的行为。

“自愿”行为的原则必须是“内在”的，并且对“目的”有所知晓。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对“目的”的“知晓”有两个层面：完美与不完美。所谓对“目的”的“完美认知”，在于不只看到那充当“目的者”，而且明白“目的指向”，以及明白导致目的的“方法”与“目的”的关系。而如此对目的的认知只属于有理性存有者，因此，只有理性存有者才具有完全的“自愿”行动。对目的的不完美的认知则只在于认知目的，却不知目的的指向，也不知行动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不完整的“自愿”行为，不只人具有，禽兽也能具有。
 
[75]



“自愿”由“意志”而来。托马斯·阿奎那指出，“意志”产生的动作有两种：一种由意志直接发出，称为“愿望（wish）”；另一种是由意志发出命令，再借助于其他官能去完成，例如：走路——“意志”意愿之后，由双腿实现。
 
[76]

 在后一种情况下，意志有可能“遭受暴力（suffer violence）”，即阻止外在官能执行意志的命令——因为意志的行动是由内在认知产生的一种“倾向”
 
[77]

 。不过，意志本身的动作，却不能受到暴力——所谓“受到暴力”，指的是来自外在的原则，因此，“暴力”与意志行为的本质相矛盾，也与“自然倾向”的性质不相容。例如：一个人可以受到强力的“拖拉”，可是，如果这种“拖拉”原本就是出于这个人的意志，那么，这种“拖拉”就不能被称为“暴力”。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暴力”相反于“自愿”，也相反于“本性（自然）”——“自愿”与“本性”的相同点在于二者都出自内在的原则；相反，“暴力”则是来自外在的原则。
 
[78]

 那么，由“畏惧（fear）”而实施行为即“自愿与不自愿相混合”，这是因为，出于“畏惧”而行动是一种无条件的“自愿”，更是有条件的“不自愿”。
 
[79]

 然而，“邪欲（concupiscentia，concupiscence）”则不造成“不自愿”，反而使人更“自愿”，这是因为，所谓“自愿”，即“意志”的意欲趋向，它趋于愿意其所贪念者——托马斯由此认为，邪欲更易使一事成为“自愿”而非“不自愿”。
 
[80]

 至于“愚昧（ignorance）”——既然其意味着“缺乏知识”，那么，它当然就会造成“不自愿”。
 
[81]

 托马斯认为，对于意志行为而言，“无知”可以分为三种，即“事中无知”、“事后无知”和“事前无知”。

所谓“事中无知”，是对所做之事缺乏知识，不过，假如知道实情，仍然会去行动——这种“无知”本身并不成为促使人行动的原因，其“所做的”偶然地也是“不知道的”。例如：一个人原本希望杀死他的仇人，结果却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在杀鹿的时候误杀了他的仇人——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样的“无知”不造成“无意识（involuntarium，involuntariness，不情愿）”，
 
[82]

 因为不造成与意志相抵触的事情；不过，它却可以造成“非自愿（non voluntarium，non-voluntariness）”，因为“不知道的”不能成为“现实所愿意的”。

所谓意志的“事后无知”，指的是“自愿的无知”。托马斯·阿奎那将这样的无知分为两种情形：其一，意志行动指向无知，如一个人为了能够推卸罪或者为了继续作恶而“愿意无知”，这种情况被称为“假装的愚昧（ignorantia affectata，affected ignorance，假装的无知）”。第二种所谓自愿的无知指的是一个人能够并且有责任知道而实际上却不知，例如，一个人原本以为是杀鹿，却杀死了他的仇人。托马斯认为，这类无知不但包括“不善于选择”意义上的无知，即一个人实际上并不考虑其所能并且所应考虑的方面，而且还包括那应具有某种知识却不设法获取意义上的无知，例如：人人都应该知道日常的法律常识，那么，对此的无知便是“自愿的”——即使表面看来好像是由于疏忽所致。如果说上述两种情形中的无知都是自愿的，那么，它们并非“单纯地”造成不自愿，而是“相对地”造成不自愿——因为这样的无知是在事情发生之前。而如果有相关的知识，事情就不会发生。

所谓意志行为的“事前无知”是指那些“非自愿的无知”，它是人愿意某事的原因——如果事前知道，就不会愿意。例如，一个人经过悉心观察，射了一箭，却不知此时恰好有路人经过，结果造成这个路人被射杀而死。在这种情况下，射手不知也没有必要知道有路人经过——假如他知道就不会放箭。因此，射手是无意中杀死了这个路人。这样的无知“单纯地”造成了不自愿。

伦理行为即“人性行为”之中存在着“自愿”，那么，“人性行为”究竟要求什么样的“境遇（circumstances，事实）”呢？西塞罗在《修辞学》第1卷第17章中指出，“事实或境遇”是演说家用以增加论点的权威性与气势的。托马斯认为，所谓“人性行为的境遇（事实）”，是指“凡是与人性行为有关的行为本质以外的一切情况”
 
[83]

 。由于“事实（境遇）”在人性行为的本质以外并且属于人性行为，因此，是“附加之性（accidens；accident）”。演说家为了使论点有力，不仅要对所论问题的本质诸如定义、种类、属性等“主要”情况加以重视，同时还要对与所论问题有关系的“次要”情况加以重视。一个人因为杀人而成为被告，这个人之所以成为“被告”，首先是因为他杀人，其次是因为他用了欺骗手段——或图财，或隐瞒了有关的时间、地点等。那么，为了论证这种杀人行为的恶劣性质和体现法律严惩不贷的态度，杀人者所用的欺骗手段必然会在审判中为重判“增添力量”。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我们可以根据“人性行为”发生的“境遇（事实）”而在此行为及其相关情况中去“发现”或者“舍弃”德性的“中道（mean，执中）”以及相关行为的奖惩根据，因此，无论是神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家、修辞学家，都应当重视对“境遇（事实）”的讨论。
 
[84]

 “境遇（事实）”既然是行为本质以外并与行为相关的因素，那么，有关行为本质的原因不能算作“境遇（事实）”，只有“附加的”情况才称得上是“境遇（事实）”。
 
[85]

 托马斯强调，真正的“人性行为”是“自愿”行为，其中，意志的动机与对象就是“目的”，因此，“人性行为”的“境遇（事实）”最主要与“目的”相关——虽然，“目的”不属于行为的本质，却是行为的最主要“原因”，它推动人去实施“人性行为”，因此，道德行为主要以“目的”来划分类别。“人性行为”的“境遇（事实）”除了与“目的”相关以外，还与行为的本质相关——“做了什么”。
 
[86]



二 意志的所欲、所动（the appetite and movement of will）

按照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情愿”由意志而来，意志产生的动作即“自愿行为”，它包括两种：其一是意志的直接行为，其二是意志所命令的行为。意志推动“目的”，也推动那指向“目的者”，于是便会产生相关的“意志推动目的的行为”和“意志推动导向目的‘手段（means）’的行为”。托马斯认为，“意志推动目的的行为”有三个：“愿意（volition）”、“享有（enjoyment）”、“意向（intention）”，相应地，相关问题的讨论离不开“意志是否只是指向善”、“意志是否只关乎目的，或者也关乎导致目的之手段”、“意志是否由同一个动作推动指向目的及导向目的的手段？”；“意志推动导向目的者的行为”即“意志之动因”行为则与“理智”、“感官欲望（sensitive appetite）”等论题密切相关。无论是意志的自愿行为中的“意志的直接行为”，还是其中的“由意志所命令的行为”，都可作为意志的“行动方式”而产生有关意志“所动”之动源问题，以及意志的“享有（enjoyment）”、“意向（intention）”、“选择（choice）”、“决策（counsel，考虑）”、“同意（consent）”、“运用（use）”、“行动（act）”等意志的行为方式和关乎手段的意志行为。

“意志”是一种“理性意欲（rational appetite，智性欲望）”。“欲望”是对某物的向善“倾向（inclination）”——因为事物按其本性即倾向于与自己相似与合适，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
 
[87]

 托马斯·阿奎那指出，所有“倾向”都起因于某种“形式”，所谓的“自然倾向”源自存在于“事物本性中的形式”：“感性欲望”以及“理性意欲”即“意志”源自“意识到的形式”。就如同自然欲望所追求的是存在于事物中的善，动物或者人的欲望追求的是意识到（apprehend）的善。
 
[88]

 自然界本质上不属于“存有者（存在者）”，但是，在意志中却可以被视为“存有者（存在者）”，因此，无论是“否定（negations）”还是“缺乏（privations）”都被称作“理性存有物（beings of reason）”。除此之外，未来的事物，只要它能够被意识到，那么，它也被视为“存有物”——如此理性存有物如果能够从善的角度被意识到，也就能够被“意志”所追求，
 
[89]

 由此可见，托马斯主张“缺乏恶则具有善的意义”亦即说“与大的恶相比，小的恶在道理上就是善。”
 
[90]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自愿（voluntas）”一词有时指“意志的机能（the power of the will）”，有时指意志的“行为（acts）”。就“自愿”是“意志的机能”的角度讲，意志的范围包括“目的”以及“指向目的的手段”。“意志的机能”的对象是善的方方面面，它包括“目的”，也包括“手段”。
 
[91]

 在托马斯看来：意志趋向目的的方式有二，其一是绝对地只追求目的本身，其二是将其作为导致目的的手段的原因。从意志的动因角度来讲，托马斯认为，一事物之所以需要其他事物的推动，是因为这个事物在许多方面是处于“潜能”状态——所谓“推动”，指的是处在“潜能”状态的事物需要“依靠”已经处在“现实”状态的事物而成为“现实”。
 
[92]

 显然，为了达到善的目的，从动因的角度看，在托马斯的思想中，“意志”与“理智”、“感官欲望”、“外在原则”等都存在一定的关系。

一事物之所以需要他物的“推动”，乃是因为这个事物在许多方面是处于“潜能”状态，可是，“对象”限定行动时，是以“形式原理（formal principle）”的方式推动，自然物的行动即由“对象”取得“类别”。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第一形式原理（the first formal principle）”是“普遍性（universal）”和“真理（truth）”，这是“理智的对象（the object of the intellect）”。“理智”是以给“意志”指示其对象的方式来推动“意志”，
 
[93]

 相应地，“善及适宜（good and fitting）”
 
[94]

 也由此进入“意识”。至于一事物被视为“善及适宜”是从两个方面来讲的：一是所呈现者的条件，另一个是感受者的条件。所谓“宜适”，是就两个端点间的“均值（适当之点）”来说的，例如：由于每个人的味觉不同，因此，对于味道合适与否就会有不同的判断，这就是不同的“端点”。“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目的”
 
[95]

 ，人的态度是根据其感官欲望的激情而发生变化的，因此，一个人在其情有所钟时认为合适的对象，在其旧情不再时则可能认为不合适；在易怒者看来是善的，恬静者看来则不以为然。托马斯认为，人的感官欲望就是以上述这样的方式由对象方面推动意志的。
 
[96]



从“领悟结论”方面来说，理智通常是通过对原则的领悟而由“潜能”到“实现”；而意志则是通过对“目的”的“决断力（volition）”做出打算。
 
[97]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既然“意志”受“对象”的推动，显然也有可能受到其他“外物”的推动。因此，必须承认意志的第一个行动是来自“外在的推动者（exterior mover）”即“第一推动者（first mover）”的刺激。
 
[98]

 而“除了上帝，无物能够成为意志的原因”。
 
[99]

 托马斯给出两个理由：第一，意志是有理性的灵魂的机能，而灵魂则由上帝创造。
 
[100]

 第二，意志指向“普遍之善（universal good）”，而除了“上帝”这一“普遍之善”外，什么也不能是意志的原因。其他的善都是借助于分有（participation）上帝的“至善”而成为“个别的善（particular good）”。然而，“个别原因”不能够产生“普遍倾向”。因此，作为一切形式的潜能的“原初质料（primary matter）”不能由“个别的动因（particular agent）”所产生。
 
[101]

 在托马斯看来，上帝是以“普遍推动者（Universal Mover）”的资格推动人的意志，以使其趋向于自己“普遍的对象（universal object）”——“善”。如果没有这个普遍的推动力，人就不能够“有所愿”。

那么，意志究竟是如何“动”的呢？是否自然地向着某物而动？是否必然受其对象的推动？是否必然受低级欲望的推动？是否必然受上帝的外在推动？在此，托马斯·阿奎那吸纳了波埃修（Boethius，480-524）《论二天性》（De Duabus Nat.）第1章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5卷第4章中的有关思想，他认为，“天性（nature，本性；自然）”有许多意义，有时指可动之物的内在原则；有时指任何实体，甚至任何东西。理性领悟的原则是那些自然就知道的。同样，“自愿活动（voluntary movements）”的原则也应该是自然就愿意的——而自然愿意的“广泛的善（good in general）”即是意志自然所追求的。
 
[102]

 托马斯认为，那无缺点的“完美之善”才是意志所不能不愿意的“终极对象”——而这就是人的“终极幸福”。如果其他“个别之善（particular good）”在某方面“有所缺乏”，这所谓“缺乏”的部分则被视为“不善（non-goods）”，对此，意志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
 
[103]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感官欲望（sensitive appetite）”的“激情（passion）”从对象方面推动意志，也就是说，人是在“激情”的影响下判断事物的合适与美好——如果没有“激情”，人就不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想法。在托马斯看来，“激情”能够改变人通常通过两种情形：其一是人的理性整个地被牵制，从而使人失去运用理性的能力——这样的“激情”常带伴有身体上的某些变化，例如：人由于强烈的愤怒或贪欲而疯狂，从而有可能像禽兽一样跟从“激情”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性就可能会失去作用，意志也相应地没有了行动。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人的“理性”也不会全部被情欲所占据，在某方面仍然会持有自由判断的能力，因而人的“意志”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理性”有多少自由，“意志”行动就有多少不必然受“激情”指使的可能。

所以，人或者无意志作用，只由“激情”作主；或者，如果有意志的作用，就不必然地随从“激情”。
 
[104]

 例如：虽然意志不能使人没有贪欲，可是，意志本身却能够“不愿意”贪求，或“不同意强烈的邪欲（not to consent to concupiscence）”。因此，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或者能够完全制服“激情”，或者至少可以不随“激情”而动。
 
[105]

 托马斯通过引用狄奥尼修斯（Dionysos，Psevdo-Dionysius）《神名论》（Div Nom.）第4章的话“上帝的神圣之道不破坏天性，而是要保全天性”指出，在上帝的推动下，由必然原因产生必然后果，由偶然原因产生偶然后果。因为意志有多种可能性，因此上帝推动意志时，不必然地使它固定于一，而是顺其自然（天性）。
 
[106]

 由此产生诸如“享有（enjoyment，欣赏）”、“意向（intention）”、“选择（choice）”、“决策（counsel，考虑）”、“同意（consent）”、“运用（use）”、“行动（act）”等一系列意志的行为方式与关乎手段的意志行为。

三 意志的基本行为方式：享有和意向（the basic manner in which the will is moved：enjoyment and intention）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享有（fruition，enjoyment，欣赏）”一词似乎是来自可感觉的“结果”——“果实是树的最终期望，因此，‘享有’似乎是属于一个人所寄望的最后爱情或欢喜（delight），即达及目的。
 
[107]

 目的与善是欲望机能的对象，那么，享有显然是欲望机能的行动”
 
[108]

 。托马斯指出，同一个事情并非不能够根据不同的观点而属于不同的机能。以“真福直观（vision of God）”为例，“vision”即“见、想象”，是属于“理智”的行动；而以“见、想象”某个目标为目的或者将某个目标视为“善”而言，则是“意志”的对象。因此，所谓“真福直观”属于“意志”。显然，“理智”是以行动主体的机能的资格获取“目的”；“意志”则是“欲望和享有目的”的机能。

那么，“享有”是仅仅属于“有理性的受造物（rational creature）”，还是也同时也属于“无理性的动物（irrational animals）”？高级动物天生具有知识和以命令的方式掌握目的、以欲望推动全身的机能。相反，那些没有知识的低等动物，虽然达到目的，却不能够像具有知识的“理性的受造物”那样“享有目的”。托马斯·阿奎那将“目的”的性质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完美的，一种是不完美的。“完美的认知”表现为不仅知道什么是“目的”以及什么是“善”，而且知晓“目的”及“善”所遵循的“普遍程式（universal formality）”——这样的认知只属于“有理性的受造物”。与此相比，“不完美的认知”表现为只了解“个别的目的”及“善”——这样的认知是无理性的受造物“禽兽”所具有的。此外，“禽兽”也不具备自由地发布命令的机能，而只能够凭借“本能”趋向于其所知觉的对象。因此，托马斯认为，就“享有”作为“欲望机能的行动”的角度来看，“有理性的受造物”的“享有”是“完美的”，而“禽兽”的“享有”并不完美。“其他受造物”则根本不能“享有”。
 
[109]



在此，托马斯·阿奎那所谓的“其他受造物”所指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说“其他受造物”根本不能“享有”呢？这些问题与他关于受造物的等级划分等理论不无关系。前文中曾经提到，托马斯认为，“受造物（creature）”的“存在等级”是不同的。根据“形体的（corporeal，物质的）”和“精神的（spiritual）”的不同，托马斯将受造物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粹精神的受造物”，例如：天使（angel）；第二类是“物质体的受造物”，例如：植物、禽兽；第三类是“精神与物质体复合的受造物——人即是此类受造物”。
 
[110]

 在托马斯看来，生物或有机体之所以具有“滋生、保养及繁殖”等生命的现象或生命的作用，完全是因为其体内存在着决定生命的原素或原理——“魂”（psychē，anima，soul）。“魂”是生命的表现，它赋予自然有机体以“生命的活力”——生物因此而能够“生活、感觉和行动”，因此，“魂”的存在是与有形的物质相结合的存在——“魂”是组成事物的形式（forma），而“形式”与“质料（肉体）”的结合才能够成为一个具体的生命体。
 
[111]

 根据托马斯关于受造物等级的划分，他所谓的“其他受造物不能享有”中的“其他受造物”似乎指的是“植物性生命”。在托马斯看来，“植物性生命”只是单纯地具有“生理性的（vegetative）”生命力量，却不具备“动物性生命”及“理性生命”所具备的全面能力，因此“不能享有”。

托马斯·阿奎那的论证有其出于神学、哲学全面考量的深刻道理——因为人具有理性，能够比禽兽具备较为有效的认知机能，因此可以得到较为深刻的“完美享有”。相较而言，不具有理性认知的禽兽由于只能了解“个别的目的”及“个别的善”，并且也不具备自由地发布命令的机能，而只能够凭借“本能”趋向于其所知觉的东西，所以禽兽所能得到的是“不完美的享有”。而正是因为托马斯坚信“植物性生命”一定不具备如禽兽那样的“本能知觉”，从而不具有以“欲望”推动其他机能的能力，所以才得出“不能享有”的结论。

然而，现在生物学似乎已经证明植物也有一定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如禽兽所具有的“本能知觉”，从而具有以欲望推动其他机能的能力。例如，花能够利用蜜蜂而传播自己的基因，因此，人对于花的人工选择恰恰也是花在利用人类的欲望从而达到传播自己基因的目的。
 
[112]

 就此而言，植物是否也可以表现出“具有以欲望推动其他机能的能力”呢？“植物性生命”是否也能够具有“享有”的能力与行动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课题。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托马斯所论的是“意志的享有行动”——所谓“意志”，即“理性欲望（rational appetite or intellectual appetite）”
 
[113]

 能力，与“人”这个理性受造物相比，禽兽与植物似乎并不明显地具备这样的能力。

那么，意志的“享有”是否只限于指向“终极目的”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享有”是“终极目的”的获得，是一个“结果”。“结果”这个概念包含两层意思，其一，从“行为过程”的角度看，必须是“最后”；其二，从“行为目的”的角度说，要以某种甜蜜或者快乐终止欲望。“最后”有绝对与相对之分：绝对者不指向它物；相对者只是一个系列中的最后者。因此，我们“享有”我们的了解（know），并使意志乐此而止——如果不是“最后”，意志的欲望就不会有绝对的“止于此”，这是因为，如果一直有所“欲望”，意志的行为虽有所得，终究还是“悬而不决（remains in suspense）”。
 
[114]



所以，“享有”表达的是意志对“终极目的”的某种关系。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人“享有目的”有两种程度，其一是完全地；其二是不完全地——前者是一种不只在“意向（intention）”中而且实际地“拥有”；后者则是只在决策中的“拥有”。相较而言，“完美地享有”即“完全地享有”，是一种实际拥有了（实现了）目的的享有；后者则不必“实际地拥有目的”，“目的”只要内在于决策中即可。
 
[115]



“意向（intention）”究竟是“理智”的行为，还是“意志”的行为呢？托马斯认为，按字面意义来讲，“意向”这个词本身就带有“指向”之义。推动者的动作及可动者的行动都“有所指向”。但是，可动者的“有所向”根本上是由于推动者的动作。因此，“意向”首先并主要属于那“推向目的者”。
 
[116]

 而正是意志推动灵魂的其他能力趋向于目的。因此，托马斯认为，“意向”是专属于“意志”的行为，
 
[117]

 它以“目的”为“意志行为”的终点。

所谓“终点”，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指“最后停止的点”——整个行为的截止之点；其二是指“中间的一个点”——它既是一部分行为的起点，又是另一部分行为的停止点。例如：在从甲地经过乙地到丙地的行为中，丙地是最终之点、乙地虽然也是一个止点，却不是终止之点。
 
[118]

 因此，“意向”并非只限于“最后的目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一个人能够同时具有许多“意向”，因为“意向”不只限于“最后的目的”，也包括“中间目的”——任何人都可以同时有“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就如同配药与治病”。
 
[119]

 那么，指向“最终目的”的“意向”与“意志的手段”是否属于同一个“意志行为”呢？托马斯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说：“当我要药品为治病时，所指的是一个意志行为。”
 
[120]

 托马斯强调，只有针对理性的存有者才有所谓的“意向”可言。

四 关乎手段的意志行为方式：选择、决策、同意和运用（of choice，counsel，consent and use，which are acts of the will with regard to the means）

“选择（choice）”是关乎“手段（means）”的意志行为。托马斯·阿奎那认为，“选择”一词包含着同时属于理性与意志的双重属性，这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说：“选择是一种经过思考的欲望。”
 
[121]

 托马斯援引尼萨的格里高利的观点：“选择‘本身不是欲望，也不只是考虑，而是二者的合成物。就如我们说动物是由灵魂与身体合成的，不是身体自身，也不只是灵魂，而是二者一起；选择也是如此。’”
 
[122]



从“行为”的角度来讲，本身属于某种机能或者习惯的行为，是由高级的机能或者习惯取得“形式”，因为低级的行为从属于高级的行为。一个人为了爱上帝而做勇敢之事，其行为从“质料”方面说是“勇敢”，而就形式方面讲则属于爱德。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在“意志”行为之前，一定会有“理智”安排行为，这样，“意志”才会按照“理智”的安排而趋向于其对象——由“知觉机能”向“欲望机能”提供对象。就此而言，“意志”趋向于“善”，是因为“理智”将“善”作为“目的”——从“质料”方面讲，这一行为就是“意志的行为”；从“形式”方面看，这一行为却是“理智”的行为。托马斯认为，由于“选择”是由灵魂趋向于所选择的善的行为来完成，而这应当属于“欲望机能”的行为，因此，“选择”本身不是“理性”的行为，而是“意志”的行为。

既然“选择”是“取此舍彼”，必然是关乎许多被选择的对象。因此，倘若这些被选择项完全被限定为“一”，则不具有“选择”的余地。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从“天性（本性；自然）”的角度来讲，“感官欲望”被限定于个别性的“一”；意志却是被限定于普遍的“一”——而关于个别的“善”却未受到限定。由于禽兽只有感官欲望，而感官欲望不具备“选择”的能力，因此，禽兽不具有所谓的“选择”的意志行为。
 
[123]

 所以，禽兽不会“主张（decision）”与“判断（judgment）”等关于可行推论的结论，也因此不能“选择”——“选择”是“主张”和“判断”的结果。
 
[124]



正如“决策”关乎“目的”，“选择”关乎“手段”。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就“目的”来讲，它或者是个“动作”，或者是某个“事物”。假如“目的”就是某个“事物”，也一定要有人的行为参与进去——例如：医生促成健康（因此也可以说促成健康是医生的目的）。托马斯认为，导致“目的”的手段必然表现为“行为”，而“选择”常常与“人性行为”相关。
 
[125]

 人的“选择”总是与其“行为”密切相关。“我们只做那些对我们来说是可能之事，因此，‘选择’只限于对可能之事而言。”
 
[126]

 不然，我们难以达及“目的”。除非导致目的的手段是可能的，否则，目的便不会是可能的。所以，不可能的手段不在“选择”的范围。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从根本上来讲，人的“选择”不是“必然地”选择，而是“自由地”选择。凡是可能不存在的，就不是必然地存在。人之所以能够“选择”或者“不选择”，是因为人能够“愿意”或者“不愿意”、“做”或者“不做”；也因为人能够“愿意这个”或者“愿意那个”、“做这个”或者“做那个”。而这些都完全取决于人所具有的“理性”——只要“理性”认为是善的，人的“意志”就会去“欲求”；而“选择”是关乎“手段”的“意志行为”。由于理性不仅仅能认识到“愿意”或“做”是“善”，而且还能够意识到“不愿意”和“不做”也是“善”；并且，“理性”还可以掌握“个别善”的原因、“善”的不足之处及其理由等，因此，“每一个善”都可能被理性视为“可选择的对象”或者“当舍弃的对象”，而只有“至善”或者“终极幸福”才不被理性视为“不善”或者“有缺陷”。就此而言，人必然地愿意“幸福”而非“不幸或痛苦”。既然“选择”是关乎导致“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那么，“选择”并非是关乎“完满之善或者幸福”的意志行为，而是关乎“个别之善”的意志行为。所以，人并非“必然地”而是“自由地”进行意志的“选择”。
 
[127]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人在“选择”之前要经过“决策（consilium，counsel，考虑）”，它是意志在“选择”之前的“考虑”。“选择”是理性对将要行之事判断后的结果。通常来讲，人所实施的“行为”关乎的是“个别的”、“偶然的”、“变化多端”的事情，因此，人要做的事情中常常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对于这样的“不确定”因素或者“疑问”，人的理性在下达“判断”之前必须经过“深入探究（previous inquiry）”，否则就会难以取舍——托马斯将这样的探究称作“决策”。
 
[128]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实际行为的“目的”具有“原则（principle）”之意，因为导致“目的”的“手段”的理由源自“目的”。
 
[129]

 而所谓的“原则”并非存在于问题当中，而是“预先”的设定。因此，作为一种“探究”，“决策”并非关乎“目的”，而是关乎达及目的的“手段”。然而，从“目的”本身来说，任何一个“目的”在作为某个行为的“目的”的同时，其自身又可能指向别的“目的”，就如同在一个论证中当作一个论证的原理可能又是另一个论证的结论。
 
[130]

 就此而言，在一个探究中充当“目的”者，在别的探究中还可以被视为导致“目的”者。这样一来，“目的”就成为了“决策”的对象。显然，“决策”的对象并不具有“单一性”特点。

严格来讲，“决策”包含着许多东西之间的比较。
 
[131]

 托马斯·阿奎那从词源学的角度对“决策（consilium，counsel）”一词做出分析。拉丁词“consilium”源于“considium”，后者的意思是“同坐、参与”，意思指商议大事的时候许多人坐在一起。托马斯认为，个人的决策（考虑）不一定周到，因此，如果想要了解“偶然的”、“个别的”事情的“确定性”，就必须“考虑”许多相关条件与情况，这时就会需要集思广益、取长补短。然而，对于必然的和普遍的事情的处理，由于观点较为单纯和绝对，则无须“商议”。相比来讲，“偶有的”、“个别的”事情不存在“绝对可欲的真理”，其之所以可欲，是因为对“行为”有利，而“行为”关乎“偶然事件”，所以，严格说来，“决策（考虑）”只关乎自身所做的事情——有时，我们对于别人行为的询问完全是因为他们与我们或者在感情上的合一，或者是工具性的合一。
 
[132]



既然“决策”是一种“探究”，那么，就必然有“疑问”存在。然而，在两种情况下也可能不存在“疑问”：其一是由于使用“固定的方法”而达成“固定的目的”。其二是所做之事是微不足道之事，对完成“目的”无大碍——理性视之若无。
 
[133]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正是在这两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说，有两种导致“目的”之事无须“决策”：一是小事；另一事是该怎样做早已有规定。
 
[134]

 然而，无论何种“探究”，都始于某种“原则”。如果这个“原则”先于“认知”与“存在”，那么，探究的过程就不是分析式的（analytic），而是由原因到结果的“综合（synthetic）”。然而，如果这个“原则”先于“认知”而后于“存在”，那么，这个探究的过程就是“分析”的程序——由显明的结果分析成单纯的原因。探究决策的“原则”是“目的”，它先于“意向”，却后于“存在”，因此，决策的探究必定是分析性的——由所期望的“将来的”到“此时此刻当做的”。
 
[135]

 不过，决策的探究实际上是“有限”的——探究的“终点”是“此时此刻”在我们的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的“可做者”。可是，从“潜能”的角度说，“决策”可能是“无限的”，因为可能会有需要决策的事情发生。
 
[136]



除了“选择”与“决策”，托马斯·阿奎那也将“同意（consensus，consent）”视为关乎“手段”的意志行为。
 
[137]

 在托马斯看来，“同意”意味着感官对一事物的“实施（application）”。
 
[138]

 感官领悟目前的事物、想象思考事物的形象、理智则认知普遍之理。“欲望机能”即“意志”的行为是对物本身的“倾向”——与物的“亲和倾向（cleaves to it）”，这就是“感受（sensus，sense）”——它与感官知觉有相似之处，即由所“亲和之物”得到一种体验并由此而得以满足。因此，托马斯认为，“同意”是“欲望机能”的行为。
 
[139]



作为“欲望机能”，“同意”意味着“欲望的行动（appetitive movement）”，它的实施者是人，而不能是禽兽，因为禽兽对于欲望行动没有“主使”能力，因此，严格来讲并不是“同意”。只有具有理性的受造物才天生具有“欲望行为”的主权，因而能够在“用与不同”、“用此或者用彼”等问题上“同意”或者“不同意”。托马斯·阿奎那将人性行为划分为如下程序：意识到目的-渴望目的-决策达到目的的手段-达及目的。在这个程序中，只有操纵“欲望行为”趋向于“决策”的决定才是正式的“同意”。既然“决策”只关乎导致“目的”的“手段”，那么，“同意”也就只限于导致“目的”的“手段”。
 
[140]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一物的“运用（usus，use）”意味着使此物于一个动作（operation）当中，那么，“使”此物所产生的行动即被称为此物的“运用（用途）”，例如驰骋即是马的用途。
 
[141]

 人可以行使内在与外在的机能，例如：用理智来领悟、用眼睛来观看、用棍棒来打击。由于“意志”推动（操纵）人的“灵魂”的各种机能各行其是，因此，“运用”首先且主要地属于“意志”——“意志”是第一个推动者；其次才属于“理性（指导者）”，而其他机能则是执行者——就如同“建筑归于建筑者而不归于工具”，“运用”是专属于“意志”的行为。
 
[142]

 它是将一个“主动原则”应用于行动当中。相对于人来讲，动物的行为是基于“自然本能”，即由于其“自然本能”来促使其肢体产生动作，而并非由于这个动物能知道肢体与动作的关系，因此，动物的行动不是“操纵”肢体的行动，因而也就不是“运用”肢体的行动。托马斯认为，只有理性动物才能“同意”并“运用”。
 
[143]



五 受意志“命令”的行为（the acts commanded by the will）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命令（command）”无非是“以告知的姿态（by a certain motion of intimation）”指挥一个人去做什么。
 
[144]

 “命令”是理性的行为，它要求先假定有意志的行为。
 
[145]

 意志行为与理性行为能够彼此重叠——理性考察心愿，意志愿意推理（reason）。
 
[146]

 理性行为可能在意志行为之前，也可能在意志行为之后，意志行为包含理性行为的影响。通常来讲，一个“命令”的施令者是以通知或布告的方式促使受命者做事，在此，理性以命令推动受命者时，靠的是意志的力量，即理性以意志的力量用命令促使受命者实施某种行为。正如意志运用理性发布命令的行为先于“命令”本身，有理性的命令先于意志行为中的“运用”。
 
[147]

 而“命令”与所命的行动是同一个人性行为，这就如同整体是一个，而部分却是许多个。
 
[148]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一方面，既然“命令”是“理性”以推动行动的力量来安排“意志”行动，就如同理性能判断愿意什么才是合适的，它也能“命令”人去“愿意”，那么，意志的行为可以接受“命令”。
 
[149]

 另一方面，从理性本身来讲，既然理性可以反映自己，既然其他机能的行动由理性来安排，那么，理性当然也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行动。
 
[150]

 然而，“感官欲望（sensitive appetite）”却不一定完全服从理性的“命令”。这是因为，“感官欲望”之所以不同于“理性欲望（intellective appetite）”或“意志（will）”，在于“感官欲望”是身体器官的力量，它有时会通过“想象”或“感官的知觉”而被激起，从而超出理性命令之外。
 
[151]

 托马斯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第1卷第2章中指出：理性不是以主人对奴仆的“霸道（principatu despotico，despotic supremacy）”而是以对自由人之“王道（politic and royal supremacy）”来指导“愤情（irascible passions）”和“欲情（concupiscible passions）”。对此，自由人被统治而不完全服从命令。
 
[152]

 托马斯认为，“感官能力（sensitive power）”服从理性的命令，而“本能（natural power，自然力）”则不必服从理性的命令，因此，由“感官机能”推动的肢体行动服从理性的命令；受“本能”控制的肢体行动则不服从理性的命令。
 
[153]



第四节 善、恶与激情

“善（good）”、“恶（evil）”、“激情（passions）”是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围绕善、恶、情而产生的问题也是伦理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在“善、恶”主题之下，托马斯·阿奎那分别从人性行为之善恶、意志之善恶、人性行为善恶的后果等方面展开论证。在托马斯·阿奎那这里，所谓“情”即“灵魂之激情（soul's passions）”。托马斯用了较多的笔墨首先总论了“情的区别”、“灵魂之情的善恶”、“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又分别具体论证了“欲情之情”与“愤情之情”诸情中的相关问题。

一 行为的善恶（the good and evil of human acts）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一物有多少“存有”，便会有多少“善”；一物对其圆满存有有多少“缺欠”，便缺少多少“善”，“恶是善的缺乏（privation）”。
 
[154]

 造物主上帝以圆满和单纯的方式拥有其整个“存有”，受造物各自则只具有适合于自己的、相对圆满的“存有”。因此，即使某种受造物在某方面具有“实在性”，倘若相对于其应有的“圆满的实在性”而言，则仍然是有所“缺欠”的，这也就意味着所有受造物都天生地具有“恶”。人的“圆满存有”包括如下因素：人由灵魂与肉身组合而成，具有认知与行动所需的一切机能与官能——如果人缺少了其中的什么，那么，其“圆满存有”便会有所“缺欠”，这种“缺欠”就是其“恶”的方面。

显然，托马斯·阿奎那所谓的“恶”实质上是一种违背本性意义上的“缺欠”。在托马斯看来，“善”是圆满的实在，如果一物在其应有的圆满实在中有所缺欠，它便不能被称为“单纯的（绝对的）善”，而只是某一方面的（或相对的）善。从“行为”的角度说，一个行为具有多少“实在性”，便具有多少“善”；而其对“人性行为”即“伦理行为”应有的“圆满实现”缺欠多少，便缺乏多少“善”，这种“缺乏”即被称为“恶”。
 
[155]

 托马斯指出：“瞎子之有生命是善，其缺少视力即是恶。”
 
[156]

 托马斯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瞎子与常人一样，具有行走的实际能力，因而能够行走（善）；可是，由于缺少视力以指导行动，因此，其行动会出现缺点，走路时甚至会左碰右撞（恶）。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正如自然物的“原初之善（the primary goodness）”来自其“形式”并决定自然物的类别，人性行为的“第一善”来自其“适当的对象（suitable object）”，他称之为“本类的善（bonum ex genere，good in its genus）”。
 
[157]

 相反，自然物的“第一恶（the primary evil）”则表现为所生之情况不具有本类的形式；同样，人性行为的“第一个恶”也来自此行为的对象，例如，拿他人的东西即被称为“本类的恶（evil in its genus）”。

由于自然物从赋予其类别的“实体形式（substantial form）”中得不到其应有的全部的圆满（the whole fullness of perfection due to a thing），其身上许多不足的完满性还必须由随后而来的“偶性（accidents）”附加上去。如果所附加的“偶性”中完满性欠适当，便会造成“恶”。行为也是如此，其完满的“善”不仅在于其本身的性质，而且还在于其被附加的作为其“适当境遇（its due circumstance）”的“偶性”——如果一个行为中的“适当情况”有所欠缺（privation），这个行为便是恶的。
 
[158]



托马斯·阿奎那注意到，“人性行为”的“善”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虑：第一，根据“共类（genus，类）”——有多少行为和“存有”，就会有多少“善”；第二，根据“殊种（species，种）”，即“人性行为”的善与“合适的对象（suitable object）”密切相关；第三，根据发生的“事实（circumstances，境遇、条件）”——“偶性”。第四，根据“目的（end）”——“目的”虽然是“外在”原因，但“行为”与“目的”之间关系的“相称性（due proportion）”却是依附于行为之内的。因此，如果不是具备了各方面的善，一个行为不能被称为“单纯的善”，
 
[159]

 因为“善”是由“完整的原因（complete cause）”造成并涵盖各方面。
 
[160]



根据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人性行为”即是出于理智的判断和意志的选择的行为。在“人性行为”中，“理智”对“意志”有指导作用，因此，“人性行为”的善恶根据在于“理性”，人之“善”即“根据理性的实在”，而“恶”即“不合理性者”。
 
[161]

 由于“伦理行为与人性行为是同一的”
 
[162]

 ，因此，“善”与“恶”便构成道德行为的不同类别。
 
[163]

 例如：就“生孩子”这个结果（效果）来看，它可能是夫妻结合的结果，也可能是通奸的结果——从生殖机能的角度看，此两种行为的结果属于一类。然而，从理性的角度讲，这看似相同的结果则属于不同的人性行为的类别：前者是合于理性的道德行为，因而值得赞美与奖赏；后者则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出于欲望而通奸，这个人便是纵欲者。
 
[164]

 因此，托马斯强调，“人性行为”的“善”与“恶”根据行为对象与理性相关的性质来划分。如果“人性行为”的对象含有合于理性的成分，那么，这样的行为就是“善”的，比如施舍物品救济贫困者；相反，如果“人性行为”的对象含有相反于理性的成分，则此行为就是“恶”的，例如：偷窃的行为——攫取他人财物归自己所有。然而，也会有第三种情况发生，即“人性行为”的对象非明显、非典型地包含理性的成分，例如：一个人从地上捡起一根草——在托马斯看来，这个行为按其本类来讲则是“中性（indifferent）”的。
 
[165]



既然“人性行为”的“善”与“恶”根据行为对象与理性相关的性质来划分，那么，作为人的伦理行为，“人性行为”是否由于其“善”或者“恶”而是“正当的（right）”或者是“不道德的（sinful，有罪的）”？是否因而是“可赞美的（praise）”或者是“可谴责的（blame）”？是“有功的（meritorious）”或者“有过的（demeritorious）”？是否因而属于在“上帝面前”有功或者有过？这些都是托马斯·阿奎那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重要问题。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恶（evil）”比“罪（sin）”的范围广，“善（good）”比“正当（right）”的内涵丰富。
 
[166]

 对于“罪”的领悟，托马斯继承了犹太——基督教的基本思想观点。在犹太——基督教文明中，“罪”是最深刻、最本源的觉识。托马斯认为，一般来讲，就如同“恶”是“善”的欠缺，“罪”也是“善”的欠缺。但是，严格来说，“罪”出自一个为了“目的”而做却不合这个“目的”的行动。而是否“合于目的”则有不同的标准。从“本能行为（自然而行）”的角度说，一个行为是否“合于目的”完全取决于“天性（本能）”与“目的”间是否存在一种“天然的趋向”，也就是说，一个出于天性的行为（天然倾向）如果是根据这目的的“天然倾向”，那么，这个行为就是正当的，因为这个行为没有离开从“主动原则”到“目的”的秩序，否则，便构成“罪”。
 
[167]



然而，相较于“本能行为”，那些出于“意志”即“理性意欲”的行动者是否因其自由意志行为而获“罪”的标准则具有“远、近”的区别——其近的标准是人的“理性”，而其最高的标准则是“永恒的法律（eternal law）”——如果人性行为是根据“理性”及永恒的秩序（永恒法）而趋向于“目的”，那么，这个行为就是正当的，反之，便是有“罪”。所以，一切善的行为都是与“理性”及“永恒之法”相符合的。而正是基于一个人性行为是“善”的或者“恶”的，这个行为才被视为是“正当的”或者是具有“罪恶”。

显然，看一个伦理行为是“可赞美的”或者“可谴责的”，无非是将这一行为的“善”或者“恶”归于这一行为的实施者。人是行为的自由主宰者——“自愿行为”即人通过其自由意志来支配的行为，因此，只有“自愿行为”的“善”或“恶”才能构成“可赞美的”或“可谴责的”理由。在这些行为中，“恶（evil）”、“罪（sin）”以及“过失（guilt）”等都可以被视为一回事。
 
[168]

 同样，“功”与“过”是根据“正义”该得的报应而判断——在一个人做了对他人有益或者有害的事情的时候才能得出结论。
 
[169]

 所以，无论是“善行”还是“恶行”，只要它们都属于在“意志”的支配下的行为，那么，它们就分别属于“可赞美的”或者“可谴责的”的行为；根据行为与“目的”的关系，也可分别称其为“正常的”或者“有罪的”行为；根据行为对他人的正义与否的“回报（recompense）”，也可分别称其为“有功的”或者“有过的”行为。
 
[170]

 而这样的“功”或者“过”也同样能够在“上帝”面前表现出来。

二 意志内在行为的善恶（the goodness and malice of the interior act of the will）

托马斯·阿奎那主张，“善”与“恶”是意志行为的本质差别。善的意愿与恶的意愿根本上是指向不同类别的行动，而行动上的类别则是根据对象来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判断意志行动的善恶，严格地讲是根据对象（object）。
 
[171]

 理智行为据以划分的标准是“真与假（truth and falsehood）”，意志行为的“善与恶（good and evil）”则是根据“对象（objects）”来划分。如果意志追求的是善，任何情况也不能使之变为恶。
 
[172]

 这是因为，意志的对象是由理性显示给意志——理性所知觉的善是与意志“相称”的对象；而“感官性的善”或者说“想象性的善”则属于“感性欲望”，与意志“不相称”。由于意志能够追求“普遍的善”，而理性能够知觉这种“善”并从“对象”方面推动意志。因此，理性对于意志之“是否趋向于善”具有决定作用。
 
[173]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理性是意志的规则，用以衡量意志之是否趋向于“善”，这完全是由“永恒的法律（eternal law）”即“神圣的理性（Divine Reason）”所决定，因此，从根本上说，人的意志之“趋向于善”依赖于永恒之法甚于对人的理性的依赖。也就是说，如果“人的理性（human reason）”有所不济，则应当求之于“永恒的理性（Eternal Reason）”
 
[174]

 。托马斯强调，由于理性是源自“永恒的法律”而成为人意志的原则与根据，那么，无论理性是否正确，不追随理性的意志都是“恶”的。
 
[175]

 然而，跟随了错误理性的意志也不一定是“善”的。

托马斯举例：如果一个人的错误理性告诉他应该与他人的妻子通奸，那么顺从此理性的意志显然是“恶”的。这个例子可以做出如下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如果说这个人实施如此“恶行”是因为不了解“上帝的法律（永恒法）”的缘故，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成立的，这是因为，作为理性受造物，人从上帝那里“分有”了理性，因而原本就有责任也应该知道“上帝的法律（永恒之法）”。另一方面，如果这个人的“恶行”是因为他的理性出现了问题的缘故——假如说其理性的错误在于相信身边的女人是自己的妻子，在她要求行房事时才愿意与她媾和，那么，这个人的意志就得减免责任，因而不是恶的——因为这样的错误完全是来自“不知情”，并构成“不自愿（involuntary）”。
 
[176]

 在此，理性就如同论证中的“前提”——在一个论证中，如果前提错了，结论还能对吗？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从“道德”方面讲也是如此：只要判断的前提中包含一点点不合理性，就必然会带来结论的不合理。例如，如果一个人追求虚荣，无论他为了虚荣做或者不做他所当做的，都有“罪”。因此，理性的判断至关重要。

前文中上提到，“意向（intention）”是专属于意志的行为。
 
[177]

 相对于意志来讲，“意向”有两种：其一是“在先的意向”；其二是“伴随的意向”。“意向之善”并非“意志之趋向于善”的全部原因，只有“意向之恶”才足以使意志趋向于“恶”——意向有多恶，意志也就有多恶。例如，一个人为了杀人而向人投掷石块，结果成了杀人犯。
 
[178]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的意志要想是趋向于善的，就必须与“上帝的意志”相一致，因为，一个人的“意志之善”系于其所致之“目的”，而人的意志的最终目的是“至善”即“上帝”，只不过，人的意志不能够以“相等”的方式与上帝的意志相一致，而是以“模仿（imitate）”的方式。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人在领悟真理之时，恰恰就是人的据以领悟的知识与上帝的知识相一致之时。同样，如果一个人所实施的行为同时适合于人之为人的“本性”，那么，这个的行为也就与上帝的行为相一致。
 
[179]



意志虽然是借助于理智的指导而追求对象，可是，理性却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个事物，以至于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一个视角下看是善的，在另一视角下看却不是善的。相应地，人的意志如果愿意某事发生，原因是认为那是善的，那么，其意志就是善的；而另一个人的意志如果愿意那同一件事不要发生，因为他认为那是恶的，那么，这个人的意志也是善的。托马斯·阿奎那举例说：一位法官“希望（愿意）强盗死”，这合于正义，因此，这位法官的意志是善的；而强盗的妻子或其孩子的意志却是“不愿意”他死，因为他们认为死本身是一种“恶”，就此而言，强盗的妻子与孩子的意志也是“善”的。
 
[180]

 两种情况相比，同样都是“善”，法官的“意志之善”与强盗家属的“意志之善”有什么不同呢？显然，二者思想的出发点不同——法官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而希望（愿意）强盗死，这合于正义，因此是“善”；强盗的妻儿无疑是从自己家庭的利益的角度而不愿这个强盗死亡。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既然意志是遵循“理性（reason）”或“理智（intellect，智性）”的“领悟（apprehension）”，那么，理性所领悟到的“知识（真理）之善”愈普遍，意志所追求的善就愈普遍。作为宇宙的创造者与管理者，上帝意识中的“善”无疑是整个宇宙的善，因此，无论上帝愿意什么，都是以宇宙万物的“共同利益”为目的，这个“共同利益”即整个宇宙的利益，也是“上帝之善”。
 
[181]

 托马斯指出，个人的意志所“愿意”的“个别之善”如果不以“共同之善”为目的，那么，这个人的意志就“不是”正直的。这是因为，各部分的“自然欲望”也是以整体的“共同之善”为目的。所以，一个人为了能够正当地愿意一个“个别的善”，就必须以此“个别之善”当作“质料”来愿意，并且同时以上帝的“共同之善”当作“形式”。
 
[182]

 托马斯认为，当人的意志在所欲之共同理由方面与上帝一致时，即在最终目的上与上帝一致；而当人在质料上所欲者与上帝不一致时，从上帝作为动因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上帝达成一致。

三 外在人性行为的善恶（of goodness and malice in external human actions）

托马斯·阿奎那将“外在人性行为（external human actions）”的“善恶”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根据其类别（行为本身的质料）及行为的条件；另一种方式是看其目的。以“施舍”为例，在前一种方式中——施舍在正当条件下是“善事”；在后一种方式中，如果“施舍”行为是为了达到“虚荣”的目的，那么，这个“施舍”行为本身就成了“恶事”。
 
[183]

 “目的”是意志的对象，由“目的”而来的善恶首先属于“内在的意志的行为”，然后再传给“外在行为”。由行为本身的质料与情况而有的善恶，则由“理性”决定。意志在趋向于这一行为时，“意志之善”也由“理性之善”所决定。
 
[184]

 托马斯指出，如果意志在“对象”及“目的”方面都是善的，外在行为就是善的；但是，如果意志只在所指望的“目的”方面是善的，就不足以使外在行为是善的；而如果意志在所指望的方面或者所欲望的行为方面是恶的，那么，外在行为就是恶的。
 
[185]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内在行为”与“外在行为”的善恶彼此有联系——有时那指向他物者，其所以善只是因为它“指向他物”即具有某种“意欲倾向”，例如：苦药之所以是善的，只是因为它能够治病——在此，不存在看似相关的诸如“饮食之善”与“治病之善”的分别，而只有“同一个善”。有时那指向他物者，除了由于“指向他物（具有意欲倾向）”而具有某些“善”的表现之外，其自身也会包含某些“善”，例如：滋味好的药，除了能够“治病”——具有“善”的“倾向”以外，其本身也同时具备了“可口”的“饮食之善”。
 
[186]

 所以，如果外在行为的善恶只源于“目的”，那么，“意志行为”与“外在行为”的善恶完全是同一个——“意志行为”本身指向目的，“外在行为”则通过“意志的行为”而指向目的。

那么，“后果”是否增加外在行为的善恶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所谓“后果”可分为“在预料中”和“不在预料中”两种情况。在前一种情况下，“后果”会增加善恶。例如：一个人明明原本已经预想到了他准备实施的行为将会产生许多恶果时却仍然坚持不放弃，那么，他的意志更坏（恶）。在后一种情况下，可发生两种可能——如果“后果”多次由此种行为产生，那么，后果一定会增加“行动的善恶”；如果“事出偶然”或“很少发生”，那么，后果则不会增加“行动的善恶”。
 
[187]



“意志”是道德行为的根本。一个行为从自然（本能）的角度讲可能是一个，但从“道德”的角度看却不是一个，反之亦然。例如，按自然（本能）类别来看，“连续不断的”走路行为可以被视为“一个行为”。可是，如果在这个行为实施的过程中走路者的“意志”有所改变，那么，这个“连续不断的走路行为”在道德上就是“许多的行为”。因此，如果一个行为在道德上是一个，那么，它就不可能既是善又是恶；如果一个行为在自然（本能）类别中是一个，而在道德类别中并非是一个，那么，它就有可能是“善且恶”的即“又善又恶”的。
 
[188]

 总之，根据不同的情况，同一个外在行为会有不同的善恶情况出现。

四 人性行为善恶之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human actions by reason of their goodness and malice）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性行为”的善与恶决定了其“正当”与否。 “恶（evil）”比“罪（sin）”广泛；“善（good）”比“正当（right）”广泛。对于任何受造物来说，“善”的欠缺就是“恶”，其中的尺度就是“天性”趋向于“目的”的倾向。一个出于“天性”的行动如果是以这个“目的”的自然的倾向为根据，那么，这个行动就是正常的——它的“均值（mean）”没有“越界（exceed its limits）”，没有背离从主动原则到目的的秩序——如果行动离开这个秩序，就构成“罪”。托马斯认为，人由“意志”而行动，其行动的“近尺度（proximate rule）”是人的“理性”；其行动的“最高尺度（supreme rule）”则是“永恒的法律（Eternal Law）”。因此，“自愿的行动（voluntary action）”如果离开“理性”和“永恒法律”的秩序就是“恶”的，相反，一切善的行动都与“理性”及“永恒的法律”相合。
 
[189]



正如“恶”比“罪”广泛，“罪”又比“过失（culpa，blame）”范围广。如果一个行动是在行动者的掌控之下，即在其“意志”支配之下，那么，这个行动者对其行动就具有“自由的”支配权——此所谓“自愿的行动”。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只有“自愿行动”的“善”或“恶”才可以构成可以“赞美（praise）”或者“谴责（blame）”的理由。在此，“恶”、“罪”和“过失”无所区别。
 
[190]

 显然，“善的”或者“恶的”行动，如果是在“意志”的支配之下，就是可赞美的或者可谴责的；根据其对“目的”的关系，则或者是“正当的”，或者是“有罪的”。而如果根据这一行动对他人的正义“回报（recompense，报应）”关系来看，“人性行为”是否会由于“善”或者“恶”而“有功（meritorious）”或者“有过（demeritorious）”呢？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伦理行动的“功”与“过”是指根据正义所应当得到的“回报（retribution，报应）”来判断的。从伦理学或者社会学的角度看，托马斯所谓的“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每一个“人性行为”的“善”与“恶”都会影响整个社会。当一个人做了对私人有益或者有害的事情时，其行动会产生关于“功”或“过”的双重的“估量（measure）”：其一，这个人“所利”或者“所害”之人会对他有所“回报（报应）”；其二，这个人所在的“整个团体”会对他有所“回报”。一个人的行动如果是直接指向他所在的团体的“利”或者“害”，那么，他所在团体首先及主要地会对他有所“回报”；然后，团体中的每个成员也会对他有所回报。如果一个人的行动是对自己有益或者有害，由于其结果也会同时影响到他所在的整个“团体”，因此，这个人也会根据自己对自己的“正义”而自己“回报”自己。托马斯认为，“善”的或者“恶”的行动，根据这一行动对他人的正义回报或报应关系而具有“功”或者“过”。
 
[191]



由于上帝是人的“最终目的”，而“人性行为”即“伦理行为”的一切行动都指向“最终目的”。
 
[192]

 因此，如果一个人做了不能导向上帝的恶事，就是上帝作为“最终目的”的理想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就整个宇宙团体来讲，作为管理者，上帝的任务是照顾“共同利益（the common good）”，因此，上帝应当对那些在团体中“为善”或者“作恶”者的行为做出“回报”。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人被上帝所创造，有似工具，然而，这并不排斥人仍然能够以其自由意志（free-will，自主能力）主宰自己。虽然，人的行动对上帝本身不会“增加”或者“减少”什么，可是，人在“遵守”或者“不遵守”上帝所立的秩序（永恒的法律所规定的秩序）时的行动必定会对于上帝“有所贡献”或者“有所亏欠”。托马斯认为，人并非以其整体及其全部所有而属于“政治团体（body politic，国家）”，因此，并非人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对某个政治团体产生“功”或者产生“过”。然而，“人的整体”、“其所有”、“其所能”从根本上说都属于上帝。因此，“人性行为”的善恶会在上帝面前表现为“功”或者“过”。
 
[193]



五 灵魂之激情

托马斯·阿奎那主张，灵魂之“激情（passio，passion）”在“更原始”的意义上即“感受”，他认为，人的灵魂具有这样的“激情（感受）”：在一般情况下，凡有所“接收（receive）”即有所“受动的（passive，被动的）”，虽然不存在损失——例如，空气接受阳光照射的时候会产生“受动”意义上的物理反应。此外，还有一种正式的“受动”，在这种情况下，此事物“有所受”而“彼事物有所失”。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形：其一，“所失者是对事物不合适者，例如，动物的身体重获健康——得到健康、除去疾病是一种“受动的结果（感受）”；其二，与第一种情形恰恰相反，同样的例子：生病是失去健康——得到疾病、失去健康也是一种“受动的”结果（感受）。因此，从根本来说，所谓“受动的”，即事物的存在被吸引到主动者（the agent）方面来。
 
[194]



既然“激情（感受）”一词含有“承受者被拉向主动者”之意义，那么，灵魂被事物的“吸引”所表现出的就是人的“欲望能力（appetitive）”而不是“领悟能力（apprehensive power）”。
 
[195]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欲望机能”的对象“善”与“恶”是在事物之内。可是，属于认知方面的“真”与“假”则并非存在于事物中，而是隐含于“思想内”。
 
[196]

 所以，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严格地说，“激情（感受）”之“情”主要见于“感官欲望（sensitive appetite）”，而不在于“理性欲望（intellectual appetite）”。
 
[197]



与此相关的概念“急躁（irascibilis，irascible）”与“易怒（concupiscibilis，concupiscible）”两者的意义不同。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前者是一种“愤情（irascible）”，后者是一种“欲情（concupiscible）”，二者属于不同类别。因为不同的机能指向不同的对象，因此，不同的“机能之情”也必然指向不同的对象。
 
[198]

 托马斯认为，就如同在自然物中，“类的区分（diversity of genus，共类的区分）”是看质料之潜能的差别（diversity in the potentiality of matter）；“种的区分（diversity of species，殊种的区分）”则要看同一质料在形式上的差别（diversity of form in the same matter）。同样，对于灵魂的行为来讲，由于它们属于不同机能的行为，不只存在“种”的差别，还存在“类”的不同。因此，要区分哪些“激情”属于“愤情”，哪些“激情”属于“欲情”，必须看相关的两个机能的对象。“欲情机能”的对象是单纯的感官性的善或恶——或“可喜”或“可悲”。而灵魂在“趋善避恶（good is to be done and pursued，and evil is to be avoided）”时则会遇到困难或阻力，这时，那包含“困难”与“艰苦”的善或恶，就会成为“愤情”的对象。也就是说，“欲情”关于单纯的善恶之情（感受），如“喜乐（joy）”、“哀愁（sorrow）”、“爱好（love）”、“憎恶（hatred）”。相较而言，“愤情”指的则是包含“千辛万苦”即难以获取或退避的“激情（感受）”，如“勇猛（daring）”、“畏惧（fear）”和“企望（hope）”等。
 
[199]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在“欲望”的活动中，“善”具有吸引力，而“恶”却具有排斥力。所以，“善”先在“欲望机能”上产生一种“向善的倾向（inclination）”——或“适合（aptitude）”或“符合（connaturalness）”，这属于“爱（amor，love）”的激情；
 
[200]

 在“恶”方面与爱相对的是“恶”或者“憎恶（hatred）”。如果“善”是尚未得到的目标，便会“推动”意志追求所爱之善，这便是“欲望（desiderium；desire）”或“邪欲（concupiscentia，concupiscence）”；在“恶”方面相对的是“厌弃（abomination，aversion）”或是“逃避（fuga，dislike）”。在得到了善之后，人的“欲望”便会相对静止于“所得之善”，这属于“欢喜（delectation，delight）”或“喜乐（gaudium，joy）”；在恶方面相对的则是“悲伤（dolor，sorrow）”或“哀愁（tristitia，sadness）”。

另一方面，在“愤情”的意义上，假设先有由“欲情”而来的“求善”或者“拒恶”的倾向，而欲情只是单纯地涉及善或者恶。关于“尚未得到之善”，有“企望（spes，hope）”与“失望（despair）”等“激情”的表现。关于“尚未及身的恶”则有“畏惧（timor，fear）”及“勇猛（audacia，daring）”等“激情”的表现。关于“已经获得的善”，在“愤情”方面没有相当的“激情”，因为其中不再有“艰难险阻”存在。不过，对于“已经及身的恶”，则有“愤怒（ira，anger）”的“激情”表现。
 
[201]



所以，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在“欲情”方面有三对情：“爱好与憎恶（love and hatred）”、“愿望与逃避（desire and aversion）”、“喜乐与哀愁（joy and sadness）”。在“愤情”方面也有三组：“企望与失望（hope and despair）”、“畏惧与勇猛（fear and daring）”以及“愤怒（anger）”。也就是说，托马斯将类别不同的灵魂之激情共分成11种——6种属于“欲情”，5种归于“愤情”。

托马斯·阿奎那主张从两个方面去审视灵魂之“激情”：其一是看其本身；其二是根据其隶属于理性及意志的命令。如果就“激情”本身来看——就其作为“欲望的非理性的活动（movements of the irrational appetite）”来讲，其本身不存在道德性的善恶，因为道德的善恶依赖于“理性”。而如果根据其隶属于理性及意志的命令来讲，则具有道德性的善恶，因为感官欲望与理性及意志的关系，比起外部肢体与理性及意志的关系更为密切。外部肢体的活动或行为如果是“自愿”的，就会产生道德上的善恶。而如果受到意志的命令或者没有被意志所禁止，那么，这样的“激情”便是“自愿”的。
 
[202]



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是不是灵魂之激情都是“恶”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斯多噶学派与亚里士多德的意见相左。前者认为诸“情（激情）”皆恶，后者则主张有“节制的”激情是善的。对此，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双方的观点“相去无几或不远”。
 
[203]

 在托马斯看来，斯多噶派没有区分“感官”与“理智”，因此也就没有相应地区分“感官欲望”与“智性欲望”，所以，他们没有将灵魂的“激情”与意志的“活动”分开，即没有将“感官欲望”称为“激情”、将“智性欲望”称为意志的“活动”。他们只是将欲望方面合理的活动概称为“意志”、将其中不合理的称为“激情”——西塞罗称其为“灵魂的疾病”。
 
[204]

 托马斯认为，与此相较，亚里士多德是将“感官欲望”的活动统称为“激情”——它在受理性支配的情况下是善的；反之，则是恶的。

由于斯多噶派将所有“激情”都视为“恶”，因此，他们主张，凡是激情都减少“行为之善”，这是因为，如果“行为之善”中渗入恶，其结果是：善或者被完全破坏，或者被减少。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如果“灵魂之情”只指感官欲望的“不合理的活动”，即指灵魂的困扰及疾病，那么，斯多噶派的这个主张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所谓的“激情”是指感官欲望的“一切活动”，那么，这些“激情”如果是在理性的支配之下，它们也应当属于人之“善”——人不仅仅在“意志”方面趋向善，同时也在“感官欲望”方面趋向善。
 
[205]



既然“激情”分“善恶”，那么，“激情”也会具有一定的“次序”。对此，托马斯·阿奎那主要讨论了如下四个问题：

第一，关于“愤情（irascible）之激情与欲情（concupiscible）”之激情的次序问题。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欲情之情”比“愤情之情”范围广。因为在“欲情部分”的激情中，有的属于“活动之情（movement）”，如：“愿望”；还有的属于“静态之情（repose）”，如：“喜乐”与“哀愁”。然而，在“愤情之情”中没有属于“静态之情”的部分，所有的只属于“动态”——因为“静止”意味着不再有“困难”与“艰苦”这些“愤情”的对象。
 
[206]

 从一定意义上说，“静止”是运动的“目的”。“静止”不仅在“意念”中先有，而且在“行为实施”之后也有。一方面，如果从“欲情在善中的静止”的观点来比较“欲情之情”和“愤情之情”的实施次序，那么，“愤情之情”领先于“欲情之情”。所有的“愤情之情”最终都结束于“欲情之情”的静态，表现为或者“喜乐”，或者“哀愁”。
 
[207]

 另一方面，如果将“愤情之情”与属于动态的“欲情之情”相比较，那么，就是“欲情之情”领先。托马斯·阿奎那最终得出结论：“愤情”方面的激情是处于“欲情”之动态激情与静态激情之间。“愤情”方面的激情是以“欲情”方面之激情为起点，又以之为终点。
 
[208]



第二，“爱（love）”是不是“欲情”方面的第一个激情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欲情”的对象是善与恶。恶是善的缺乏，因此，善自然先于恶。所有以“善为对象的激情”都先于“以恶为对象的激情”，因此才可以“趋善避恶”。在托马斯这里，“善”具有“目的”的意义；“目的”在“意向（intention）”中“居先”，而在行为的实施中“居后”。因此，从意向的角度或者从行为实施的角度都可以认识“欲情之情”的次序。如果从“行为实施”的角度来看，凡是指向目的者都具有如下特征：其一，与目的的适合性或者相称性；其二，走向目的（moved to that end）；其三，得到目的后止于目的（rests on the end）。在此，欲望与善的相称性或适合性即“爱”——对善的“满足（complacency）”；“向善的活动（movements towards good）”是“愿望（desire）”或“邪欲（concupiscence）”；静止于善即是“喜乐（joy）”或满足“（pleasure）”。然而，如果从“意向”的角度来看，次序似乎恰恰相反——因为在“意向”中的快乐产生“愿望”或“爱”。“满足（pleasure）”是“目的”的“享有（enjoyment）”，“享有”如同“善”一样，也是一种“目的”。
 
[209]



第三，“希望（hope）”是不是“愤情”中的第一个“激情”？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愤情之情”都包含有对事物的活动，它有两种原因：其一是由于“目的”的适合性与相称性，此属于“热爱”或者“憎恶”；其二是由于眼前的“善”或“恶”，此属于“哀愁（sadness）”或者“喜乐（joy）”。在托马斯看来，“眼前的善”不产生“愤情之情”，而“眼前的恶”却会产生“忿怒之情（passion of anger）”。从发生的次序来看，托马斯认为，“忿怒”是“愤情”中最后一个情——在那些含有由“爱善”或者“憎恶”所产生的动态的“激情”中，以“善”为对象者——“希望”或者“失望”，自然先于以“恶”为对象者——“勇猛”与“畏惧（daring and fear）”。不过，“希望”一定先于“失望”，这是因为，“希望”是向善的活动，而善之所以为善，在于善本身具有吸引力，因此，“希望”是向善的本能活动。相反，“失望”却是离善而去。同样道理，既然“畏惧”是远离“恶”的激情，那么，它先于“勇猛”。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追求“善”是逃避“恶”的理由，“希望”与“失望”也可作为“畏惧”与“勇猛”的理由；“勇猛”源于对胜利的“希望”，而“畏惧”则出于对胜利的“失望”。“忿怒”则在“勇猛”之后。因此，“希望”与“失望”自然居于“畏惧”与“勇猛”之先——“希望”是“愤情”中的第一个“激情”。
 
[210]

 托马斯还根据发生的程序给“愤情之情”安排出如下次序：先有“爱（love）”及“憎恶（hatred）”；次有“愿望（desire）”及“反感（aversion）”；第三有“希望（hope）”及“失望（despair）”；第四是“畏惧（fear）”与“勇猛（daring）”；第五是“忿怒（anger）”；第六和最后是“喜乐（joy）”与“哀愁（sadness）”。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每种激情都“与快乐或者哀愁相伴随。”
 
[211]

 托马斯则更进一步地指出，“爱”先于“憎恶”；“愿望”先于“反感”；“希望”先于“失望”；“畏惧”先于“勇猛”；“喜乐”先于“哀愁”。
 
[212]



第四，“喜乐”、“哀愁”、“希望”和“畏惧”是不是四种主要的“激情”？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喜乐”与“哀愁”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一切“激情”的完成与归宿，因此一向被视为“主要的激情”。“畏惧”与“希望”之所以被认为是“主要的激情”，并非是因为二者具有绝对的完成作用，而是因为在“欲望”趋向于事物的过程中具有完成的意义。对于“善”来说，其活动起于“爱”，继而为了“愿望”，终结于“希望”；对于“恶”而言，其活动始于“憎恶”，继而是“反感”，然后终结于“畏惧”。因此，托马斯认为，从习惯上来讲，这四个“激情”是根据各自的性质及其与将来的差别而定的次序——因为“活动”指向将来，而“静止”安于现在。所以，关乎“当下”的善即为“喜乐”，关乎“当下”的恶即为“哀愁”；关乎“将来”的善即是“希望”，关乎“将来”之恶即为“畏惧”。托马斯认为，所有其他的“激情”，无论是关于“现在的善或者恶”还是“将来的善或者恶”，都结束于上述四种激情。
 
[213]



六 “欲情”之情（concupiscible passions）

在总论了灵魂之“激情（passions）”的特征之后，托马斯·阿奎那尝试分论诸“激情”，因此，他对“欲情之情”与“愤情之情”分别给予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其中，在关于“欲情”部分的讨论中，托马斯所关注的问题包括：“爱”与“憎恶”、“愿望”与“反感”、“快乐（喜乐）”与“哀愁”等。

托马斯·阿奎那将“爱（Love）”视为“欲情之情”中第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在他看来，“爱”属于“欲望”，因为二者的对象都是“善”。根据“欲望”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爱”。人所表现出的“理性的或者智性的欲望（rational or intellectual appetite）”即是“意志”。欲望者对其所求目标的自然（本能）的趋向是“自然的爱（natural love）”，例如，一个重物因其重量而趋向于适宜的方位的自然倾向实际上也是由于“爱”。感官性的欲望或者意志对某种善的适合性或者喜好，则表现为“感官性的爱”或者“理性（智性）的爱”。“感官性的爱”属于“欲情部分”。
 
[214]

 而所谓“激情（或者感受）”实际上就是“主动者”实施在“被动者”上的效果。
 
[215]



那么，“爱”与“钟爱（dilectio，dilection）”是不是一回事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爱（amor，love）”、“钟爱（dilectio，dilection）”、“仁爱（caritas，charity）”和“友爱（amicitia，friendship）”四个名词的基本意义是相近的，但还是有些区别。托马斯同意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8卷第5章中的观点，认为“友爱”重在“习性”，“爱”与“钟爱”偏重“（个别）行动”或者“感受”，“仁爱”则可以泛指上述两个方面。此外，三者所指的“行为”也有差异——相较而言，“爱”居于更广泛的意义上，因为“钟爱”或者“仁爱”都是“爱”，然而，却不可以反过来讲。托马斯·阿奎那认为，“钟爱”比“爱”所多出的是事前的“选择”。因此，“钟爱”不是在“欲情”部分，而只是在“意志”中，并且，只是具有“理性的受造物”才可以具有“钟爱”。而“仁爱”比“爱”多出的是“爱”的完美性——对其所“钟爱者”的重视。
 
[216]



对于将“爱”分为“友情之爱（amor amicitiae，love of friendship）”与“欲望之爱（amor concupisicentiae，love of concupiscence）”的做法，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自己深刻的见解。托马斯赞同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第2卷第4章中提出的“爱即希望人善（wish good to someone）”的观点。
 
[217]

 在托马斯看来，“爱”的“动向”有二：其一是趋向于为自己或他人所愿意的“善”；其二是趋向于为了“谁”而愿意善。在此，对其所愿意别人的善就是“情欲之爱（concupiscence，色欲）”；而为了谁而愿意善则是“友爱（friendship）”。这样区分的根据是先后的次序。因为以“友爱”而被爱是单纯和本能地被爱；以“情欲之爱”所爱则不是单纯和本能地被爱，而是为另一事物被爱。
 
[218]



就如具有存在（has existence）是单纯的存有者（a being simply），而相对的存有者（a relative being）则是在他物里存在（exists in another）。善也是如此，因为“善与存有可以相替换（good is convertible with being）”——自身具有善即为“单纯的善”；属于他物之善则是“相对的善”。因此，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如果爱一个事物是为了这个事物所具有的善，那么，这种“爱”就是“单纯的爱”；一个事物被爱是为了使另一个事物具有善，这是“相对的爱”。
 
[219]



“爱”的原因何在？托马斯·阿奎那将“爱”归于“欲望机能”，而欲望是“被动”的——由“对象”所决定，因此，托马斯主张，“爱”的原因必然是爱的对象。“爱”的固有对象是“善”，因为爱包含了“爱者”对“被爱者”的“适合”或者“喜好”——对一事物之“相称”及“适合”即是此事物的“善”。因此，“善”是爱的原因。
 
[220]

 善以“对象”的方式成为“爱”的原因，然而，除非善被认知，否则就不能成为欲望的“对象”。也就是说，“爱”对其所爱的善应有所认知——正所谓“视觉上的快乐是爱的起点”
 
[221]

 。就此而言，托马斯进一步主张，“认知”是爱的原因。
 
[222]



此外，托马斯·阿奎那还提出，“相似点”也是爱的原因，这种“相似点”包含两种：其一是相较的二者具有实际的相同之处，例如，两个具有同样白色的东西具有颜色的相似性。其二是指一个事物潜在地倾向于拥有另一现实事物具有的特性。例如，一个不在特定位置的重物，与一个在特有位置的重物相似。托马斯认为，第一种方式的“相似”产生“友谊之爱或康乐（love of friendship or well-being）”。两个相似的事物就好像具有同样的“形式”，在此形式下两个事物便如同一个——例如，从“人”的形式的角度讲，任何两个人都具有“相似性”；从“白”的形式的角度看，两个白色的东西是一个相似的“白”。在这种“相似”的意义上，两个相较的事物中一个的利益就“愿意”另一个的利益如同自己的利益。而第二种方式之相似点则产生“欲望之爱（love of concupiscence）”，或者“利益上、喜好上的友爱（friendship founded on usefulness or pleasure）”。因为任何处于“潜能状态（potentiality）”的东西都具有对其“实现（act，现实）”的“欲望”。如果具有“知觉与认知（sentient and cognitive）”，便会在其得到实现时感到快乐。托马斯进一步指出，在“欲望之爱”中，爱者所真正爱的是其自己，而非他人，因为他与自己是同一个本体（he is one with himself substantially），与别人则只具有形式上相似（in the likeness of some form）。
 
[223]

 根据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假设A与B是两个形式上的相似者，如果A妨碍B得到其所爱的利益，那么，A必然成为B憎恶的对象——此种情况下，“彼此相似”就不再成为“爱”的原因了。

“爱”的效果又何在呢？“爱者”与“被爱者”的结合有两种：一种是二者实际的结合，例如“被爱者”在“爱者”的眼前；另一种是“情感（affection）”的结合——这种结合必须根据先有的“领悟”去考虑，因为“欲望”的活动跟随“领悟”。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既然“爱”分为“友情之爱”与“欲望之爱”，那么，当一个人以“欲望之爱”去爱一事物时，他是“领悟”到此事物属于其本人的“利益”。而当一个人以“友情之爱”爱他人时，他是希望他人的利益如同自己的利益——将他人当“另一个自己”来领悟，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里，“朋友”被称为“另一个自己（a man’s other self）”。
 
[224]

 同样，奥古斯丁也强调：“朋友是自己生命的一半。”
 
[225]



所以，“爱”产生一种实际的结合——它使人渴望并谋求“被爱者”的出现，就好像“被爱者”是适合自己并属于自己。在形式上，爱产生第二种结合，因为“爱”本身就是这种结合与联系——连接“爱者”与“被爱者”。
 
[226]

 因此，“彼此容纳（mutual indwelling）”被视为爱的“效果”。
 
[227]

 此外，由于“热诚（zelus，zeal）”也是出于强烈的爱——它由对“善”的热爱所产生，并成为一种趋向某目标的力量，它愈是强大，愈是排斥与之相反或者相冲突者。就此而言，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热诚”是“爱”的效果，而非“恨”的效果。
 
[228]

 爱者对于“适宜之善”的爱有利于其本身的“成全”与“改善”；爱者对于“不适宜于爱者之善”的爱会使其本身“受害”或者“变坏”——人“对上帝的爱”对人最有“成全”与“改善”的作用；人“对罪恶的爱”则使人“受害”并“变坏”。
 
[229]

 人的“目的”就是其所愿望和所爱之“善”——主动者都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动，因此，托马斯·阿奎那指出，无论是谁，无论做什么，都是出于某种“爱”。
 
[230]



“怨恨（hatred）”是与“爱”相关的一个概念，也是与“善（完满）”、“恶”相关的一个概念。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从“自然欲望”的角度说，每一事物对于与其相宜的对象都有一种本能的（自然的）“合拍（attune）”与“适合（adapt）”，这就是“自然的爱（natural love）”。同样，每种事物对于反抗（opposes）或破坏（destroys）其本身的事物会具有一种本能的（自然的）“不和谐（dissonance）”，这就是“自然的怨恨（natural hatred）”。因此，对于“动物的欲望（animal appetite）”或者“智性的欲望（intellectual appetite）”能力来说，“爱”是欲望对其视为相宜的对象的一种“欲望的和谐（a certain harmony of the appetite）”，而“怨恨”则是“欲望”对其视为“敌对”及“有害”的对象的“欲望的不和谐（dissonance of the appetite）”。
 
[231]

 既然“适宜（suitable）”具有“善”之意义，是“爱”的对象，那么，“敌对（repugnant）”自然就是“不适宜”，并且具有“恶”之意义，从而成为“恶”的对象。

从一定意义上讲，“爱”即为“爱者”对“被爱者”的一种“适宜性”，“恨”则是“冲突”与“不适宜”。就此而言，一事物之所以与另一事物“冲突”，在于这一事物的相宜部分“被破坏”或“被妨害”，就此而言，只有知道何为“相宜”，才有可能知道如何“不相宜”即如何“被破坏”或“被妨害”，所以，托马斯·阿奎那主张，对于任何事物都要先看“与其相宜的部分”，然后再看“与之冲突的部分”。也就是说，“爱”必先于“恨”——任何事物除非相反于所“爱”的相宜部分，否则，不会遭遇“怨恨”。就此而言，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怨恨”皆源于“爱”。
 
[232]



既然“怨恨”是以某种“爱”作为其原因，“效果”不可能比“原因”力量大，因此，“怨恨”不可能单纯地比“爱”力量大。另一方面，人们之所以希望远离“恶”乃是为了得到“善”——“得到善”是“避恶”的“目的”，而一物“走向（move to）目的”的力量大于其“导向目的的手段”的力量，因此，托马斯认为，灵魂“向善的力量”大于“向恶的力量”。然而，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有时人们会感觉“恨”的力量比“爱”的力量更大些呢？托马斯·阿奎那给出两个原因：第一，“恨”比“爱”更容易让人清晰地感觉到——对所恨之事物的“反感”比对所爱的事物的“同情”更容易使人感受得到。因此，通常来讲，人对可恨者的“反抗”往往会表现得比较激烈。而只有在需要“爱”时（when we lack what we love），“爱”才能被强烈地感受到。第二，是因为不是用同等的“爱”与“恨”相比较。不同的善会造成不同的爱以及与之相当的恨，与较大之爱相对的恨自然会大于较小之爱。例如，人通常会爱自己胜于爱朋友，因此，一旦朋友妨害到这种爱时，人们通常会对朋友产生怨恨。而这种相较于原本就大的“对自己之爱”的“恨”似乎会相对地大于那份原本较小的“对朋友的爱”。
 
[233]



通常来讲，人原则上不可能“怨恨”自己，因为人常以“善”为目的而追求。然而，在如下两种情况下也可能发生“人怨恨自己”的情形：其一，当人所追求的善不是“绝对的善（至善）”而只是“相对的善”时，这个“相对”意义上的善可能是“恶（evil）”。“恶”即“怨恨”，为自己“求恶”亦即“怨恨”自己。其二，对于求善者本人来讲，如果其追求是以肉体或感官为前提，而非以“理智”为前提，那么，他的“爱”自己（的肉体或感官）实质上是“好恶”，亦即“怨恨”自己。
 
[234]

 不过，对于“真理”，人也不会只有“爱”而没有“怨恨”，托马斯同意奥古斯丁的观点，认为人们通常会“爱增光的真理，怨恨非难的真理”
 
[235]

 。

托马斯·阿奎那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邪欲（Concupiscence）”是对于令人快乐之事的“渴望”。托马斯认为，严格来讲，“邪欲”存在于“感官欲望”和欲望所致的能力中，并由此而得名。
 
[236]

 所谓“快乐”有两种，一种在于可理解的善即“理性之善”，它只属于灵魂；另一种在于“感官性的善”，它属于灵魂及肉体。
 
[237]

 相应地，令人快乐的东西也似乎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于其适合动物性的天性，如饮食之类的东西——人对这类东西的欲望是“本性的（自然欲望）”。这是一种取决于天性的欲望，也是人与其他动物共同具有的欲望，它是“非理性的”。另一种欲望与人的领悟能力有关，例如：一个人认为某东西好并且合适，继而以之为乐——对此种东西的欲望便称为“不自然的欲望”即“贪欲（cupiditas，cupidity）”。
 
[238]

 托马斯指出，“贪欲”是人所专有的，是一种“带理性的”欲望，相对于“自然欲望”来讲，“贪欲”是一种“特殊的附加的”欲望。
 
[239]



由于“自然欲望”出于“天性”，而“天性”通常指向“有限的和确定的”事物，因此，通常来讲，人不可能欲望“无限的”食物、无限的饮料，所以，“自然欲望”不能是“现实的无限”。自然界具有“潜在的连续的无限（potential successive infinity）”，因此，“自然欲望”就有可能因为“连续关系”而“无限”。例如，有人会在得到了充足的食物后进而想要更多的食物，或者生存所需要的其他东西。不过，这些有形体的物质不会永远留存，到手后就会转眼逝去。

然而，“不自然的欲望”却是“绝对无限的”，因为这种欲望的根据是具有延展于无限能力中的理性。例如：人对钱财的欲望程度可以达及无限。从“目的”与“达及目的的手段”的角度来看，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对“目的”的欲望常常是“无限的”。例如：人对健康的追求就常常没有止境。可是，人对于“达及目的的手段”的欲望却并非“无限的”，而是以目的之需要作为“限度”。所以，以钱财为目的的人，其对于钱财的“欲望”是无限的；可是，那些只是为了生活的需要而求钱财者，就会只求取足以维持生活的“有限的”钱财——适可而止。托马斯指出，“为了快乐，人不必得到一切他所欲望的事物；得到了任何一个所欲者，都可以有所快乐。”
 
[240]



亚里士多德将“欢喜（delight）”视为灵魂的一种活动。托马斯·阿奎那指出，“欢喜”是源于感官认识的动物性欲望的“活动”，是一种灵魂的“激情”。
 
[241]

 关于“欢喜”本身的“时间性”问题，托马斯指出，时间乃是“连续事物的尺度（the measure of successive things）”，因此，“具有时间性”即“具有连续性”或“属于连续性”。由于“欢喜”产生于已经得到的“善”，它看似是“善”的终点，因此，“欢喜”本身似乎没有“时间性”。然而，如果所获之善具有变换性，那么，“欢喜”则会偶然地具有时间性。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喜乐（gaudium，joy）”是“欢喜”的一种，它是一种带有理性的快乐。因此，对于禽兽的相关描述，我们不能用“喜乐”，而要用“欢喜”。所有根据人的天性所能够欲望的对象，人们都能够以理性的“欢喜”而欲望之；反之则不然。因此，那些能够产生“欢喜”的东西，在有理性者身上都可以产生“喜乐”——不过，有时人感到的“欢喜”并非是根据理性的可喜。所以，托马斯主张，“欢喜”的范围大于“喜乐”。
 
[242]

 至于与“欢喜”相关（属于“欢喜”）的其他名词，则都是根据欢喜的效果而来：例如，“愉快（laetitia，gladness）”是由于心情的舒畅，好似是“开怀（latitia，dilatation）”；“欢跃（exultation，exultation）”是根据内心的喜乐表现于外的动作，它是“内在喜乐”的流露；“满足（jucunditas，cheerfulness）”的根据是欢乐的某些特别效果或表情。
 
[243]



托马斯·阿奎那将理智的、精神的“欢喜”与感官的、身体的“欢喜”相比较，他认为，基于理解而知所感到的快乐大于感官性的快乐——理性（智性）比感官更能够反映自身的行为，因此，理性认识相对来讲比较完美，能够了解更多的东西，所得知识也更加可贵。正如奥古斯丁所说，没有人不是宁愿缺少身体上的视觉也不愿缺少智性的视觉，否则，人就会像没有理性的禽兽与白痴那样。托马斯认为，精神上的利益大于肉体上的利益并因此而更可贵和不朽，所以，理智的、精神性的“欢喜”大于感官的、身体的“欢喜”。然而，如果说到“欢喜”的“强度”，相较来看，身体的欢喜似乎比精神的欢喜更“强烈（vehement）”。对此，托马斯列举出三个原因：第一，人们通常对感官性事物的知晓多于对理智性事物的知晓。第二，感官性欢喜属于感官欲望之“激情”，带有身体上的某些变化。这在精神性的欢喜中是没有的。第三，人之所以追求身体的欢喜，通常是为了补偿引发身体哀伤的缺欠及困苦——在此类哀伤之后所能够得到的身体上的欢喜更易使人感受到，并且也使人更愿意接受。

事物产生“欢喜”取决于该事物的被爱。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感官之被爱基于两点，一是为了认知，二是为了实施。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相应地，感官的“欢喜”也有两种——实施方面的“欢喜”是人与禽兽所共同具有的，而认知的“欢喜”则是人所独具的。如果从“认知”的观点看感官的欢喜（快乐），托马斯认为，视觉上的快乐大于其他感官的快乐；如果从“实施”的观点而论，那么，触觉上的快乐最大。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说：不是野兔的气味使狗感到欢喜，而是野兔之作为食物时才使狗感到欢喜；狮子对于牛的叫声不感兴趣，却对吞噬牛肉感兴趣。
 
[244]

 托马斯进一步指出，在感官欢喜的范围内，触觉上的欢喜（快乐）绝对强于视觉上的欢喜（快乐）。
 
[245]



事物之“遵从天性”即“自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关于人的“天性”这个问题，当时有两种看法提出：第一，将“理智与理性（intellect and reason）”视为人的主要“天性”。那么，凡是根据理性适合于人的快乐之事，就是“自然的”，例如：沉思真理之乐、行善修德之乐等等，都是“自然”的。关于“天性”的第二种理解是根据人与其他物所共有者，特别是理性以外的东西。那么，凡是与身体的保养有关者，都是“自然的欢喜”，例如：饮食、睡觉、男女之欢等。不过，上述两种欢喜（快乐）也都可能由于“背反天性”而发生“不自然”的情况，例如，糖原本是甜的，但在发烧的病人嘴里却可能是苦的——这是由于身体之背反天性——健康所造成；再如，有的风俗里提倡以吃人肉为乐、以奸兽为乐——殊不知，这完全是由于灵魂之“背反天性”所致。
 
[246]



在托马斯·阿奎那这里，“满足（pleasure）”与“欢喜（delight）”都属于灵魂的“激情（passion）”，二者是近义词。相较而言，“欢喜”是“满足”的强烈感觉与表现。“满足”的获得需要两个前提：其一是适宜之善的获取；其二是对“获取”的了解——二者无疑都是通过“动作（operation）”表达出来，因为对现实的认知与了解必须是一种“动作”；同样，对于适宜之善的获取也是以“动作”为手段。再者，所谓“适宜的活动”本身也是一种适宜的善。因此，“满足”随“动作（活动）”而来。
 
[247]



托马斯·阿奎那强调，“满足”需要三个要点：“满足者”、“可欢喜之物”以及“对可欢喜的双方结合的了解”——此活动（movement）因此三点而“满足”。人的天性是有“变化（change）”的，因此，人在此时由感官产生“满足”，彼时或许会发生“变化”，例如，以火取暖在冬季是适宜的，在夏天却不合适。托马斯指出，自然关系存在一定的限度，一个久在眼前的“可乐”的事物，如果超过了自然关系的限度，与此事物的疏远反而成为“可乐”。从认知方面说，人本来是愿意或者说倾向于了解“全面”和“整体”，可是，偏偏有的东西不可能一下子整个地被人所了悟，这时，“变化”就产生“满足”——有的部分逝去，另有部分接踵而至，如此而使人逐渐趋向于知晓“整体”。然而，如果有这样的事物，其天性不变，经久享有也不会超过自然关系的限度，并且能同时享有其全部，那么，其间的“变化”便不会是“可欢喜”的。不过，愈是与这种情形相近的“满足”，愈能够经久不厌。
 
[248]



“满足”生于现有的可感觉和认识到的“适宜之善”。托马斯·阿奎那主张，“现实”优于“潜能”，因此，最大的“满足”来自人的感官——可感觉之物就在眼前。“希望的满足”占据次位——它是现在对未来之善的“暗示（imply）”，由此而生“满足”；不过，由于它不关乎实际的、眼前的事物，因而又可能产生痛苦。“记忆的满足”占据第三位——记忆是关于已逝的往事，而希望强于记忆。
 
[249]

 同时，托马斯也将“悲伤（sadness）”视为“满足”之因。在他看来，无论是“现实的悲伤”还是“回忆中的悲伤”都能够成为满足的原因。这是因为，“现实的悲伤”能够使人想起所爱的事物——因为失去它才感到悲伤。不过，托马斯也同时指出，这种满足只是思想方面的。“悲伤的回忆”之所以成为“满足之因”，乃是因为“回忆之时”已经“摆脱了悲伤”。
 
[250]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缺少恶（absence of evil）”可以被视为“具有善”，因此，人一旦摆脱了什么痛苦或忧愁时，便是现实地正在增加足以喜乐之事，奥古斯丁说：“战争中的危险越大，凯旋时的快乐越甚。”
 
[251]

 所以，托马斯主张，人应当常抱有忧患意识，即在满足时想到过去的悲伤，在健康时想起已不再痛苦的过去的痛苦，只有这样，才会使人更加喜乐，更加知足。

一个人的“满足”可以通过两种渠道来获取：他人的行为如果给自己带来善，那么，他人的行为就可以使自己产生“满足”。同样，自己对他人行善时，也能够实际地给自己带来“满足”。
 
[252]

 此外，“相似（likeness）”也可以成为“满足”的原因。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所谓“相似”，即某种“一致（unity）”，因此可以带来“满足”。即使是在“位居他人之上者”与其“属下”之间也存在一种建立在“交往”意义上的“相似点”，因此，在这种关系中，如果“居高位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德性或者以其地位与权力谋福给“属下”，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带来“满足”。相反，有些人明明拥有足够多的有可能带给他们“满足”的因素，却为什么并不感到“满足”呢？例如：饱食终日的人为什么永不满足，甚至百无聊赖呢？托马斯指出，身体上的利益原本就具有一定的限度，因此，“相似点”不能过量，只有“适度”才能带来“满足”，否则，便会危害自己的利益（例如：暴饮暴食会劳神伤身），从而造成“不悦”或者“生厌”。

所以，托马斯·阿奎那主张，如果“相似者”不破坏，反而增加自己的善，那么，就会带来绝对“可乐”即“满足”。可是，如果“相似者”破坏了自己的善，则会偶然地成为“可厌的”或“可悲的”。至于“相似者”破坏自己的善的方式，托马斯列举了两种：一是由于过量而破坏自己的善的限度。例如，过多的食物或其他身体方面的享受会破坏身体健康——超过了应有的“相似点”，因而使人生厌。二是由于与自己之善直接发生冲突。例如，一个技工厌恶另一个技工，只是因为另一个技工破坏了这个技工原本独享的优越的地位或者利益——二者利益冲突，故使其中一人生厌和不悦。
 
[253]



通常来讲，人得到自己所欲之事物是一件可喜之事，因此，对一事物的“欲望”越强，达到目的之后的“满足”就会越大。并且，这种“满足”也会随着“欲望”的增加而增加，特点是，当“欲望”变成了“希望”，“满足”就一定会到来。“惊奇（wonder）”是一种“求知”的欲望，如果其中伴有“希望”，“惊奇”则会成为“满足”的原因。例如，人从大地震中脱险是件很满足的事——满足之中包含了“惊奇”。
 
[254]



“满足”会产生强烈的效果。首先，人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认识而产生的“满足”会带来一种精神秩序的增强，因此，“满足”使人的心灵“宽舒和扩展”。
 
[255]

 同时，“满足”也会产生相应的“渴望（thirst）”与“愿望（desire）”。
 
[256]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如果“渴望”或者“愿望”只指无厌倦的浓厚情感，那么，精神上的满足最能产生对“满足”的进一步的“渴望”或者“愿望”。相反，如果身体上的快乐太多太久，便会超过“自然限度”而生“厌倦”，例如：暴饮暴食到一定程度会让人产生厌食。因此，如果一个人“身体上的快乐”达到了极点，就会对之生厌，继而转向对其他目标的追求。然而，人的“精神上的快乐或满足”却不会超过自然的限度，反而会“成全天性（perfect nature）”。
 
[257]



所以，托马斯认为，相较而言，精神的、沉思生活的“满足”有助于理性活动；而单纯身体上的“快乐（满足）”则会对理性产生阻碍作用，这是因为，单纯的身体满足（快乐）会让人分心——人在乐意做愿意做的事情时会特别用心，因此会忽略甚至忘记其他有碍的因素，这时，如果身体上的快乐（满足）很大，或者其注意力被完全吸引，就会完全失去理性作用，或者使理性作用受阻。此外，身体上的快乐（满足）会带来相关的身体、其他诸情诸如想象力以及其他感官能力的变化，以致使理性受阻。
 
[258]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满足（快乐）”却可以“成全动作（perfects operation）”。
 
[259]

 这是因为，本已有的快乐常常使活动者对每件事更加审慎明辨，从而对每个问题会有更深的把握——爱数学的人对做数学题的“满足”常会增强他的信心，以致最终促使他成为一个数学家。
 
[260]



可见，“满足（快乐）”也有善恶之分。托马斯·阿奎那批判了古代哲学家特别是斯多噶学派（the Stoics，Stoicism）视身体快乐为“恶”的观点，认为他们如此思考问题时既没有区分“可理解的（intelligible）满足”与“可感觉的（sensible）满足”，也没有区分“理性满足”与“感官满足”。托马斯认为，人生不仅包含精神层面的内容，而且也包括肉体层面的内容——如果拒绝后者而只强调前者，即拒绝感官性与身体上的“满足”，那么，人的生存就无从谈起。
 
[261]

 由此看出，作为一个神学家，托马斯对人的伦理思考不同于传统神学家只注重精神修行、否定人的肉体享受的观点，他所坚持的是一种更加符合人性的、理性的、现实的态度。

托马斯·阿奎那主张，人的肉体的欲望如果是合于理性的或者合于上帝的诫律，那么，这样的欲望“满足”就是善的，否则，即为“恶”。相应地，欲望在时间上先于“动作”，与此相同，既然对“好动作”的欲望是善的，对“坏动作”的欲望是恶的，那么，对“好动作”所感到的满足（快乐）就更应当是善的，对“坏动作”所感到的快乐即是恶的。
 
[262]

 在托马斯看来，“有节制的人（the temperate man）”并不、也没有必要回避一切满足（shun all pleasures），他们只是回避那些过度的（immoderate）和“反理性（contrary to reason）”的“满足”
 
[263]

 。至于小孩子或者禽兽天性喜好追求肉体或者感官的满足，这并不证明所有的“满足”都是“恶”的，因为，作为受造物，他们的自然本性在受造的那一刻即被上帝赋予了“自然欲望”，从而使他（它）们趋向于适合自己的“天性”。
 
[264]



在批判斯多噶学派所持的“凡是快乐者即恶”的极端观点的同时，托马斯·阿奎那也指出了另一极端观点的持有者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 School）思想的不足。与斯多噶学派的观点相反，伊壁鸠鲁学派认为，“满足（快乐）”本身是善的，所以，（肉体）满足也无一例外都是善的。托马斯认为，伊壁鸠鲁学派思想的错误在于没有区别“绝对的善”与“相对的善”。
 
[265]

 所谓“绝对善的”即本身是善的——而那“本身不是善者”则有可能在如下两种情形下对某个人而言是善的：第一，因为适合这个人此时的“非自然的”倾向，托马斯举例：对于麻风病患者（leper）而言，为了治病，有时吃点毒药反而是好事。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毒药对于人的自然体质却是绝对不适合的。第二，将本不适宜者当作适宜。“满足”即欲望安于“善”，如果欲望所安之善是“绝对的善”，那么所得到的就是“单纯的满足”，这个“单纯的满足”是一种“绝对的善”；反之，如果欲望所安之善并非绝对的善，而只是对此人来讲的“个别之善”，那么，所得的“满足”就不是“单纯的满足”，而是“相对的”；并且，这种“满足”也并非“绝对的”善，而是“相对的”或“表面的”善。
 
[266]



柏拉图修正了斯多噶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的极端观点，认为有些“满足”是善的，有些“满足”是恶的，但是，没有一个“满足”是至高的或完满的善。对此，托马斯·阿奎那提出异议，认为柏拉图的观点存在两点错误：其一，柏拉图认为，感官和身体的满足存在于一种“活动（movement）”和“生成（becoming）”中，由此，他得出结论：“满足”生于某种“生成”与“活动”。既然“生成”与“活动”都是“不完美”的现实，那么，此种意义上的“满足”自然不具有“最终完成”的意义。然而，从“理智的满足（intellectual pleasures）”方面来讲，情况显然并非如此——人不仅会因“知识的生成”而“满足”，而且还会在运用已获取的知识沉思事物时感到“满足”。其二，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柏拉图所谓的“完全的善”是指那绝对的“至高之善”，即那远离俗世的“至善”——这是上帝本身最完美的善，而非指受造物身上“分有”而得的“个别的善”。托马斯认为，人的最后目的是“认识上帝”——从对这一绝对的、至高的善的享受中获得“满足”。人的这种“满足”是人所有之善中“完全的善”。
 
[267]



因此，“满足”之为“最大的善”，并非仅仅在于“满足”，而且还在于那是基于“完全之善”的完美静止（安于此）。所以，“满足”不必都是完善的，甚至不必都是善的。
 
[268]

 托马斯·阿奎那主张，“道德的”善恶主要在于“意志”，意志的善恶主要看“目的”，因此，“目的（the end）”是意志之所安，
 
[269]

 而“满足”即是“意志”以及各种“欲望”安于善。
 
[270]

 所以，人之善恶主要看其意志的满足——满足于“德业（works of virtue）”者即为“善人”及“有德之人”；满足于“恶事（evil works）”者则是“恶人”。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满足”有两个条件，其一是与“善”的结合，其二是对此结合的“觉察（perception）”。与此类似，“伤痛（pain）”也要求两个条件：与某种“恶”的结合（其所以为恶，乃是因为其剥夺善），以及对此结合的“知觉”。善、恶原本是“欲望”的对象，因此，“快乐”与“伤痛”也是属于“欲望”。
 
[271]

 托马斯·阿奎那曾将感官性欲望的活动称为“激情（passion）”，
 
[272]

 因此，属于感官欲望的“伤痛”是“灵魂之激情”；而身体方面的疾痛，则称为“身体之激情”。
 
[273]

 “哀愁（sorrow）”是“伤痛（pain）”的一种，就如“喜乐（joy）”是“满足（pleasure）”的一种。二者相较，“伤痛”生于外在知觉，“哀愁”生于内在知觉，但都与“满足（快乐）”相反。
 
[274]



因此，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严格来讲，追求“满足（快乐）”比逃避“伤痛”力量大，因为“满足（快乐）”的原因是“适宜之善（suitable good）”，而“伤痛”或“哀愁”的原因则是“不相称之恶（unsuitable evil）”。
 
[275]

 又因为充当“满足（快乐）”的对象的“善”是因其自身而被追求；而充当“伤痛”之对象的“恶”却是因为缺欠“善”而为人所“逃避”——自然而然者高于由他物而然者。所以，人对“满足（快乐）”的追求比逃避“伤痛”更强烈。然而，也有相反的情况发生。例如：在需要爱、渴望爱时，人往往对爱的感受更真切；再如：将身体的自然健康与饮食之乐（满足）相比，人往往会更爱前者；又如：从效果上来讲，“伤痛”不只妨碍一种满足（快乐），而且妨碍一切满足（快乐）。
 
[276]

 勇敢的人之所以受到大家的称赞，不在于其与理性保持一致而不屈服于任何“伤痛”与“哀愁”，而在于其不屈服于“死亡”的危险。人对类似于“死亡”这种“哀愁”的逃避，甚于追求饮食男女之“满足”，因为人对生命的热爱甚于爱饮食男女之满足。
 
[277]

 有节制的人之所以受到大家的称赞，主要是由于他不追求肉体的满足，而不是由于他不逃避相反的哀愁。
 
[278]

 根据“哀愁”这一概念应用于外部事物的区别，托马斯将“哀愁”分为“怜悯（pity）”、“嫉妒（envy）”、“焦虑（perplexity）”和“沮丧（torpor）”四种。
 
[279]



人因失去善而“哀愁”，恶是善的欠缺。托马斯·阿奎那将“哀愁”视为随着“领悟（apprehension）”而生的“欲望的活动（movement of the appetite）”。托马斯主张，被领悟的“欠缺”具有“实在性（the aspect of a being，生成性）”，因此被称为“一种理性的存在（ens rationis，a being of reason）”，也就是说，相对于“善”来讲，作为“欠缺”的恶，就如同是“善”的“相反者”或者“对立者”。那么，作为“欲望的活动”的“哀愁”究竟是源于“所受之恶”还是“所失之善”呢？“所受之恶”和“所失之善”的意义不同，
 
[280]

 这是因为，在“欲望”的活动中，“哀愁”是以“逃避”或者“远离”的方式而动，“满足（快乐）”则是以“追求”或“接近”的方式而动，因此，“满足”首先是关于“所得之善”，而“哀愁”则首先是关于“所受之恶”。然而，“满足”与“哀愁”的原因——“爱”却首先是关于“善”而非“恶”。所以，“所受之恶”而非“所失之善”才是“哀愁”与“伤痛”的本然原因。
 
[281]



每一事物之善在于一种“统一性（unity，一）”，为此，柏拉图主义者视“一（one）”为“原则（principle）”，就如同“善”；每一事物自然倾向于追求“一”，就如同追求“善”。在此意义上，就如对于善的“欲望”或“贪婪”可成为“伤痛”的原因，对“合于一”的“欲望”或“爱”也同样可成为“伤痛”的原因。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天生趋向于追求与有害及有破坏作用的对象相分离，是因为它们相反于“合于正常”。就此而言，对这种分离的“欲望”不是“伤痛”的第一个原因，“合一的欲望”才是首要原因。
 
[282]



既然所遭受之恶可以以“对象”的方式构成“伤痛”或者“哀愁”的原因，那么，“伤痛”或“哀愁”的原因即造成“恶”的原因——与恶实际地结合意味着相反于“欲望”的自然倾向。这时，如果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an irresistible power）”得势，使得这种“相反的”倾向变成了“相合的”倾向，那么，冲突与强暴等不平就会不再存在。
 
[283]

 托马斯·阿奎那的意思是说，如果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得势，以至于消除了意志或者欲望的自然倾向，其结果是不会产生“伤痛”或者“哀愁”的；只是在保留有原来的自然倾向时，才会造成“伤痛”与“哀愁”。托马斯认为，不可抗拒的力量造成“伤痛”，不是在它是“潜能”状态，而是在它是现实的主动者时，
 
[284]

 因为只有在这时它才与有败坏作用的“恶”结合。对此，托马斯指出，如果意志这时不加抵抗，反而让步并加以同意，则不会产生“伤痛”，反而产生满足（快乐）；反之，则产生“伤痛”与“哀愁”。

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事物吸引了灵魂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注意力，这部分注意力就会与别的需要注意力的事互不相容——自然地倾向于抵抗与自己相反者。因此，如果“伤痛”强烈，人则不能正常做事，例如：学习——如果“伤痛”强烈，人不能正常学习，就此而言，“伤痛”可以消除学习能力——不过，程度有别。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人对学习及思考的“喜爱”程度有别：这种喜好越大，越能够控制注意力，从而使之不全部地被“伤痛”所吸引。
 
[285]

 就“外在的伤痛（external pain）”与“内心的伤痛（inward sorrow）”的影响力来讲，托马斯认为，外在的伤痛源于身体上的损伤，它比内心的伤痛在身体上的变化大；但是，内心的伤痛在“形式”上比外在的伤痛更大，因为伤痛的形式触及人的灵魂。身体的伤痛比内心的伤痛更能妨碍沉思——沉思需要绝对的平静；但是，如果内心的伤痛强烈地吸引了注意力，也会造成人不能学习新知识。
 
[286]



亚里士多德说：“满足（快乐）使现实活动变得完美。”
 
[287]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一方面，“哀愁”或“伤痛”有时会削弱现实活动——人带着哀愁去做事比没有哀愁或者带着快乐去做事的效率低得多。另一方面，当“哀愁”成为行动的原因或者原则时，行动反而可以随着“哀愁”而增加。例如，人对某事越是感到“哀愁”，越会努力去摆脱——这时，“哀愁”便不会削弱现实活动。
 
[288]

 不过，总体来讲，在灵魂的诸多“激情（passion）”中，“哀愁”对身体的害处最大，因为“哀愁”是在“活动的种别上（the species of its movement）”与人的生命相“冲突（repugnant）”，而灵魂的其他诸情只是在“程度和数量（measure and quantity）”上与生命冲突。
 
[289]



托马斯·阿奎那在论述灵魂的诸多“激情”时，将“身体上的变化（bodily transmutation）”视为“质料（material element）”，将“欲望的活动（appetitive movement）”视为“形式（formal element）”。从“质料应适合于形式”的角度讲，身体的变化与欲望的活动应当有一种适当的配合。因此，那些吸引欲望去追求某个目标的“激情”在类别上与生命力不冲突，只是在分量上有冲突，诸如：“爱”、“喜乐”、“希望”等，因此，这些“激情”据其类别对身体有益，超出限度时才对身体产生危害。然而，那些引起欲望的逃避或者退缩的“激情”，诸如“畏惧”、“失望”，特别是由当下之恶引起的“哀愁”则在活动的类别上（而非分量上）与生命力相反——“当下的恶”比“未来之恶”的逼迫更深、对精神的压力更大，因此，比起灵魂的其他诸多“激情”，“哀愁”绝对地对人有害。
 
[290]



托马斯·阿奎那将欲望活动中的“满足（快乐）”与“哀愁”分别比作身体的“休息”与“疲劳”——身体的任何休息都能够缓解任何由不自然的原因导致的疲劳，同样，任何“满足（快乐）”也都能减轻由任何疲劳状况产生的“哀愁”。
 
[291]

 托马斯认为，哀愁在心的人，如果用哭泣、眼泪或者语言表达于外，将会使“哀愁”减轻。
 
[292]

 朋友的同情也会具有安慰作用，因而也能够减轻“哀愁”。
 
[293]

 此外，沉思真理（the contemplation of truth）也能够减轻哀愁与伤痛，并且，一个人爱智慧越深，这种减轻的作用就会越大。
 
[294]

 同样，“睡眠”与“沐浴”也是减轻“伤痛”或者“哀愁”的好办法。
 
[295]



“哀愁”有害，那么，是否凡是“哀愁”都是“恶”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对于事物本身来讲，人的欲望为眼前之“恶”而焦虑发愁，这种行为本身就带有“恶”的意义——因为妨碍欲望之止于善。然而，假设有“恶”在前，人对此感到哀愁和伤痛则属于“善”，
 
[296]

 就此而言，“哀愁”可以是对“恶”的“洞悉和抗拒（perception and rejection）”，也就是说，“哀愁”也可以是“善”，并且可以是“正当的善”——基于正确的理性与正直的意志。
 
[297]

 所以，对于应该逃避者，“哀愁”常常是有用的，因为它可以增强逃避的动力。
 
[298]

 因此，无论如何，“哀愁”或“伤痛”不可能是人最大的“恶（灵魂上的恶）”。
 
[299]



七 “愤情”之情（irascible passions）

托马斯·阿奎那总论了灵魂之“激情（passions）”的特征，然后，又分论诸情，对“欲情”部分的激情与“愤情”部分的激情分别给予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其中，在关于“欲情”部分的讨论中，托马斯所关注的问题包括：爱与憎恶、愿望与反感、满足（喜乐）与哀愁等。接着，在关于“愤情（irascible passions）”部分的讨论中，托马斯·阿奎那关注的问题包括：“希望与失望（hope and despair）”、“畏惧与勇猛（fear and daring ）”、“忿怒（anger）”等。

托马斯·阿奎那主张，“希望（hope）”是一种向善的欲望能力。具体来讲，“希望”是来自对难以获取却又能够得到的未来的善的领会所产生的“欲望活动”——欲望向着对象的伸展。
 
[300]

 “激情（passion）”的类别由“对象（object）”决定。“希望”的对象需要具备如下四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善”的——在此，“希望”不同于“畏惧（fear）”，因为“畏惧”是关于“恶”的；第二，是指向“未来”的——在此，“希望”不同于“喜乐（joy）”，因为“喜乐”所指是“现在的”善，而“希望”所指向的并非现在的“拥有”；第三，是“难以取得”的——在此，“希望”不同于“愿望（desire）”和“欲望（cupidity）”；第四，是“能够得到”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希望”与“愿望”的差别，是“欲情部分之激情”与“愤情部分之激情”的差别，因此，“希望”以“愿望（desire）”为先决条件。
 
[301]



从与作为对象的“善”的接近程度与远离程度来讲，“希望”与“失望（despair）”对立——“希望”接近善，“失望”远离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失望”像“希望”一样，需要先假定“愿望”——不属于我们的“愿望”范围的，我们对其就没有“希望”，更无所谓“失望”。托马斯将能够增加人的能力的“财富”、“勇气”特别是“经验”视为“希望”的原因，这是因为，经验不仅产生知识，也产生“习惯”——依赖于习惯，人做事情可能更容易。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经验可以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302]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希望”所指向的是“所期待之善”，就此而言，“希望”由“爱”中生成。可是，就“希望”是指向那使事情成为可能者而言，“爱”又生于“希望”之中。例如：我们被人“爱”使得我们对这个人抱有希望，而我们爱这个人却是由于我们对他的“希望”。
 
[303]

 无论如何，“希望”本身由于强化行动而有可能对行动产生助力，所以，“希望”会产生“满足（快乐）”，而“满足（快乐）”则有助于行动。
 
[304]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畏惧（timor，fear）”是一种“欲望”机能，它是关于“未来之恶”的灵魂的“激情（passion）”。
 
[305]

 “畏惧”如“希望”一样具有个别对象——“希望”的对象是包含艰难而能获得的“未来之善（future good）”；“畏惧”的对象则是包含艰难而不能抵抗的“未来之恶（future evil）”。
 
[306]

 托马斯强调，“畏惧”是关于超出畏惧者的力量的“未来之恶”。

人之善恶与否，可以从其行动或外在事物两个角度来看。一方面，从人的行动的角度讲，有两种可畏惧之恶：其一，增加人性负担的工作——它使人产生“怯懦（laziness）”，例如：某人因为畏惧疲劳而逃避工作。其二，损害声誉的可耻行为——如果一个人是因为“畏惧”某事而去做可耻的事情，通常会产生“羞恶（shamefacedness）”；如果一个人所“畏惧”的是那已经做过了的可耻的行为，那便是“羞愧（shame）”。
 
[307]

 另一方面，从外在事物的角度来讲，如下三种情形的“恶”会超出人的抵抗能力。第一，过于“强大（magnitude）”的恶，对此发生的“畏惧”被称为“惊异（amazement）”。第二，“罕见（unwonted）”的恶，对此发生的“畏惧”被称为“惊愕（stupor）”。第三，无防备（unforeseen）的恶，对此发生的“畏惧”则被称为“惊慌（anxiety）”。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惊异”是哲学思考的开始，而“惊愕”则是哲学思考的障碍。
 
[308]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导致“哀愁”的“恶”与“意志”相反，有破坏性的“恶”与“天性”相反——后者即为“自然的恶（evil of nature）”。相应地，“自然的恶”便是“畏惧”的对象。产生“自然的恶”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来自自然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自然的恶”不只是因为它破坏“天性的善”，也因为它是自然的效果，例如：自然的死亡及其他类似的缺点。其二，来自非自然的原因，例如：一个人被杀而死。要判断这两种“自然的恶”是否成为“畏惧”的对象，关键要看是否能够去除“对未来之恶的想象”——倘若能够去除，就不会产生“畏惧”，否则，在“对未来之恶想象”之后，就会有“畏惧”接踵而至。也就是说，如果不将“自然的恶”视为要降临的必然的厄运，人就不会产生可怕的念头；否则，便会感到害怕。
 
[309]



因此，如果人的能力、意志完全可以由人自己来掌控，人便没有可怕的理由，只有原因在外者才是“可怕的”。“罪恶”的原因在于人的“意志”，人原本没有“畏惧”它的理由，之所以对罪恶产生“畏惧”，是因为人的意志受外力牵引而倾向于犯罪。
 
[310]

 托马斯·阿奎那指出，“畏惧”一半由外在原因而来，一半在于我们的“意志”。在一定情形下，“畏惧”本身也可能成为“畏惧”的对象，
 
[311]

 因此，“害怕大恶降临”的“畏惧”是一个“畏惧”，“害怕因大恶降临而陷于畏惧”的“畏惧”无疑就成了另一个“畏惧”。

一件罕见的、突然的事情的发生，一方面有可能使其中包含的“恶”显现得更加严重，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下之恶”对人的重伤也可能会减轻人对“未来之恶”的“畏惧”。另一方面，这件罕见而突然的事还有可能使得“畏惧者”更加软弱无能从而更加“畏惧”。
 
[312]

 无论如何，恶的程度的增加意味着可怕程度的增加。托马斯认为，时间的长久与永恒似乎最能加重恶的程度。人在某个时间内所受的苦是“恶”，而在两倍的时间内会觉得“恶”也增加了一倍。如果一种恶在发生后没有挽救的办法，或者不易挽救，就被视为是“永恒的”或者“长久的”恶——它将变得非常可怕。
 
[313]



既然“畏惧”的对象是即将到来且不易抵抗的恶，那么，那个可能造成此恶的事物，就会成为“畏惧”的对象的“动因”，也就因此而成为“畏惧”的动因。
 
[314]

 其中，畏惧者在“质料”意义的准备方面的“不足或匮乏（例如能力不够）”成为重要的原因——一个人能力越小，他所能够达到的能力范围就会越小，所取得的成效也就越小，那么，其“畏惧”的生成空间就会越来越大——畏惧生于对未来的难以抗拒之恶的“想象”。就此而言，托马斯认为，“畏惧”对“欲望”起到的是“收缩（contraction）”的作用，例如：人在畏惧时，就其身体上的表现来看，其体温或者精神会随之向内“收缩”，
 
[315]

 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畏惧死亡者面色发白”
 
[316]

 。

显然，托马斯·阿奎那所讲的“收缩”可以被理解为一定意义上的“萎靡”与“紧张”，它表现为肢体的力气减弱、心跳加快、外肢发冷、声音和牙齿发抖、口渴、腹泻、尿频甚至遗精
 
[317]

 ——在这种状态下，一方面，如果人擅用自己的意志，或者集中精力专心自己的行为，从而让自己的理性运用正常，那么，这种“畏惧”反而有可能对人的“决策（counsel，考虑）”产生助力；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慌乱的、负面的精神状态，关于人的上述的“萎靡”和“紧张”也可能对人产生迷惑作用，使人看不清事实的真相，从而发生类似于“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不利于“决策”的结果。
 
[318]

 因此，对于人的行动来说，“畏惧”的作用有利也有弊。
 
[319]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勇猛（audacia，daring）”是与“畏惧”相反的一个概念。
 
[320]

 人的本性是“趋善避恶”，可是，由于人天生具有自由意志，因此，人也有可能“偶然地追求恶”——为了追求与其相连的“善”；同样，人也有可能“逃避善”，因为与其“连带的”有恶。不过，“偶然”随从“本性”，因此，追求恶也总是伴随着对善的追求，而逃避善也总是伴随着对恶的逃避。托马斯据此提出四种不同的“激情（passions）”：追求善属于“希望（hope）”，逃避恶属于“畏惧（fearing）”；追逐可怕之恶属于“勇猛（daring）”，逃避属于“绝望（despair）”。因此，“勇猛”源自“希望（勇猛并非希望的一部分，而是希望的效果）”；“绝望”源自“畏惧（绝望也非畏惧的一部分，而是畏惧的效果）”。
 
[321]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勇猛”的原因有二：其一来自“欲望的活动”方面；其二来自“身体的变化”方面。在托马斯看来，激发希望会产生“勇猛”——它包括身体的力气、面对危险的经验、大量的钱财、外在的力量如众多的朋友的帮助等，特别是对上帝力量的“信赖”——人借此便可以摆脱所面临的困境，从而排除畏惧。
 
[322]

 从身体方面来讲，托马斯认为，增加心脏的力量便能够激发希望、排除畏惧，从而产生“勇猛”。托马斯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论点，认为好酒者比较“勇敢”，这主要是得益于酒的热量。因此，饮酒会使人善于“希望”，因为饮酒产生的热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强壮心脏，使人排除“畏惧”，产生“希望”。
 
[323]



无论如何，面对危险，“英勇者（fortes，men of fortitude）”在起初似乎也会犹豫不决，但是，他们终究会根据理性的判断主动地慎对危险，因此，即使身临险境，他们也不会产生意外之感，只有这样才能坚韧不拔——表现出一种“德性之善（the good of virtue）”，所以，无论面对困难有多么强大，英勇的人向善的意志始终都会坚定不移。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勇猛的人（men of daring）”只根据他看到的有希望的和排除畏惧的一面去面对危险。
 
[324]



“忿怒（ira，anger）”是灵魂之“激情（passion）”最显明的活动表现。
 
[325]

 “忿怒”产生于相反之情——针对善的“希望（hope）”、针对恶的“哀愁”，因此，“忿怒”本身包含有矛盾——没有与之相对的对立者——就如中性颜色没与之相对的颜色一样。
 
[326]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通常情况下，“忿怒”的人都谋求向引起其忿怒的人实施“报复（vengeance）”，因此，“忿怒”的活动指向两点：其一是指向“报复”——忿怒者视之为一种“善”的目标而加以“追求”和“期望”，并以此为乐。其二，忿怒者也指向其要施以报复的人——视其为对立者和有害者，此属于“恶”。总之，“忿怒”所针对的对象之一是“善”，即“所求之报复”；而另一对象则是“恶”，即要“报复的有害之人”。

“忿怒”是对“报复”的追求，它需要将自己所遭受之害与要加的处罚加以比较，然后，“当理性的表象显示受到侵犯的时候，只有经过考虑应该和什么人去做斗争之后，忿怒才能立刻爆发出来……忿怒在一定方式上服从理性”
 
[327]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忿怒是在理性上的失控”，
 
[328]

 因为人在实施报复时，常不跟从理性的规范。因此，“忿怒”需要理性作用，但又会妨碍理性。
 
[329]

 亚里士多德认为，“忿怒”比“欲望”更容易由父母遗传给子女。
 
[330]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如果个体具有“动怒”的自然气质，就比较容易“忿怒”，而具有“胆汁质（complexion cholerica，bilious temperament）”的人便是最典型的“易忿怒者”，因为“胆汁”是所有体液中最灵活的，它如火一样。
 
[331]



托马斯·阿奎那区别了“忿怒”与“怨恨”的不同。他认为，“忿怒”与“怨恨”的对象实质上是相同的：怨恨者谋求其所恨者的恶，忿怒者谋求其所发怒的对象的恶。可是，二者也有不同点：怨恨者谋求仇人的恶，原本就是将其视为恶；忿怒者谋求其所发怒对象的恶，并非是由于那是恶，而是由于其中具有某种善的意义——将报复视为一件公正之事。简单来讲，“怨恨”是“以恶对恶”，“忿怒”是“以善对恶”。而以“正义”的观点谋求恶的时候，如果听从理性的指导，也可以是合于正义的“德性”，因此，这比起单纯地谋求恶所含的恶较少。不过，“忿怒”的缺点似乎正在于此——有可能在报复时不听从理性的指导。总体来看，托马斯认为，“怨恨”比“忿怒”更坏、更严重。
 
[332]



“忿怒”是针对与“正义”与“不义”有关的对象——施以报复当属“正义”、伤害他人则实属“不义”。
 
[333]

 大马士革的圣约翰（Damascene）、尼萨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yssa）曾将“忿怒”分为三种：“狷怒（fel，wrath）”、“憎恶（mania，ill-will）”和“狂怒（furor，rancor）”。亚里士多德认为，某些忿怒者是“暴躁的（acutus，choleric）”，因为容易动怒；另一些忿怒者是“感伤的（amarus，bitter）”，因为久怒不息；还有一些忿怒者是“难缠的（difficilis，ill-tempered）”，因为他们的怒会招致“处罚”。
 
[334]



“忿怒”是以“正当报复”为理由而加害他人的欲望，如果不是伤害在先，就不会有“报复”随后。不过，并非任何伤害都会引起“忿怒”，只有那与报复者有关的伤害才可能引起“忿怒”，因为人在自然地追求自己利益时也自然地抗拒对自己有害的东西。因此，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忿怒”的原因常常是对自己有害的事。
 
[335]

 而“忿怒”的一切原因都归宗于“轻视（slight）”。托马斯将“轻视”区分为“轻慢（despectus，contempt）”、“刁难（epereasmus，despiteful treatment）”和“凌辱（contumeliatio，insolence）”三种。因此，“忿怒”的一切原因都具体归宗于这三种。
 
[336]

 托马斯认为，优越而备受轻视者易怒——例如：富有者在财富方面受到轻视时会怒；欠缺者也容易发怒——例如，病人（欠缺健康者）容易发怒。
 
[337]

 因此，一个人愈伟大，别人轻视他愈不合理；同样，一个人愈卑微，他就愈不能轻视他人。就此而言，高贵者受粗野者轻视时会发怒；有知识者受愚昧者轻视时会发怒；主人受到仆人轻视时也会发怒。而后悔、承认自己的错误，又表示谦虚、请求原谅的人，则常常会将“忿怒”减轻。
 
[338]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如果不是对“报复”怀有“希望”，没有人会动怒；由于不断有新的“渴望”生成，抱有愿望的人，都会自然地趋向于“渴望”其所愿望的目标。为此，即使是梦中的想象有时也会使人感到满足和快乐。所以，愤怒者在心中渴望报复时也会感到满足和快乐。但是，这种满足和快乐是不完美的——它并不排解“悲伤”，也更不能消除“忿怒”。
 
[339]

 托马斯认为，“忿怒”对于心脏的干扰最大，以致能够影响到人的肢体。从根本上说，“忿怒”会对理智产生妨碍作用，
 
[340]

 并且，“忿怒”状态的激动能够妨碍舌头的活动程度，因此可能会造成“缄默”——怒而不发。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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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性行为的内在原则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应当依照自己的“本性”即“人性”去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事。人越依自己的“本性”去生活，越是真人、好人、伦理之人。相反，人越不依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越不是真人或好人。一个完全的好人，就是完全实现他的人性的人。
 
[1]

 《中庸》第28章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参天地之化育；可以参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在托马斯这里，人的道德行为是经过正直理智的判断而发出的“人性行为”。

人性行为的道德性在于意志或意向，但并不表示“只求目的，不择手段”的论断就是合理的。实际上，托马斯·阿奎那是将内在行为和外在行为视为一个整体的合成，并借用形式和质料的“类比”理论来阐述他的观点——他将“内在行为”比作“形式”，“外在行为”比作“质料”。意志或意向属于内在行为，因而使整个行为取得一定的形式；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意向，即使在质料方面好的行为（外在行为看来是好的），这种坏意向仍足以破坏整个行为，使其成为一个不道德的行为。

人的“德性”与人的“自由”有关。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人选择“共有之善”的时候，意志是自由的，
 
[2]

 而这并不表示所有由人完成的行为都是自由的行为。所谓“自由（freedom）”只能是适用于发自“理智”和“意志（即理性能力）”的行为——托马斯·阿奎那称其为“人性行为”（actus humani，human acts）。托马斯坚定地认为，只有“人性行为”才有所谓“道德”可言。因此，在讨论了行为与相关的“激情”以后，托马斯·阿奎那转入对“人性行为”原则的讨论。围绕这个问题，托马斯从“内在原则”、“外在原则”两个角度展开论证。他指出，“人性行为”的内在原则是“机能（power）”与“习性（habit）”。关于机能，前文中已有所讨论。本章主要解读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习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德性（virtue）”、“恶习（vices）”、“罪（sins）”等问题。

第一节 习性

托马斯·阿奎那从辞源学的角度指出，“习性（habitus，habit）”这一名词来源于动词“具有（habere，to have）”，因此，它的意义包含两层：其一是指人或者其他事物“所有”什么；其二是指事物对自身或者对别的事物的配合方式。亚里士多德将“具有”列为“后设范畴（post-praedicamenta，post-predicaments）”之一。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具有”是指“所有者”对于“被所有者”的一种行动。
 
[3]

 在此意义上，托马斯认为，“具有”的意义是指一事物对自身或对别的事物的关系方式——这种关系方式的根据是“品质（quality）”，而“习性”就是一种品质。
 
[4]



一 习性的本质（the substance of habits）

“习性”是指一种“禀赋（disposition，配合）”，它指的是“被禀赋者”所“禀赋”的无论是对自身或者对他人（物）而言的“品质”。例如：“健康”就是一种“习性”。
 
[5]

 英文“disposition”一词相当于拉丁文的“dispositio”，主要的意思是“排列”。它不仅用以指与生俱来和持久的性质，而且也可以指学习而得的或者一时的性质及习惯，例如：态度、心情。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习性”是“禀赋”的“品质（quality）”，而“品质”指的是“某种关于本体的形态（a certain mode of substance）”，
 
[6]

 其中，适合“天性（nature，本性）”的“本体的形态”就是“善的品质”，否则便是“恶的品质”。由于“天性”是人的本体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托马斯将“习性”列为“第一种品质（the first species of quality）”。
 
[7]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根据“习性”的本性以及具有习性的“主体（subject）”的本性来看，“习性”与“行动（act）”相关，也就是说，每种“习性”都或多或少地指向“行动”。
 
[8]

 由于“习性”是一种“品质”，因此“习性”是一种“现实”，也是行动的原则。然而，对于行动而言，“习性”则是“潜能”。因此，亚里士多德将“习性”称为“第一现实（first act）”，又将“行动”称为“第二现实（second act）”。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习性的“本质（essence）”不在于与“机能（power）”有关系，而在于与“本性（nature，天性）”有关系。“本性”才是“行动之本”。
 
[9]

 由于不同事物的“本性”及行动需要由不同配合方式的事物合力促成，因此，“习性”是必要的。
 
[10]



二 习性的主体（the subject of habits）

关于“习性的主体（the subject of habits）”，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习性”是主体在潜能状态下或者针对“形式（form）”或者针对行动的“禀赋（diposition，禀赋）”。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没有一种自然存在的东西能够改变“习性”，人的“德性”通过“习性”而达成。
 
[11]

 托马斯认为，针对这些行动的“禀赋”“主要”是“灵魂”上的，但是，为了使身体易于配合灵魂的这些行动，针对这些行动的禀赋“次要的方面”也是“身体上”的。如果说到主体对形式的禀赋，由于身体对于灵魂有如主体之于形式，因此，身体上会有惯常的禀赋——例如：“健康美丽”常常被认为是一个人身体的惯常的“禀赋”，可是，由于“健康美丽”易于变化且容易流逝，因此，从另一方面看，“健康美丽”也会有不合于“习性之完整”的意义。
 
[12]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灵魂是凭借其“机能（powers）”而成为一个人行动的根本，因此，“习性”在灵魂方面是基于其“机能”的。
 
[13]

 那么，在“感官部分（sensitive part）”的机能中、在“理性”中、在“意志”中是否能有“习性”呢？天使是否有习性呢？托马斯主张从两个方面分析感官能力：其一是看其根据“自然本能”的行动，其二是看其受“理性”支配的行动。就前者来讲，这些感官能力正如“自然天性”一样——既然在自然能力方面没有习性，那么，感官能力以本能行动时便不会产生“习性”。就后者来说，人在“理性”的支配下行动时，感官能力可指向许多事物——如此则能够有“习性”，用以决定对于事物的“禀赋”。
 
[14]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用以思想的“习性”属于理智。
 
[15]

 既然“意志”是具有理性的机能，能有许多行动方式，因此，在“意志”中必须有“习性”，使之对其行动有适当的“禀赋”——托马斯认为，意志的“本性”是指向“理性的善（the good of the reason）”，而这样的善则包括了许多不同的善，因此，为了使意志的行动快速和有效，就需要有“习性”使之趋向理性所显示的某种“固定的善（fixed good）”。
 
[16]

 至于“天使”是否有“习性”的问题，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没有一位天使能达到上帝的完美程度，其间有无限的距离。因此，为了能够以理智及意志接近上帝，天使需要一些“习性”。然而，由于天使是非物质的纯粹精神体，因此，针对自然现实的禀赋或者习性，并非天使所有。
 
[17]



三 习性产生的原因（the cause of habits，as to their formation）

关于“习性”产生的原因，托马斯·阿奎那首先从“习性”与“天性”、“行动”以及与“上帝”的关系入手展开讨论，然后又讨论了与之相关的习性增长、减退、消失等问题。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并非所有的“习性”都来自“天性”。说一事物是“自然的（具有天性的）”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根据“特殊的天性（specific nature）”，例如：人会笑即是由“天性”所决定；其二是根据“个体的天性（individual nature）”，例如：就体质方面来说，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天生体弱多病或者身体健壮。据此，如果说一事物是自然的，也分两种情况：其一是全部来自天性；其二是一部分来自天性、一部分来自外在的原则。例如：一个人生病而自己痊愈是由于天性——这个人天生体质好、体格健壮，因此，有利于病体恢复健康；可是，如果这个病人是借助于医药而痊愈，那么，其作为恢复自然（健康）的痊愈则一部分来自天性（自身的抵抗力）、一部分来自外在的原则（医药的治疗）。
 
[18]

 因此，托马斯主张，人的“习性”有些是自然的（本性的，天生的），有一部分则是来自外在的原则。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在“领悟能力（apprehensive power）”方面与在“欲望能力（appetitive power）”方面的“习性”不同。就“领悟能力”方面来说，“习性”的起源无论根据“类别天性”还是根据“个体天性”来说都是自然的；就“欲望能力”方面看，一方面，就习性本身来讲，灵魂方面的习性的起源并非自然（本性），其中只有一些原理是自然的（本性的）——例如：普遍道德原理被称为“德性的根子（seminalia virtutum，nurseries of virtue）”，这是因为“朝向本然对象的倾向（the inclination to its proper objects）”看似“习性的开端（the beginning of a habit）”，却不属于习性，而只是“机能的性质（the very nature of the powers）”。另一方面，就身体方面来说，如果说到“个体的天性”，托马斯认为，有些“欲望性的习性”是自然的，比如有些人的体质天生就倾向于保持贞操或者生性温和等。
 
[19]



至于“习性”与“行动”的关系，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动因（agent，主动者）”有时只是其行动的“主动原则（active principle）”，例如，火仅仅是热的主动原则。这样的“主动者（动因）”不能由自己的“行动”而产生“习性”。然而，有的“主动者”兼具其行动的“主动原则”与“被动原则（passive principle）”——“人的行动”便是如此。由于“欲望能力”是在“认知能力”的推动下行动并由认知能力显示其对象；而“领悟能力”在思考结论时，其原本就知道的命题便是其主动原则。因此，由这类行动中可以产生“习性”并非与第一个主动的原则相关，而是关于推动被动者的行动原则的——“被动”及“被动者”受“主动者”行动的支配，因此，在数次行动后，由被动及被推动的机能上便产生一种“品质”，即“习性”。托马斯举例：在“欲望机能”上的德性习性是由于受理性的推动而产生；理智上的“知识习性（habits of science）”则是由于受“第一原理（first proposition，第一范畴）”的推动而产生。
 
[20]



既然“习性”生于“行动”，并且是被动机能受主动原则的推动的原因，那么，为了使一种品质能够在一个“被动的主体”上产生，“主动者”应该完全征服“被动者”。托马斯·阿奎那以“火”与“燃料”为例——火不能立刻征服燃料将其燃烧殆尽，而是慢慢地除却其中不利于燃烧的素质，待完全征服这些不利因素后，燃料就会燃烧起熊熊大火。然而，人的理性的主动原则却不能用一个行动完全征服欲望能力，因为欲望能力往往是以许多方式指向许多事物，而理性的一个行动只可以断定某事物在某固定条件及观点下是否值得追求——它不能使欲望能力完全服从，从而使其在一般情况下也会自然地倾向于此种值得的追求，以至于最终成就“一种德性习性（a habit of virtue）”。因此，托马斯指出，“德性习性”需要有许多行动而非由一个行动产生。
 
[21]



同时，托马斯·阿奎那又深入讨论了“领悟能力（apprehensive powers，认知机能）”的两个“被动原则（passive principles）”：其一是“可能理智（intellectus possibilis，possible intellect）”本身；其二是“被动理智（intellectus passivus，passive intellect）”，即所谓的“特殊理性（ratio particularis，particular reason）”，它同“记忆力”与“想象力”一起被称为“思量能力（cogitative power）”。托马斯认为，“有意见者的习性（a habit of opinion）”在可能理智方面需要许多理性的行动才能够产生，而“知识的习性（a habit of science）”在可能理智上由一个行动即可以产生。不过，就低级认知能力方面来说，则必须将一个行动重复多次才能使一件事深刻地印于记忆——通过默思来加强记忆即是这个道理。如果说健康是一种身体习性，那么，这种习性也可能由于主动者的强大力量而由一个行动产生——例如，强效的药有时使人立刻康复。
 
[22]



此外，托马斯·阿奎那还认为，有些“习性”是上帝“赋予（infused）”人类的。在托马斯看来，为使人达到超出其天性能力的目的即“终极、圆满的幸福”，有时也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上帝会赋予人“习性”。例如：人类所得到的所有的无功而被赏赐的德性；再例如：使圣徒们得到的关于《圣经》及语言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原本可以由学习及习惯得到，只不过不那么完美。托马斯强调，由“赏赐的习性”而来的行动不产生任何新的“习性”，只是加强先前已经具有的“习性”——正如药物用于原本健康之人时并不会产生另外的一种健康，只不过是加强了身体原有的健康。
 
[23]



四 习性的增长与减退（the increase and diminish of habits）

关于“习性”是否可以“增长（increase）”这一问题，哲学家曾经提出四种意见。其一是普罗提诺（Plotinus）及其所代表的新柏拉图学派，他们认为，“品质（qualities）”和“习性”是物质性的，因此具有“有限”的性质，而“质料”则具有“无限”的性质。所以，“品质”和“习性”本身不仅有多寡之别，而且也具有非“固定”性。其二是与此相反的意见，认为“品质”与“习性”本身没有多寡之别，可是，在“具有品质与习性者”身上则有相关的多寡之分，例如，“正义”不分多寡，而“正义的（人）”则有多寡。第三种观点是斯多噶派的思想，他们综合了上述两种观点，认为有些“习性”本身有多寡之别，例如：技术；而有些习性本身没有多寡之别，例如：德性。第四种意见认为，“品质及非物质性的形式（qualities and immaterial forms）”没有多寡之别，物质性事物才会有多寡区别。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习性”固然是一种“完善（perfection）”，可是，这种完善并非主体的“期限（term）”，也就是说并非主体的终点。“增加”的终点是无限的“大（great）”，因此，“习性”有多寡之别。
 
[24]



“习性”可以以“相加”或者其他方式“增长”。
 
[25]

 托马斯·阿奎那同意亚里士多德的主张，相似的行动产生相似的习性。托马斯认为，相似与否不只在于品质是否相同，也要看到主体“所分有者的强度（方式）”是否相同——不只是“黑”与“白”不相似，“不太白”与“很白”也不相似。“习性”的运用在于人的“意志”。一个具有某种“习性”的人如果不去利用这个“习性”，或者去实施相反的“行动”，那么，他也就能够以不合于习性强度的行动运用“习性”。托马斯指出，如果一个行动的强度“合于”习性的强度，甚至“超过”习性的强度，那么，这个行动都会使习性增长，或者促使其增长。托马斯以动物的生长（增长）作比来阐释“习性”的增长——并非食物都能够促使动物生长，可是，增加食物的行动毕竟会增加促使动物生长的可能性。同样道理，“行动”的增加也会促使“习性”增长。然而，如果行动的强度不及习性的强度，那么，也有可能无助于习性的增长，甚至使之减退。
 
[26]

 亦即说，“习性”有“消失（corrupted）”与“减退（diminished）”的可能，不行动将会导致“习性”的减退或者消失。
 
[27]



五习性的区分（the distinction of habits）

“习性”是在潜能状态的关于“优”或“劣”的品质的“禀赋（dispositions）”，它或者针对“天性（nature）”，或者针对“动作（operation）”即“天性的结果（the end of nature）”。
 
[28]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由于一个主体有不同的部分，各部分的禀赋即为不同的“习性”，那么，一方面，针对“天性”的“习性”在一个主体上就会有许多个——例如：就“习性”对人的“天性”的配合的角度来看，人的“体液（humors）”即为了身体健康的“禀赋”或者“习性”；人的神经、骨骼与肌肉即有关身体“强壮（strength）”或者“虚弱（weakness）”的“禀赋”；人身体的外部肢体如手脚则是有关“美观（beauty）”的禀赋。也就是说，同一个主体具有许多“习性”或者“禀赋”。
 
[29]

 另一方面，就那些针对行动的“习性”来说，一个“机能（power）”也可能具有许多“习性”。根据托马斯·阿奎那的主张，凡被动及被推动者都受主动者的行动的支配，因此，在许多次行动之后，在被动及被推动的机能上便会产生一种“品质”即“习性”。
 
[30]

 可见，习性的主体是被动性的机能，它对于某种固定行动来说就如同质料之于形式——质料被一个主动者决定于一个形式，被动性的机能也是被一种积极对象决定于一种行动。既然可能有许多对象推动一个被动性的机能，那么，一个被动机能就有可能是许多种行动的主体。托马斯强调，“习性”是附着于“机能”的“品质”或者“形式”，以使机能倾向于某种固定类别的行动。因此，正如一个机能可能有不同类别的行动，它也可能有许多种“习性”。
 
[31]



“习性”是针对天性以及随天性而来的行动的禀赋，如果根据行动的对象对“习性”加以区分，托马斯·阿奎那提出如下三种区分方法：其一，根据这种禀赋的主动原则；其二，根据天性；其三，根据不同类别的对象。
 
[32]

 同时，托马斯指出，“习性”不只按“对象”及“主动的原则”区分类别，也针对“天性”区分类别，具体有如下两种方式：其一，根据“习性”对“天性”的适合（suitableness）或不适合（unsuitableness）来判断，如此一来，“习性”有“善”与“恶”的区分——“善的习性”是对合于天性的行动的禀赋；“恶的习性”则是对不合于天性的行动的禀赋——正如德性的行为合于理性，适合人的天性；恶习之行为既然不符合理性，因而不适于人的天性。其二，根据“天性（的性质）”加以区分。托马斯指出，有的“习性”是针对适合于低级天性的行动的禀赋；有的习性则是针对适合于高级天性的行动的禀赋。例如，“人性德性”是针对适合于人的天性的行动的禀赋，而“英勇”或者“神圣”之德性则是针对适合于某种高级天性的行动的禀赋。
 
[33]

 托马斯认为，纵然“习性”指向许多行动，这些众多的行动也不能否定“习性”具有一定的“复合性”，而这些习性的“复合体”根本上是指向某种“单一（unity）”，即合于一个共同的对象。因此，“习性”包含的是“单纯品质（simple quality）”。
 
[34]



第二节 德性

“德性（virtue）”一词的拉丁文是“virtus”，它的原义是指“男人的力量”，泛指完成某些合乎“人性行为”的“能力”及“倾向”。最先提出“德性”概念的是希腊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噶学派及新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都以“德性”的学说及强调“德性”在道德生活中的必要性而著称于史。他们的理论对西方政治社会的道德思想及其发展发挥了极大的影响。人的“德性”并非天生，它需要“德性”的“禀赋（disposition）”并借着人的专注与持之以恒的练习才能获得。德性是一种持久的状态，然而，由于经久不用或者反向的行动等原因，“德性”也会减少或者完会消失。

“德性”可以有不同的划分，但基本会包括“理智的德性（dianoetic virtue）”和“意志的德性（virtues of the will）”两项内容。“意志的德性”即“伦理的德性（moral virtue）”。“理智德性”使人在对真理的认识上更趋于完美；“伦理德性”即“意志德性”的本质在于意志持久而坚决地准备服从理性所指示为正当的目标。“伦理德性”使人成为道德意义的善人或者完人。因为只有意志是自由的，而自由恰恰是伦理行为的要素，所以，“伦理德性”真正而直接的拥有者是“意志”。“理智”和“感觉冲动的力量”之所以也能成为德性的拥有者，只是因为它们能够受到意志的影响。“意志”与“德性”彼此密切相关形成无法分割的整体。因此，人的合乎本质的完满在于合乎德性的行动。人要想达到其合乎本质的完满，就必然需要努力追求德性，这是道德的天赋。

托马斯·阿奎那对于“德性”有独到的见解，因而也对此有不同寻常的划分——它不仅包括“理智德性”、“伦理德性”，还包括“神学德性”。托马斯认为，“习性”可以分为“善习（good habits）”与“恶习（bad habits）”。
 
[35]

 “善习”即“德性（virtue）”以及与其相关的诸如“恩赐（gifts）”、“真福（beatitude）”、“成果（fruits）”等。相反的有“恶习（vices）”和“罪恶（sins）”。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有必要从如下五个方面对“德性”做出讨论：德性的“本质（essence）”、德性的“主体（subject）”、德性的“分类（division）”、德性的“原因（cause）”以及德性的“特征（property）”等。

一 德性的本质（essence）

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德性”是指“机能（power，力量）”的“完善（perfection）”，机能（力量）借“习性”而加以限定。因此，“德性”就是“习性”。
 
[36]

 托马斯将“潜能”分为两种：其一针对“存有（being）”，其二针对“行为（act，行动）”，这两种潜能的完善都称为“德性”——针对“存有”的潜能是在质料方面的；针对“行为”的潜能是在形式方面的。“质料”是潜能状态之物，“形式”是行动之根本。人的身体是质料，灵魂是形式。人性的德性只属于灵魂。因此，人性的“德性”主要针对“行为”，而不针对“存有”的关系，也就是说，人性的“德性”是“行为”方面的“习性”，
 
[37]

 是善的“习性”，并且用于行善。
 
[38]



托马斯·阿奎那为“德性”做出如下定义：德性是上帝赋予人心灵之上的善良品质，它使人正直生活，无人用之于恶。在托马斯看来，这个定义包含了德性整个的基本的内涵和所有原因。德性的“形式因（causa formalis，formal cause）”取自其“共类（genus，类）”与“差异（fifference，种差）”——就“德性是善良的品质”这一表达来说，“品质”表达的是德性的共类；“善良的”则代表了德性的差异。托马斯认为，“德性”没有“所由之质料（material ex qua，matter out of which it is formed）”，也无其他“偶性（accident）”。可是，它具有“所关的质料（material ciria quam，matter about which it is concerned）”，以及“所在的质料（material in qua，matter in which it exists）”，即“主体（subject）”。“所关的质料”是德性的“对象”——它用以区分德性的类别，而不包含在关于德性的定义当中。此外，由于“德性”是关于行动的“习性”，因此，其“目的”即是其“行动”。而关于德性的定义中所表达的“天赋德性（infused virtue）”的“动因（efficient cause）”指的是上帝，而非人自身。
 
[39]



二 德性的主体（the subject of virtue）

论及“德性的主体（the subject of virtue）”，托马斯·阿奎那首先指出，“德性”是机能的完善，是关于行动的“习性”——所有行动都是通过某种机能而出自灵魂；不仅如此，“德性”也是对最优秀者的禀赋——“最优秀”无异会成为“目的”，以此为“目的”的行动是由通过机能而来的行动者所获得，因此，德性属于“灵魂的能力（a power of the soul，灵魂的力量）”，人性的“德性”以灵魂的“机能”为主体。
 
[40]



人由于具有“德性”而使其成为“善者”，并赋予其行动以“善”的性质，而这种在现实状态的习性被称为“德性”。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人的行动之所以实际是善的，乃是由于人有“善良意志（good will）”。正是因为人的“意志”或者“受意志推动的机能”才使人具有善于行动的实际能力和德性。“理智”也受“意志”的推动，因此，“理智”也由于与“意志”的关系而成为绝对意义的“德性的主体”。而“思辨理智（intellectus speculativus，speculative intellect）”或者“理性（the reason）”就是“信仰之德的主体（the subject of Faith）”；“实践理智（the practical intellect）”则是“审慎之德的主体（the subject of prudence）”——托马斯认为，“审慎之德”的主体是受“正当意志（the right will）”推动的“实践理智”。
 
[41]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人的肉体本身固然没有德性之善，可是，在理性的推动下，也能成为德行的工具。同样，作为肉体欲望的“愤情（the irascible）”和“欲情（the concupiscible）”本身没有德性之善——有时反而有使人堕落的作用，然而，如果这两种“激情”服从“理性”，却能够产生“理性之善（the good of reason）”。
 
[42]

 此外，“感官的领悟能力（the sensitive powers of apprehension）”可以是“习性”，但不能被称为“德性”。
 
[43]

 在托马斯看来，“意志”的对象是适合意志的理念之善，在这方面意志不需要德性的禀赋，可是，如果人的意志遇到超乎其能力的善，无论是针对人类而言——诸如超越人性的上帝的“神圣之善（Divine good）”，还是针对个体而言——诸如“他人之善（the good of one's neighbor）”，都需要“德性”。因此，那些指导人对上帝及他人之情感的“德性”，诸如“爱德（charity，上帝之爱）”、“正义（justice）”等无不以“意志”为主体。
 
[44]



三 德性的分类（various kinds of virtue）

托马斯·阿奎那将“德性”区别为“理智德性（intellectual virtues）”、“道德德性（moral virtues）”以及“神学德性（theological virtues）”。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一个“习性”之为“德性”有两个理由：其一是因为“习性”产生善于行动的能力；其二是因为“习性”使人善用某种能力。托马斯认为，后者只属于“欲望”部分的习性，因为灵魂的欲望部分是运用一切机能和习性的。“思辨理性”的习性不成全欲望部分，它只与理智部分有关，与欲望部分无关。其之所以能够称为德性，是因为这些习性成就善行的能力——“思考真理（the consideration of truth）”，是理智的善行。然而，“思辨理智”并不因为上述第二个理由而被称为“德性”，因为它并不使人善用能力与习性——人并非由于具有理智性知识的习性就倾向于运用它，要想运用所有的知识，还需“意志”的推动。因此，那些诸如“爱德（charity）”、“正义（justic）”等成全“意志”的德性也使人善于运用理智性德性的习性。
 
[45]



既然思辨理智的德性是用以探讨真理的善事，那么，“真理”或许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其本身可知；另一种是依靠别的真理可知。前者是根本——理智会瞬间明了。因此，理智对这种真理的探讨的习性便是关于原理的习性，即“悟性（intellectus，understanding，理解力）”。如果是依靠别的真理而获得的真理，那么就无须被理智瞬间明了，而是需要经过理性的探索才可以达致真理的终点——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某种知识的终点；其二是人的“全部知识的终项（the ultimate term of all human knowledge）”。托马斯·阿奎那指出，根据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1卷第1章的思想：根据天性，对我们而言最后可知的事物是最先可知的。因此，人类全部知识的最后可知的事物，根据天性，却是第一个和最容易知道的。托马斯强调，关于这种可知者的“习性”即“智慧（wisdom）”——它探求“最高的原因（the highest causes）”。由于可知者的种类不同，知识会有不同的习性，然而，智慧只有一种。
 
[46]

 在严格的意义上，“技艺（art）”是一种“实践习性（operative habit）”，可是，它也有与“思辨习性（speculative habit）”相同之处。既然“思辨性习性”是“德性”，那么，“技艺”也是“德性”——与“思辨性习性”一样使人善行其事，而这并非基于“意志”的运用，而是基于“能力”。
 
[47]



“技艺”使人有行善的能力，它与“欲望”无关。相比来讲，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审慎（prudence）”不只给人实施善行的能力，也使人善用能力，它与“欲望”有关，因为它假设“欲望”的正当。也就是说，“技艺”是“做工的道理（right reason of things to be made，制造物品的道理）”；而“审慎”则是“行为的道理（right reason of things to be done，将事情做成的道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做工”之“做（making）”是传递到外物上的行动，如“建造（to build）”、“锯割（to saw）”等；“行为”之“为（doing）”则是一种留在主体上的行动，如“看（to see）”、“愿意（to will）”等。“审慎”既然是可为者之道理，那么它就要求对“目的”有正当的态度，这关乎正当的“欲望”，因此，“审慎”要求“欲望的正当（the rectitude of his appetite）”。相比而言，出自“人工技艺”之善不是“人性欲望”之善，而是人工技艺作品本身之善，因此，“技艺”不要求“欲望”正当。如果一个技师明明有技艺而故意犯错，那么，这种有技在身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就胜过他不懂技艺而犯错。并且，比起不懂技艺而犯错，明明懂得技艺而犯错更违反“审慎”之德，因为“正当意志”是“审慎”不可少的条件，但对技艺则没有必要。

“审慎”与“技艺”是不同的德性——前者是关乎整个人生“终极目的”的“善的忠告（good counsel）”；而某些技艺的忠告只是关乎技艺所独有之目的。
 
[48]

 因此，托马斯·阿奎那强调，“审慎”是人生非常必要的德性。 “善的人生存在于善的作为中（a good life consists in good deeds）。”
 
[49]

 在此意义上，托马斯强调，人在理性上要有一种“理智德性”，从而完善理性并实现目的——这个德性就是“审慎”。
 
[50]



托马斯·阿奎那将“德性”区别为“理智德性（intellectual virtues）”、“道德德性（moral virtues）”以及“神学德性（theological virtues）”，其中，“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的区别与联系是托马斯首先讨论的问题。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并非所有的德性都是“道德德性”，只有涉及“欲望”能力方面的德性才是“道德德性”。在托马斯看来，要想弄清楚何为“道德德性”，就必须知道所谓“道德（mos）”所包含的两种意义：其一是指“习俗（custom）”，其二是指“自然的”或者“近似自然的行动倾向”。在拉丁语中，这两种意义用同一个字表达；在希腊文中则有分别——与拉丁语的“mos”相近的是希腊字“mthos”。德性之行动都出于“选择”，而“选择”显然是“欲望”部分的行动，所以，只有涉及“欲望”方面的德性才是“道德德性”。
 
[51]



人除了有“道德德性”，还有“理智德性”，二者有所区别。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性德性（human virtue）”促使人行动从而成全人的“习性”。“人性行为”的原则只有两个：其一是“理智或理性（intellect or reason）”；其二是“欲望（appetite）”。因此，凡是人性的德性，必然是对此二者之一的成全——倘若是成全与人的善行有关的思辨性或者实践性理智，就是“理性德性（intellectual virtues，智性德性）”；倘若是成全欲望，便是“道德德性（moral virtues）”。所以，托马斯·阿奎那主张，人性德性有二：或是理智性的，或是道德性的。
 
[52]



托马斯·阿奎那强调，即使没有某些“理智德性”，也是能够有“道德德性”的——可以没有“智慧（wisdom）”、“知识（science）”和“技艺（art）”，但是不能没有“悟性（understanding，理解力）”与“审慎（prudence）”。然而，趋向于德性之善的自然倾向只是德性的一种开始，并非完善的德性。因此，如果没有正当理性的帮助使其合于正当目的的选择，这种德性之善的自然倾向愈强，所造成的结果就愈危险。托马斯举例：一匹瞎马跑得愈快，失足的可能性愈大，受伤也愈重。

因此，托马斯·阿奎那认为，“道德德性”不能如苏格拉底所言“等于正当理性”，也不像柏拉图所讲只是“合于正当理性（according to right reason）”，而应当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所说的，是“伴随着理性（joined with right reason）”的。
 
[53]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道德德性”，“审慎”之德也不能存在。这是因为，“审慎”不只是用以助人善于“决策”，也用以助人善于“判断”与“命令”。如果不排除妨碍“审慎”的判断与命令的欲望，就不能得其正。所以，“审慎”需要凭借“道德德性”。
 
[54]



除此之外，托马斯·阿奎那还指出，“人性行为”的第一原则是“理性”，其他任何原则都以不同的方式或多或少服从理性。人的“欲望”部分的能力即人的“自由意志”并非绝对地服从“理性”，而是具有违背和反抗的能力。为了能够行善，人的理性需要“理性德性”的禀赋，人的欲望能力也需要“道德德性”的禀赋。如同“理性”与“欲望”有别，“理性德性”与“道德德性”也有分别；正如欲望因为或多或少“分有”理性而成为人性行为的原则，“道德德性”也由于合于理性而具有“人性德性”的道理。
 
[55]



四 道德德性与激情（moral virtue and passion）

托马斯·阿奎那主张，“激情（passion）”是感官欲望（sensitive appetite）的一种“活动（movement）”。“道德德性”并非是一种活动，而是欲望活动的原则，它以“理性”为终点，是一种常指向善的“习性”。因此，“道德德性”不是“激情”。
 
[56]

 如果“激情”是指不正当的情感，那么有“道德德性”者不能有“激情”，或者不能情愿地赞同激情。斯多噶派认为，与理性冲突的任何情感都是“激情”。然而，如果“激情”是指感官欲望的任何活动，那么，就其受到理性的支配来看，有“道德德性”者则能够具有“激情”——德性并非意味着无动于衷。托马斯则认为，“德性”是在不该动情之时无动于衷。
 
[57]



从一定意义上讲，“道德德性”是灵魂的完善状态，而“悲伤（sorrow）”是心灵的一种疾病，因此，“道德德性”似乎难与悲伤并存。斯多噶派认为，贤哲心灵中有三种“美好的激情（eupathiae，good passions）”代替“三种烦乱之情（perturbations，three disturbances）”：以“渴望（desire）”代替“贪婪（covetousness）”，以“喜悦（joy）”代替“欢笑（mirth）”，以“谨慎（caution）”代替“畏惧（fear）”。在斯多噶派看来，“悲伤”只与不道德的人相伴，而与贤哲无关。

托马斯·阿奎那不同意这种观点。在托马斯看来，正如“道德德性”能够与其他受理性节制的“激情”并存，“道德德性”也能与“悲伤之情”并存——为了避恶，对于当悲伤者，人应当“有节制地悲伤（moderated sorrow）”。“悲伤妨碍那使人悲伤的行动，但有助于迅速实践逃避悲伤的行动。”
 
[58]

 托马斯主张，并非所有“道德德性”都与“激情”相关，而是有的与“激情”相关，有的与“行动”相关。
 
[59]

 德性愈完美，愈会产生“激情”。
 
[60]

 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合乎德性的行为会使得热爱德性的人感到快乐。
 
[61]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道德德性”有许多类别，并非只有一个。
 
[62]

 “行动（operation，动作）”与“激情”对于德性有两重关系：其一，“行动”及“激情”是德性的效果，在此关系之下，每个“道德德性”都会产生一定的善行，并且产生一些“快乐”或者“悲伤”。其二，“行动”是关乎“德性”的质料。在此关系下，关于“行动的德性”与“关于激情的德性”并非一样。因为行动的善恶由行动本身（对他人的关系）而非人的心情所决定——因此，正义及其相关德性是专门以行动为相关质料的德性。然而，另外有一些行动，其善恶只根据行动对于行动者的关系——这些行动的善恶要看行动者所怀的心情好坏——这样的德性必然主要关乎内心的情感，诸如“节制（temperance）”，“勇敢（fortitude）”等。

此外，托马斯·阿奎那还提到，在针对他人的行动方面，人有时会由于心情不当而破坏到德性之善——就其破坏的外在行为的关系来讲，其破坏的是“正义”；就其破坏的内心之情的关系来说，其破坏的是其他的“德性”。例如，一个人盛怒之下杀死一个无辜者，杀人者行为的不当之处在于违反“正义（justice）”原则，而其过分的愤怒违反的则是“温和（gentleness）”原则。
 
[63]

 然而，一切关于行动的“道德德性”都合乎“正义”，都是对他人的义务，只不过，由于各种义务不同而有所区别——有的是对平辈的、有的是对长辈的、有的是对小辈的；有的基于契约，有的则基于单方面的许诺，还有的是基于恩惠等。与此相一致，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信仰”是对上帝的“义务”，“虔敬”是对父母或者祖国的“义务”，“感激”则是对恩人的“义务”等。
 
[64]



因此，人具有不同的“激情”，同时也具有不同的“道德德性”。不同的机能产生不同的激情，有的属于“愤情（the irascible）”部分，有的则属于“欲情（the concupiscibel）”部分。关于“愤情”与“欲情”，托马斯在《神学大全》第1集问题80第2款中曾经指出，“感官欲望”是一种“共类（genus）”能力，即“肉体欲望”，它分为两个机能：“愤情”和“欲情”——灵魂用以单纯地倾向于适合于其感官的东西、逃避有害的东西的机能被称为“欲情”；动物用以抵抗侵犯者（侵犯其利益和带来灾难者）的能力被称为“愤情”。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属于不同机能的各种“激情”属于不同的“德性”。
 
[65]

 因此，关于不同机能的对象的差别，往往造成德性的不同类别。根据“质料”的不同、“激情”的不同以及“对象”的不同，托马斯·阿奎那列出十种“道德德性”：“勇敢（fortitude）”、“节制（temperance）”、“慷慨（liberality）”、“大气（magnificence）”、“宽宏大量（magnanimity）”、“自重（philotimia）”、“温和（gentleness）”、“友善（friendship）”、“忠诚（truthfulness）”和“风趣（eutrapelia）”。另外，托马斯·阿奎那还加上了关于行动的“正义（justice）”之德，因此，共有十一种“道德德性”。
 
[66]



五 枢德（virtutes cardinals；cardinal virtue）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需要有正当欲望的德性被称为“主要的德性（principal virtues）”即“枢德（cardinal virtue）”。这类德性属于“道德德性”。
 
[67]

 根据德性的“形式原则（formal principles）”，托马斯强调四种枢德：“审慎（prudence）”、“正义（justic）”、“节制（temperance）”、“勇敢（fortitude，刚毅）”。

对于这四个德性，可由两个方面去看：其一，从共同的形式原则方面——之所以称其为“枢德”即“主要德性”，意即遍及一切德性。托马斯·阿奎那举例：凡成全理性之善的德性都称为“审慎”；凡在行为中成全正当与义务之善的德性都称为“正义”；凡抑制情欲的德性都称为“节制”；凡使人心神坚定、不受情欲动摇的德性都称为“勇敢”。而其他德性都包括在上述四种德性当中。
 
[68]

 其二，从各种质料方面看——之所以称其为“枢德”即“主要德性”，乃是因为它们与“质料”相关。托马斯认为，“审慎”是为发布命令的；“正义”是关于平等者之间的义务的；“节制”是为抑制触觉性的贪欲的；“勇敢”是为了面对生命之险的。
 
[69]

 如果从主体的角度来讲，与上述四枢德相对有四个主体：“本然地”具有理性者靠“审慎”来成全；借助于“分有”而具有理性者共有三个：意志——正义的主体；欲望——节制的主体；愤情——勇敢的主体。
 
[70]

 由于上述四枢德对象不同，因而是不同的“习性”。
 
[71]



不仅如此，托马斯·阿奎那还更进一步地将“枢德”划分为“社会政治性的（virtutes politicae，social virtue）”、“净化性的（virtutes purgatoriae；perfect virtues，完善的德性）”、“纯净心灵性的（virtutes purgati animi，perfecting virtues，完善中的德性）”以及“典范性的（virtutes exemplars，exemplar virtues）”等四大类。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正如上帝是“先在于万物的存在（pre-exist）”，人性德性的典范必须“先于上帝（pre-exist in God）”。就“德性”作为原初存在于上帝的品性而言，它被称为“典范性的德性”。也就是说，上帝的“神圣精神（Divine Mind）”被称为“审慎”；上帝的“节制”表现为其对自己专心一志，而人的“节制”则在于使“欲望合于理性”；上帝的“勇敢”即是其“不变性（unchangeableness）”；上帝的“正义”则是上帝在行动中常遵循“永恒的法律（Eternal Law）”。
 
[72]

 相较于上帝，人天生是社会及政治性的动物，表现为在社会政治存在中的社会政治性的德性，人借此而处理人世间的事务。托马斯认为，在“人性的社会政治性德性”与“上帝的典范德性”之间还另外存在着“居中的德性”，它指的是向“上帝典范性德性”过渡的德性——这些德性即“净化性德性”。就此而言，“审慎”即是将思想专注于天堂之事，并且因此而轻视尘世的事物；“节制”即尽天性而放弃肉身的需要；“勇敢”使灵魂不怕离开肉身而接近天堂之事；“正义”则在于全身心赞同这种生活方式。此外，在托马斯看来，有些德性属于那些与上帝相似的人，这样的德性被称为“纯净心灵的德性”——就此而言，“审慎”是指只观天上之事；“节制”在于不知尘世的欲望；“勇敢”在于不知情欲；“正义”在于效法并相伴于上天的事——托马斯认为，这些德性属于天堂之上的幸福者以及生活在现世的一些非常完善的人。
 
[73]



人有两种幸福，第一种是适于人的“天性”的幸福，即依靠人之天性获得；另一种幸福则超出人的天性，人只有依靠“分有”上帝之德才能达到。显然，后一种幸福超出了人的天性，为此，人必须借助上帝赏赐给人一些原则，从而使人指向“超出人之天性的（supernaturalis，supernatural，超性的）”幸福——这些原则即为“神学德性（theological virtues，又称‘指向上帝之德’）”。“神学德性”以上帝为对象，并以《圣经》启示昭示人。
 
[74]

 托马斯认为，神学德性的对象是作为万物最终目的的上帝，它超出人的理性所及范围。而审慎和道德德性的对象，则是人的理性所能理解的。因此，“神学德性”（指向上帝之德）不同于审慎和道德德性。
 
[75]



神学德性指向超性（超出人的天性）的幸福，就好比自然倾向（natural inclination）指向自然目的。托马斯·阿奎那指出，“自然倾向”有两层意思：第一，是由于理性或者理智——理智含有第一普遍原理，因理智的自然光照而被我们认知；无论在知识还是在行动方面，理性都是以这些原理为根据。第二，由于正直的意志，意志自然趋向于理性之善。因此，为了使人指向超性的目的，一方面，在理智方面，人需要依靠上帝的光照而领悟一些超性原理。另一方面，应当使意志指向那个目的：使意向视此目的为能够达到者而求之——“望德（hope）”的指向；使意志以与上帝精神结合的方式趋向那个目的——“爱德（charity）”的指向。
 
[76]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万物之欲望自然倾向于与其天性相合的目的。对于同一个主体的生长等级来讲，“质料”先于“形式”，“不完美者”先于“完美者”。因此在行动上表现为“信德（faith）”先于“望德（hope）”和“爱德（charity）”。由于欲望的活动，如果不是由感官或者理智先知觉到一个东西，就不能以“希望（望德）”或者“爱（爱德）”指向这个东西。理智根据“信德”认知其所“希望”和“爱慕”者。因此，“信德”先于“望德”与“爱德”。同样，一个人如果对某事物抱有“希望”，便会开始“爱”这个东西。“望德”的行动先于“爱德”的行动。然而，从完善性的角度来讲，“爱德”先于“信德”与“望德”——“信德”与“望德”都受“爱德”的鼓励并因此而成为完善的“德性”。托马斯认为，“爱德”是诸德之本，是一切“德性”的形式。
 
[77]



六 德性的来源（the cause of virtues）

“德性”是合乎“人性行为”的“能力”及“倾向”。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德性”有“理智德性”、“道德德性”和“神学德性”之分，那么，“德性”来自何处？它是否来自“天性”？是否有的“德性”来自行为“习惯”？有些“道德德性”是灌输的吗？来自行为习惯的德性与灌输之德性是否一样呢？

关于“德性”与“知识”的产生，托马斯·阿奎那首先列举了三种不同的观点：柏拉图认为，所有的德性及知识原本就已经自然地内在于人的灵魂之中，人的肉体则成为造成德性与知识疑障的原因。借助于训练与学习，德性与知识的疑障会被逐渐地消除，正如铁一经摩擦便现出光泽一样。
 
[78]

 阿维森那主张，德性与知识全部来自外部，是由于“主动理智（intelligentia agens，active intellect）”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对知识与德性的倾向或相适性来自人的“天性”，即人天生追求德性与知识，只不过，其完善性并非得于天性。托马斯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一事物被称为“自然（天性；本性）”有两种方式：其一出于殊种（species，种）的天性；其二是出于个体的天性。由于形式决定类别，质料决定个体——人的形式是具有理性的灵魂，其质料则是身体。因此，就“种”的“自然性”来讲，人是具有理性的灵魂；就“个体”的“自然性”来说，人是基于身体原有素质的自然人。就此而言，托马斯认为，在人的理性中，自然就具备一些关于知识与行为的原则，它们就如同理智与道德德性的幼苗。人自然明了这些原则，因此，人的意志中自发地对合于理性之善具有一种自然的欲望。就个体的“天性”来看，人在体质上对某些德性的禀赋有好有坏——有的人自然地适于“学识”；有的人适于“勇敢”；有的人则适于“节制”。因此，人自然地具有“德性倾向”，而非自然地具有“完美的德性”。
 
[79]



既然德性是人针对“善”的完善，那么，人的善就有标准可循。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善”的标准有两个，其一是人的理性，其二是上帝的法律。
 
[80]

 其中，受人的理性标准制约的向善的德性产生于“人性行为”即“伦理行为”，因为“人性行为”是出于理性，而这样的一类善是基于理性的能力及标准。使人指向由上帝的法律支配的善的德性则不能从人之行动中产生，而只能来自上帝。
 
[81]

 与此相应，托马斯认为，由人的行动所获得的一切理智与道德德性都出于某些“先在的自然原则（certain natural principles pre-existing in us）”。为了使人走向“超性的目的（supernatural end）”，上帝将神学德性“馈赠（bestows on）”予人，以代替自然原则，并与上帝之德相一致。
 
[82]



另一方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从欲望方面来讲，由人的理性所立的准则与由上帝所立的准则有所不同。例如，以饮食而言，人的理性原则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无害、对理性的活动无碍。然而，如果根据上帝的法律，人必须借助于节制饮食而“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83]

 。因此，源于上帝法律的“节制”之德性与源于人的行为习惯的“节制”之德是不同类的。其他德性也是同理。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指出，国家的政体不同，公民的德性便也不同。托马斯·阿奎那据此指出，上帝赠予人的道德德性与人在现实社会中习得的德性不同——前者使人成为“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84]

 。后者则使人善于处理人间的事物。
 
[85]



七 德性的特征（property）

关于德性的特征这个问题，托马斯·阿奎那主要从“德性的中道（the mean of virtue，德性的执中）”、“德性间的联系（the connection between virtues）”、“德性的等级（equality of virtue）”、“德性的持续（the duration of virtues）”等方面展开论证。

德性的性质是使人向善。“道德德性”之善在于与理性的标准相等，是在“过（excess）”与“不及（deficiency）”之间——所谓“中道（the mean，执中）”即是“相等（equality）”或者“相符（conformity）”的点。因此，“道德德性（moral virtue）”在于“中道（the mean，执中）”。
 
[86]

 所谓“执中”即合于正当的理性。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有时候，理性的“中点”也是事物的“中点”，这时，“道德德性的中点”也因此必然是“事物的中点”。
 
[87]

 不仅如此，在托马斯看来，“理智性德性”也指向善，其善也是真。相较而言，“道德德性”的中点即“审慎”的中点，亦即理性的正当性。可是，“审慎”的中点是规范和度量，而“道德德性”的中点是被规范和被度量者。两方面的过与不及，也有类似的不一样的情况。
 
[88]



德性的“中点”在于与其规范或标准相符。“神学德性”的标准有二：其一是根据德性的本性，即以上帝为标准——“信德”以天主的真理为标准；“爱德”以其神圣之善为标准；“望德”以其全能和慈悲为标准。由于这样的标准超出人的能力，因此，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永远不能爱上帝爱到其应被爱的程度——正是由于人们信仰并寄望于其应到的程度，人对上帝的爱才不可能达及过分的程度。所以，这种德性之善不在于“执中”——而是越能接近终极点（上帝）越好。虽然，人不能对上帝做到应做的程度，却可以依据自身的条件去“信仰”上帝、“希望”上帝、“爱”上帝，就此而言，“神学德性”也能具有“中点”和“终极点”——这是神学德性的另一种标准。
 
[89]



对于“德性间的联系”，托马斯·阿奎那认为，“道德德性”彼此间有联系。
 
[90]

 因此，没有“爱德”就不能具有上帝赠予的“审慎”之德，也不能具有离不开“机智”的其他“道德德性”。
 
[91]

 另一方面，一切“道德德性”都与“爱德”一起由上帝所“赠予”，赠予的“道德德性”不只因“审慎”而彼此有联系，也因“爱德”而彼此相连。所以，人一旦由于大罪而失去了“爱德”，也就同时失去了一切来自上帝赠予的“道德德性”。
 
[92]

 如果没有“爱德”，虽然可以有一些“信德”与“望德”，却不能有完美的“信德”与“望德”。就此而言，托马斯指出，没有“爱德”的“信德”是不完美的信德。
 
[93]

 托马斯强调，“爱德”不只是指对上帝的“爱情”，也指与上帝的“友谊”——与上帝的“合而为一”
 
[94]

 ，是一种亲密交往，在现世因“恩宠”而开始，在来世因获得“荣光”而完成，其中由“信德”与“望德”维持。所以，如果没有“信德”与“望德”，绝对不可能有“爱德”产生。
 
[95]



对于“德性的等级”，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德性的大小可由两方面去看，一方面是根据德性本身，另一方面是根据具有德性的主体。从德性本身来讲，德性的大小在于其所关涉的范围；从具有德性之主体的角度看，德性的大小或者根据同一人在不同的时期来讲，或者根据不同的人来讲。
 
[96]

 如果一个人在各个德性方面都强于他人，究其原因，托马斯认为，或者是由于其“审慎”之德过人，或者由于其“爱德”过人，后者构成所有上帝赐予之德性的联系。如果一个圣人在某德性上特别为人所称道，而别的圣人则在别的德性上特别受到表扬，那么，这是由于他们各自擅长履行不同德性方面的事情的缘故。
 
[97]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德性由对象取得类别。
 
[98]

 那么，具有较高贵之对象的德性相较而言就会比较高贵。托马斯认为，由于“理性”所领悟的是事物之普遍性，而“欲望”所指向的则是个别存在的事物，因此，理性的对象比欲望的对象高贵。就此而言，成全理性的“理性德性”比成全欲望的“道德德性”更加高贵。
 
[99]

 然而，如果从“行为（act）”的角度来看德性，托马斯认为，由于成全欲望的“道德德性”推动其他机能，更将合德性作为行动之本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德性”更显高贵。托马斯强调，一个人被称为“善（good）”的根据在于其“道德德性”，而非“理智德性”。
 
[100]



托马斯·阿奎那分别强调了“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中较高的德性。亚里士多德赞赏一句谚语：“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
 
[101]

 为此，托马斯指出，由于“正义（justice，公正）”离理性较近，因而是道德德性中较高的德性。托马斯从“主体”与“对象”两个方面阐释这一主张：从主体方面来讲，正义的主体是“意志”，而意志是具有理性的“欲望”。
 
[102]

 从对象（质料）方面来讲，“正义”关乎行动，它同时涉及人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关系。
 
[103]

 托马斯指出，“智慧（wisdom）”在理智德性中最高。这是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开篇中的主张，“智慧”探究最高的原因——上帝，而以原因来判断效果即以较高的原因判断较低的原因。因此，“智慧”能判断一切其他的理智性德性，能够如同德性的建筑师般指导其他的德性。
 
[104]



托马斯·阿奎那主张，德性的大小之分要根据其对象来看。
 
[105]

 “神学德性（theological virtues）”中的三个主要德性“信德（faith）”、“望德（hope）”和“爱德（charity）”都是指向上帝，即以上帝为对象。那么，如果仅以对象作为标准来区分三者的大小，显然无从下手。为此，托马斯提出，“神学德性”中三个德性的大小不能以对象为根据，而要根据离对象的远近来比较。由于“信德”是针对未见者，“望德”是针对未持有者——两者都与对象存在一定的距离。而“爱德”却是关于已经拥有者——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被爱者”在“爱者”之内，“爱者”也由于情感趋向于与“被爱者”结合。因此，“爱德”大于“信德”与“望德”。
 
[106]



第三节 恶习与罪

托马斯·阿奎那主张，“习性”是“人性行为”的内在原则，
 
[107]

 它以“善恶”来区分
 
[108]

 ——善的习性即“德性”；
 
[109]

 恶的习性即“恶习（vitium，vices）”或者“罪行（peccatum，hetat，sins，罪）”。
 
[110]

 “恶习”一词的拉丁语是“vitium”，原义为“背叛”、“冒犯”、“玷污”和“不完全”。“罪”一词的拉丁语是“peccatum”，原义为“罪恶”。此外，“罪”这个词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希伯来语词源，这个来源就是希伯来语“hetat”，它来自动词“hata”，含义是“失败”、“迷路”和“没有打中目标”。事实上，“罪”这个词是《圣经·旧约》常用语词，它在其中出现多达300次。

在《圣经·旧约》中，“罪”的含义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中，“狭义”的罪主要包括如下三类：第一，指宗教上的罪。凡是属于崇拜偶像、祭奠假神的行为都是最大的“罪”。以色列民族最早的一次“集体犯罪”事件是他们在出走埃及的途中敬拜了亚伦擅自铸造的金牛犊，他们围着它唱歌和跳舞，以此表达心中的敬拜。这件事情招致了摩西怒碎法版、毁掉金牛犊以及严厉谴斥百姓“犯了大罪”。
 
[111]

 此外，与宗教敬神有关的较为突出的罪还有：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112]

 。第二，指伦理道德和品质上的罪。例如：大卫王霸占属下乌利亚的妻拔示巴，犯了奸淫谋杀罪，遭到先知拿单的谴责。大卫于是祈求上帝饶恕：“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
 
[113]

 再例如：祭司以利的两个不肖儿子贪财枉法，私取祭肉，甚至在幕门前奸淫妇女。《圣经》认为，“如此二少年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
 
[114]

 第三，指众多行为品德上的罪，如骄傲、说谎、咒骂人、愚蠢行事、与异族人通婚等。例如：“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
 
[115]

 “嘴里的言语，并咒骂虚谎的话是‘口中的罪’。”
 
[116]

 可见，《旧约》中狭义的“罪”涵盖“触犯宗教教义”与“违背道德伦理”两个方面。“摩西十诫”中前四条讲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后六条讲的是人际间的道德伦理关系，触犯了其中任何一条都是违犯上帝的诫命，即犯了“罪”。

《圣经·旧约》中广义的“罪”不仅是触犯刑法，还包括没有目标的行为、无意义的行为、失误的行为等——这个含义来自希伯来文动词“hata”的最初意义——“没打中目标”。广义的“罪”的含义从两个方面向世人提供启示：其一，人生活在世，如果没有人生目标，终日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甚至醉生梦死，就是犯“罪”；其二，在社会群体生活中，公认的行为规范即是人必须遵守的准则，如果违背这些行为规范，就是广义上的犯“罪”。

一 恶习与罪（vice and sin）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与“德性”相反有三个结果：其一是“罪（sin）”，它与德性的指向相反——如果“德性”是指正当的行为，那么，“罪”就是指不正当的行动。其二，从后果角度讲，倘若“德性”是一种善，与此相反者就是“罪恶（malitia，malice）”。如果说“德性”的本质表现为其直接地包含主体合于天性的禀赋，那么，与德性之本质相反的就是“恶习（vice）”——它并非按照天性而禀赋。

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第3卷第 14章中提出：如果我们看到有欠于天性的完美，则可称之为“恶习（vice）”。托马斯·阿奎那同意奥古斯丁的这一观点。从本质上讲，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的“恶习”即“自然的缺陷”，它与“德性”相反。
 
[117]

 不仅如此，由于人是凭借其理性灵魂而成为人，那么，合于理性即合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天性；违反理性即违反人之所以为人的天性。就此而言，人之善在于合于理性，人之恶在于违反理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中道（mesotees，moderation，执中）”理论，“德性”被视为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品质，它接受理性的规定。
 
[118]

 托马斯·阿奎那据此指出，由于“德性”合于理性因而合于人的天性；而正是由于“恶习”违反理性才违反人的天性。
 
[119]



那么，“恶习（vice）”与“恶行（vice act）”可否进行比较，从而知道二者之中哪一个更坏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习性（a habit）”居于“能力（power）”与“行为（act，行动）”之间。“行善”比“能够行善”好；“作恶”比“能够作恶”更可耻，因此，行为（行动）甚于能力。“习性”是倾向于善或恶的行动——而正是基于行动之善恶才被称为“善”或者“恶”，习性之善恶高于能力，但低于行为（行动）。行为（行动）的善恶高于习性的善恶。
 
[120]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罪”与“德性”的关系就如“恶的行为”与“好的习性”的关系。
 
[121]

 人虽然具有“习性”，却有可能（可以）不加以运用，或者实施根本相反的行为。因此，有德性者也有可能去犯罪。托马斯认为，如果有德性者的犯罪行为只是一次，它不可能从本质上腐化德性，这是因为，人的一次行为不可能产生德性也不能消减德性。
 
[122]

 然而，如果从犯罪的行为与诸德之原因的关系来讲，由于“爱德”是上帝赐予的德性之源，而每一个“大罪（mortal sin）”都与“爱德”相反，那么，“一个犯罪行为（a sinful act）”的确也是有可能足够消减一部分人的德性的。

除了“爱德”之外，“信德”与“望德”虽在人的“大罪”后仍然保存，却已经变成“死的（informis，unquickened，非活跃的）”，因而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德性”。至于可赎的“小罪（venial sin）”，其与“爱德”既不相反也不排斥。至于“修炼的德性（acquired virtues）”，其一旦获得便不可能由一个犯罪行为所消减。所以，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大罪”不能与“被赐予之德性（诸如信德、望德、爱德）”并存，却能与修炼的德性并存；相较而言，小罪却能够与赐予性德性并存，也能够与修炼的德性并存。
 
[123]



那么，是不是每一个罪都必然包含一个行动呢？托马斯·阿奎那以“失职之罪（sin of omission）”为例指出，判断一个事物应该根据本然而非偶然。“罪”是由于“做不当做者（doing what he ought not）”，或者“不做当做者（not doing what he ought）”。
 
[124]

 它可能没有行动——失职之罪与积极的命令相反，后者常包含有责任，而这种责任却不必时时遵守。因此，只有在积极的命令驱使时，“不行动”才是“犯罪”。
 
[125]



“罪”是恶的人性行为，
 
[126]

 而人性行为即情愿的行为，是伦理行为——生于人之意志的行为。人性行为之所以恶，乃是由于不遵守善的“法则（rule）”——恶是善的缺乏。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人的意志有“两个法则（two rules）”：其一是较近且同性质的，即“人的理性（human reason）”；其二是“首要法则（the first rule）”，即“永恒法（the eternal law）”，它好比上帝的理性。托马斯同意奥古斯丁的观点，主张将“欲念及言行（word，deed，or desire）”视为罪的“质料”部分，而将“违反永恒法（contrary to the eternal law）”视为罪的“形式”部分。通常情况下，神学家主要将“罪”视为冒犯上帝；伦理学家主要将“罪”视为违反理性。托马斯认为，奥古斯丁将“罪”定义为“违反永恒法律的欲念及言行”。
 
[127]

 其中，用“违反永恒法”比用“违反理性”更恰当，因为它顾及了超出人之理性的因素，例如，关于“信德”之事，人受“永恒法”的管制。
 
[128]



二 罪的分类（the distinction of sin）

根据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罪”的成因有二：其一是情愿的行动；其二是行动的失范（违反“永恒法”）。前者（情愿的行动）对于犯罪者来讲是本然的关系——犯罪者决意就某事而完成其情愿的行动；后者（行为失范）对犯罪者之意图是偶然的关系——正常情况下，因为没有人为了作恶而作恶。事物是根据本然者取得类别。就此而言，托马斯认为，“罪”的分类应当根据“情愿行动（voluntary acts）”而非“罪的失当（the inordinateness inherent to sin）”。
 
[129]

 由于“情愿行动”是根据对象来加以区分，因此，严格来讲，“罪”也是根据“对象”来分类的。

如果说“罪”由对象取得类别，那么，从一定意义上讲，“罪”在于不正当地追求某种“易变之善（mutable good）”的“欲望（desire）”，以及得到所要求之对象后的“无节制的满足（inordinate pleasure）”。
 
[130]

 托马斯·阿奎那将“享乐”区分为两重意义：
 
[131]

 其一是灵魂上的，它在知觉到所欲望的事物时完成，也可以称之为“精神上的享乐”。例如，一个人在得到他人称赞时感到快乐和满足，这种快乐与满足就是灵魂意义上的。“享乐”的另一重意义来自身体，依靠身体的接触而得到，这是一种自然的、肉体欲望意义上的满足与快乐。托马斯指出，“精神性的罪”即产生精神快乐之“罪”——例如贪食；“肉体的罪”即产生肉体快乐的“罪”——例如邪淫。二者统称为肉体与心灵上的污垢。从一定意义上讲，对象即是目的。说人的“罪”由对象取得类别，实际上也就是说人的“罪”是由“目的”取得类别，因为“目的”是意志的对象。例如：由于不正当的“畏惧”，人可能去偷窃、打人甚至杀人。
 
[132]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通常受到“三重秩序（three orders）”的规范：其一是“理性的法则（the rule of reason）”。无论是人的“行动（actions）”还是人的“激情（passions）”都应当合于理性的规范。其二是“上帝神圣法律的法则（the rule of the Divine law）”。人在所有方面都应当领受上帝之法律的管制。其三即是“规范人与人共同生活关系的规范”。托马斯认为，第三重关系是人天生作为政治性的和社会性的动物而区别于其他动物所独享的秩序。
 
[133]

 在以上三种秩序中，“上帝的秩序”包含“理性的秩序”；“理性的秩序”包含“规范人与人共同生活的秩序”。然而，有时，理性所规范的只是关于自己的事，而非关乎他人——人如果在此方面犯罪，就是“冒犯自己之罪”，诸如“贪婪”、“淫邪”、“奢侈”等；如果人在关系到他人的事情上犯罪，就是“冒犯他人的罪”，诸如“偷窃”、“杀人”等。因此，托马斯强调，人对上帝、对他人和对自己，分别担负着不同的责任。“罪”源于不正当（不合秩序）的行动，根据“罪”的对象，可将“罪”分为不同的类别，与此相反的“德性”，也相应地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神学德性”是关于上帝的，“节制”与“勇敢”是关于自己的，而“正义”则是关于他人的。
 
[134]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处罚上的差别可以随着“罪”的不同类别而有不同的划分，却不构成“罪”的类别。
 
[135]

 以“妄动之罪（peccatum commissionis，sins of commission）”与“失职之罪（peccatum omissionis，sins of omission）”为例，托马斯认为，所谓“罪的种类之别”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质料”上；其二是“形式”上。前者指罪恶的行动的自然类别；后者是指行动与其目的（对象）的关系。有的行为虽然在质料上类别不同，却属于同一形式，因为是指向同一目的——例如绞死、以石头击死、刺死等，虽然其自然类别各异，却都属于“杀人（置人于死地）”的类别。因此，如果从质料的角度看“失职之罪”与“妄动之罪”的类别，二者显然不同类。可是，如果从形式的角度来看二者的类别，则似乎不存在种类上的差别，因为它们的“目的”相同，且是出于同一动机。托马斯指出，万物的否定都是以某种肯定为基础，肯定就如同否定的原因——就此而言，火发出热与不释放冷是一个道理。
 
[136]



“罪”可以由“心理（思想）”开始，然后通过“言语”表达出来，最后由“行为”来完成，而这三件事是出于同一个“动机”。因此，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此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类别。
 
[137]

 然而，由于“过（excess）”而犯罪和由于“不及（deficiency）”而犯罪的区别显然在于动机的不同——两种情况下的动机相反。因此，这样的罪不仅类别不同，而且相互对立。就此而言，托马斯认为，同一主体有可能在不同的方面表现出相反的品质，例如，一个人有可能在不同的事情上表现出一方面奢侈、一方面吝啬的特征。
 
[138]

 不过，有时，各种情况的不当也有可能来自同一个动机，例如，吝啬者取所不当取者、取于不当之处、所取者多于当取者等不当情况，显然都是出于同一动机——贪婪的欲望。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这时，各种情况下的“失当”并不构成“不同类别的罪”，而是属于“同一类别的罪”。另一方面，一旦各种情况的“失当”是来自不同的动机，那么，不同的情况也会造成不同类别的“罪”。
 
[139]



三 罪的比较（comparison of one sin with another）

托马斯·阿奎那强调，一切德性的意向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即“理性的法则（the rule of reason）”。“审慎（prudence）”即德性行为的理性。
 
[140]

 可是，犯罪者追求的是“可欲之善（appetible good）”，“罪”也因此而有分别——犯罪者相去理性所要求的善各不相同，彼此没有必然联系，有时还会彼此相反。因此，“罪”彼此间似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不像德性之“从多到一（from many to the one）”而且彼此相关，犯罪则是“离开一而走向多（forsaking the one for the many）”。
 
[141]

 托马斯以“爱”为例来阐释其中的意义：对上帝的爱是凝聚性的——这种爱能够使人的情感由“多”而集中于“一”，因此，从对于上帝之爱所产生的德性彼此相连。相比而言，人对自己的爱则会分散自己的情感——使其指向不同的目标。因此，托马斯认为，从爱自己而生的“恶习”与“罪”彼此间没有关联。
 
[142]

 所以，“罪”并非都是相等的。

斯多噶学派曾主张从“欠缺（privation，缺乏）”的角度去看“罪”——罪背离正理（recta ratio）即“欠缺”正理，因此，他们认为，“欠缺（缺乏）”不分等级，但“罪”是相等的。托马斯·阿奎那更加细致地思考这个问题，他将“欠缺（缺乏）”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纯粹与绝对意义上的欠缺，这样的欠缺没有多寡之别，因为在这样一种纯粹与绝对意义上，再没有相反于这种“欠缺（缺乏）”的“实在”得以存留下来——例如：就“生命结束”这种绝对意义而言，一个人“死一天”与“死一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与此相区别，托马斯指出，“欠缺（缺乏）”的另一种意义是“非绝对”意义上的，从根本上保留了一些相反的“实在”——例如：一个人生病是缺乏足够的健康，但也并非完全失去身体的健康（仍有保留），否则就失去了生命。那么，这种所留存的相反于“致人生病”的“非健康”的“健康”即“实在”的“欠缺”即“罪”则可以有多寡之别。所以，托马斯认为，无论如何，“罪”的轻重与主体“离开理性（rectitude of reason）”的多寡有关。
 
[143]



“罪”不仅有“多寡”之别，而且有“轻重”的区分。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如果说到罪的轻重，则因对象而异。德性之善在于人性行为适合理性的法则，因此，违背理性层次中较高原则的罪就是较严重的罪。
 
[144]

 人的行动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就此而言，行动的目标与人所达及的目的是一致的，那么，罪的轻重便可以根据行动目标的差别而做出划分。托马斯认为，一方面，比较重的罪是与比较大的德性相反的罪，最大的罪直接地与最大的德性相反。另一方面，就如同越是健康之人就越有可能以自身之抵抗力将其身体的小病排除一样，人的德性愈大，就愈有可能抑制小罪的发生——因此，就作用而言，越是小的罪越是与较大的德性相反。
 
[145]



为此，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在同样的条件下，精神上的罪比其他方面（肉欲方面）的罪严重。理由有三：第一，从“主体”方面来看。归向与背离上帝都由精神所决定。第二，从罪本身所冒犯的“对象”方面来看。肉欲方面的罪冒犯的是自己的身体；精神上的罪冒犯的则是上帝以及他人。第三，从“动机（motive）”方面来看，相较于“蓄意犯罪”的严重性，“冲动犯罪”较轻，因此，托马斯认为，犯罪的“冲动（impulse）”愈强，人所获之罪（相较于蓄意犯罪来讲）愈轻，而肉欲方面的罪中包含的冲动力较强。
 
[146]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托马斯的意思并非提倡冲动犯罪，而完全是为了从区分罪轻重的角度论证问题。当然，冲动有时也可以导致更严重的罪，比如“过激杀人罪”。

无论如何，“罪”的轻重还是要看致罪的原因。托马斯认·阿奎那为，致罪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直接的本然的原因，即犯罪的意志。《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第18节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其中所表达的就是“意志”与“罪行”的关系——犯罪的意志愈强，罪便愈严重——这可以被视为罪的“内在”原因。除此之外，“罪”的原因似乎还有“外在”的——诱导犯罪，如“愚昧（ignorance）”、“软弱（weakness）”、“暴力（violence）”或者“恐惧（fear）”等，都因其减少情愿成分而减轻罪。如果行动完全不是情愿，则无罪可言。
 
[147]



此外，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在行动时如果不遵守必要的事实，即背离理性的法则，也就是说，“事实（circumstance，境遇）”上的缺点也会造成并且加重罪。它包括三种情况：其一，事实会改变罪的类别。例如，奸淫孕妇与奸淫非孕妇女的后果不尽同，奸淫孕妇比奸淫非孕妇女的性质似乎更加严重，因为前者所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其二，增多罪的理由。例如，喜欢浪费的人在不恰当的时间随意送人财物，并且将财物送给不应当送给的人，这种情况比其只给予不当给的人的罪虽属于同类，“罪”的理由却增加了，因此，这样的罪比较严重。其三，通过增加由别的条件而来的恶而加重罪。例如，窃取他人财物属于偷盗，即使“偷盗”这一行为可以完全决定偷盗者行为的“恶”的性质，而窃取多少这个“量”本身并不决定行为的善恶性质，可是，如果偷盗的是他人的巨额财物，那么，其所犯的“罪”还是比偷盗少量东西严重得多。
 
[148]

 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其主要原因是偷盗他人巨额财物之罪所带来的“危害（harm）”比较严重。
 
[149]



如果从受冒犯者的身份来看罪的轻重，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性行为的主要目的指向上帝、自己以及他人，这三个目的有等级的差别，因此，可以根据这三种目的来判断受冒犯者的身份与罪轻重的关系。冒犯上帝之罪当然最严重。即使是冒犯与上帝关系密切的人，无论是违背德性还是违背职位，其罪也都是比较严重的。从个人方面讲，托马斯认为，受冒犯者与自己的关系愈是密切，冒犯之罪愈加严重。从他人方面讲，所冒犯的人愈多，罪也愈重。冒犯公职人员比冒犯一个平常百姓更加严重，因为公职人员所代表的是大众的利益。
 
[150]

 显然，托马斯的这一思想与《圣经·出埃及记》第22章第28节中的思想“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的思想是一致的。在此，没有必要分析与论证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是否体现其强烈的“等级观念”或者“尊卑思想”，我们的目的在于理解他对于“罪”所可能引发的“害处”的严重性的思考，以及由此出发对不同的“罪”的比较。更重要的是，托马斯指出，如果杰出的人犯罪，会使罪更加严重，因此，杰出的人并非因其优点而受损——上帝会因其“罪”而严厉惩罚他们，不是由于其“具备”杰出的优点，而是由于他们“滥用”其优点。
 
[151]

 显然，托马斯的这一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可以为我们反思现代社会“权力犯罪”及其相关问题提供有益的帮助。

四 罪的主体（the subject of sin）

托马斯·阿奎那将“意志”视为“罪”的主体。“罪”是一种行动，它以“意志”为主体，因为“意志”是“理性意欲”，是“情愿的原则”，也是“罪”的根本。
 
[152]

 然而，并非只有“意志”才能够成为“罪”的主体。托马斯认为，凡是能够受“意志”推动而行动，或者受“意志”抑制其行动的能力，都可能是“罪”的主体。
 
[153]

 受意志推动即是“情愿”，托马斯认为，凡是情愿且不合理的行动的能力都会产生罪。“感官享受（sensuality）”是人与禽兽所共有的能力，不同之处在于，人的感官享受能力与人的“理性”相关，而禽兽则不具备。例如，人在感官部分有“思量能力（cogitative，cogitation，深思熟虑）”和“记忆”能力，而禽兽却不曾有，因此，人的感官享受能力高于禽兽的感官享受能力——这是天生所具有的差别。所以，人的感官享受能力依其天性应当服从理性，如果出现背离理性的情况，则可以产生“罪”。
 
[154]

 从根本上说，“死罪”更不可能由感官享受所致，只能是在理性上找原因。
 
[155]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每个“罪”都根源于行为。理性的行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针对其本有对象的行为，这是认知真理。理性的另一种行为是指其指导其他机能的行为。理性在这两个方面一旦出错，都能产生“罪”。
 
[156]

 托马斯认为，理性在指导内心情欲时可能发生两种错误：一种是促进不正当的情绪的行动，例如，人蓄意发怒。另一种错误在于不抑制情欲的冲动，例如，人原本已经发现某种情欲的活动不当，却不立刻加以制止，反而仍然任凭其滞留与泛滥。托马斯·阿奎那称理性在指导人的内心情欲时发生的此两种错误为“姑息性享乐（delectation morose，morose delectation）”之罪。
 
[157]



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在人性行为方面，“快乐”激发行为，“行为（行动）”最后发生。因此，对行为的“同意”属于“高级理性（higher reason）”；关于快乐的先行判断则属于从事低级判断的“低级理性（lower reason）”。
 
[158]

 不过，由于低级之判断范围也从属于高级之判断的范围，因此，高级理性也能够判断快乐之事。
 
[159]

 既然同意快乐属于低级理性，不触及永恒之理或者永恒的法律，即不背离上帝的法律，而“死罪（mortal sin）”却是与上帝的法律直接相悖。那么，“同意快乐（consent to delectation）”到底是否属于“死罪”呢？托马斯指出，如果人在思考后决定让自己的情感顺从原本就是“死罪”之事，那么，他所犯的就是“死罪”。因此，“同意死罪的快乐”就是“死罪”。
 
[160]

 然而，托马斯·阿奎那又同时指出，有时，高级理性所同意的不当的行为与上帝的永恒之理没有关系，就如同小的罪行那样。也就是说，在高级理性同意于小罪行为时，并不与永恒之理相悖，因此它并非“死罪”，而是小罪。
 
[161]



五 罪的原因（the causes of sin）

按照托马斯·阿奎那的主张，“罪”是一种不正常的行动，因此，造成罪的原因来自行动的原因。如果意志离开理性或者上帝神圣法律的指导，放弃永恒之善而去追求“可朽之善（mutable good）”，那么，就会必然地产生罪恶的行动，偶然地产生行动的不当。
 
[162]

 托马斯认为，“罪”有两种内在原因：一种是近因，是理性与意志方面的原因；另一种原因是感官与欲望方面的。在托马斯看来，“罪”的原因是一种“外观的善（apparent good）”，它是一种欠缺正当意愿即缺乏理性、欠缺上帝之法律规范的动机，属于感官的知觉与欲望。“罪”的情愿行动靠意志完成，因此，意志的行动本身就构成“罪”。
 
[163]



显然，无论是“意志”、“理性”，还是“感官欲望”，都可能成为“罪”的内在原因。相应地，能够成为罪的外在原因的则是那些能否推动意志、理性和欲望的因素。然而，外在的因素不一定能推动理性和感官欲望，因此，外在的因素可以成为“引导犯罪”的必要原因，却并非充足的原因。足以致罪的原因只能在于“意志”。
 
[164]

 在此，托马斯·阿奎那分三个方面具体讨论了罪的内在原因：“愚昧（ignorance）”——理性方面的罪的原因；“软弱或者激情（weakness or passion）”——感官欲望方面的罪的原因；“恶意（malice，预谋）”——意志方面的罪的原因。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并非犯罪者的所有的“无知”都是罪的原因，只有那些与阻止罪行的知识有关的“无知（nescience）”才成为罪的原因。
 
[165]

 “愚昧”有别于“无知”，后者指单纯地没有知识；而愚昧是指知识欠缺，即欠缺那根据天性适合（应该）知道的关于事物的知识。
 
[166]

 因此，如果一个人该知道什么却由于疏忽而不知道，就是犯“罪”；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其无力知道的，这不算疏忽，因为这种愚昧是不可克服的，不是心甘情愿的，却是无力避免的，因此，这不叫做犯“罪”。托马斯·阿奎那强调，“不可克服的愚昧”都不是罪。那些“可以克服的愚昧”如果是关于一个人所应当知道的事，那就是“罪”，否则，就不是“罪”。
 
[167]

 因此，“愚昧”并非可以完全免除罪。
 
[168]

 不过，有时，“愚昧”却也可以减轻罪，因为人做某件事有时是因为没有认清这件事是致罪之事，并非是其意志直接地绝对地想要犯罪，而完全是偶然性地，其中“少有轻视成分（less contempt）”，因此，其罪也较轻。
 
[169]



从感官欲望方面来看“罪”的原因，托马斯·阿奎那指出，“感官欲望”不能直接地推动或者吸引意志，却能够以两种方式间接地对意志产生影响：第一种方式是“注意力分散（distraction）”。由于注意力分散的作用，“感官欲望”在任何“激情”上的加强都会减弱或者阻止理性欲望或意志活动。第二种方式是对意志对象（理性所知的善）的影响。一个人一旦被某种强烈的“激情”所控制，别人就很难使其摆脱，那么，受“激情”控制的这个人的理性判断就会不自觉地随从感官欲望，相应地，那跟随理性判断的意志也必然受到影响。
 
[170]



那么，“激情”是否会战胜“理性”，使理性最终背离其应有的认识呢？苏格拉底曾将美德与知识画上等号，亚里士多德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托马斯·阿奎那指出，理性在倾向于恶时常常会带有理性方面的“愚昧”与“错误”。《圣经》有言：“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
 
[171]

 可是，有时，许多人行恶却也是违背其所具有的知识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受两种知识的指导，其一是普遍的；其二是个别的。普遍知识本身非常确定，可是，由于人的行为关乎的是个别事情和个别之善，因此，主宰人之行为的不是普遍的知识，而是个别知识。所以，如果缺乏对个别事件的思考，“激情”就会使理性违背普遍性的知识。
 
[172]



理性是灵魂各部分的“控制力（ruling power）”。灵魂各部分的“不协调”就是其不合理性的秩序。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一旦“愤情（irascible passions）”和“欲情（concupiscible passions）”受某种“激情”支配并妨碍人的正常行动时，便称为由“软弱（weakness）”而来的罪。
 
[173]

 也正是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说：“天生有某种反理性的东西与理性对立着、搏斗着。仿佛身体的瘫痪部分一样，本打算向右移动，却相反地倒向左边，灵魂的情况也同样。”
 
[174]

 托马斯强调，“罪”都是出于对现世之物、现世之善的不正当的欲望。人不正当地追求现世之物和现世之善，原因在于人不正当地“爱自己”——在爱自己中含有对现世之物或现世之善的不正当的欲望。因此，不正当地爱自己是一切罪的原因。
 
[175]



托马斯·阿奎那将“致罪的激情”归纳为如下三点：“肉体的色欲（concupiscence of the flesh）”、“眼睛的色欲（concupiscence of eyes）”、“人生的骄奢（the pride of life）”。托马斯认为，三点之中的前两点属于“欲情之情”，第三点则属于“愤情之情”。
 
[176]

 人愈是带着强烈的贪欲犯罪，其罪愈严重。
 
[177]

 在托马斯看来，只有完全不情愿时，一个本来恶的行动才有可能完全摆脱罪。所以，如果“激情”能够使得随之的行动成为“完全不情愿”，就可以彻底摆脱“罪”；否则不然。
 
[178]

 如果“激情”而来的罪是背离上帝之罪，则是“死罪”。
 
[179]



从意志方面考虑“罪”的原因，显然，“恶”为罪之源。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自然趋向于追求善，人性行为中的罪有时是出于理智上的问题，例如：由于“愚昧”而犯罪；有时是出于感官欲望上的问题，例如：由于“激情”而犯罪；有时也会出于“意志”的问题而犯罪，即出于意志的不正当。意志的不正当即意志不去爱“至善”，而是相反地去爱“次要的善”。在托马斯看来，恶是善的缺乏。如果一个人“出于恶意（through certain malice）”而犯罪，恰恰可以证明他是“明知而故意地”选择了恶。
 
[180]



然而，“具有习性”而犯罪，与“通过习性”而犯罪不同。“有习性”不一定要运用，运用与否完全取决于人的意志。人运用恶习一定是由于恶意而犯罪。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恶习”与“神性之善”相排斥。人如果由于“习性”而犯罪，就是出于“恶意”而犯罪。
 
[181]

 托马斯强调，“罪”是违反天性的，而意志弃善而择恶显然是由于外来的原因：有时是出于理性的缺乏——例如：人因愚昧而犯罪；有时是由于感官欲望的冲动。然而，无论如何，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出于恶意而犯罪。在托马斯看来，只有当意志自身“自愿地（of its own accord）”“趋向于恶（move to evil）”时，人才是“出于恶意”而犯罪。
 
[182]



托马斯·阿奎那具体分析了两种“出于恶意而犯罪”的方式：其一，人具有某种堕落的倾向使之趋向于恶，这种情况是由习惯形成某种自然的习性所致。其二，由于某些控制力被抵消，意志才可以直接追求恶。托马斯举例：一个人原本不犯罪，不是因为他憎恶罪，而是因为他担心死后下地狱或者希望得到永生；一旦这个人因故陷入失望，或者由于傲慢失去畏惧，他的意志就会失去约束，从而有可能恶意地去犯罪。因此，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出于“恶意”而犯罪者，并非一定是出于“习性”而犯罪。
 
[183]



不过，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出于恶意而犯罪者的罪”比“出于激情而犯罪者的罪”严重。托马斯给出了三个理由。第一，出于恶意的罪行，其行动更根本地出于意志，即意志自愿地趋向于恶。相较而言，出于激情的罪行更像是外来的行动。因此，出于恶意的罪包含的恶意愈强则罪愈重；出于激情的罪包含的激情愈强则罪愈轻。第二，促使意志犯罪的激情消失得比较快，人因此会很快恢复“善的意向（good intentions）”，悔改前非。可是，让人以恶意犯罪的“习性”却是持久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恶意犯罪的时间较长，“有似于水肿和肺痨，它的症状是持续的、长久不退的；不自制则有似癫痫病，只是间歇地发作”
 
[184]

 。第三，因为恶意犯罪是由于对“目的”的态度不当，而“目的”是行为的原则。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比起由激情引起的犯罪，这样的缺点更加危险——一般而言，由激情而犯罪，其意志原本是向善的，只是偶然地因激情所致而使善的意向中断从而犯罪。托马斯强调，原则上出现错误（对目的的态度不当）才是最坏的。
 
[185]



除了以上所论罪的“内在原因”，托马斯·阿奎那还进一步讨论了罪的“外在原因”，为此，他主要从“上帝”、“魔鬼”、“人”这三个方面展开讨论。托马斯认为，人可以或者直接或者间接地成为他人之罪的原因。可是，上帝却不能直接地是自己或他人罪的原因。因为一切罪都背离以上帝为目的的秩序，所以，上帝不能直接是罪的“直接原因”。
 
[186]

 同样地，上帝也不能是罪的“间接原因”。如果有上帝的帮助，人不会犯罪。可是，有时上帝并不提供给人某些帮助，从而使其逃避罪。那么，万能的上帝为什么这么做呢？托马斯指出，上帝这样的做法是一种智慧与正义的措施——上帝本身即是智慧与正义。人的自由意志违背上帝的命令所犯的罪不能上溯至上帝，从而认为上帝是罪的原因。在托马斯看来，除非舵手有能力并有责任掌舵而不掌舵，否则，沉船不是舵手的罪。
 
[187]



托马斯·阿奎那从本体论的角度指出，“罪的行动”是一种“存有（ens，being，存在）”，也是一种“现实（actus，act，实现）”，二者都来自作为“第一存有（the First Being）”和“第一现实（the First Act，第一实现）”的上帝。第一现实“按其本质（by His Essence）”就是现实（实现），是现实之物和现实行动的原因。可是，“罪”却是带有欠缺的存有与现实（缺乏善），这种欠缺的原因来自人的自由意志——它试图摆脱第一主动者上帝的秩序。因此，上帝并非人的罪的原因，正如人之跛足是由于腿骨弯曲而非由于推动力——虽然跛足的活动是由于行动力而发生。托马斯认为，上帝并非是使人的行动有欠缺的原因——上帝可以是“罪的行动的原因（the cause of the act of sin）”，绝不是“罪的原因（the cause of sin）”。
 
[188]

 托马斯·阿奎那强调，因为人不服从所当服从者，所以，人不只是行动的原因，也是欠缺的原因，从而更是人之罪之因；上帝是人行动的原因，而并非伴随行动的欠缺的原因，所以，上帝不是人之罪之因。

既然上帝不是人之罪的原因，那么，上帝也并非造成人人“精神盲目（excaecatio，spiritual blindness）”和“铁石心肠（induratio，hardness of heart）”的原因。可是，如果从人之恩宠丧失、人的心智因此离开上帝之光的引导、人之心灵因此也不再领受上帝之恩宠的润泽与软化，从而不能正直地生活的角度讲，上帝是造成人“精神盲目”与“铁石心肠”的原因的说法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立。
 
[189]

 为此，托马斯·阿奎那强调，“精神盲目”与“铁石心肠”毋宁说是人犯罪之后得到的结果，是上帝对人丧失恩宠的处罚。
 
[190]

 在托马斯看来，罪人之受罚恰恰是为了弘扬上帝的正义。上帝容许的恶都是为了某种善，并非是为了具有恶者之善，只是为了“普遍之善（the good of the whole unversal）”。就此而言，托马斯认为，上帝使某些人精神盲目反而是有助于这些人得救，这是上帝仁慈的表现。所以，有些人的精神盲目致其死亡，则是出于上帝的正义。
 
[191]



“罪”是一种行动，其中都包含了“情愿（voluntary）”，自由意志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只有能够推动意志行动者才能直接成为“罪”的原因。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推动意志的因素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意志的对象；其二是从内部促使意志者。
 
[192]

 奥古斯丁曾经强调，“魔鬼（devil）”使听从他的人心怀恶意。那么，魔鬼是否直接就是人犯罪的原因呢？托马斯认为，魔鬼只能以提供可欲之对象或说服的方式“促成”某种罪的发生，却并非罪的直接与充足的原因。
 
[193]

 魔鬼在人内部的整个作用是能够给人的想象力呈现想象性的形象，也能刺激感官欲望产生激情等。
 
[194]

 因此，魔鬼不能必然地使人犯罪，这不但是因为受上帝的约束，也因为有人的理性的阻止作用——托马斯认为，肉身反抗精神的时候，如果人的理性实际地加以抵抗，就不是“罪”，而是“德性”的运用。魔鬼没有能力阻止理性的抵抗，因此，魔鬼不能必然地使人犯罪。
 
[195]

 然而，正是由于魔鬼的作用，亚当犯了罪，“人性”才受到伤害——倾向于犯罪，所以，魔鬼可以“临时地（occasionaliter）”并“间接地（indirecte）”成为人的一切罪的原因（the occasional and indirect cause）——这正如“伐木工”是“木柴”燃烧的原因——木柴被锯了以后更容易燃烧。
 
[196]

 不过，无论如何，托马斯强调，人类一切罪的原因根本上讲并非在于“魔鬼”，而是在于人的“自由意志”。

所以，“罪”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人自身的方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由亚当传给子孙后代的罪称为“原罪（peccatum originale，original sin）”；由灵魂传到身体四肢的罪则为“本罪（peccatum zctuale，actual sins）”，
 
[197]

 它是“人类的罪（peccatum humanum，human sin）”。“原罪”之所以成为某一个人的罪，乃是因为这个人由原祖那里取得人性，因此，“原罪”是一种“天生的罪（sin of nature）”。
 
[198]

 托马斯同时指出，除了原祖的第一个罪外，其他祖先或者原祖的别的罪，不可能通过血统而流传。
 
[199]

 而“原罪”由原祖传给后世子孙，就如“本罪”由灵魂的意志传于人身体的每个肢体一样。
 
[200]

 托马斯又指出，如果上帝使用人的肉体造人，由于生殖能力不是来自亚当，因此不会沾染上原罪，这正如手的行动如果不是来自人的意志的推动，而是来自外力的推动，手的行动就不会是人性的罪。
 
[201]

 也就是说，如果人只由其质料即肉体出生，将不会沾染“原罪”。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夏娃作为母亲，其提供的仅仅是质料，生殖的根本原则不在于此，而在于父亲。因此，如果夏娃犯罪而亚当不犯罪，则子孙将不会有原罪；反之，如果亚当犯罪而夏娃不犯罪，则子孙必然有罪。
 
[202]



六 原罪的本质与主体（the essence of original sin and the subject to original sin）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正如疾病由于破坏构成人之健康的自然平衡而成为人身体的一种不正常状态一样，“原罪”就是由于破坏了原始正义的和谐而形成的一种不正常状态，是“本性的衰弱（the languor of nature）”，它是由“堕落的出身（corrupt origin）”而来的一种先天的“习性（habit）”。
 
[203]

 人天生即担负着一个“原罪”。
 
[204]

 “原罪”的原因在于与“原始正义（original justice）”相悖。“原始正义”的秩序在于人的意志服从上帝——如果意志背离上帝，结果就会使灵魂的其他能力出现秩序混乱，即离开上帝的永恒之善而归向现世的可朽之善——这便是“邪欲（concupiscence，色欲）”。托马斯认为，使意志服从上帝的原始正义的欠缺（意志趋向于背离上帝的原始正义）是原罪的“形式”部分；灵魂使得其他能力出现秩序混乱则是原罪中的“质料”。就此而言，原罪在质料上是“色欲（邪欲）”，在形式上则是“原始正义的欠缺”。
 
[205]

 然而，各人的原罪并没有大小轻重之别。
 
[206]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原罪”隐藏在“精子”之内，因为“原罪”和“人性（human nature）”都是依靠精子的生殖力而传于后代。然而，如果说到原罪的主体，则只能在灵魂之上，绝对不能在肉体上。
 
[207]

 托马斯同时指出，灵魂在创造时只与上帝有关系，与亚当无关，可是，灵魂并非在受造时受到污染，而只是借“生殖”，由“原罪”促成——在灵魂受到“浸泽（infusion）”时不仅与上帝有关，同时也与肉体产生关联，因为根据天性灵魂只在肉体中才开始存在。
 
[208]

 托马斯认为，比起根本不存在，灵魂按天性如此地存在是件较好的事情。更何况，凭借“恩宠（grace）”，灵魂又能够“逃避永罚（avoid damnation）”。
 
[209]



灵魂之为身体的形式是根据灵魂的“本质（essence）”而来的。
 
[210]

 因此，灵魂的本质是原罪的“第一主体（primary subject）”。
 
[211]

 凡是罪都主要属于那产生罪的行动的机能，而原始正义恰恰是“意志的正直”——与此相反的原罪首先就恰恰在于意志的影响，也就是说，“原罪”先污染的是人的“意志”，然后才是其他机能。
 
[212]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感官机能（the sensitive powers，感性能力）”虽然与肉体的关系较近，可是，由于意志与灵魂的本质关系较近，是较高的机能，意志必先受原罪的污染。虽然“理智（intellect）”给意志提供对象，因而理智先于意志。可是，从推动行为方面来讲，意志则先于理智，而意志的推动导致“罪”的发生。
 
[213]



既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原罪的堕落（the corruption of original sin）”依靠的是“遗传行为（the act of generation，生殖行为）”的传递，那么，他一定也会相信，参与这个行为的机能所受原罪的污染最严重。奥古斯丁曾经指出，“原罪”的影响在不服从理性的生殖器官的冲动中最为明显，而那器官是为在男女媾和时为生殖力所用。其中，触觉上的快乐最能刺激情欲。托马斯同意奥古斯丁的主张，认为受“原罪”污染特别严重的是如下三个机能：“生殖机能（generative power）”、“欲望能力（the concupiscible faculty）”和“触觉（the sense of touch）”，并且，就“原罪”趋向于“本罪”方面来说，关键在于“意志”。可是，就“原罪”传染给后代的作用来说，则关键在于上述三种机能，不过，间接地也与“意志”相关。
 
[214]



七 罪的原因与效果（the causes and the effects of sin）

就一个罪是另一个罪的原因来讲，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贪婪（cupiditas，covetousness）”最根本的意义是指对钱财的不正当的、无节制的贪求，它是一切罪的根源。
 
[215]

 钱财能助人获得一切现世的东西，“能叫万事应心”。
 
[216]

 而“傲慢（pride）”则是一切罪的开端。人正是由于不愿意服从上帝，才在现世之物中不正当地追求自己的优越，从而背离上帝的永恒之善，这就是“傲慢”，它表现为不愿服当服从者，而不愿意服从上帝是“傲慢”的最极端表现。人对上帝的傲慢有可能使其在各方面更加自高自傲。
 
[217]

 那么，除了“傲慢”与“贪财（avarice）”，是否还有其他特别之罪应当被视为“首要之罪（peccatum capital，capital sins，罪宗或大罪）”呢？托马斯认为，形容词“首要的（capitalia，capital，大的）”来自名词“头（caput，head）”，因此，“为首之罪”被称作“罪宗”，它不仅指具有“第一起源”之意义的罪，例如：被称为根源的贪婪，被称为开端的傲慢，而且也指作为许多因之而起的罪。
 
[218]

 托马斯·阿奎那据此列出如下“七宗罪（seven capital vices）”：“自负（vainglory）”、“嫉妒（envy）”、“愤怒（anger）”、“懒惰（sloth）”、“贪婪（covetousness）”、“暴食（gluttony）”、“淫欲（lust）”等。
 
[219]



托马斯·阿奎那将“人性之善（the good of human nature）”分为三重：其一，指构成人性的原则，以及由此而来的性质。其二，指来自天性的对于德性的倾向——例如：人生而具有对于德性的倾向。
 
[220]

 其三，指“原始正义的恩赐（the gift of original justice）”——在先人亚当身上的这个恩惠是给予整个人类的天性的。托马斯认为，罪不减少上述第一种天性的善，即“天性的先在之善（the first-mentioned good of nature）”，可是，罪却减少天性之善的第二种善；第三种天性之善被“原罪”全部消减。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既然“罪”与“德性”相反，人只要犯罪，作为德性的天然的倾向，人的天性之善必会减少。
 
[221]



人之所以天生地具有对于德性的自然倾向，是因为人具有理性、能够自然地根据理性而行，这也就是根据德性的行动。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罪不能使人完全失去理性，否则，就再也用不着对人的再次犯罪有所担心了。因此，人性之善不可能完全被罪消减。在托马斯看来，即使是那些被罚下地狱的人，也仍然保有向善的自然倾向，否则，他们就不会产生良心上的遗憾。而他们之所以不能变为行动，是因为上帝根据正义不给他们所需要的恩宠。
 
[222]



然而，无论如何，“原罪”的确破坏了“原始正义”，所以，原本自然地指向德性的灵魂的能力由此而迷失了方向，这是一种“本性的创伤（a wounding of nature）”。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灵魂的四种机能可以作为德性的主体：“理性”——“审慎”的主体；“意志”——“正义”的主体；“愤情能力”——“勇敢”的主体；“欲情能力”——“节制”的主体。
 
[223]

 如果“理性”失去“真理”的方向，留下的就是“愚昧”的创伤；如果“意志”失去善的方向，留下的就是“恶意”的创伤；如果“愤情”失去了其原有的对困难之事的作用，留下的就是“软弱”的创伤；如果“欲情”不再指向受理性节制的快乐，留下的便是“贪欲”的创伤。这四个“创伤”是“原罪”在整个人性之上的烙印。而每个人的“本罪”则会减少指向德性之善的倾向，其他罪的后果也是表现为这样四种创伤。
 
[224]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每一个受造物的善，以及每一件事物，都必然是一种具有“状态（mode）”、“类别（species）”与“次序（order）”的存在。因此，不同等级的善便会表现出不同等级的状态、类别与次序。有一种“善”属于“自然的确切实质（the very substance of nature）”，其所具有的状态、类别与次序不能被罪减少与破坏；另有一种善是自然的倾向，这种善也具有状态、类别与次序，而这种善会因罪而减少，但不完全被破坏；还有一种善是德性与恩宠之善，也有其状态、类别与次序，人一旦犯死罪，这种善就会完全被破坏。正当的行动也是一种善，也有其状态、类别与次序，一旦产生善的欠缺（缺少），即生“罪”。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罪”即状态、类别与次序的“欠缺”，或者说是状态、类别与次序的“被减少”与“被破坏”。
 
[225]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原始正义”被“原罪”破坏以后，人性在灵魂方面受到了创伤，因此而出现机能秩序的混乱，人的身体也因为这样一种乱了的秩序而改变性质，由“不朽”变为“可朽”。在托马斯看来，对于人类来讲，“原始正义”的丧失，正如上帝“恩宠”的丧失，是一种巨大的处罚。相应地，“死亡（death）”和身体上的其他“缺陷（bodily defects）”也成为“原罪”处罚的不同结果。这些缺陷虽然不是犯罪者的意图，却也是上帝根据正义所做出的安排。
 
[226]



可以说，“宇宙本性（the universal nature，普遍特征）”是“本性的普遍原则（universal principle of narure）”中的一种“有效力量（active force）”，就此而言，上帝是“成就本性的本性（natura naturans，the nature who makes nature）”。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上帝的能力所谋求的是宇宙之善及其保全，这就需要事物的“生”与“灭”。从形式与质料不同性质的角度讲，即使形式都尽力谋求永存，可是，由于受质料可朽性质的影响，受造之物的形式终究不能永存不灭。而只有灵魂可以例外——因为灵魂异于其他形式，完全不受形体之质料的牵制。人具有灵魂，从形式的角度说，“不朽”对于人比对于其他可朽物似乎更具有“本性”之意义。然而，由于质料（人的肉体）的自然的可朽倾向，作为灵肉合一的复合实体——人最终也就成为可朽的了。当然，如果将问题划分来说，也可能产生两方面的看法：单纯从质料的角度看，人是可朽的；而单纯从形式的角度考虑，人则也可以是“不朽”的。
 
[227]



“罪”产生“污点（stain，败坏）”，“污点（败坏）”与“合宜（comeliness）”相对，指的是灵魂在犯罪时背离理性与上帝法律的光照而倾向于因为喜好而受制于物，从而损失原有的“得体”状态，不再“合宜”。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不同的罪造成不同的污点（败坏）。
 
[228]

 即使犯罪行为过去，罪的污点仍然会留在灵魂之上。
 
[229]



八 处罚（the debt of punishment）

对于“罪”应受的处罚，托马斯·阿奎那同样从“秩序（order）”的角度谈起。托马斯认为，无论何物，只要处在一定的秩序之中，就应当受到秩序的管辖。因此，凡是与一定的秩序相背离者，都会受到此秩序或者此秩序之原则的“制止（put down）”。既然“罪”是违反秩序的行动，那么，无论哪个人犯罪，都无疑是违背一定的秩序，因此他必然会受到此秩序的制止即“抑制（repression，镇压）”，而这所谓的“抑制（镇压）”即“惩罚（punishment）”。托马斯根据人的意志所从属的三种秩序列举出三种处罚：其一，人性从属于人的理性的秩序；其二，人从属于外在管理者的秩序，它关涉神圣、世俗、政治、家庭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其三，人从属于上帝的管理。如果人所犯之罪破坏上述三种秩序——犯罪者违反理性、违反人的法律，也违反上帝的法律，相应地，犯罪者就应当受到三种处罚：其一，来自自己的惩罚——“良心的懊悔（remose of conscience）”；其二，来自“他人之处罚（inflicted by man）”；其三，来自“上帝的处罚（inflicted by God）”。
 
[230]

 托马斯·阿奎那强调指出，上帝为了处罚人类而任其身陷于罪也是出于善的目的，有时甚至是为了犯罪者的善——为了使他们在犯罪之后能够小心而谦卑地重新振作起来。
 
[231]

 当然，这样的惩罚同时也会对其他人产生警示作用，而这样的警示作用又何尝不是一种“善”呢？

人对于其置身其中的秩序的破坏有时可以补救，有时却是无法补救的。其中，凡是排斥原则的错误都不能补救；如果原则得以保全，就可以根据原则的能力而加以补救。然而，如果罪破坏了使人的意志服从于上帝的秩序的原则，即使这样的一个过错可以依靠上帝的能力来补救，其本身也是不可以补救的——秩序的原则即是“最终目的”，而人与此“最终目的”的联系所依靠的恰恰是“爱德（charity）”，如果对上帝失去爱，那么，这种联系就不再有了。因此，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凡是破坏爱德、使人背离上帝的罪，都会招致“永罚（a debt of eternal punishment）”。
 
[232]



无论如何，“处罚”与“罪”相对应。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罪”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背离无限的、不朽的善。就此而言，罪是“无限”的。其二，罪是不正当地归于现世的可朽的善。就此而言，罪是“有限”的——不仅是因为现世可朽之善是有限的，而且也因为受造物的行动是有限的，因而其归向也是有限的。托马斯强调，如果“罪”是由于与上帝的正义秩序相反并且无法补救，那么，这样的“罪”就会招致“失落之痛（poena damni，pain of loss）”，这种处罚将是“无限的（infinite）”。

相较而言，有些罪的失范与失当，并非是由于与“最后目的”相反或相悖，而只是由于导致目的者方面出现了问题，即在保持对“最终目的”的关系的同时，在导致目的者方面出现失范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罪所带来的是“感觉之痛（poena sensus，pain of sense）”，而相对于“失落之痛”的“无限性”，这样的一种处罚是“有限的（finite）”。在托马斯看来，“原罪”所应受的“永罚”，其意义在于：人类由于“原罪”失去了上帝的“恩宠”，也就没有办法得到“罪的豁免（remission of sin）”。
 
[233]

 托马斯认为，人之罪的行动停止后，仍然会留有污点，
 
[234]

 相应地，人应受的惩罚也会保留下来。不过，一旦污点被去除，人就不再是根据同样的理由领受惩罚。这时，虽然处罚仍然保留，但这时的惩罚就不再是“绝对性地（simpliciter，simply，单纯地或完全地）”，而是一种“补赎的惩罚（satisfactory punishment，赎罪的惩罚）”。
 
[235]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补赎的惩罚”有些是“自愿的（voluntary）”，因此，有些人虽然不曾犯罪，却自愿替他人承担惩罚；至于“绝对性地惩罚（单纯地惩罚）”，则常与一个人自己的罪有关，这合乎惩罚的本义。托马斯认为，或由于“本罪”或由于“原罪”——包含有“根本地（principaliter，principally）”或者“间接地（consequenter，consequently）”之意。然而，“原罪”的直接惩罚是使人性在失去了原始正义之后完全地陷于孤立；“原罪”的间接惩罚则是产生由于天性的欠缺而来的人的一切痛苦。
 
[236]

 至于替他人承担惩罚的问题，托马斯强调，如果不是自己有罪，其灵魂的善就不会受到损失。然而，如果后代看到长辈受到惩罚仍然不知改过，则该受到更重的处罚。
 
[237]



九 小罪与死罪（venial and mortal sin）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所谓“小罪”即“可宽恕之罪”，“小罪”与“死罪”的分别，要看所犯之罪是“可挽回的（reparable）”还是“不可挽回的（irreparable）”。而可挽回与否并非针对上帝的“神圣能力（Divine power）”而言，而是要根据人的“固有原则（intrinsic principle）”来看。如果某人所犯之罪违背的是上帝的永恒之法，那么，此人所犯必是“死罪”。相较而言，犯“小罪”的人所做的并非是法律禁止的事，也不是忽视法律所规定的事，而完全是在法律以外行事，即不遵守法律所要建立的“理性的模式（mode of reason）”，因此，从根本上讲，“小罪”不与法律相反。犯“小罪”不等于犯“死罪”。
 
[238]



“可宽恕的（veniale）”一词源于“宽恕（venia，pardon）”这一名词。犯罪之人一旦有了悔改，其所犯的罪就会成为“可宽恕的”，这叫作“由结果而来的宽恕（veniale exeventu，vinial from the result）”。另一种可宽恕的罪是那种或者局部或者全部地具有阻止获得宽恕的原因——所谓“局部地”，表现为诸如由于“软弱”或“愚昧”而犯的罪，此谓“由原因而来的宽恕（veniale ex causa，venial from the cause）”；所谓“全部地”，意思是那罪并不破坏人与“最终目的”的关系，因此不会招致“永罚”，而只需受“暂时”的惩罚，此即可宽恕的“小罪”。
 
[239]



“小罪”与“死罪”虽有区别，却也有相同之处——虽然方式不同，但二者都含有不遵守秩序意义上的“欠缺（缺乏）”。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小罪”犯多了，就容易犯“死罪”。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常常犯小罪，那么，其意志在小事方面就会习惯于“不遵守秩序”，进而也就容易趋向于不尊重关于“最后目的”即关于上帝的秩序，其结果就是最终选择原本是“死罪”的事情。就此而言，可以说“小罪”原本就是“死罪”的准备。
 
[240]

 特别是，当作为道德行动的偶然的事实（境遇）改变了行为的类别，“小罪”无疑就会变成“死罪”。例如，“愤怒”是加害他人的心情，如果“愤怒”所指向的害处本身就是诸如杀人的死罪——比如“过激杀人”，那么，“愤怒”就成了“死罪”。可是，如果“愤怒”仅仅是出于感官的突然冲动而导致行为的不完整（失范），如此条件所招致的罪就是“小罪”。
 
[241]

 反过来，即使“愤怒”所指向的害处本身是死罪，也可能会因为行为的不完整而成为小罪——比如一个人在过激的情绪下原本蓄谋杀人，后来却因为恐惧或者其他原因中止了杀人的行动，这种条件下其所犯之罪就是比较小的罪。
 
[242]



根据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罪”产生“污点（stain）”，“污点”与“合宜（comeliness）”相对，指的是灵魂在犯罪时背离理性与上帝神圣法律的光照而倾向于与将爱维系于可朽的俗物，从而损害了原有的神圣秩序，并且在“合宜性”上产生缺失。托马斯认为，污点在受污染者即行为败坏者身上是持久的，是属于惯常的而非现实的“合宜”的损失，而“小罪”并不在灵魂上留下污点。
 
[243]

 为此，托马斯·阿奎那将“木柴（wood）”、“干草（hay）”和“残株（stubble）”比作追求现世之善者所犯的“小罪”。他认为，这些东西可以被堆积在房子里面，却不属于建筑物的本体，当它们被当作灶间柴草烧毁后，它们消失了，而建筑物还在。同样地，人可能会犯很多“小罪”，却仍然可以保存其“精神大厦（the spiritual edifice，心灵的大厦）”。只不过，有的人也会因为这些“小罪”而如灶间被点燃的柴草般经受“锻炼”——或在现世经受磨砺，或在来世经受炼狱之苦。然而，所幸的是，在经历了这些之后，他就会得到上帝永远的救赎。
 
[244]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在犯“死罪”之前所处的是“纯真”状态，这种状态不能够导致人犯“小罪”。“死罪”恰恰与原始状态的纯真相反，因为“死罪”破坏纯真，而“小罪”则不然。在托马斯看来，任何程度的错乱都不利于保持原始状态的纯真，所以，亚当在未犯罪以前不可能犯“小罪”。
 
[245]

 根据托马斯的观点，相较而言，天使的完美高于人在原始状态的完美。如果说人在原始状态不能犯“小罪”，那么，天使是否可以犯“小罪”呢？托马斯指出，善的天使的行为都是包含“爱德”的行为，因而他们不可能有“小罪”；恶的天使则会将一切行动指向他们的“傲慢的罪”，因此，无论他们做什么，都是“死罪”。不过，如果他们的身体仍存留着对善的自然欲望，则是另一回事。
 
[246]



托马斯·阿奎那不主张将感官欲望作为“死罪”的主体。
 
[247]

 在他看来，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感官欲望的性质是一样的。人的优越地位不但不减轻罪，相反，还会加重罪。因此，基督徒的罪并不比非基督徒的罪轻，反而更重——非基督徒由于“愚昧（缺少上帝之光的照耀）”而犯罪更值得原谅；基督徒则因为领受过圣事的恩宠而使其罪更加深重一些。
 
[248]

 然而，无论如何，非基督徒不可能只有“原罪”和“小罪”，而没有“死罪”。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如果一个人根本没有尽其所有的能力做其当做之事，他会因此犯“死罪”——而非只有“原罪”和“小罪”。当然，平头百姓不可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力，那么，我们毋宁认为托马斯所指的由于不尽当尽之职责而获“死罪”者一定是指那些承担着“要职”从而影响深远之人。这一思想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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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性行为的外在原则

在讨论了人性行为的“内在原则”即“习性”之后，托马斯·阿奎那又着手讨论人性行为的“外在原则”即“法律”。因此，关于“法律”的理论是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独特而重要的构成部分。托马斯认为，促使人趋向于“恶”的“外在原则”是魔鬼；推动人趋向于“善”的“外在原则”是上帝。上帝以“法律”照顾人们，并以“恩宠”助佑人们。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哲学视野中论证“法律”的目的是借理性的力量阐释与深化信仰的内容，因此，他将上帝视为人之行为的外在原理。托马斯的法律思想集中见于《神学大全》第2集上册第90-108个问题，其中，问题90-97主要论证了“法律的本质”、“法律的区分”、“法律的效果”以及“永恒法”、“自然法”、“人定法”等内容；问题98-108则分别论及“旧约法律”（98-105）和“新约法律”（106-108）的相关问题，由此构成托马斯法律思想的主要环节。
 
[1]



第一节 法律思想的理论来源

尽管学术界公认法学诞生于古代罗马，而非希腊
 
[2]

 ，然而，由于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具备当时最为发达的以哲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的优秀资源，因此，“古希腊知识界的领袖们非凡地拥有从哲理上洞察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天赋才能”
 
[3]

 ，那时的“哲学呼吁从信奉祖先到信奉善，一种本质的善，一种合于自然的善”
 
[4]

 。这正是古代法律观念的萌芽。
 
[5]



古希腊的自然主义与自然公正的观念产生于人们摆脱神话世界观困境的过程当中，而史诗与神话则是古希腊人道德观念的活水源头。荷马时代（8世纪中叶），人们推崇的是高度的个人主义的“英雄”伦理——“善”即是高贵的出身，领袖和战士都同样地出类拔萃和卓尔不群；美德意味着力量、勇气、智谋、技巧过人和对地位、荣誉、成功的珍视与追求。这种“英雄伦理”带给个人、社会的是无尽的冲突、混乱与战争。而荷马（Homer，前873-前8世纪）并没有通过统一的自然秩序或神圣的秩序来平衡或改变这一状态，他似乎忽略或者说是容忍了这种状态——荷马的诸神总是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自然秩序的掌控。

公元前6世纪，自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进行的自然主义探索是解决“荷马困境”的理论尝试与思想努力。赫拉克利特通过对自然秩序的理性探讨提出“自然公正”的观念。他认为，自然过程存在普遍的规律，绝对性的变化使宇宙中不存在相同的东西，然而，变化本身遵循统一而稳定的规律性，即不稳定背后存在稳定的东西。
 
[6]

 他认为，神的法律支配一切，满足一切，也超过一切。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思想家并没有“神律（Themis）”
 
[7]

 和所谓的“本性之律（Lex naturalis，Natural law）”的区分，“法律”一向被认为是“神律”，是神给人类所定的秩序，神“统治一切”。
 
[8]

 同赫拉克利特一样，泰勒斯（Thales，约前625-前545）与塞诺芬尼（Xenophones，约前580-前480）同样假借神灵之口道出自然的规律性与有序性。在自然主义者看来，自然秩序同时即神圣的秩序与正义的秩序。“自然”与“正义”的结合即形成“自然公正”的观念。这一观念充分反映在他们对“法律”的理解之中。

苏格拉底区分法律为“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成文法是国家的法律，不成文法为人心的法律，由神所定。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约前496-前406）的悲剧作品《安提戈涅》描绘了这样一个故事：流亡的波吕涅刻斯为了与同胞哥哥忒拜王伊奥斯特争夺王位，率外邦军队攻打自己的祖国忒拜城。在两军交战中，兄弟两人毙命，其舅父克瑞翁被长老们推选为新的国王。新国王下令厚葬伊奥斯特，而让波吕涅刻斯暴尸荒野。为了让自己的亲哥哥早日入土为安，波吕涅刻斯的妹妹、已与克瑞翁之子订立婚约的安提戈涅不顾国家禁令和自己的生命危险冲到荒野埋葬了其兄波吕涅刻斯，并以希腊人的方式洒水祭奠、敬礼死者。当安提戈涅被问及为何违背国家的法令时，她说：“我不认为一个凡人下一道命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律条，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9]

 “正是这样的法律命令我，不能让我母亲的儿子暴尸天下。”
 
[10]

 安提戈涅所说的“这样的法律”就是“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律条”。

“智者派”（Sophist，也译“诡辩学派”）认为，“法律”和“正义”都是起源于人的自我利益需要，因为人们在彼此交往中既尝到过干不正义之事的甜头，又尝到过遭受不正义的苦头，两种味道都尝到了之后，那些不能专尝甜头的人意识到最好的方法是大家订立契约：既不要得不正义之惠，也不要吃不正义之亏。从这时候起，他们中开始订法律立契约。他们把守法践约叫合法的、正义的。这就是正义的本质与起源。“正义的本质就是最好与最坏的折中——所谓最好，就是干了坏事不受罚；所谓最坏，就是受了罪而没法报复。”
 
[11]



从认识论上讲，柏拉图强调理性；从本体论上说，柏拉图强调理念。他的“理念论”本质上是一种“精神自然主义”，主要表现为将精神视为真正的自然本性，以此推导出自然的生活规范。在柏拉图的“理念论”视域中，“‘自然’与‘人为’、‘约定’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实在与现象、原型与摹本、自主与从属、知识的对象与虚妄的意见之间的关系，因此，惟有‘自然’才反映事物的本质”
 
[12]

 。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正义”为一永恒的“理念”，人世间的一切正义都是“分有（participate）”永恒的“正义理念”的意义。永恒的“正义理念”便是人世间法律的基础。由于“人性（human nature）”分有“正义理念”，人自然能够体会什么合于“正义”或不合于“正义”。人为了认识“正义”，生而具有理智，而按照理智做事即合于“正义”。

根据“理念论”，柏拉图设计了“理想国”的方案，其中，实现“正义”是柏拉图理想国所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正义论”是柏拉图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从国家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柏拉图认为，“正义就在于人人皆知都做自己的工作而不要做一个多管闲事的人：当商人、辅助者和卫国者各做自己的工作而不干涉别的阶级的工作时，整个城邦就是正义的”
 
[13]

 。对于柏拉图来讲，“正义”就是具有不同美德的人各执其事，正义就是理性支配欲望，精神支配肉体，因而是“道德正义”。“道德正义”是一种普遍的准则或价值，它比法律所体现的正义准则和价值要高——“法律正义”是为“道德正义”服务的。“正义论”是柏拉图理想主义法哲学的核心。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柏拉图最先阐述了系统的“正义论”。正是在柏拉图的“正义论”的启迪下，罗马的法理学才开始勃兴，并成为推动后世法理学不断发展、更新的动力。

亚里士多德也将“善”与“正义”作为人的自然本性，并且用经验主义证明方式取代了柏拉图的理想主义。在他看来，“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14]

 。这段话包含了他关于法治论的两层重要含义：第一，作为法治基础的法律，应当是一种好的法律。柏拉图曾经强调法律应当是正当的，应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制定，是实施正义的手段。而“正义就是以善待友，以恶对敌的艺术”
 
[15]

 。亚里士多德指出，“相应于城邦政体的好坏，法律也有好坏，或者是合乎正义或者是不合乎正义”
 
[16]

 ，然而，作为法治基础的法律，必须是一种良法。因为“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体城邦的人民都能进行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
 
[17]

 。第二，法律制定后，应当为全社会所普遍遵守。柏拉图在其《法律篇》中指出，人类必须遵守法律，否则他们就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亚里士多德发展了这种思想，并进一步指出：“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
 
[18]

 为此，国家不能有任何有碍于民众守法精神的举措。

“正义论”也同样是亚里士多德法律理论的基础。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村庄和城邦国家的形成出自人类“合群”的天然秉性，它是一个自然完成的过程。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自然趋向于“善”，由人所组成的城邦以“正义”为存在的原则和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这是城邦社会得以存在的原因。“正义”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一种“美德”。“美德”则是指人能够摆脱欲望的能力，是不受欲望影响的“理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义”的实质在于“平等的公正”，它是以“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
 
[19]

 。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这种“正义”衍生出“法律”，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

具体地讲，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正义”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体现出一种中庸的原则。“公正平等为二极端之中道，则公平为之中道也亦宜。”
 
[20]

 即把公平正义看成“中庸之道”。法律即是中庸的衡平。
 
[21]

 第二层含义体现了平等分配权利的原则。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就是平等。“所谓平等有两类，一类为其数量相等，另一类为比值相等。”
 
[22]

 而“正当的途径应该是分别在某些方面以数量平等，而另一些方面则以比例平等为原则”
 
[23]

 。这种平等观念就是“法律”的“正义”观念。“法律”等于“平等”，将 “正义”的原则寓于“实体法”之中。“立法”确定“平等的标准”，“司法”是实现或恢复“平等”的手段。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具有如下基本的特点：第一，公正性。第二，可变性。第三，遵守性。“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
 
[24]



正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深深启发了托马斯·阿奎那的法律思考，即使阿奎那对此的引用不多，但思想内涵是一致的。
 
[25]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方面制定了几项大原则：第一，人常为一个“目的”而动，人的“终极目的”为“至福”。第二，“幸福”在于人养成各种“善德”，以发扬人性。第三，正义的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按“人性”的义人，一种是按“国法”的义人；前者按“人性”而行事，其善来自人性；后者按国法而行事，其善来自“国法”。“国法”为人君所立，是外在的规律，随时会变。“人性之善”则根据“人性”的不变规律。亚里士多德关于善人两分及对人性的强调启发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与人定法之关系的思想，以及托马斯·阿奎那自然法思想中对人性的特别关注与强调。除此之外，由于亚里士多德已经明确区分理性论的法律观和实体法的概念，这对托马斯明确区分自然法和人定法也同样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

此外，斯多噶派（Stoa或者Stoic，前350-前250）的伦理思想对于托马斯·阿奎那相关理论的建构也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斯多噶派的伦理教义中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是普遍主义、人类统一的意识以及普遍持有的人类事物受规则支配的信念。
 
[26]

 克里西普（Khrusippos，前 282-206）的《论目的》一书中的一段话最为典型：“我们个人的本性都是普遍本性的一部分，因此，主要的善就是以一种顺从自然的方式生活，这意思就是顺从一个人自己的本性和顺从普遍的本性；不做人类的共同法律惯常禁止的事情，那共同法律与普及万物的正确理性是同一的，而这正确理性也就是宙斯，万物的主宰与主管。”
 
[27]



斯多噶派对法律含义的表述对罗马法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斯多噶派看来：“法律是神和人的一切行为的统治者。在涉及什么事情是光荣的，什么事情是卑劣的问题时，人们必须把法律看成是管理者、统治者和指导者，因此法律也就是区别公正与不公正的标准。对于本质上是社会的开发人来说，法律指导人们必须做的是什么，不许做的是什么。”
 
[28]

 相应地，罗马法学家提出，法律是善良和公正之术（罗马百科全书的编纂者Celsus，Aulus Cornelius语）。法学，即神事与人事的知识，正与不正的学问（罗马法学家Ulpian语）。
 
[29]

 虽然，罗马人发展罗马法主要源于自己的努力，但罗马法的发达和罗马法学的产生，则无疑是与接受斯多噶派的自然法思想相联系的。
 
[30]



“斯多噶派的道德的目标，简单说来，就是‘寻求在我们之中的自然理性并在行为中予以表现’”，
 
[31]

 这种观念也直接影响了罗马法。罗马法学的形成、发展所借助的就是“自然法”。这种“自然法”强调人应顺从自然的方式生活，而这种自然是弥漫于整个宇宙的支配原则，是人类的理性，它是法律与正义的基础，制约着世界各个角落的所有居民。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在其《法典要义》（Digest）第一章中指出：自然法乃是全部有生命者所受到大自然的教导。此种律法不是专为人类而设，它亦适用于全体在陆上与海中之生物，以及在天空中之飞鸟。遵从自然法（Natural Law）而男女遂结合成婚，于是诞生并教养其子女。

斯多噶派的自然法观念为罗马的“万民法（Jus Gentium）”的出现铺平了道路。罗马的“万民法”是对本国不同习惯和法律中的共同部分的概括。“当斯多噶派的自然法和普遍理性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时，‘万民法’也就找到了自己的道德基础，‘万民法’是‘自然法’的法律用语，‘自然法’是‘万民法’的哲学用语”
 
[32]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多噶派的自然法普遍理性观念不仅在法律形式上孕育了人类普遍适用的万民法，而且在法律内容上将理性、人道、和平的思想渗透于罗马的某些实在法当中。这也为西方近代的人权保障提出了可以借鉴的法治和权力制约手段。

古希腊的“正义”观念是一个最初由柏拉图思想阐释的最基本的政治道德概念，这一概念经由斯多噶派哲学的阐发而获得了“自然理性”的属性和成为“逻格斯”之“等价物”的可能性。此时，在西塞罗（Cicero，前103-前43）的理论中，我们找到了“自然法”这一载体。他指出：“法律是上帝的一贯的意志，上帝的理性依靠强制和约束来指挥一切事物”，并且，“最高法律（即自然法）是万世存在的，发生于成文法未制定、国家未成立以前的。……法律不是在编制时才发生，乃是和上帝的心意同时发生”。在西塞罗看来，“自然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
 
[33]

 “如果没有自然法，家将不家，国将不国，民族不能存在，整个人类将不能存在，甚至自然或世界本身都不能存在。”
 
[34]

 “依照自然生活是最好的。”
 
[35]

 “自然法”是一种“与自然保持和谐的真正理性，一种持续不断的永恒法律……这种法并非在罗马是一回事，而在雅典则是另一回事。它是永恒的而不可更改的，它是上帝的权力和命令的表达”。
 
[36]

 西塞罗与斯多噶派前辈一样，将自然法等同于理性，认为“自然法”是人类应当服从的一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理性，是审慎的、深思熟虑的判断。

“对西塞罗来说，自然法理论是社会正义的一种形式，是整个人类社会结构赖以建立的基础。”
 
[37]

 从法与自然法的定义，西塞罗又演化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系列原则，即只要在“世界国家”的大家庭中，共同服从自然法的人，不论其原来的国别、种族、社会地位如何不同，即便是奴隶，也都是“与上帝共同享有理性”的公民。
 
[38]

 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对于正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罗马法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也为中世纪法律思想的形成奠立了有力的基础。“西塞罗作为一名法学家、地方行政官、政治家和著作家，对自然法的含义和原则进行了阐述。这些阐述，得到了古典学者、哲学家和法学家的广泛赞同和引用，并延续至今。”
 
[39]

 西塞罗发扬了斯多噶派将“自然法”与上帝的权威关联起来的传统，明确提出了“自然法是上帝意志的表达”这一具有典型神学特色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奠定了自然法思想中世纪形态的基础，并深刻影响托马斯·阿奎那的法律理论。

从根本上讲，西塞罗变哲学的“自然法”为法学的“自然法”，将法哲学世界观（哲学家对法和法律现象的基本观点）发展成为法学世界观（法学家对法和法律现象的根本看法）。这一革命，为罗马法哲学以及整个法律科学奠定了思想基础。正是在吸收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的基础上，盖尤斯（Gaius Ⅱ sec.）、保罗（Paulus Ⅲ sec.）、乌尔比安等罗马著名法学家（classical jurists）建立起了一座法学大厦。

基督教的兴起是“推动法律向自然权利理论发展的主要力量”
 
[40]

 。基督教兴起后，它在冷静、悲观地讲述着人类苦难与罪恶的同时，通过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反思和对人类道德能力的批判，宣布了国家道德完善神话的结束——道德不在政治之内而是在政治之外，永恒正义并非来自人类自身而是来自人类之外，自然理性由此成为鞭策人类伦理生活的绝对动力。

奥古斯丁将世界划分为相互冲突的“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在他看来，宗教信仰与宗教道德是解决二者冲突的根本途径。奥古斯丁认为，“原罪”（Original Sin）是人类的堕落与罪恶，它败坏了人类的本性，贪婪和奴役他人的欲望代替了爱心与仁慈，它结束了人类在“伊甸园”曾经享有的和平、自由和幸福，取而代之的是世俗社会及其带来的两种不可避免的惩罚：死亡和暴力惩罚。整个人类的历史表现为人类由伊甸园的幸福走向堕落，再通过忏悔赎罪获得上帝拯救的历史。奥古斯丁认为，“罪是奴役制之母，是人服从人的最初原因。”
 
[41]

 在他看来，人类的罪恶的存在使得政府和法律成为必要，因为人的无限的权力欲和统治欲不得不通过强力来抑制。

《圣经》是基督宗教的经典，是基督宗教教义、礼仪、典章、制度等的依据，被认为是上帝的意志和行为的书面记录，也是整个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影响巨大而深远。因此，《圣经》是托马斯·阿奎那法律理论重要的神学思想来源。

《圣经·旧约》的伦理是以耶和华的言语、盟约为基础，“摩西十诫”主要告诉人们一些绝对不应该做的事，不然就会伤害人的尊严，它的基础不是自然人权而是救恩史。《圣经·新约》的思想与古希腊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希腊“逻各斯（Logos）”观念在《新约》中的出现，奠立了西方哲学体体系中的宗教理性观与未来拯救观。“逻各斯”术语的引入，使公元以来形成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在信仰的前提下继承了古希腊神中的“理性”传统及“规律”之说，让人们从“上帝的话语”中去领悟形而上之“道”，强调在神性思维中理性、逻辑的作用，注重其哲学思想中的演绎法推理和三段式证明。

在《新约》中，保罗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42]

 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才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在此，“律法”指的是犹太人的传统，以“旧约”的经书为主。过去，外邦人并没有上帝的启示，但在他们的“本性”上早已“刻”了上帝的启示，他们只需顺从良心做人。

《圣经》强调，如果“顺着本性”行事，那么，“自己就是自己的法律”。因此，区别“善”与“恶”的标准是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律法”，而非现实的“人定法”（实在法）。从这个意义上看，“几乎不能怀疑，圣保罗的这段话所表达的观念极其类似于西塞罗理论中的自然法，即一种铭刻于人类心灵的、为人类理性所认识的、既有别于国家的实在法又不同于上帝的启示法的一种法律”。
 
[43]

 这一观点构成了托马斯·阿奎那“自然法”理论的思想精髓，对于后来宗教改革时期的政治思想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约·福音书》中耶稣用“金科玉律”作为伦理原则。《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路加福音》（第6章第31节）有言：“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第19章第3-9节）有记载：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修她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别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在此，耶稣引用《旧约·创世记》的内容，告诉门徒们一项自然法的要求，那就是婚姻的永久性：“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然而，耶稣也承认自然法有时候并不容易被世人认识清楚，因此提出明晰的肯定：“我告诉你们……”由此可见，《新约》中所讨论的自然法似乎比之《旧约》更清楚。在此，耶稣也提到为什么人不容易认识自然法：“因为你们的心硬”，这显然是指原罪的影响。除了自然法和耶稣的道德要求，这段“福音”也讲到了一般性的成文法律，如摩西颁布的离婚法条与初期教会所容许的一种离婚情况（淫乱的缘故）。

基督教的这种平等精神与古代自然法观念有着某种天然的内在默契与对话平台，因而成为关于“平等观念”的一个稳定的神学前提和“栖息”之所。托马斯·阿奎那的法律学说是中世纪法律观念形态中的一种最成熟的形式，是对西方古代法律思想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表现在他从基督教信仰出发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同以教父哲学为代表、混合着浓厚的《圣经》因素、斯多噶派的柏拉图哲学以及罗马法精髓的西方政治思想的早期传统结合起来的努力和法律理论的构建。

第二节 法律的本质、效果与区分

托马斯·阿奎那将对“法律本质（Essence of Law）”和“法律的效果（Effects of Law）”的讨论放置于对人的行为的外在原理的讨论中。托马斯认为，推动人向善的“外在原理”是上帝。上帝以“法律（lex）”指导人，并以“恩典（Grace）”帮助人。托马斯希望通过对有关法律一般问题与个别问题的讨论来达到对法律本质的认识。因此，在“法律的本质”这一主题之下，托马斯共分四个分问题展开来讨论：法律是否属于理性？法律是否常常指向公益？私人的理性是否能够构成法律？法律是否需要颁布？在此基出上，托马斯对于法律的两大效果给出了进一步的诠释。

“法律”是不是属于理性的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的作用是“命令”与“禁止”，而“命令”恰恰是属于理性之事，所以，法律是属于“理性”的东西。在托马斯看来，法律是行为的规则与尺度，人们据此而知道该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从词源的角度看，“法律（lex）”一词源于动词“约束”（ligare，to bind），因此，“法律”一词从根本上就具有强制行动的作用。那么，理性是什么呢？理性是“人性行为（actus humani，human acts）”的规则、尺度和首要原则。
 
[44]

 什么是“人性行为”呢？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的“人性行为”是相对于“人的行为”（actus hominis，acts of man）而言的，它是一种“出于理智领悟和意志同意的活动”或者说是“由人的自由意志（含意志及理智）自动发出的动作”，因此，它又可以称为“自由意志行为”。“人性行为”乃是专属于人，非其他存有者所能实施的行为。也就是说，“人性行为”是适于“人之为人（man as man）”的行为，是通过“理智”领悟到一个目的，然后再由“意志”趋向于这一“目的”的自由行为，它属于伦理道德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行为和人性行为是一样的”。
 
[45]

 托马斯·阿奎那赞赏亚里士多德在其《物理学》第2卷中的主张：由于“法律”属于理性，它指向人的“最终目的”，因此而成为所有行为事项的首要原则。
 
[46]



“法律”是不是常常指向公益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是人性行为的规则、尺度与原则。正如理性是人性行为的原则，理性本身也有一部分是其他部分的原则，而法律恰恰是属于这部分的理性。实践理性关乎行为，而行为的首要原则是由人的“终极目的”所决定——人生的“终极目的”是“幸福”，为此，法律主要指向“幸福”。此外，既然“部分”指向“整体”，就如同“不完美者”指向“完美者”，个人就是完整社会的一个部分，那么，法律必然是主要指向“公共的利益”或者说是“公共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在给“合法的（legalia）”一词所下的定义中曾提到“幸福”，还提到“政治团体”。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第5卷第1章指出：“所谓正义的‘合法的’，是那能为政治团体促成和保存幸福，及其（幸福）个别组成要素。”而按照《政治学》第1卷第1章所讲，完整的团体就是指“国家”。
 
[47]



从基督教神学思想出发，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受造物天生具有受造的“等级”之别，彼此呈现内在的“分有（participate）”关系，每一类事物中的“最高者”是“次之者”的“原则（principle）”，而“次之者”之所以被称为“此类”事物，乃是因为它与同类中“最高者”之间存在内在的相似性质意义上的关系。例如，“火”是最热的东西，它是其他不同形状物体之热的原因——这些物体由于分有“火”之热而被称为“热的东西”。既然法律主要是指向“公益”的，那么，关于个别事件的“命令”除非与“公益”有关，否则，这些命令便不会具有法律的意义。法律指向公共利益。
 
[48]



对于“私人的理性是否能够构成法律”这一问题，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首先并且主要指向公共利益，因此，使法律指向公共利益原本就是全体公民或公民代表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法律应当由全体公民或者管理公民的公务人员来制定。“私人的理性”一般指向的是“个人利益”，可是，“个人利益”并非法律最终的目的，法律应当指向“公共利益”。在托马斯看来，掌管家庭者固然能够订立一些适用于家庭的规矩或条例，却不能制定真正适用于社会的法律。
 
[49]



法律是否需要颁布（颁布是否是法律的要素）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是以“规则”与“尺度”的方式加诸人，并以此对于被规范者和被度量者施加规则与尺度，因此，为了体现法律具有约束力的特征，就应该将其施用于须受法律管制的人，而只有通过“颁布”的方式才能使人知道存在这些法律。因此，托马斯·阿奎那强调，法律的颁布是使法律生效的必要条件。
 
[50]



通过对上述四个问题的论证，托马斯·阿奎那归纳并揭示了法律的定义与本质：法律是由社会的负责者为了公共利益所颁布的理性的命令。
 
[51]

 既然法律是为了公共利益所颁布的理性的命令，那么，颁布法律究竟是为了达到什么效果呢？围绕“法律的效果（Effects of Law）”这一中心，托马斯·阿奎那继而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使人为善”是否是法律的效果？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无非是统治者用以管理臣民的理性命令，而臣民必要的德性在于善于服从管理。因此，暴躁和淫欲之人的美德恰恰在于服从理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1卷第5章说：“臣民的德性是善于服从。”而法律旨在使臣民遵守。可见，法律的任务就在于使臣民各修其德。既然德性是使其拥有者为善，那么，法律的功效就是使其接受者成为绝对或者相对意义上的善人。所以，如果立法者所谋求的是真正的善，即合于上帝的正义的“公共利益”，那么，这样产生的法律就会使遵守它的人成为绝对的善人；如果立法者所谋求的不是绝对的（真正的善），而是以利己或者与上帝之正义相违背为目的，那么，这样产生的法律就不会使人成为绝对的善人，而只能是相对的善人——仅对制度而言是善人。就此而言，即使在本身是恶者身上也可以发现某些善的特点，例如，一个偷窃者（恶者）之所以被认为有能力（善），在于他的行动与目的“相符合”。
 
[52]



第二，所订立的法律的作用是否合适？对于将法律的作用指定为“命令”、“禁止”、“准许”和“惩罚”，托马斯·阿奎那指出，法律是理性以命令的方式给出的指示，理性的作用即由一件事推论出另一件事。为此，在论证性的知识中，理性是根据原理而使人接受结论，同样，理性也是以某些方式引导人赞同“法律的准则”。“法律准则”关乎并指导人性行为。如果有些行为原本就是“善”的，是德性行为，那么，法律的任务是“命令”或“控制”。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第5卷第1章所说：“法律控制一切德性行为。”然而，如果有的行为原本就是“恶”的，是有毛病的行为，那么，法律的任务就是“禁止”。还有一些行为原本是“中性”的，对此，法律的任务则是“准许”。

人人都畏惧“惩罚”，法律也是以此来保证人人守法，所以，“惩罚”是法律的作用之一。托马斯指出，正如“停止恶行”即意味着“开始善意”，“禁止”本身即具有“命令”之意义，就此而言，“命令”也似乎可以作为法律的作用之一。然而，“劝导”并非法律专门的任务。立法者固然能够实施有效的“劝导”，可是，无立法权的私人也不是没有可能将“劝导”做得更好。同样，“奖励”也是任何人都能够做的事。然而，无论如何，只有司法人员才有权力加以“惩罚”，因此，相比而言，只能将“惩罚”而非“奖励”算作法律的作用。
 
[53]



在论证了法律独到的本质与效果的基础上，托马斯·阿奎那继而提出法律的区分（the Various Kinds of Law）这一问题，并且分别在如下六个问题中逐个阐释了他的理论主张：

第一，是否有“永恒的法律（lex aeterna，Eternal Law）”存在？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无非是由治理一个完整社会的共同体的统治者发出的实践理性的命令。假如世界受制于上帝的神圣智慧，整个宇宙则都会受到上帝之理性的掌管。因此，掌管万物的上帝的理性与智慧便毋庸置疑地具有“法律”的意义。并且，由于上帝的理性与智慧不在时间之内，是永恒的，因此，源于上帝之理性的法律具有“永恒”的意义。
 
[54]



第二，是否有“自然法（lex naturalis，Natural Law）”存在？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作为规则与尺度，法律能够以两种方式存在：一是存在于规范者和度量者一方；二是存在于被规范者和被度量者一方——被规范者和被度量者之所以被规范与被度量，是因为他们分担着规则与尺度。既然凡受上帝神圣智慧管理的人都会受到“永恒之法”的规范与度量，而一切事物都多少“分有（participate）”“永恒之法”——由于“永恒法”的影响，每个受造物都各自“天生地（自然地）”倾向于其本性中特有的行为与目的。而作为有理性的受造之物，人所分有的永恒法律就称为“自然法”。
 
[55]

 “自然法”是自然理性之光，它使人知道“趋善避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趋善避恶”是“自然法”的首要诫命。而自然理性的光明则是上帝之理智在人的理智上的“印记”，这个“印记”就是“自然法”，因此，“自然法”就是有理性的受造物——人所分有的“永恒法”。
 
[56]



第三，是否有“人为的法律（lex humana，Human Law，人定的法律）”的存在？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是“实践理性”的一种命令。“实践理性”与“思辨理性”的思想步骤相似，二者都是从原理到结论。思辨理性是由自然熟知的不可证明的原理产生各种知识的结论——人并非自然知晓这些结论，而是需要借助于理性的帮助才可以认知。“自然法”的命令也具有相似的不可证明的原理，它需要由人的理性出发来确定个别的判定。而从人的理性出发得出的这些个别的判定就是“人为的法律（人定法）”。从本质上来讲，“人为的法律”来源于“自然法（自然道德律）”的理性命令；从形上来说，“人为的法律”与社会“习俗”密不可分，为此，托马斯·阿奎那引用西塞罗《修辞学》卷2第53章中的话：法律制裁起源于“天性”，有的因为适宜于理性便成了“习俗”；后来在这些由“天性”而来并经历了“习俗”考验的东西上，又加上了法律的“可畏性”与“尊严性”。
 
[57]



第四，是否应该有“上帝的法律（lex divina，Divine Law，神法）”？托马斯·阿奎那认为，除了“自然法”与“人定法律”以外，还需要有“上帝的法律（神法）”，他的理由如下：

首先，因为人是依靠法律使自己的行为指向“最终的目的”，假如人追求的只是不超过其自然能力范围的目的，那么，在“自然法”和由“自然法而来的人定法律”之外，人在理性方面不必再有别的指导要求。然而，由于人自然地是以追求上帝这一永恒的幸福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这个目的显然超出了人的自然能力的范围。因此，在“自然法”和“人定法律”之外、之上，还需要有“上帝给出的法律”来指导人趋向于自己的目的，这就是“神法”。

其次，相较于上帝“完满”的理性，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人的判断往往并不十分准确，特别在对于个别的和偶然事件的判断时，各人对人性行为的意见往往不一，甚至产生不同或相反的“法律”。为了使人能够毫无疑虑地知道何者当为与何者当避，就需要有“上帝给出的法律”来指导人的行为。因此，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上帝的法律”不但必须，而且其内容也是确定无误的。

再次，“人为的法律”只限于作为世俗之人所能够判断的事情，却始终无法准确判断出一个人内心的隐秘动作——即使根据其外表的明显行为也无法达到对其内心的准确掌握。然而，为了达到德性的完善，人应该表里如一。“人为的法律”既然不足以管制内心的动作，那么就需要有“上帝的法律”来提供帮助。

最后，“人为的法律”有时会面对“窘境”而“无能为力”，这时就需要“神法”相助。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第1卷第5章中说，“人为的法律”不能惩罚和禁止所有的恶事，这是因为，要想去除一切恶事，一定会同时破坏掉许多“善”，因此会有碍“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是公民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为了解除“人定法律”在面临“窘境”时的“无能为力”，使当罚者必被罚，就需要有禁止一切罪恶的“上帝的法律”予以协助。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上帝的法律（神法）”准确无误，它使人明了追求超性和神圣的目的。
 
[58]



第五，“上帝的法律”是否只有一种？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区分事物的方法通常有两种根据：一种是根据事物所属类别的不同，如“马”和“牛”——不同的牲畜；另一种是根据同类型中“完善者”与“不完善者”的不同，如“儿童”与“成人”——虽然都是人，但有长幼之别。
 
[59]

 有关“上帝的法律”的新旧之别属于第二种方式。托马斯·阿奎那引用《圣经·加拉太书》第3章第24和第25节的内容，认为可以将《旧约》法律下的生活方式比作在启蒙老师看管下的“儿童”，将《新约》法律下的生活方式比作不再受启蒙老师管制的“成年人”。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旧约》法律与《新约》法律两种法律完美与否的根据在于法律原本所具有的三种特性：

首先，法律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所谓“公共利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感官性与现世性的：《旧约》法律所谋求的就是这种利益，因此，在《圣经·出埃及记》第3章第8节至17节提到在立法之初就许给人民“流奶与蜜之地”——迦南这个肥沃富庶的绿洲与乐园；另一种是指精神的和天上的利益，这是《新约》法律所谋求的。根据《马太福音》第四章第17节的记载，基督在布道之初即教人追求天国。所以，奥古斯丁在《驳摩尼教徒福斯德》第4卷第2章说：“旧约包含现世的期许，因而称之为《旧约》；永生之许诺则包含在《新约》之中。”

其次，法律应当依照正义的原则指导人的行为。就此而言，《新约》法律也优于《旧约》法律，因为《新约》法律指导人内心的行为。
 
[60]



最后，法律应当促使人遵守戒律。托马斯·阿奎那指出，《旧约》法律是依靠人对惩罚的“畏惧”而使人守法，《新约》法律则是依靠“爱德”而教人守法。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在《新约》法律中，“爱德”是依靠基督的“恩典”赐予人心，而在《旧约》法律中只有“恩典”的象征。因此，奥古斯丁在《驳摩尼教弟子阿底曼德》（Contra Adimantum Manich，Discip.ⅩⅦ）第17章指出：“（旧）法律与福音的简单差别只在于畏惧与爱的差别。”

第六，是否有“欲望之法（lex fomitis）”？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从规范者与度量者实施于被规范者与被度量者，在这个过程中，立法者的法律思想“倾向”常常起到关键作用。一般来说，来自立法者的这样的影响有两种，一种是由于立法者“直接”促使下属“倾向于”某事，有时会促使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行动，“军法”便属于此。另一种是采取“间接”的方式，即立法者采取一定的方式使下属失去某种身份与地位，从而进入另一种法律的管制范围，例如军人被革职成为平民，于是，被革职的军人从此就进入平民与商人的法律管辖范围。
 
[61]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在上帝的立法权力之下，受造物各自具有源于本性的不同的“自然倾向”，因此，尽管对一物采取的是合于法律的行动，但这一行动对另一物来说却有可能是违法的行动。例如，从自然本性的角度讲，“愤怒”的情绪对于狗而言是合于狗的本性的，因而是合法的，可是，对于羊或其他温顺的动物来说，“愤怒”则是“非法”的，即有悖于其自然本性的。上帝根据人的特性立法，是希望人根据理性而行事。在人类原初的时候，这样的法律的效力很强，以至于不能有任何违背理性的事情发生。然而，一旦人离上帝而去（“原罪”产生之后），人就有可能成为受到感官欲望的冲动所支配的动物。所谓“欲望”，是指感官嗜欲的倾向，它在动物身上具有“法”的意义，因为凡是合乎天性的直接的倾向都可称为“法”。可是，这样的直接倾向对于人来讲则不具有“法”的性质，而是偏离理性的。然而，“原罪”之后，人受到上帝正义的惩罚并因此失去了原有的正义与理性的力量，这是由“神法”而来的惩罚，人从此而丧失原有的地位和与上帝内在的神圣关系。

第三节 永恒法、自然法、人定法与神法

罗马法学家们在承认“自然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威的同时，并不否认现实社会的制度，甚至会同时承认并遵守一些违反“自然法”的“市民法”的规定，这是罗马法的实践性的体现。伴随罗马法研究的深入和中世纪社会的秩序化，百姓们对“法制”逐渐重视，“法律”被认为是唯一最高的权威。这是因为，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传统中，“教会法”制度在当时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远大于今日——现代社会世俗的“人定法”所管辖的诸如婚姻、家庭和财产继承等纠纷在当时完全是属于教会管辖范围。因此，当时的法学理论大多来自教士而非世俗法学家。

当时的教士们常常试图建立自己的论点，这些论点（尤其是经院哲学）会将法律视为上帝与其创造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广阔图景的一部分，因此，无论从世俗的现实需要，还是从法律理论本身的建构与发展来看，“教会法”的完善在当时都显得非常重要。格拉提安（Gratian，359-383）收集、编辑与整理了教会的大量法规（canones，Kanōn），将其著作命名为《歧义教规之协调》（Concordantia disordantium canoum）即《格拉提安教令集》（Decretum of Gratian）。这一著作是中世纪法学理论的重要材料，
 
[62]

 也是《教会法典》的基础。

同时，伴随着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不断译介，中世纪神学政治意识形态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二者发生冲撞的根本点在于对“人的本质”的不同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人只有在一个完善的共同体——城邦中才能实现其自然本性及其潜能。代表当时神学意识形态的“教父哲学”则认为，人的善良本性只存在于伊甸园中人“堕落（The Fall）”之前，在此之后，统治权与私有财产权便成为弥补“原罪”的必要制度，人的原始本性是“社会的”而非“政治的”。

显然，一方面，“对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接受可能会有利于国家的概念在自然、世俗和政治的维度内的进一步发展”，
 
[63]

 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维中，“国家是最高的公民共同体，它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法发生作用的结果，导致国家产生的自然法与人类自身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自然法与人类一起产生，并决定着人类生活在一种自足、独立和自治的共同体之中……人们在国家之中能够获得自身的完善”
 
[64]

 。然而，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国家理论中只有“自然法”的位置，却没有“上帝（神法）”的位置。

为此，当时的许多神学思想家担心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政治观不仅有可能导致中世纪神权政治意识形态的瓦解，而且还会直接威胁到教会与教皇的神圣地位。于是，基督教的社会政治秩序逐渐发生危机和动摇，“自然法”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再清晰可靠。在思想家们看来，“自然法”就是自然理性告诉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人们无须反思，因为理性是认识自然法的基础。“自然法”被视为具有正当理性的法律，它符合但并不来源于《圣经》中的律法。因此，人们虽然普遍承认“自然法”是上帝的律法，但是，它何以成为人的理性中的一部分？既然“自然法”是上帝的意志，那么，为什么违背“自然法”的政治法律制度却依然具有合法性？

托马斯·阿奎那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社会现实，他深感中世纪的政治意识形态亟待整合，特别是，他认为自然法与上帝的意志何者为高、何者为低的问题必须得到合理的论证。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与要求，也是出于捍卫与完善《教会法典》的目的，托马斯·阿奎那的法律理论体系体现出“思想整合”的鲜明特征。托马斯首先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和古代哲学关于神是“最高的善”和“万物存有的动因”的观念。在他看来，神是“纯实现”，人由神而创造，人相对于神而言是“潜能”。“自然法”“分有”了“永恒法”之“存有（esse）”
 
[65]

 之后才具有了完美性，同时，在“存有”的意义上，“自然法”与“永恒法”共构出一种“潜能与实现”（act and potency）的关系。

此外，《格拉提安教令集》将“神法”、“自然法”和“人定法”区分开来的做法给了托马斯·阿奎那一定的思想帮助。而斯多噶派哲学关于“永恒法”的理论则成就了托马斯·阿奎那法律理论构成中上帝完美智慧永恒性的思想。在托马斯看来，“法律”本质上源于上帝的理性，是上帝的智慧在人世的具体呈现，是万物的第一行为原则。“永恒法”通过两个渠道实现对世界的管理：第一个渠道即通过“神法（神的启示）”让世界获知，在此意义上，基督教教义与古典时代的思想实现了嫁接，并通过教会的传达而成为“人定法”；另一方面，经由“自然法”，人类理性对“永恒法”获得认识，使其成为指导人的行为的一般规范。在这个意义上，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人由于“部分和有瑕疵地分有”神圣的理性，
 
[66]

 所以才会具有为“适当行为”而持有“适当目的”的“自然倾向”。

总体来讲，托马斯·阿奎那的法律思想体系打破了传统理论对于“自然”与“超自然”论证中两极对立的“两分模式”，代之以具有等级性的“阶梯模式”，这在法律思想史上无疑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构成。托马斯·阿奎那将“自然”与“超自然”两者同时置放于同一个理论体系之中，提出了上帝的“永恒法（Eternal law）”，并且将“自然法”视为上帝“永恒法”的派生，从而对自然法、永恒法、神法、人法加以整合，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法律体系和伦理体系。

一 永恒的法律（Eternal Law）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从创造的观点看来，上帝的神圣智慧是宇宙的观念；从管理的观点来看，上帝引领万物走向目的的神圣智慧具有法律的意义。
 
[67]

 所以，万事万物无论自觉或不自觉，无不遵循上帝的计划和规定，从而去实现各自的本性，也就是说，“人性”这个概念在上帝的创造计划中是一个永恒的概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无法抗拒地按照自己本性的需要发展自己、完善自己。反过来说，这种按照人的本性发展、完善自己就是上帝永恒计划的体现。所以，上帝的理智本身就是“永恒法（Eternal Law）”。围绕“永恒法”，托马斯·阿奎那主要就如下问题展开讨论：

第一，“永恒的法律”是不是由上帝所拥有的一种至高无上的法律？托马斯·阿奎那指出，正如每件技术作品在完成前技师心中都会先有一个模型，每一个统治者对于臣民该行之事的秩序也都会先有一个预示。技术作品的“模型”可以被称为技术“类型”。上帝运用其智慧创造万物，上帝与万物的关系，如同技师与技术作品的关系。正如上帝用以创造万物的神圣智慧具有技术的特征或观念的意义，上帝用以推动万物达致各自“目的”的神圣智慧也同样具有“法律”的意义。
 
[68]

 就此而言，“永恒的法律”无非就是上帝指导万物的行为与活动的“神圣智慧”。
 
[69]



第二，“永恒的法律”是不是为所有人知晓？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认知事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认知事物本身；另一种是认知事物的效果，因为在效果中包含与事物本身的相似点——如同人虽然看不到太阳本身，却可以通过感受太阳光而认知太阳一样。对于“永恒的法律”，除了在天堂中亲身感受上帝的本质的“至福”之外，没有人能够彻底认识它。然而，作为理性受造物，人类却能够借着“永恒的法律”或多或少的“光照”而认知它。因为凡是对真理的认知都是“永恒的法律”的“光照”与“分有”。
 
[70]

 正如奥古斯丁在《论真宗教》第31章所讲，“永恒的法律”就是不变的真理。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认知真理，至少认知“自然法”的一般原则。此外，则有人认知的真理多，有人认知的真理少，那么，对于“永恒的法律”，并非所有的人都知晓。

第三，是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从“永恒的法律”而来？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指示的是指导人的行为达及其目的的计划。
 
[71]

 从亚里士多德关于“动力因”与“目的因”的思想观点出发，托马斯认为，在事物的任何一组相互关联的推动者中，“后一个推动者”的能力一定是源自“前一个推动者”，否则，“后一个推动者”就不具备运动的能力。同样，统治之道是由“元首（统领）”传承给下级的领导者，这正如国家应行之事的政策是由国王的命令而下达到下级的行政官员。从技术方面来讲，任何一项工程的工作计划也常常是由为首的技师下达到负责亲自操作的下级技师手中。既然“永恒的法律”是最高统治者的统治规划，那么，下级统治者的统治规划必然是源自“永恒的法律”的；并且，“永恒的法律”之外的所有其他的法律也无疑都是下级统治者的统治之规划。
 
[72]

 所以，从“分有”正确的理性方面来看，所有法律都是源自“永恒的法律”。就此而言，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第1卷第6章说：“暂时的法律无公正与合法之处，因为它们并非源自永恒之律。”

第四，“必然和永恒的事物”是不是属于“永恒的法律”之下？托马斯·阿奎那指出，“永恒的法律”是上帝统治的符号，因此，凡是受到上帝统治的，便一定会受到“永恒法”的支配。相反，不受上帝永恒统治的，也就不受“永恒法”的支配。
 
[73]

 这样的区别，可以与人世间的事情来作比较：凡是人能实行的，就属于人间的统治的支配之下；而属于人的天性的，则不受人间统治的支配——例如，人有灵魂、有手和脚等，人拥有这些与与生俱来的东西是源于“天性”的，是自然具有的，与人间的任何统治者都无关。因此，凡是属于上帝所创造的事物，无论是偶然还是必然，都会受到“永恒法律”的支配；而那些属于上帝自己的本性和本体的，则不受“永恒法律”的支配，因为其本身就是“永恒的法律”。
 
[74]



第五，自然界偶然的事物是不是属于“永恒的法律”的管辖范围？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定的法律”与来自上帝的“永恒的法律”有所不同。“人定的法律”只涉及人的理性方面，因为“人定的法律”常用以指导制度之下有理性者的行为。因此，严格地说，没有人能够给自己的行为立法。
 
[75]

 人在运用自己的非理性方面无论做什么，都是人自己运用非理性的行为。而人之外的非理性的生物的行动并非依靠自己而是依靠外在的助力推动的行动。因此，按照受造物的等级分层，非理性的受造物虽是属于人之权力管理之下，可是，人却根本不能为其立法。托马斯强调，人只能够以“命令”或者“公告”的方式为属于自己权力之下的具有理性者立法，从而在其心灵上打上“规则”的烙印，并使其以为行为之本。
 
[76]



正如统治者能够以“公告”的方式在自己的臣民心中烙上内在的行为原则，上帝也在整个自然界中也“镶嵌”了自然物各自的行动原则。因此，上帝统治整个自然界，正如《诗篇》第149篇第6节所讲：“上帝颁布的规律永不变更。”同理，整个自然界的行为与活动都属于“永恒的法律”的管辖之下。所以，非理性的受造物是以另一种方式服从于“永恒的法律”，它们受上帝之助力的推动而行动，而非像有理性的受造物——人那样依靠对上帝之命令的理解而行动。

第六，所有人间的事情是不是都属于“永恒的法律”的管辖？根据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事物归于“永恒的法律”的权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认知方式参与“永恒的法律”，另一种是以主动和被动的方式得到内在的行动准则。显然，非理性的受造物是以第二种方式归属于“永恒的法律”的管辖之下。然而，有理性的受造物除了具有与其他受造物相同的特征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即具有“理性”，因此，从根本上讲，有理性的受造物天生即具有理解“永恒之法”的能力，所以，有理性的受造物是以两种方式归属于“永恒法”的权力之下。
 
[77]

 此外，有理性的受造物对于合于“永恒法”还具有一种“自然的倾向（natural tendency）”，即自然的“向善”倾向，这正如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第2卷所说：“人天生就是有德性的。”

然而，这样的两种方式在恶人身上都是不完善的，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败坏。这是因为，一方面，恶人身上的“恶习”会破坏人对“德性”的“自然倾向”，而其对善的自然认知又往往会被“情欲”和“罪恶之习”所蒙蔽。然而，对于善人来讲，这两种方式都是完美的，因为他们在对善的自然认知之外还会增加信仰与智慧的认知，不仅如此，除了对于善的自然倾向，他们也往往会增加进内在的恩典与德性的动力。
 
[78]

 所以，托马斯·阿奎那主张，善人完全服从于永恒的法律，常常会依法行事；而对于恶人来讲，他们虽然也属于永恒的法律的管辖，可是，由于他们对善的认知和倾向都不完美，他们的行为也会因此而不完善。不过，恶人在行为方面的不完善终究要以“受苦”为代价——按照他们在遵守永恒的法律的行为方面的“欠缺”，他们需要接受永恒法律所订立的相应的苦痛。

二 自然法（Natural Law）

“自然法”理论是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思想的重要而关键的理论。托马斯强调“法是理智命令”这一思想的时候，他想强调的是宇宙间的自然规律来自“永恒的法律”，反映“永恒的法律”。在托马斯看来，宇宙间的非理性受造物由于不具有“理智”和“理性”，只能够被动地遵循自然规律及永恒的法律，却始终不可能根据自然规律和永恒的法律向自己宣布任何命令。相反，作为理性受造物的人天生具有理性，能够认识自然规律和永恒的法律，并因此给自己宣布命令，而这样的命令就是“自然法”。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里，“自然法”并非简单地意味着对事物本性的反映，而是人的理智通过反省事物本性，特别是自己的本性而给自己宣布的“自然命令”。 “自然法”不是简单地对“本性”的理性认识，而是理性所宣布的反省结果。因此，所谓“自然法”，即“理性受造物所分有的永恒的法律”
 
[79]

 。关于“自然法”，托马斯主要就如下问题展开具体的讨论：

第一，“自然法”是不是一种“习惯”？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原因在于，所谓“习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式的和本质性的，就此而言，“自然法”不是“习惯”，它出自理性。
 
[80]

 “习惯”是人借以行事的条件，而“法律”则是人做事的“原则”。一个人讲话词句正确离不开运用“语法”的“习惯”，可是，从根本上说，“语法”本身并不等于“习惯”。“习惯”的另一种意义在于它所指的是人惯常的持有。
 
[81]

 例如，所谓“信仰”就是“坚持”某种信念。从这个意义上看，由于理性有时会现实地考虑到“自然法”的准则，而“自然法”也通常是以“常态”的方式存在于理性之中，就此而言，“自然法”就是“习惯”。

第二，“自然法”包含有许多“准则”还是一个“准则”？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自然法的准则与实践理性的关系，就如同论证的第一原理与思辨理性的关系——二者都是自明的原理。
 
[82]

 所谓“自明”有两种：一种是就其自身而言，一种是就认知者而言。任何命题，如果其谓词包含在主词的概念中，那么这个命题就是“自明”的。可是，对于不知道主词定义的人来说，这个命题则不是自明的。例如，“人是有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其性质来讲是“自明”的，因为无论谁说到人，他所说的都是“有理性的存有者”。可是，如果不知道什么是人，即不知道人的本质存有是什么，那么，这个命题也就不是“自明”的了。

因此，波埃修在《论七天创造工程》（De Hebdomadibus）一书中说，有些命题对众人是“自明”的，即那些述语是大家共同了解的命题，如：“整体大于局部”、“与同一东西相等者，彼此也相等”等。而有些命题只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是“自明”的，他的意思是说只对那些明白命题中述语意义的人是“自明”的，例如：对于明白“天使并非有形体之物”的人来讲，“天使不受空间的限制”就是“自明”的，然而，对于不懂相关神学知识的人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不会理解“不受空间的限制”的意思的。

托马斯·阿奎那强调，人可以根据所具有的理性在被普遍领悟的事物中发现某种“秩序”。托马斯认为，在人所认知的所有对象中，最先被领悟的是“存有（being）”，它包含了人们能够理解的所有事物的概念。因此，第一个不能证明（自明）的原理是“不能同时肯定又否定同一事物”，这个原理基于“存有”和“非存有（not-being）”的概念。按照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3章的观点，其他的原理都是以这项原理为基础的。

由于“存有”是绝对第一个进入人的认识，那么，指导人的行为的“善”就第一个进入实践理性。因为每一个主动的行为都指向一个“目的”，而“目的”具有“善”的意义。所以，实践理性的首要原则以“善”为基础，即“善是一切事物的追求目标”。那么，法律的第一条基本的准则就是“趋善避恶”——“自然法”的其他所有的准则都以此为根据。因此，凡是实践理性自然地认为是人之善（或恶）者，无论是该行还是该避，都属于“自然法”的准则。
 
[83]



由于“善”具有“目的”的性质，而“恶”具有相反的性质，因此，人的理性自然认为凡是“善”的就是人的行为应当追求的“目的”；与“善”相反的“目的”则是“恶”，是人之行为应当避免的“目的”。就此而言，各种自然倾向的次序，就是“自然法”的法则次序。人首先具有与一切实体共有的“向善的自然的倾向”，即一切实体按其“本性（nature）”来讲都趋向于保护自己的存有。根据这样的本能倾向，对于人来说，凡是能够用以保存人的生命并且阻止影响生命的障碍和危险的，无疑都属于“自然法”。其次，人具有与其他动物共有的天性，这种天性即是大自然教给一切动物的“自然法”，如：男女的结合与生育、子女的教育等。
 
[84]

 最后，人自然地具有由理性出发的向善的倾向，因此，人自然地倾向于摆脱愚昧、追求真理（包括认识上帝），以及倾向于过社群的生活等。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以上三点都是“自然法”的首要诫命“趋善避恶”所涵盖的内容。

第三，是不是所有的“德性行为”都由“自然法”所规定？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德性行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从合于德性的方面看；二是看行动本身的性质。从合于德性的观点来看，所有的“德性行为”都属于“自然法”的范围。这是因为，凡是人根据其“天性”所倾向的都属于“自然法”；而每一事物也都自然地倾向于适合自己的“形式”的行动，例如：火会倾向于释放热量。人天生具有理性灵魂，这是人的专有的“形式”，因此，人都自然地倾向于根据理性而行动，这便是根据“德性”的行动——理性命令人根据“德性”而行动。然而，如果从“德性行为”本身即“德性行为”的性质来看，“德性行为”并非都属于“自然法”的范围。这是因为，合于“德性”的行为最初并非都是出于“本性（天性）”的自然倾向，而是人通过理性的探求而发现哪些事更有益于过善的生活。
 
[85]



第四，人是否共同拥有同一“自然法”？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自然所倾向的（人的本性倾向）属于“自然法”的范围，并且，人所独有的“自然倾向”是根据“理性”行事。按照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1卷第1章所讲，理性的作用是从“普遍”的原理推论出“个别”的原理。可是，“思辨理性（speculative reason）”与“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不同。因为“思辨理性”所处理的主要是必然的事物，即不得不如此的事物，所以，“思辨理性”所得出的结论如同“普遍原则”一样不能有错误。而“实践理性”所处理的却是人之行动所涉及的偶然事件，因此，在普遍原理中虽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但是，越是接近个别事件，所得到的结论越不准确。所以，在思辨的事物中，无论是对于原理还是结论，大家得到的真理都是相同的：虽然在结论方面的真理并不是大家都实际地认知，而只有原理方面的真理是大家认知的，即所谓的“普遍观念（common notions）”。相比来讲，在实践问题上，对于个别事件的真理或行动的正确性，大家的意见却有可能并不一致，而只是在“普遍观念”方面保持一致；而某些人在个别事件上的“一般原则（general principles）”虽然同样正确，可是，每个人为大家所认识的程度却不一样。
 
[86]



因此，“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一般原则”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样的真理，大家也可以平等地了解。“思辨理性”的固有的真理性结论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可是，并非所有人都同样知晓。例如，三角形的两个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之和，这对所有人都同样地“真”，可是并非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真理”。然而，对于“实践理性”的固有结论，并非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样的真理，并且，在真理相同的地方，也不是每个人都同样地知晓这同一真理。所以，无论是就正确性还是就认知的层次来讲，“自然法”的“一般原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某些“一般原则”即关于由“普遍观念”而来的结论，其正确性对于大家相同，并且为大家所共知。不过，在少数情况下，“普遍观念”的正确性也会因遭受阻碍而有所缺失，从而在认知方面产生缺失——人的情欲、败坏的习俗和不好的风气，都会影响人的理性。

第五，“自然法”是否会发生变化？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自然法的改变有两种方式。自然法可能发生改变的第一种方式是“有所增加”——自然法会有这种改变，因为在自然法之外，“上帝的法律（devine law，神法）”和“人定的法律（human law）”都会增加许多对人生有用的规定，相应地，作为上帝理性和智慧的自然法也会随着“神法”律令的增加而有所增加，继而再影响“人定法”的调整和改变。自然法可能发生改变的第二种方式是“有所减少”——以前合于自然法的，后来不再适应了。然而，即使自然法在这种意义上有所减少，其首要原则“趋善避恶”也是绝对不会改变的。所改变的不过是自然法的一些次要原则，也就是说，与自然法的首要原则相近的结论可能会发生改变。不过，“减少”后的自然法的规定无论如何也不会变得在大多数情形下不起作用，它只可能会在少数个别事件上会有改变。
 
[87]



第六，“自然法”是不是会从人的心中废除？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根据前面两个问题可知，属于自然法的东西，首先是一些众所周知的最普遍的规定；另外就是一些与“首要原则”接近的次要的、具体的规定。自然法的一般原理普遍有效，绝对不会从人心中去除。
 
[88]

 不过，在个别行为方面，自然法会有所消减——这种情况往往是由于“欲望”或其他的“情欲”的原因导致“理性”受阻而产生。在次要的规定方面，自然法有从人心中去除的可能，原因或者是由于不当的成见——由此，人们在认识方面的必然结论也会相应地产生错误；或者是由于不良的习俗与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诸如“罪”的认识会发生改变，例如：一般认为，“偷窥”是一种“罪”，可是，在中国许多农村的娶亲风俗中，夜间闹洞房的习惯即包含了“偷窥”的环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认为“偷窥”并非是“罪”。
 
[89]



人虽然无法在上帝的理智内读到“永恒法”，但是，人凭借自己的理智却可以“认出”自己本性内的“自然倾向和需要”；在反省这些倾向和需要时，人就能够认识人性所固有的“自然法”。在托马斯看来，每一个人都有“自然的倾向”，人能够以此为出发点去发展自己的潜能，以期得到其应有的善。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思想是自然理性与基督教义的产物。完整的、成体系的关于自然法的论述是托马斯独特的思想成就。托马斯·阿奎那在自然法领域所作的贡献是最具原创性的。
 
[90]



三 人定法（Human Law）

“人定法”是维护人类世俗社会安定和发展的保障。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定的法律”是为了公共利益而由统治者颁布的理智命令。
 
[91]

 “人定法”的基础是“自然法”，其正义性来自自然法的正义性，人定法绝不能与自然法相抵触。
 
[92]

 围绕人定法，托马斯·阿奎那主要就如下问题展开具体的论证。

第一，制定“人定的法律”是不是有用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天生具有“向善的自然倾向”，这是人的“德性”。可是，德性的实现有时却有赖于后天的训练。
 
[93]

 人为了获取生活所需要的用品，如饮食和衣服，需要自己去劳动。作为受造者，人固然在受造的那一刻即从上帝那里自然地得到了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的“基本”条件——理性和双手，可是，人却并不能如同其他动物那样完全地从大自然获取“充分”的生活供给——因此，对于实现德性的后天的训练，人并没有充分的准备，因为德性的修养主要在于：人的行为要适度，要避免不正当的享乐。然而，人又是本能地特别喜欢享乐，特别是年轻人，因此，托马斯认为，年轻人尤其需要“德性”的训练。而这样的完善训练必须借助于“某种协助”。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对于那些具有天生的善良气质与习惯，或者天生对上帝的恩典具有本性地向往、从而倾向于德性的青年，只要有身边父亲的训练就足够了，而这种训练所依赖的主要是“劝告（admonitions）”。
 
[94]

 然而，相较于这些天生即具有良善品质的人，有的人却是道德败坏，或者容易变坏，并且不易为言语所动。对于这些人，就必须采用“强迫”与“威胁”的手段让其“避恶”，直至不再作恶，以期给别人带来平安。而一旦这些人的习惯“被”养成，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做他们原本是出于“畏惧”而做的事，从而真正成为有德性的人。因此，运用“惩罚的”或“威胁的”训练，就是实行“法律”的训练。托马斯认为，为了使人们拥有和平及德性，就需要有“人为的法律”。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1卷第2章所讲，“人如果有德性，就是动物中最好的；但是，人如果背弃了法律与正义，便是动物中最坏的”——因为人可以运用理性手段去满足其欲望与邪恶的情感，而这却是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
 
[95]



第二，“人定法律”是不是都源于“自然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托马斯·阿奎那提到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第1卷第5章的一句话：“不合乎正义的法律，不能视为法律。”因此，法律的力量依赖于其合乎正义的程度。
 
[96]

 人的行为合乎正义根据的是理性的法则。而理性的首要法则正是“自然法”。因此，人所制定的法律中有多少成分源于“自然法”，便具备有多少成分的“法律”本身的意义。如果背离了“自然法”，就不再是“法律”，而是法律的颠倒。
 
[97]



那么，“人定法律”是以何种方式“源于自然法”的呢？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人定法律”源于“自然法”的方式有两种：第一，“人定法律”作为一个源于前提的结论；第二，“人定法律”通过对某些共同原理的进一步的限定而体现出与“自然法”原则的一致。第一种方式就如同在科学研究中根据原理而推出结论。第二种方式恰似在技术上将共同的形式具体化为个别部分，如同技师必须将房屋的共同的形式（设计理念）具体化为建成后的“这栋”或者“那栋”房屋的模样一般。因此，有的“人定法”是以“结论”的方式——源于“自然法”的共同原理，如：“不许杀人”即源于“不许危害他人”的结论；有的“人定法”则是以进一步“限定”的方式源自“自然法”，如：根据“自然法”，犯罪者当受惩罚，可是，如果具体说到犯罪者当受这样还是那样的惩罚，则由“人定法”来具体“量刑”而定。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定法”中包含上述两种方式——在第一种方式下，“人定法”不仅仅因其作为“人为的法律”本身而具有效力，而且也包含了来自“自然法”的效力；在第二种方式下，“人定法”则只是具有其作为“人定法”的效力。

第三，神学家以西多尔（Isdore）强调，“自然法”为一切民族共有，为人类所遵循。以西多尔认为，法律（成文法，人定法）有三个条件，第一，“促进宗教”，即“人定法”与“上帝的法律”相和谐；第二，“有助于法纪”，即“人定法”与“自然法”相和谐；第三，“增进公共利益”，即“人定法”与人类利益相一致。以西多尔对“成文法（人定法）”性质的描述是否准确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每个指向“目的”的事物的形式必须与“目的”相符。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2卷第9章指出，锯子的形式是适宜于割锯。凡是有规矩度量的东西，也都应该具有与其规则与尺度相符的形式。显然，“人定法”具备上述性质，因为它是以高级规则为准则的规则。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定法”首先在于理性的秩序，因此是“公平的”。此外，要看行动者的能力。法律应当适合每个人的能力，同时也要考虑到本性的能力（例如，儿童天性柔弱，其所承担的责任因此不同于成人）；此外，“人定法”还应当符合习俗、习惯，因为人是不能够不顾及他人的习惯而独自生存的。除了以上因素，还要看事实（境遇）的情况，一定要“与时空相宜”。“人定法”一定要是“有用的”——法律应当促进“公共福利”和一切善行；“人定法”一定要是“必要的”，即一定是针对阻止罪恶而言；“人定法”一定要是“清楚的”，是为避免由法律产生的弊端。
 
[98]



第四，如何为“人定法”做出分类？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们可以根据一物的本质因素将其加以区分，如，动物的概念中含有理性灵魂和非理性灵魂，那么，动物依此就可以被区分为“有理性的动物”和“无理性的动物”，而绝对不是按照“白色”或“黑色”等这些动物概念以外的所谓“标准”来划分。“人定法”有许多性质可以据此而相区别。
 
[99]



首先，根据前文所论，“人定法”源于“自然法”。而根据“成文法（人定法）”源于“自然法”的两种方式，“成文法”可以分为“万国公法（law of nations）”和“民法（civil law）”。由“自然法”而来的原则的结论属于“万国公法”，例如，“公平交易”等，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法则，那么人与人之间就难以和平共处。这是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卷第1章，人天生就是社会性的动物，是一个社会存在。而“公平交易”这个法则从根本上说是源于“自然法”的。至于以进一步的个别限定的方式而源于自然法的法律则属于“民法”——为了适于国情，每一个国家在制定法律时都会有所限定。
 
[100]



其次，从“人定法”应该指向国家的“公共利益”这个角度讲，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人定法”。也就是说，“人定法”可以根据一种特殊的方式，以献身公益的不同的人而加以区分，例如，为上帝的子民祈祷的神甫、管理人民的统治者、保卫国家的军人等。因此，关于这些人应该有特别的法律。
 
[101]



还有，“人定法”应该是由治理国家的人来制定，那么，按照不同的社会制度，就会有不同的人定法律。根据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卷第5章所讲，有一种制度叫做“君主制（monarchy）”，由一个人治理国家，因此便产生了所谓的“皇家法令（Royal Ordinance）”。另外的一种制度是“贵族政体（aristocracy）”，它由优秀的人或最高贵的人治理国家，这时便会有所谓的“权威的法律主张（Responsa Prudentum，Authoritative legal opinions）”，以及“元老院的决议（Senatus consulta，Decrees of the Senate）”。还有一种制度则是“寡头政体（oligarchy）”，即由少数的富人或者有势力的人当政，这时便会出台所谓的“长官的政令（Prtorian）”，也可以称之为“上级的政令（Honorary）”。还有一种制度是全民政府的“民主制度（democracy）”，在此制度下产生“平民会议的决议（Plebiscita，Decrees of the commonalty）”。还有一种政体是“暴政（Tyrannical government）”，是完全腐败的制度，因此没有法律以此为名。最后，还有一种“混合政体（a form of government made up of all these）”，这是最好的制度，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正如以西多尔《语源学》第5卷第10章、第2卷第10章所说，在这种制度下，法律“是由元老们与百姓共同制定的”。
 
[102]



最后，“人定法”应该指导人的行动。就此而言，针对不同的问题也会有不同的法律，有时，会以立法者之名来命名这些法律，例如，关于通奸的《茱莉亚法》（Lex Julia de Adulteriis）、关于暗杀的《高乃利亚法》（Lex Cornelia de Sicariis）等，它们是按有关事情的分类，而非按立法者的分类。
 
[103]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自然法是神的智慧在人身上的体现，因此，自然法是理性的人对永恒法的参悟。而人类理性必须从自然法的规定出发来追寻对人类社会中人的行为的具体处理方式，这种通过理性找到的具体处理方式就是人定法。托马斯认为，人定法只有在依循正当理性的条件下才具有法律的品质。就此而言，人定法来自永恒法。人定法只要违背了理性，就是不正义的法律，它所具有的是暴力而非法律正义的性质。

自然法的规定被归于人的善的天性，以此为出发点，托马斯·阿奎那展开了对人定法及其理性基础的探讨与诠释。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自然界中人的构造计划是这样的：人生活于三层秩序中：有一层秩序来自神法（The Divine law），它在万事上指引人类；另一层秩序源自理性规则（The rule of reason），人的行动和情欲由它裁定。如果人本性上只是一个动物，这二层秩序对人来讲已经足够，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从本性上来讲还是一个政治的和社会的动物，所以，人必须有第三层秩序，它管理生活在一个和他人有关系的社会人群。
 
[104]



人生于天地之间，秉有最珍贵的自由意志，但人的行为却无法随时随地随意而行，人毕竟是身处一个和他人有关系的社会当中，这是“人定法”之所以用来管理社会中人的原委，也是第三层秩序。对于人类的三层秩序，托马斯·阿奎那以和中国古人相同的心境看待，也即将之以同心圆的系列处理。
 
[105]

 在这三层秩序中，第一层包含第二层和第三层，并且，第一层超越第二层，第二层超越第三层。因为涵括在自然法之下者必定在永恒法之下。同样，自然法包含人定法且超越人定法，因为在人的一切相处的规律中，人以理性规律作准则。
 
[106]



相对于“自然法”，“人定法”以大众福祉、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究其形上根据，则以不违背“自然法”为原则，以人的理性的第一原则——“趋善避恶”为依据，而其最终极的根源则是上帝的“永恒的法律”。因此，“自然法”本质上是上帝烙在人性上的神圣智慧。人因“分有”上帝的智慧而自然地“向善”，因此，对于人来说，遵从“自然法”的命令，倾听“良知”的指引，即是忠于自己的“本性倾向”——心与道合，顺天之命。在此，“永恒法”、“自然法”和“人定法”三层次的相连相通就如同儒家《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表现出的上下双回向的相辅相成，一脉贯通，并指出天命、人性和教化三者，从而形成一以贯之的连续体。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法律体系中，“永恒法”、“自然法”和“人定法”不是各自孤立地存在，而是有机地结合成一体的。“自然法”犹如一座桥梁，其一端架在“人定法”的这一边，而另一端则植根于“永恒法”的彼岸。因此，如果我们从“永恒法”的角度看“自然法”，可见其形上的、神性的和不变的一面。同时，如果我们从“人定法”的角度看“自然法”，则其形下的、人性的和可变的一面亦显而易见。也就是说，“自然法”可以与“永恒法”、“人定法”发生互动，从而不仅“上通下贯”（上通“永恒法”、下贯“人定法”），而且“一体两性”（同时包含“神性”与“人性”的特征）。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主张显示人心本性即具有客观普遍的法则存在，其基础是“永恒法”——保障了其客观正确性与价值；“自然法”又可落实为具体成文的“人定法”，以促进社会的“公共福利”。由此足见托马斯·阿奎那法律思想独特的、立体的“大全”构成，以及其中所体现的“神性”与“人伦、人性”的完美统一。

四 《圣经·旧约》的法律及其训令（the Old Law and It's Precepts）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法律体系当中，他首先肯定“永恒法”及其所派生的“自然法”，将其视为规范人之行为的基本原则，然后又提出其独到的“神法”的概念，并列举若干条例，作为基本原则的具体规定。这在一般的伦理学中是看不到的，虽然，历史上也有其他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曾经提出过“神法”的概念，但并非是将之放在区别于“永恒法”的情况下加以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神法”的界定与诠释是托马斯·阿奎那法律思想独到的内容。

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的“神法”是从基督宗教《圣经》中归纳出来，它包括《旧约》中上帝通过先知提供的启示以及《新约》中耶稣基督所宣讲的道理。具体来讲，“神法”可以划分为“旧约时代的启示法”和“《新约》时代的福音法（Evangelical law）”两种。围绕《圣经·旧约》法律本身及其法则，托马斯·阿奎那共提出如下六个问题：

第一，《圣经·旧约》的法律是否优良？托马斯·阿奎那指出，毫无疑问，旧约的法律是好的。就如同一个学说如果合于正确的理性无疑就是好的学说一样，法律如果合于理性，就是善的。旧约的法律在当时是合于理性的，因为它抑制不合理的欲望，正如《出埃及记》第20章第17节所讲：“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的有的。”不仅如此，旧约的法律也禁止一切违反理性的罪恶。所以，旧约的法律显然是好的。托马斯引用使徒在《罗马书》第7章第22节的话：“根据我的内心，我喜欢上帝的法律”；又指出（16节）：“若我所做我不愿意的事情，这便是承认法律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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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在《神名论》第四章也指出，我们可以将“善”划分为许多等级：有些是“完美之善（perfect good）”，有些是“不完美之善（imperfect good）”。“完美之善”其本身足以达成目的；“不完美之善”有助于目的的达成，却不能单独地达成目的。例如：品质优良的药有助于病人的健康从而可以为病人身体痊愈提供安全保障，而品质不够好的药即使对人身体有些帮助、但一定不可能使病人痊愈。

此外，“人定法”与“神法”的目的不同——“人定法”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的安宁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法律常常会禁止破坏社会安宁、破坏社会公共利益的外在行为。相较而言，“神法”则是将帮助世人获得“至福”作为最终目的，而无论是外在的或者是内心的任何“罪恶”都有可能损害这个目的。因此，对于“人定法”而言是完美的规定（诸如禁止罪恶、制定处罚等法规），对于上帝的“神法”来讲并不能算完美——托马斯强调，上帝的法律的完美性在于使人完全适于分享永远的幸福。而获得永福就要依靠上帝的恩典，唯借此才能将“上帝的爱倾注在心”（《罗马书》第5章第5节），而“爱德（charity）”会满足一切法律：因为“上帝的恩典是永生”。《圣经·旧约》的法律不能给人这样的恩典，而是需要等待基督，因为《约翰福音》第1章第17节指出：“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在托马斯看来，《圣经·旧约》的法律固然是好的，但不是完美的，就如《希伯来书》第7章19节所说：“（《圣经·旧约》）律法原来一无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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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圣经·旧约》的法律是否来自上帝？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圣经·旧约》的法律是由至善的上帝所订立，目的是使人走向基督。《圣经·旧约》的法律以两种方式使人走向基督：一种方式是为基督作证——基督之言必须应验；另一种方式是作为准备——使人离弃神而敬礼唯一的、借基督救赎人类的上帝，而“在信仰尚未到来以前，人们都被禁锢在法律的坚守之下，以期待信仰的出现”（《加拉太书》第3章第23节）。托马斯认为，为目的做准备与使人达到目的显然都是来自同一动因——上帝及其使徒。魔鬼绝对不会制定出使人归向基督的法律，并借此使自己被弃。所以，托马斯说，订立法律的与借着基督而使人得救的是同一位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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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圣经·旧约》的法律是否通过天使而来？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是借天使而来自上帝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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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旧约》的法律并不完美，它用以帮助人类准备承受将要由基督完成的救赎。在托马斯看来，对于有等级划分的权力与技术来说，主要的行动和完美的行动是由位高者亲自施行；而完美阶段的准备工作则是由手下的人来做——例如，船舶制造者通常先是由所属工人准备材料，然后再亲自将船组装起来。所以，托马斯认为，《圣经·新约》的完美法律理应由降生成人的上帝直接而来，《圣经·旧约》的法律则该通过上帝的臣仆或天使给予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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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圣经·旧约》的法律是否只颁布给犹太民族？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上帝把法律颁布给了犹太民族，而没有给别的民族，也许有人会认为那是因为别的民族都崇拜邪神，只有犹太人保存了唯一真神的信仰，因此，犹太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不配接受法律。托马斯否定了这个看法，他认为，上帝之所以将法律以及其特别的恩宠赏赐给犹太民族，是因为他们的祖先许下了基督要从他们的民族产生的诺言——这个民族由此而具有了特别的“美德（merits）”。因此，圣祖许诺，其后裔获得法律，都只是由于那无代价的选择。
 
[112]



第五，人们是否应该奉守《圣经·旧约》的法律？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圣经·旧约》的法律使“自然法”的指令更为明确，除此之外，还具有一些特别的指令。因此，人们应该遵守《圣经·旧约》法律当中所包含的“自然法”，至于《圣经·旧约》法律中那些增加的部分，除了犹太人以外，别人不必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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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因为，《圣经·旧约》的法律原本就是给犹太人制定的——凡是针对某些人的特别品德而订立的法规，都只约束这些人。同样道理，有的法律只约束信徒，非信徒则不受其管制；修会会士由于誓愿当行的神职，非会士也没有责任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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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摩西时代颁布的《圣经·旧约》法律是否颁布适当？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摩西时代订立《圣经·旧约》的法律非常适当。订立法律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法律的制定是为了使桀骜不驯者驯服；另一方面，法律也是为了好人所订立——使其在法律的指导下顺利达及志愿。在摩西时代订立《圣经·旧约》的法律，显然是为了“克服人的骄傲（overcoming man’s pride）”——那时，有两个因素使人骄傲：“知识与权力（knowledge and power）”。就知识方面来说，当时许多人认为，仅仅靠自然理性就可以获救——而经验使人知道理性不足为恃，不然，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都陷入了“偶像崇拜和最可耻的恶习（idolatry and the most shamefulvices）”中呢？因此，在那个时代，需要有明文法律来补救人的愚昧，从而认清什么是罪恶。同时，法律对于善良者来说更是一种必要的帮助——特别是在面对猖獗的犯罪，“自然法”却无法提供明确的惩治条款时。托马斯强调，在有了法律之后，还需要克服人在权力方面的骄傲，因为人不可能不依靠上帝的帮助而最终实现他的目的。在罪恶增多、自然法律开始受到蒙蔽后，犹太民族最需要辅导。然而，这样的辅导应当有个次序——由不完美开始，然后走向完美。所以，《圣经·旧约》法律的制定，应该是在自然法律与恩宠的法律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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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对于“《圣经·旧约》法律”的论证与分析，托马斯·阿奎那还对“旧约法律的训令（the Precepts of the Old Law）”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为此，托马斯主要讨论了如下问题：

第一，《圣经·旧约》的法律是否只有一个训令？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的训令是关于当做之事的义务。训令关乎“目的”，而每一个目的都可以具有许多与此相关的训令。由于《圣经·旧约》法律的许多训令都指向一个目的，因此，可以说《圣经·旧约》的法律只有一个训令；然而，就这些训令关涉诸多事物的特点来说，《圣经·旧约》的法律也可说是具有许多训令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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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圣经·旧约》的法律是否含有道“德性的训令（moral precepts）”？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圣经·旧约》的法律含有道德性的训令，如《出埃及记》第20章第13、15节所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在托马斯看来，人定法律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上帝之法律的目的则主要是建立人与上帝的友情。可是，如果人不能成为善人，人与至善的上帝的友情便不可能存在。因此，《圣经·旧约》的法律对德性的行为应该有所训示。这些就是法律的道德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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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圣经·旧约》法律的道德训令是否都属于“自然法”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道德训令关乎“良好的道德（good morals）”，良好的道德合于理性，而理性是人性行为的根本原则。人的理性的一切判断，都是不同程度地根据自然理性。因此，道德训令都必须属于“自然法”，只是方式有所不同。例如：“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出埃及记》第20章第12、13、15节；《申命记》第5章第16、17、19节）——这一类训令绝对属于“自然法”，因为任何人的自然理性都能本能地判断是当做或不当做；“对老人要尊敬”（《利未记》第19章第32节）——这一类训令虽然也属于“自然法”，不过，对于类似之事的判断却不是太容易，需要由有智慧的人做出理性方面的深思考虑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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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旧约》法律的道德训令是否关乎一切德性行为？法律的训令既然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必然会因社会组织的不同而各异。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由国王所治理的国家的法律是一个样子，由民众所治理的国家的法律是另一种样子，而寡头政治的法律又是一种样子（《政治学》第4卷第1章）。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定法”所针对的社会是人与人之关系的社会，不同于上帝的法律所针对的社会。相应地，“人定法”所包含的训令只关乎“正义”的行为——纵然“人定法”对其他德性的行为有所规定，也只是因为这些行为与“正义”有关。上帝的法律所针对的社会是人与上帝的社会，其中的训令关乎人与上帝交往的一切事情。托马斯·阿奎那强调，人凭借理性或者心灵与上帝结合，在心灵中有上帝的肖像，所以，上帝的法律对于使正当理性趋于正当之事都有所训令——这关系到一切德性的行为。因此，上帝的法律对一切德性之行为都适宜于订立训令。
 
[119]



第三，《圣经·旧约》法律的一切道德训令是否都归宗于“十诫（Ten Precepts of the Decalogue）”？根据《圣经》记载，“十诫”是上帝耶和华借由以色列的先知和首领摩西向以色列民族颁布的律法中的首要的十条规定。这件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500年。以“十诫”为代表的“摩西律法”是犹太人的生活和信仰的准则，也是最初的法律条文。“十诫”在基督宗教法律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十诫”中的训令据传说是由上帝亲自颁布给民众，《圣经·旧约》法律的其他训令则是由“摩西（Moses）”颁布给民众——显然，这是《圣经·旧约》法律与“十诫”的重要区别。“十诫”是人直接得之于上帝那里、稍加思索便能根据“第一普遍原理（the first general principle）”得出来的训令，此外还包括“通过上帝所赋予的信仰（through divinely infused faith）”立刻所能明白的训令。因此，有两类训令并没有被列入“十诫”：一类是人所共知的第一普遍原理，它被深深地刻在自然理性之上，是“自明的（self-evident）”，不必另外颁布。例如：不许伤害他人，以及类似的其他原则。另一类没有被列入“十诫”的是需要有智慧的人仔细思索才能知道的训令——上帝通过智者的教导而将这些训令传授给民众。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无论如何，上述两类训令是以不同的方式包含在“十诫”训令之内，其中，前一类就好比原理包含在最近的结论之中，后一类则相反，恰似结论包含在原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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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诫”的训令的区分是否适当？有关“十诫”训令的区分一向是神学家们争议的热题，托马斯·阿奎那赞同奥古斯丁的主张。奥古斯丁在《出埃及记注》（Exodus，loc，cit.拉丁通行本注释）力求将上帝的训令分为三条，另七条则作为关于人的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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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诫”的训令的数目是否适当？正如“人定法”的训令是用以规范人间的社会，上帝的法律的训令则是用以规范上帝权威之下的人的社会或团体。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一个人能否适合于某个社会，有两点要求：其一，这个人与这个社会的当权者之间关系要融洽。其二，这个人与这个社会的其他成员的关系也要融洽。为此，在上帝的法律中，关于这两种关系都应该有训令。

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人对社会当权者有三种义务即“忠诚（fidelity）”、“服务（reverence）”和“尽义务（service）”。此三种义务分别对应了“十诫”中的第一诫即“钦崇一天主在万有之上”的训令——“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即“毋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的训令和第三诫即“守瞻礼主日”的训令。除了人与社会当权者的关系，对于人与他人之关系，托马斯也从“特别的（in particular）”和“一般的（in general）”两个角度提出两种义务：那些有债务的人应当偿还债务给他们的债主，在此，“债务人”与“债主”二者的关系就是“特别的”关系——托马斯将之比作“子女”与“父母”的关系，这便是第四诫即“尊敬父母”的训令。“一般的关系”则针对所有的人——它强调，任何人都不可以其“行为（deed）”、“言语（words）”和“心念（thought）”伤害他人。托马斯认为，以“行为”伤害他人，有时被伤害的反而是其本身，从而伤及其个体的存在——第五诫即“毋杀人”就是关于这方面的训令。有时，以“行为”伤害他人，可能会在传宗接代方面给人带来伤害——第六诫即“毋行邪淫”就是关于这方面的训令。以“行为”伤害他人，还有可能会伤害到人为了自己和子女的生存而拥有的财富，因此，第七诫即“毋偷盗”的训令即关于此。此外，有关以“言语”伤害他人的训令，在“十诫”中则对应着第八诫即“毋妄证”；而有关以“心念”伤害他人的训令，则由“十诫”中的第九诫即“毋愿他人妻”的训令所对应。显然，在此，第十诫“毋贪他人财物”的训令适用于“行为”、“言语”和“心念”的各个方面。不仅如此，托马斯还提出，关于上帝的三条训令也可以根据有关“行为”、“言语”和“心念”的区分方法加以区分。
 
[122]



第六，“十诫”的训令的次序是否适当？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之生命与社会的目的是上帝，因此，“十诫”的训令首先应该确定人与上帝的关系——与此关系相背离的事情被认为是最严重的事情。这正如在一个军队里军人的第一职责就是服从长官，否则其罪不可赦免；其次才是军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对于人与上帝的关系来说，托马斯认为，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忠于上帝；第二件事情是对上帝表示尊敬；第三件事情是为上帝服务。对于人与人的训令，托马斯强调，欠债的人如果违反他与债主的关系，显然就是违反理性，因此，欠债者的罪也是比较严重的。在有关人与人关系的训令中，有关父母的训令居首，其他的训令以罪之严重性而依次排列：“行为”上的罪比“言语”之罪严重；言语上的罪比“心念”上的罪严重。有关“行为”方面的罪恶之中，“杀人之罪”所破坏的是人天性中本已存在的生命，因此，杀人之罪比“奸淫之罪”严重；而奸淫罪比“偷盗之罪”严重。
 
[123]



第七，“十诫”训令的编写是否适当？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上帝的法律训令中包含着至高的智慧。按照合适的方式与次序安排事物，正是智者的特长。因此，“十诫”的训令编写十分得体。
 
[124]



第八，“十诫”的训令是否可以豁免？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十诫”的训令中包含立法者即上帝的用意。第一块石板关于人与上帝的训令所指向的是共同和最终利益即上帝；第二块石板的训令则包含人与人彼此间所应遵守的正义，即不可使人无辜受害，应当给予每个人所应得的东西等。这就是“十诫”训令的主旨，而这些都是不可以豁免的。

第九，秉持“上德性之心态（modus virtutis，mode of virtue）”是否属于法律的训令？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的训令有强制的能力。就此而言，法律所强制的内容直接属于法律的训令范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法律，作为一个出于思考和理智的原理，具有强制的力量；
 
[125]

 而德性的精神基于如下三点：首先，秉持德性者必须有所知；其次，他必须有所选择，并因其自身而选择；最后，在行动中，他必须尽力地坚持到底。
 
[126]

 因此，托马斯主张，属于训令范围的正义的行为精神是指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定行事，而不是要求出于正义之德的习性。他认为，立法者的用意有二：其一是他们想用训令达到德性的目的；其二是他们想利用所颁布的训令的内容促成德性的行为。托马斯认为，“训令的目的”与“训令的质料”不同——就如同在其他事物上，“目的”与“导致目的者”并非同一个东西。
 
[127]



第十，秉持“爱之模式（mode of Charity）”是否属于“神法（Divine law）”的训令范围？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这个问题应当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是看行动本身，“爱之行为（the act of charity）”属于法律的训令的范围，这正如《申命记》第6章第5节：“你要爱上主你的天主，”以及《肋未记》第19章第18节：“你要爱你的近人。”另一方面，“爱的行为”是其他德性的“模式（modus，mosdes）”，或者说是其他德性的旨归。托马斯主张，在这种情况下，“爱的模式”则不属于训令的范围。例如，在“尊敬父母”这个训令中，并非包含“尊敬父母一定要出于爱德（爱上帝）”的前提。因此，尊敬父母的人，即使没有爱德，也并不违反这道训令。
 
[128]



此外，托马斯·阿奎那还对“‘十诫’之外是否还适宜区分法律的其他道德训令（Moral Precepts）”、《圣经·旧约》法律的道德律令是否使人“释罪（justificatio，justification）”等问题展开论证。托马斯认为，所谓“司法与礼仪的训令”其效力完全来自“制度（institution）”本身。但是，“道德训令”则是由于自然理性的指示而有效，并不必然地在法律中有规定。然而，“十诫”以外另加的其他道德训令都可以一种附加的方式归宗于“十诫”的训令。

关于《圣经·旧约》法律的道德律令是否“成义”的问题，托马斯认为，所谓“成义”，首先及原本的意义指的是“公正的实现（the causing of justic）”，次要地是指“司法的迹象或部署（a sign of justice or a disposition）”。在托马斯看来，如果法律是指“公正”的施行，那么，《圣经·旧约》法律的训令能够使人成义，只是方式不同。其中，“礼仪法令（the ceremonial precepts）”广泛地包含正义，人只要服从，便能成义；“道德律令（the moral precepts）”源于自然法律的指令，包含有“广泛的正义（general justice）”；“司法训令（the judicial precepts）”限定人间应守之正义，是关于“个别正义（special justice）”，即关于人与人彼此之间的条约的。
 
[129]

 除此之外，还有“礼仪训令”，用以限定对上帝的敬礼。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除非与“公共利益”有关，否则，“人定法”对于人们如何敬礼上帝不做规定。可是，上帝的法律的主要目的是敬礼上帝，因此，在规定人与人的关系时，也以人与上帝的关系为旨归。托马斯认为，人不只以心灵的内在活动指向上帝，即“相信”、“希望”和“爱慕”上帝，也以一些外在的行动表示对上帝的服从——此即对天主的敬礼，即“礼仪（ceremony）”。相应地，法律中关于上帝之敬礼的训令，称为“礼仪训令（the Ceremonial Precepts）”。
 
[130]



显然，“礼仪训令”是有关上帝的道德训令的进一步“限定（determinations）”，正如“司法训令”是有关他人的道德训令的进一步的限定。“礼仪训令”是人归向上帝的依托，因此，人必须依靠“礼仪训令”向上帝敬礼。所以，“礼仪训令”的“性质（nature）”与敬上帝有关。
 
[131]

 托马斯将对上帝的敬礼区分为两种：“内在的（internal）”和“外在的（external）”——分别与灵魂和身体相关联。由于肉身归向上帝靠的是灵魂，因此，“外在的敬礼”以“内心的敬礼”为本。内心的敬礼在于灵魂以理智、情感与上帝结合——然而，这样结合的情况不一而足，因此，用以向上帝敬礼的外在行为也各有不同。托马斯强调，只有在天堂之上，即当人的理智直接看到上帝的真理的时候，人的外在的敬礼才会不再用什么象征，只在于由内在的认知和感情发出的对于上主的赞颂。
 
[132]



相较而言，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生活在现世的人不能够看到上帝真理的本真——上帝理性的光辉借着人能够感觉到的形象显示给人们，然而，由于人的认知程度各异而产生不同的外在敬礼方式。因此，《圣经·旧约》的外在敬礼不仅应该是要在“天国（heavenly country）”显示的真理的“显现（manifestation）”，也是“比喻性的（figureative）”，它比喻基督的显现。而新约的外在敬礼则不必再用比喻的方法表示这个好像将要出现的道路，而是将之视为现在或过去的事迹加以追念——《圣经·新约》的敬礼只需用比喻来表示尚未显出的天国的真理。
 
[133]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礼仪训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数量上也需要有很多，这些训令或者用来限制人对邪神的崇拜，或者用来引领人们以各种方向归向上帝和认识真理。
 
[134]

 为此，托马斯主张从“敬礼本身（the worship itself）”、“行敬礼的人（the worshippers）”和“行敬礼所用的器具（the instruments of worship）”三个方面将“礼仪训令”划分为“祭祀（sacrifices）”、“圣物（sacred things）”、“圣事（sacrements）”和“守则（observances）”四个部分。
 
[135]



“礼仪训令”出自上帝的智慧，因此是包含“目的”的，并能根据此“目的”而呈现出它们的原因。
 
[136]

 托马斯·阿奎那指出，“礼仪训令”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在那个时代敬礼上帝服务；其二是为了预示基督。因此，“礼仪训令”不仅包含有“字面上的原因（a literal cause）”，而且还包含有“比喻的原因（figurative cause）”。
 
[137]

 所谓“字面原因”，指的是《圣经·旧约》法律的礼仪是为敬礼上帝的；所谓“比喻的原因（神秘的原因）”，指的是旧约法律的礼仪是为预示基督的。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祭祀”的目的不仅表示人的心灵指向上帝，同时还表示人不去信仰“邪神（idols）”。
 
[138]

 为了使人的心灵对上帝更加敬重，托马斯主张，应当订立专门敬礼上帝的日期、地点、器具和人员，这些无一不是关于“圣物（sacred things）”的特别的礼仪规定。
 
[139]

 不仅如此，由于“圣事（sacrements）”是敬礼上帝的祝圣礼，无论是“割损礼（circucision）”、“逾越节的筵席（the paschal banquet，吃羔羊）”，还是“洁礼（Purifications）”、“服饰（vestment）”等，其存在都有合理的原因。
 
[140]

 而与此相应的“守则（observances）”也都成为必要。
 
[141]



托马斯·阿奎那主张，在法律尚未颁布之前已经有某些礼仪存在，却没有法律的礼仪，因为那些礼仪并非经过某种立法的规定，而是上帝的感召所赐。
 
[142]

 所以，《圣经·旧约》法律的礼仪在法律有效期间不具备“释罪的力量（power of justification）”。
 
[143]

 托马斯主张，天上之事不同于地上之事，因此，在基督到来之后，《圣经·旧约》法律的礼仪就应该“废止（ceased）”。
 
[144]

 由于“信德”决定和表示一个人内心的敬礼，人可以或者用言语，或者用事实来表白其内心的“信德”。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人所表白的是假的，便是犯罪。
 
[145]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如果“道德训令”的限定是来自上帝的规定，并且是关于人与上帝关系的，就是“礼仪训令”；如果“道德训令”的限定是关于人与人彼此间的关系的，它就是“司法训令（Judicial Precepts）”。因此，“司法训令”有两个条件：第一，所针对的是人与人彼此间的关系；第二，其约束力不仅仅根据“理性（reason）”，还源于“制度（institution）”。
 
[146]

 “司法训令”具有比喻（象征）意义，
 
[147]

 没有永久的约束力，这是因为，“司法训令”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出于促进民族之和平与正义而制定。可是，在基督之后，在没有了“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区分之后，那个民族的情况应已改变，因此，“司法训令”也应改变。
 
[148]

 此外，“司法训令”关于规范还应该具有明确的区分。
 
[149]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在社会中的关系分为四种：其一是长官对属下的关系；其二是属下彼此间的关系；其三是国民与外国人的关系；其四是人与其家人的关系——《圣经·旧约》法律的“司法训令”可以按这四种关系加以区分。
 
[150]

 对于《圣经·旧约》法律关于长官的规定，托马斯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好的长官制度基于两点：其一是使大家都有行政权力，以使国泰民安；其二是政体的种类。在托马斯看来，一个国家最好的长官制度，是由一个有德之人领导大家；在他之下又有一些有德的长官领导众人——而这个政府则属于大家。
 
[151]

 托马斯强调，上帝的法律所规定的就是这种政体。

对于“人民（民众）”彼此关系的司法训令的规定，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按照西塞罗的观点，所谓人民，即由同意一个法律并且利害相关的多人结成的社会共同体。因此，“人民”的彼此间关系就应接受正当法令的规范。在托马斯看来，人民（民众）彼此间的关系有两种：其一是基于长官的意志；其二是基于自己私人的意志。然而，每个人的意志只能支配属于其权之下者，因此，关于人民彼此间诉讼的事和处罚坏人的事，当属于长官的权力之下。不过，每个人的财物是属于私人权下的，因而可以凭自己的意志交易。
 
[152]



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关于以上的两种关系，《圣经·旧约》的法律都有合适的规定。《圣经·旧约》的法律确立了法官（《申命记》第16章第18节），也规定了审断的合理程序（《申命记》第16章第17节），并且禁止判官收受贿赂，以防审判不公（《出埃及记》第23章第8节；《申命记》第16章第19节），又规定见证人的数目要两个或者三个（《申命记》第17章第6节和第19章第15节），此外，还规定了各种罪固定的刑罚——“死罪”包括：违反上帝的罪、杀人之罪、盗卖人口之罪、对父母不孝敬的罪、通奸罪、乱伦罪等；偷盗者施以赔偿之罚；伤害他人身体者、做假证者施用报复之刑；其他较轻的罪则施以鞭打或者羞辱。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2卷第2章指出，关于财产问题的最好处理办法是：划分产权；一部分产权属公，一部分产权由其所有人的意志支配。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这三点在《圣经·旧约》的法律中都有规定：首先，产权是分给每个人的。为处理财产的分配，《圣经·旧约》法律采用了三个办法：第一，产业按人的数目平均分配——“人数多的多给，人数少的少给”（《民数记》第33章第54节）；第二，产业不许永久性转让，在某固定时限要归还原主，以免产业分配陷入混乱；第三，为消除上述混乱，需要亲属继承：第一是儿子，第二是女儿，第三是兄弟，第四是伯叔，第五是其他亲属（《民数记》第27章第8节）。此外，为了维持产权界限，在《民数记》第36章还规定，有继承权的女人应当嫁给本宗族的男人。
 
[153]



其次，法律规定财产的运用一部分是属于公有的。《申命记》第22章第1-4节规定：“你如果看见你兄弟的牛羊迷了路，你不可不顾，应牵回交给你的兄弟。”并且，“一般人进入朋友的葡萄园都可以随便吃，只要不带走”
 
[154]

 。对于穷人，《利未记》第19章第10节和《申命记》第24章第19节指出，忘下的禾捆与枝上剩下的果实，都要留给穷苦人。不仅如此，《利未记》第25章第1-7节，以及第20-22节的规定，土地要“六年耕种，第七年歇息”，目的是使土地像人一样有安息之时，但客观上也起到了恢复地力，让劳动者得以休息的作用，从而使生产力有更大的提高——这不能不说是古代欧洲有计划地保存地力，注意生态良性循环，同时也人性化地关怀劳动者的最好例子。《出埃及记》第23章第11节和《利未记》第25章第4节指出，土地第七年所产，归大家公有。
 
[155]



此外，对于物主所应该交出的东西，《圣经·旧约》法律也有规定：一种是无偿交出。例如，《申命记》第14章第28-29节规定：“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另一种是有偿的付出，如买卖、租雇、借贷和托管——对于这些事情，《圣经·旧约》法律都有相关的明确的规定。

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圣经·旧约》法律还指出了“关于外邦人的司法训令”，他认为，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有两种：其一是和平关系，其二是敌对关系。其中，旅客、侨民和愿意加入犹太人团体及其礼仪生活的人都应是和平交往的对象。关于有敌对关系的外邦人，法律有如下四种规定：其一，战争应有正当的理由（《申命记》第20章第10节认为，在攻打敌城之前，要先提议和解）；其二，战争时要信赖上帝，勇往直前；其三，要排除必要战争的障碍，将一些妨碍战事的人遣散回家；其四，应慎重对待胜利，怜惜妇女儿童，也不要破坏地方的果木。
 
[156]



对于家庭关系中的主人与仆人、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圣经·旧约》法律中也都有合理的训令。对于奴婢，《圣经·旧约》法律规定要善待他们，不可给其太多的工作（《申命记》第5章第14节）；如果因惩罚奴婢而致其伤残，主人应还给奴婢自由（《出埃及记》第21章第26节），如果有人娶了婢女为妻，也应还她自由（《出埃及记》第21章第7节）等。对于妻子，《民数记》第35章规定娶本族的女子，以避免各支派产业的混乱；《申命记》第25章第5节命令娶亡兄之妻，以纪念死者，并延续其后代。旧约法律还规定，不可轻率破坏妻子的名声，否则就会受到处分（《申命记》第22章第13节）；禁止因憎恶妻子使儿子受损（《申命记》第21章第15节）；如果不喜欢妻子，不应折磨她，而该给她休书，让她离去（《申命记》第24章第1节）；为了让新婚的丈夫与他的妻子自由享受快乐，不可让这个作为新婚丈夫的男人担任公务（《申命记》第24章第5节）。关于儿子，《圣经·旧约》法律规定父亲要教育儿子，培养他们的信仰（《出埃及记》第12章第26节）和他们的道德（《申命记》第21章第20节）。
 
[157]



除了道德、礼仪、司法的训令外，《圣经·旧约》的法律是否还含有别的训令？训令关乎的是该做之事。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促使人遵行训令：一是施令者的权威；二是遵行训令的益处。当行之事，除非具有义务的意义，否则不属于训令的范围。法律的一切训令都包括在道德训令、礼仪训令与司法训令之中，其余的没有训令的意义。
 
[158]



《圣经·旧约》是否该用现世的赏罚许诺促使人遵守训令？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圣经·旧约》的法律为基督准备，接受这种法律的民族与借基督而来的未来的完善相较，仍是不完善的。“完善的人”应轻视现世的事物，专心地追求属神的事物；“不完善的人”追求现世的利益，但以上帝为目的；“恶人”则以现世为目的。因此，托马斯认为，就其利用不完善的人所关切的现世物而引导其走向上帝来讲，《圣经·旧约》的法律是合宜的。
 
[159]



在讨论了旧法律之后，托马斯·阿奎那又讨论了“新法律（《圣经·新约》的法律）”即“福音法（the Law of Gospel）”。托马斯认为，《圣经·新约》的法律中最重要，构成其全部力量的是上帝赐给基督的信徒们的神圣的恩宠。它主要是“灌输在心”的法律，次要的是“成文”的法律。“灌输在心”的法律有两种：一种属于人的天性，“自然法”就是这样灌输给人的法律；另一种是依靠恩宠的赠予，附加于天性之上。新法律不只告诉人该做什么，并且协助人完成。
 
[160]

 托马斯指出，新法律之所以不在世界之初始时即颁布，理由有三：其一，新法律主要是神的恩宠，不该在基督未完成救赎、尚不清楚人类罪恶之障碍前就将丰厚赏赐给予人。其二，新法律是完美的，而完美的东西不是一开始就能够达到的，而是需要经历时间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圣经·旧约》法律成了新法律的“启蒙者”。其三，新法律是以恩宠为主旨的法律，因此，人先要被置于旧法律之下——由于陷入罪恶而自认无能，从而承认自己需要恩宠。
 
[161]



“新法律”与“旧法律”是同一个上帝给的，但是方式不同——“旧法律”是写在石板之上；“《圣经·新约》法律”则是“写在人心之上”（《格林多后书》第3章第3节）的。
 
[162]

 “新法律”与“旧法律”两者的关系，乃是“完美者”与“不完美者”的关系——凡是完美者，都是成全不完美者所缺少的，因此，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新法律”成全“旧法律”。
 
[163]

 不过，托马斯又说，“新法律”之在“旧法律”中，似麦粒之在穗中。
 
[164]

 新法律主要是神圣的恩宠，它表现于以“爱德”行事的“信德”（《加拉太书》第5章第6节），因此，除了圣事以及有关德性的本质的道德训令——如：不可杀人、不可偷窃等以外，新法律对于外在行为不该借由命令或禁令外还有别的规定。
 
[165]



第四节 人定法的权利与改变

在托马斯·阿奎那由“永恒法”、“自然法”、“人定法”、“神法”所组成的法律思想体系中，相对于“永恒法”、“自然法”和“神法”的抽象与形上特征，“人定法”是最具体、最现实的法律内容，其权利不仅涉及法律的适用范围、作用，还关乎法律的权限和遵守等相关问题。因此，关于“人定法的权利（the Power of Human Law）”，托马斯·阿奎那主要就如下六个方面展开讨论：

第一，“人定法”是否限制在只为大众而不为个人？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凡是指向目的者，必须与目的相符合。法律的目的是公共利益——正如以西多尔在《语源学》第2卷第10章和第5卷第21章所说：“制定法律不应该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应该是为了国民的公共利益。”所以，人为的法律应当与公共利益相配合。
 
[166]

 公共利益包含许多内容，因此，法律应考虑到人、事、时间等许多方面的问题。因为一个国家是由许多人构成，相应地，国家的利益也会由许多行动来达成。按照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22卷第6章所说，国家不是为了一个短时期的存在而建立，而是要在国民的维持之下永久存在。
 
[167]



第二，“人定法”是否应该禁止一切恶习？托马斯·阿奎那将法律视为人性行为的“规则（rule）”或者“人性行为标准（the measure of human acts）”，这样一个比喻来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0卷第1章的观点。托马斯认为，“规则”与被度量者的性质相同；不同的尺度度量不同的东西。因此，人制定的法律也应该适合人之为人的条件。以西多尔《语源学》第5卷第21章的观点指出，法律应当遵从“人性及当地习俗习惯才成为可能”。托马斯也指出，人的行动能力来自内在的习惯和性情。有德性的人与没有德性的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儿童与成人的能力也不一样。所以，为儿童制定的法律与为成人制定的法律有所不同——有许多准许儿童做的事，可是，如果成年人也这么做了，便会受到指控法律的惩处。同样，许多在没有德性的人身上容许的事，在有德性的人身上则不能允许。
 
[168]



“人定法”针对人民大众，其中大部分人在德性上都不够完善。因此，法律不禁止有德性的人所避免的一切恶习，只禁止大部分有能力避免的较严重的恶习，特别是那些对他人有害的恶习——如果不加以禁止，社会便无法维持，例如“人定法”禁止杀人和偷盗等行为。
 
[169]



第三，“人定法”是不是规定所有德性的行为？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德性根据对象分类，或者与某私人的利益有关，或者与大众的公益有关，就如同一个人做勇敢之事，可以是为了保卫国家，也可以是为了保护其友人的权利。其他事情也是如此。法律也是指向公共利益的，因此，没有任何德性行为不能受法律的管制。然而，“人定法”不规定一切德性的一切行为，只规定那些指向公共利益者或直接关系公共利益者，或者间接地，就如同立法者规定一些有关良好秩序的法规，以便指导国民提升正义与和平之公益。
 
[170]



第四，“人定法”是不是约束人的“道德心（conscience，良心）”？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定法”或者是正义的或者是非正义的。如果是正义的，那么它就凭借其源于“永恒法”而具有约束道德心的力量。托马斯引用《箴言》第8章第15节的话“帝王藉我坐国位，君王藉我定公平。”在托马斯看来，判断法律是否公正，一是看目的，即法律是指向公益的；二要看立法者，即所制定的法律不超出立法者的权力；三要看形式，即出于公益的目的加给属下相称与公平的负担。既然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个人之于社会，犹如部分之属于整体。大自然为了挽救整体有时也会牺牲部分，就此而言，施加均衡的负担的法律是公平合理的，它具有约束道德心的效力，是合法的法律。
 
[171]



另一方面，托马斯·阿奎那又指出，非公平合理的法律有两种，一种是在上述三个方面与人的利益相反：就目的方面来讲，当权者施加于属下的负担与公共利益无关，而完全是为了其私人的贪心与虚荣；就立法者方面而言，其所制定的法律超出立法者本有的权限；就形式方面而言，当权者施加于属下的负担虽然有利于公益但分配得不公平。托马斯认为，这是暴力行为而非法律，正如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第1卷第5章所讲：“非公平合理的法律不能称其为法律。”因此，除非是为了避免激起民愤和动乱，这些法律对于“道德心”没有任何约束能力。按照《马太福音》第5章第40节所讲，人应该放弃自己的权利：“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另外一种法律之所以被认为是“非公平合理的法律”，是因为它与上帝的利益相反。例如，暴君的法律强迫人崇拜偶像，或者做出其他违反上帝的法律的事情。托马斯认为，这样的法律绝对不可以遵守。
 
[172]



第五，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属于法律的权限之下？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有两种性质：首先，它是人为的标准；第二，它具有强制力。因此，人有两种属于法律的权限下的方式：第一，被规范者与规范之间的关系。
 
[173]

 就此而言，凡是属于他人权力控制下者，都属于这个权力所制定的法律之下。托马斯指出，人在两种情况下不属于某种权力之下，一种是完全不受该权力的管制，就此而言，属于某一国家、某一城邦的人不属于另一国家、另一城邦君王的统治，因此也就不必遵守其法律；第二种情况是，由于一个人属于更高的法律的管制，例如，别的省的长官的属下应该听从的是其所在省的长官的命令，可是，在由皇帝直接管理的事情上则不必服从省长官，因为这些事情既然受高级命令的管制，就不受下级命令的管制。在这样的意义上，一个人大体上属于法律权限下，如果他是受高级法律的管制，那么他可以不受某方面法律的管制。
 
[174]



人在法律的权限下的另一种方式是接受强迫者的强迫，在这个意义上，有德性的人和正义的人不属于法律的权限之下，只有恶人才属于法律的权限下。因为强迫和暴力相反于“意志”：“善人”的意志与法律是“相符”的，而“恶人”的意志与法律相“违背”。就此而言，“善人”不在法律的权限下，只有“恶人”是在法律的权限下。
 
[175]



第六，那些属于法律权限之下的人，是否可以不守法律的字面意义？托马斯·阿奎那指出，法律都指向公共的利益，并因此而具有法律的效力与意义。如果背离了公共利益，便会失去其约束能力。为此，罗马法学家曾指出，不允许出于法律和正义的原因而给予法律严厉的解释，从而苛待大众。托马斯认为，大多时候，遵守某条法律一般会合于公共利益，可是，在特殊情况下也会有损公共利益。立法者无法顾及所有的方面，只能根据一般情形，为了公共利益而制定某条法律。因此，如果在特殊情况下遵守此条法律有损于公共利益，便不应该遵守。例如，出于安全的考虑，某城的管理者在城池被敌人围攻时制定了一条禁止打开城门的法律，这条法律在此时对城内百姓都有益处。可是，如果遇到突发情况，例如敌人追击自己人，这时，如果不打开城门迎接受到敌人追杀的自己人，必然会造成他们的牺牲——托马斯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该不管法律的条文，而根据立法者所应当谋求公共利益的根本原则，为这些被敌人追杀的自己人打开城门。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遵从已有的法律条款尚未产生危险却面临修改的紧急情况需要当机立断时，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决定怎样做是对国家有利或者对国家有害——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只有当权者才有如此权力，只有他们才有权免除某些法律（have the power to dispense from the laws）。然而，如果事属极端危机而来不及请示当权者，那么，紧急情况（需要、必要性）本身就包含着豁免（dispensation），因为法律限制不了紧急情况。
 
[176]



在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托马斯·阿奎那曾经细致深入地论证过“自然法的改变”及相关问题。
 
[177]

 托马斯认为，“自然法”本身是超越时间和变化之外的，而一旦将之应用于“人定的”法律制度中时，其存在便会具有“时间性”与“可变更性”，并且，也必定会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有所演进。既然“自然法”是可以变化的，那么，从人类活动发展的视角来看，“自然法”必然借助于一些必要的“新”的“人定法”的内容而发生变化，同时，如果原来属于“自然法”的一部分的某些内容不再适用于“自然法”，那么，“自然法”也会通过减去这些内容而发生变化。
 
[178]



“人定法”的理念来源于“自然法”，既然源于上帝“永恒法”的“自然法”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并非自然法的首要原则“趋善避恶”发生改变，而是一些由首要原则衍生出的次要原则的改变），那么，“人定法”也必然会发生改变。因此，在论证了“人定法”的权力之后，托马斯·阿奎那同样注意到“人定法的改变”或者说“法律的改变（Change in Laws）”这一重要问题。托马斯·阿奎那的论证主要围绕如下四个问题展开：

第一，“人定法”是否应该有某种改变？“人定法”是理性的命令，用以指导人的行为。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有两种原因可以导致“人定法”出现正常的变动（调整）：一是从理性方面来说，另一个是从法律所规范的人的行为方面来讲。从理性方面来看，因为人的理性原本就是从不完美状态逐渐自然地达到完美状态，所以，在思辨性科学中，最初的哲学家的思想并不完美，而是经过了后来的哲学家的改进才日臻成熟。在实践性事物中也是如此：最初为公益设想的人事先不可能亲自考察一切事情，那么，他们所制定的有关公益的法规在许多方面都有可能存在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会被后来者出于公益方面的考虑加以改进，而后所制定的法规的不足就会逐渐较少。
 
[179]



从法律所规范的行为之人的角度来看，由于人的环境条件时时在变，环境不同，符合不同条件的利益也不同，因此，法律随之作相应的改变也是合理的事情。托马斯·阿奎那引用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第1卷第6章所提到的思想：“如果人民大众保持适度感（a sense of moderation），具有责任感（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并且非常悉心地捍卫公益，那么，制定法律允许人民推选他们自己的长官来管理国家的事情是合理的。可是，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的人们腐败堕落至出卖选票以实现将管理的政权交给无赖与罪犯的目的，那么，这时，剥夺这些人的选举权并将其移交到少数优秀者的手中是合理的。”
 
[180]



第二，如果发现诸如上述例子中原本糟糕的情况有所改善，相关的“人定法”是否会常常发生改变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如果改变法律对大家有益，就是合理之事。可是，法律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会有碍于公共利益：因为社会习俗通常有助于法律的遵行，以至于有违大众“习俗”的事情即使很小，做起来也显得特别艰巨。因此，在法律改变之时，如果缺少了习俗的协助，法律的效力就会降低。所以，托马斯指出，除非公共利益在一方面（因改变）所出现的损失在另一方面得到相对的补偿，“人定法”不应该发生改变。而如果发生改变，或者是由于新法律具有巨大而明显的益处，或者是由于极端情况下旧法律需要改变——原先的法律非常不正当不合理，或者遵守起来非常有害。
 
[181]

 在此，托马斯引用《罗马法律类编》第1卷第2条的有关新法制定的原则强调：“制定新的法律时，在废除久已被认为合理的法律之前，新法律的益处应该显示出来。”
 
[182]



第三，“习俗”是否能够取得法律的效力？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所有的法律都出自立法者的理性与意志。“上帝的法律（神法）”与“自然法”是出于上帝的理性意志，“人定法”是出于受理性规范的人的意志。人的理性与意志可以借助于语言或者事实表现人的行动。人的行动则代表了其在善的选择上的想法。人的言语既然反映人的内心的行动与思想，也就可以改变法律或者解释法律。因此，人的行为，特别是那种由于屡次实施而成为“习俗”的行为，也可以改变或解释法律，甚至取得法律的效力。外在的行为次数的增多成为意志的内在行动和理性的思想最可靠的证据，如果一类事情多次发生，就证明这件事情源于“一个理性的深思熟虑的判断（a deliberate judgment of reason）”。所以，托马斯主张，习俗能够取得法律的效力，能够废除法律，也可以解释法律。
 
[183]



第四，当权者是否能够“豁免（dispensation，免除）”人为的法律？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严格地讲，“豁免”即是出于一些公共利益的权衡而做出的决定，因此，有时也称一家之长为“豁免者”，这是由于家长常常会根据家庭成员个人的体格分配给他们工作以及生活用品。那么，团体当中的“豁免”即监督每个人奉行某种共同的法则。然而，有时候，一条法令虽然大体上是对公众有益的，却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或者每一种情形，因为着眼于“个人之善”常常有碍于取得“更大的善（共有之善）”，或者有可能造成某种“恶”。在托马斯看来，除非事情紧急且明显，否则不能随便地由某一个人来做出决定。因此，当权者在其权限内才能够豁免“人定法”，即在法律不合适的情况下，可以准许受到此法规范的民众不守法律。不过，如果上述理由不存在，当权者只凭自己的意志做出许可，则会成为“一个不忠或不慎的豁免者（an unfaithful or an imprudent dispenser）”。“不忠（unfaithful）”，意指其不顾公共利益。“不慎（imprudent）”，意指其忽视准许豁免的理由。因此，托马斯引用《路加福音》第12章第42节中的话强调豁免权限的重要：“究竟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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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思想价值与历史影响

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思想界的巨人，他以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理论为基础来阐释基督教的教义，主张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不仅没有任何冲突，而且还可以相辅相成。这一思想主旨在其伦理学理论上的体现，就是他独特的人文主义思想价值与深刻的历史影响。

“人文主义”一词的英文表示为“humanism”，源自拉丁文“homo”和“humanitas”，前者的意思是“人”；后者的意思是“人性、人类”。因此，“humanism”的本义是指人的伦理道德、良心、伦理关系等，是整体宇宙观焦点的态度或者学术思想体系。
 
[1]

 作为一个固定的哲学思潮与世界观表达，“humanism”一词也特别指代开始于14、15世纪西欧的思想运动——这个运动旨在修正中世纪以神与宗教为中心的传统，推崇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强调人的价值及理性思想。

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恰恰是在中世纪以神为中心的传统中诞生，并且，其伦理思想的架构也无不体现出“以神为中心”的一面，那么，是否这样的理论架构中就没有人性、人道、人文主义呢？根据本书前面几章的探讨我们可知答案是否定的。作为天主教最杰出的哲学家与神学家，一直以来，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无论是在神学、哲学研究领域，还是在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法学等研究领域都影响深远，对其思想的认同经久不衰，其中原因固然不能够一言概括，但是，托马斯“温和的实在论”哲学立场及其立足于现实的“人文主义”的思想考量恐怕是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在前几章诠释托马斯伦理学理论的基础上，本章将以基督宗教人性论的理论前提——“人是上帝的肖像”为出发点，由托马斯伦理学的逻辑架构入手，以理性客观的态度揭示其中所蕴含与孕育的人文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第一节 “人是上帝的肖像”

“人”是伦理行为的承担者，也是伦理学研究的核心所在。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建基于其对“人”的形而上学理解之上，出发点则是基督宗教的基本立场。基督教始于希伯来人的信仰，因此，其对人之基本看法，主要以启示的《圣经》为依据。《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章讲到上帝如何用话语从混沌中创造有秩序的宇宙，其中包括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第26节、第27节），由此提出一个重要的主张：“人是上帝的肖像（image of God）”
 
[2]

 。“人是上帝的肖像”于是成为基督宗教人学理论中最基本的思想观点。那么，这样一个源自希伯来人信仰，历经古希腊思想浸淫的基本人学观究竟有何哲学寓意与思想价值，从而对托马斯的伦理学产生重要影响呢？

一 人的身心合一性

在中世纪基督教建构理论体系之前，伴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其对人的看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古代哲学人观的深刻影响，正是因为这种影响，基督教在将人视为“上帝的肖像”时，首先着力强调的就是“人的身心合一性”，从而与古希腊传统思想中“二元论”的人观形成了较鲜明的对比。

对于基督教思想理论的建构，希腊哲学有两种思想传统可供借鉴：柏拉图传统与亚里士多德传统。柏拉图定义“人”为“一个利用其肉体的灵魂（a soul using its body）”。在他看来，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合而成，灵魂代表了永恒、不变，并且属于神；肉体则代表着短暂、变幻和毁灭。灵魂是运动的根源，是自动的——所谓灵魂这个“自动的运动”是禀具生命的，它独立于肉体之外，是不死的，而肉体则从灵魂那里接受生命。“灵魂与肉体是依附性地结合”，就如同骑士与马、舵手与船一样，二者是完全独立的存在体，只是依附地结合在一起。

根据柏拉图的“理念论”，“观念界”与“可感的物质界”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灵魂与身体根本就是两个“实体”，观念是“真正的现实（the really real）”，而物质界则反映观念界，因此，他以“分有（participation）”来建立观念界与物质界的联系，并将“记忆”视为灵魂在不朽的生命轮回中贯穿前世今生的能力。对于灵魂保障人的组合体的统一性和永恒性，柏拉图似乎并不关心。所以，在他的思想中，灵魂和肉体的结合只是一次堕落的偶然后果，灵魂由此被关在肉体里面，如同进入囚牢或坟墓一般，人的本性受到逼迫，而哲学的全部努力就在于从肉体中解放灵魂。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论灵魂》（De anima）一书中将“灵魂”视为“潜在地具有生命的有组织的肉体的实现（act）或形式”，并以其“形质论（Hylomorphism）”来密切人的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人的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因而成为“形式”与“质料”普遍关系中的一个特殊例子。亚里士多德主张，形式与质料一方面各自独立，因为没有任何个别形式会在本质上必然赋予某一部分的质料；另一方面，二者又不可分离，至少在具体实体上如此，因为形式无法在质料之外独立自存，而人类的灵魂就属于形式。在此，亚里士多德强调灵魂与肉体并非两个实体，而是同一实体的两个不可分离的因素，其目的显然是希望解决柏拉图所遗留下的实体不统一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实体”的意义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从一个层面看，它指人的“本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际存在的人，是源于“宇宙魂”的普遍精神作用于生理器官而成，因此，质料是“个别化”的原理；从另一层面来看，质料的最基本原素是“元质（prime matter）”，而这个所谓的“元质”根本上是一种不可能被认知的“可成为有”的纯粹“潜能”。因此，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表达实际存在的人的实体实际上包含了可定义与不可定义两部分。亚里士多德在主张人是一个实体的同时，将人的灵魂分为主动与被动两个部分，其中，主动的部分源自宇宙魂，被动的部分则活化为人的身体。从根本上说，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虽然逃脱了“二元论”之嫌，但是也不能被称为严格的“身心一体说”——它抑或只能算是一种“隐形的二元说”。

“二元论”的人观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家在建立理论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到并力求克服的一个问题。教父奥古斯丁跟从柏拉图，将人定义为“一个利用现世的、会死的肉体的理性灵魂”。他认为，人是一个分有理性、适于管制肉体的实体。奥古斯丁所处的时代是基督教还未站稳脚跟之时代，因此，“护教”是当时教父们当务之急的重任，根本来不及开展系统建构基督教思想理论的工作。就此而言，那时的基督教人学理论尚未形成体系，或者说有关理论还有待修缮。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重任无疑就留给了后来经院哲学时期以系统地建构大全的基督教理论为使命的经院哲学家们，经过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家们的不懈努力，解决人的身心统一性的工程逐渐得以完善。

当时的思想家们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基于对两个方面的思考与论证：一方面，基督教的福音所宣讲的“拯救（salvation）”并非只是“灵魂”的拯救，而是“整个人”的拯救；基督宗教教义并不只是肯定“灵魂”的价值和永恒，而是要肯定整个“人”这个包含“肉体”和“灵魂”的具体实在。这是因为，在基督宗教思想家看来，基督的到来是为了救“人”类，而不只是救“灵魂”。另一方面，基督宗教对人的看法中包含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这个假设来源于希伯来人的启示信仰——按照希伯来的信仰，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也创造了人。由此，上帝的生命力量就成为一切生物存在的原因。而上帝的生命力超越一切，能够使一切对立的因素或者其间的张力合而为一，包括“灵魂”与“肉体”间的张力。

由此，基督教人学理论在主张灵魂不朽的同时，逐渐加强了对人的统一性的强调，主张人是“肉体与灵魂所构成的理性存在”或“灵肉合一”。从“人是上帝的肖像”的思想观点出发，人就是一个身心合一的存在者。按照《圣经·创世记》所言，上帝造人时，在他的鼻孔吹了一口“生气（ruah）”，这口“生气”就是代表上帝生命之气。《圣经》是从上帝的创造能力来看人，因此，基督教思想家主张，人是身体与精神同为上帝的生气所活化的有限的存在者。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人是一个统一体，“我”这个概念不单单指“灵魂”，或者单单指“肉体”，而是指“人的整体”——人是一个由肉体与灵魂组合而成的一个“复合实体（complex substance）”。“灵魂”既不是一个以形式为职能的实体，也不是一个不能成为这实体的形式，而是一个“拥有实体性的形式”——灵魂同时是“实体”又是“实体形式”。

二 人的超越性与神、人、世界关系的建立

托马斯·阿奎那以“人是上帝的肖像”来观人，除了强调身心统一之外，还强调人的超越性，以及由此而建立神、人、世界之间的形而上学关系。从基督教创造观的角度讲，人是由上帝自由地从“无（ex nihilo）”中创造而来，上帝是造物主，人是受造物。每一个受造物由于被造的“事实”而与造物主有一种“实在的关系（a real relation）”。基督宗教思想家认为，上帝一旦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便借此“进入”人类的历史，“参与”人塑造其命运的活动，从而“内在于”作为其形象的人，由此，人才获得了“超越性”，并且，人与上帝间形成的“天人”关系也由此找到了建立的基础。

托马斯·阿奎那对人的超越性的主张与强调并不意味着他将这种超越性视为无上和超越于上帝的。每个受造物由于被造的“事实”而与造物主有一种“实在”的关系，然而，这个说法却是不可逆转的——创造的能力只有上帝才有，上帝超越于作为受造物的人的一切智慧与能力，因此，人不可能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上帝。就此而言，在“人”作为“上帝的肖像”的关系结构中，作为上帝肖像的人是“可道可名”的，而上帝则是“不可道不可名”的。所以，在谈到“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这个问题时，答案可以是：“由于上帝本身是无限的美善（至善），因此，上帝不可能是为了要获得什么而创造，而只能是要给予、分赐其无限的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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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问及上帝为什么要创造现有的这个世界时，答案似乎只能是：这是上帝的“奥秘（mystery of secret）”——不可名不可道。可见，即使人是上帝的肖像，作为被造物，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不完善的，是无法透彻明白上帝的谋略和计划的。所以，基督宗教认为，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有一条天然的鸿沟。不过，这条鸿沟似乎又是可以“跨越”的，而这个跨越所要借助的“桥梁”正是基于人作为“上帝的肖像”而秉承的“超越性”。

人是上帝的肖像，因而具有超越性。可是，人并非上帝的唯一创造物，人的在世存有（存在）是一种延展于神、人、世界中的关系性的存有（存在）。那么，这种关系性的存在究竟是如何呈现与建构的呢？在此，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巧妙地、创造性地借鉴了希腊哲学的方法——希腊哲学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大支柱所架构，而这两位哲人又分工合作提出了不同却同样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想方法。柏拉图把握了“分有（participation）”概念，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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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亚里士多德则发明了“类比（analogon，analogy）”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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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根本上设计了知识论的主要模式。当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试图从希腊哲学那里寻找思想资源、以实现其护教和建构大全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宏伟理想时，柏拉图的“分有”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类比”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借助于“分有”与“类比”概念，从“人是上帝的肖像”来解读托马斯·阿奎那基督宗教人学观点时，我们会发现一个不仅包含“人”，同时也关乎“神”与“世界”的“大全”关系图景。在此，“分有”成为整个宇宙的“向下之道”，而“类比”则作为整个宇宙的“通天之途”。那么，无论是本体的向下分有，还是知识论意义上人类理智的向上类比都由此得以实现。于是，神、人、世界就构成了如下图表所显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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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实线表示“分有”所指，虚线则代表“类比”的方向，由此共构出基督宗教视野中神、人、世界三种不同的存有（存在）层次，其中，人与世界同时都分受了神的存有而存在；神存在，人存在，世界也存在。然而，各自存有（存在）的等级却有不同——神的存有（存在）是完满的存有（存在），是“存有（存在）”，从而才可以将自己“充盈而完满”的存有（存在）分给人与世界，人与世界也才可能由虚无变成存有。人不仅分有了神的存有，还同时分有了神的智慧（理智），由此才可能通过对“自身”、对“世界”的领悟，以“类比”或者“类推”的能力，领悟神的存有（存在）及其智慧。世界则由于分受了神的存有（存在）而形成一切美善的影像，不但为作为“智慧人”存在的人类超越自己，将自己的思想提升至形而上学的层次提供了存在阶层，而且也为同时作为“工匠人”在世的人类利用世界谋取生存与发展，完成人性提供了工具。

在托马斯构建的这样的神、人、世界的关系结构中，“人”是关键，人的超越性在此关系中得以彰显——人不但与世界一道分有了神的存有与美善，而且还分有了神的智慧。因此，作为“上帝的肖像”，人不仅以“工匠人”的身份利用世界，同时还以“智慧人”的高贵居于自然界万物之上，并借此分辨是非善恶，以及通过“反省”、“观察”事物背后的原因等领悟世界和神的存有（存在）。基督教将“人是上帝的肖像”作为诠释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基础，因此，人在宇宙中的定位就是“顶天立地”。一方面，人的灵魂由于“人是上帝的肖像”而在“神人”关系中被赋予超越的神圣地位；另一方面，人性也借助于“肉体”而与物质世界取得关联。就此而言，作为“本性”的人性有其尊贵的一面，人的灵魂与上帝相通；同时，人性也有其现实受限的一面，因为“原罪”和自由意志致使人存在于现世的肉体具有犯罪的可能。所以，如果说人生在世是从现实走向理想的历程，从基督宗教思想的观点来看，这个过程就是人如何由“人性（本性）”走向“神性”，使灵性的（精神的）生命超越肉体的生命的过程。

人性的“顶天立地”是人独立性与个别性的显现，不仅如此，生活于现实社会的人还具有群体性与社会性。所以，托马斯主张，人生有两个坐标：其一是指人生在天与地之间（神与人之间），其二则是指人活在人与人之间。如果从“人是上帝的肖像”的角度来理解人生的这两个坐标，由于人对上帝“肖像”的分有意味着人分有了上帝这个肖像所具有的“真”与“善”，那么，生活于“神、人、世界”中的人就必须从“知性”、“德性”与“神性”方面“相似”于上帝。其中，“知性”上的相似表现在人是智慧的动物方面，即人应当“爱智慧”，应该思考宇宙与人生的根本问题，并且应该知物、知天、知人；此外，人还要由“知性”的思考落到如何“做人”的“德性”课题之上，其目的则是在知性上分辨是非，在“德性”上择善避恶。基督宗教将人的生命意义视为上帝“创造”的延伸，接受生命即是接受上天的恩赐，因此，认定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牺牲奉献”，从而趋向于“与神性相似”。

托马斯·阿奎那借助于对希伯来信仰与希腊哲学的融通，以“道成肉身”的思想进路尝试打通人与神的“交往”，即诉求一个“既是神性，又有人性”的耶稣基督作为人生的典范。因此，“神人合一”就被神哲学家树立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点。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必须由“知性”入手，然后进入“德性”，最后抵达“神性”，这是一种“由人到神”的思想欲求实践途径。如此一来，人性的神性化就成为人生的最终价值与意义。而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处于“神、人、世界”关系中的人则分别以“智慧人”、“伦理人”、“宗教人”等角色“顶天立地”，履行职责。

三 人的自由与责任

托马斯·阿奎那关于“神、人、世界”的关系建基于基督宗教“人是上帝的肖像”的信念与主张，它源于希伯来信仰，既具有神学的特征，又富有哲学的意义——“人是上帝的肖像”的主张不仅仅是基督宗教借助于“人反映上帝”来论证“上帝有形可循”的神学论证的“借口”。更重要的，它表达出了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意义——人受托保护、管理宇宙，使宇宙万物能够借助于人而参与上帝的宇宙工作，从而借助于人来实现上帝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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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仅是人类享有的与生俱来的自由，更是人类的责任。

人的自由来源于人作为受造物所秉承的“自由意志”，因此，所谓的“自由”即是“意志自由”。通常看来，“意志”是人的行为充分且必要的条件，意志自由是“借助于对事物的领悟来做出决定的那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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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意味着“能够按照一个人自己的意志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选择的自由）”。
 
[9]

 人类的意志自由思想产生于人对自身有限自由与无限必然性的矛盾与张力的领悟。古希腊神话中英雄与命运的冲突可以被看作西方意志理论的起点。而由于“排斥主观自由原则的观点，乃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之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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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个人自由与意志自由问题并没有引起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足够重视。亚里士多德也未曾明确提出“意志”的概念，不过，他对“抉择”一词的诠释似乎与后来思想家们所谓的“意志倾向”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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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多噶学派的克律西普（Chrysippus）将自由意志视为上帝给予人类合乎自然的选择能力，即理性选译能力，它合乎必然性。
 
[12]

 斯多噶学派视神的意志为人的命运、必然性、一个“客观实在”的“自由概念”，而由于人分有了神的“逻各斯”，“自由”的属性就“事实上属于人类意志”。斐洛（Philo Judeaus）被视为沟通希腊与希伯来文化的典范，他将自由意志视为一种自抉的自由，这种自由甚至高于必然性，与生俱有。
 
[13]

 斐洛是基督宗教神学的先驱，他的思想在早期基督教思想家中得到广泛认同，影响深远。

意志自由思想是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的重要内容。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上帝造人时即赋予人理性灵魂，理智与意志是灵魂的特殊的理性能力。人之所以超越普通生物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的灵魂是个理性灵魂，具有他物所没有的精神性的内在官能或能力即“理智”与“意志”。理智是一种“理性领悟（intellectual apprehension）”能力，意志则是一种“理性欲望（intellectual appetite）”能力。人之所以被视为“上帝的肖像”，恰恰在于人“分有”了上帝纯粹精神体的精神性——所不同的，上帝的理智与意志为“一（Identity）”，是无限的。而人的“理智”与“意志”为同一灵魂的不同能力，是有限的，合称为人的“理性能力”。意志的自由选择能力包含于其中。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因为上帝创造人，也因为上帝要分赐其“至善”，于是，上帝的“至善”就成了所有受造物的目的。
 
[14]

 所有受造物也都因此而在某种程度上相似于上帝，人相似于其造物主上帝，并且以获取相似上帝为“终极目的”，人在这种“相似（resemblance）”的意义上被称为“上帝的肖像”。作为“上帝的肖像”，人天生秉承着意志的自由选择的能力。人类凭借其所享有的理性而拥有自由，表现为意志的选择能力。在此意义上，“自由”与“责任”彼此发生内在的关联：上帝创造了人类的自由，人类就不得不为自己走向终极幸福的行为负起责任——在善与恶的选择上，完全在于人。从人所处的“神、人、世界”的关系存在来讲，人之活动所禀赋的神圣使命不仅在于实现自己的存在，而且还在于努力在以“相似上帝”为终极目的的生命历程中建立起人与上帝、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托马斯·阿奎那将此种关系称为“爱的关系”。

在建构这种关系的过程中，意志并不只是追求最高的善，也就是说，并非每一种人性行为（伦理行为）都是以上帝为目的，人天生具有追求现世与永恒幸福的双重要求。托马斯·阿奎那主张，行为的终极目的与具体目标之间的关系是蕴含、间接关系，“人不必总是挂念着终极目的，正如一个旅行者不必在每一步都想着旅途的终点”
 
[15]

 。意志是自由的，它不服从理智的必然判断：“自由意味着不服从一个固定的对象，依据心灵对普遍的善的理解，意欲以一个理智实体为对象，但不限于一个固定的善。”
 
[16]

 就此而言，与追求“上帝至善”这一终极目的相比，人对现世幸福的追求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根据理智与意志各自的分工，理智会宣告具体的善与终极的善之间的必然联系，但是，由于意志的职能是“选择”目标，而当意志选择一个目标时，并非是因为这个目标与终极之善的关系，而是因为它是“共有的善”的体现。也可以说，意志因被造物之间的关系而选择某一被造物为行为的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选择个别的善时，意志是自由的。
 
[17]

 然而，这并不表示所有由人完成的行为都是自由的行为。所谓“自由”的行为只能是适用于发自“理智”和“意志（即理性能力）”的行为——唯因人是理性的，其才有自由选择。
 
[18]



托马斯主张人是上帝的肖像，“上帝的肖像”包含着作为受造物的人反映造物主上帝的向度，具有超越性。人因为分有上帝的智慧而承担着管理世界与构建“神、人、世界和谐关系”的责任，其典范即是完美至善的上帝。人不应失去其本性，可是，由于人天生具有自由，人的理智与意志时刻都有产生张力的可能，因此，人的伦理实践所要求的“正当的理性（right reason）”加上“向善的意志（good will）”也将会有无法达及的时候。托马斯·阿奎那主张，实现人性的目标最终必然要依赖于上帝的恩宠——以神恩来成全自然。人一旦放弃恩宠，选择将“自己”作为实现人性的圭臬时，人就在事实上远离了上帝，也就不再“肖似”上帝了。

人是“上帝的肖像”，也是上帝的创造之物，其中既包含着对作为身心合一的存有者“人”的超越性与神圣性的揭示，又隐含着对作为“受造之物”的关系性存有的人对世界、对他人肩负重任的强调。人既然是上帝的肖像，就是自主自觉的主体；人是有限的受造物，具有因滥用自由而犯罪的可能——前者是人超越能力的根据，后者则说明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托马斯·阿奎那在强调“神恩成全自然”的同时，也强调人应当通过其感性去给自然定位、透过其理性去合理地安排个人与社会，从而在“类比”上帝完满性存在的存在中，“分有”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共同命运，并且能够在其中塑造好个体的命运——不仅要做好“智慧人”、“工匠人”，还要同时做好“伦理人”和“宗教人”，从而有效地构建起天、地、人和谐美好的关系结构。
 
[19]



第二节 理性与信仰的整合

“人”是伦理行为的承担者，也是伦理学思想的核心。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思想建基于他对“人”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其出发点无疑在于基督教“人是上帝的肖像”的基本立场。而这所谓“肖像”，乃是那“被赋予自由意志（free-will）和行为主权（self-movement）的理性存有者（intelligent being，存在者）”。
 
[20]

 总结前面章节所论托马斯的伦理学思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的逻辑线索。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托马斯·阿奎那尝试整合理性与信仰的理论努力。

一 神恩成全自然

上帝是创造者，人是受造物。在所有受造物中，只有人才是“伦理”动物，因为只有人才有自由意志。托马斯·阿奎那将人的行为分为两种：“人的行为（actiones hominis，actions of man）”和“人性行为（actiones humanae，human actions）”，并且主张，人与其他非理性受造物的区别在于人是其行为的主宰——唯此，人的行为才被称为“人性行为”，而非“人的行为”。
 
[21]

 “人的行为”是指一些无意识的、出于自然本能的行为，它不是“伦理行为”。而“人性行为”则是受理智指导与意志推动的行为，因而是“伦理行为”。

人为目的而行。“人性行为”由目的取得类别，而幸福是人的最终目的。幸福不在于财物、荣誉、声望、荣光、权力、身体的利益、肉体的快乐等，而在于灵魂的完善。
 
[22]

 “幸福就是来自真理的快乐”，
 
[23]

 因为快乐是幸福的终点。
 
[24]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与上帝之“结合”即“领悟上帝”并非在感官意义上，而是“理智的行为（an act of the intellect）”。因此，幸福的本质在于理智的动作，因幸福而来的快感则属于意志。
 
[25]

 幸福更在于思辨理性的动作，而非实践理性的动作。
 
[26]

 人的最终圆满，在于对高于人的理智的对象的领悟。
 
[27]



因此，人最终的完满的幸福，只能在于“神圣本质的显现（the vision of the Divine Essence）”。
 
[28]

 “幸福就是一种合乎德行的灵魂的现实活动。”
 
[29]

 那么，人为获得幸福，就必须在现世行善，行善的行为即是积累功德——伦理实践，通过一定的行为来实现，而这些行为有些可以导致幸福，有些则阻挡幸福之路，人也会因此而获罪，继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托马斯·阿奎那强调，“人性行为”即是出于理智的判断和意志的选择的行为。“伦理行为与人性行为是同一的。”
 
[30]

 “善”与“恶”则构成道德行为的不同类别。
 
[31]



作为人的心甘情愿的行为（man knowingly acts and freely acts），即作为自由意志行为，“人性行为”必然具有“目的”和固定的目标。而作为一种“理性意欲（rational appetite）”，意志的对象是“善”，因为欲望是对某物的向善“倾向（inclination）”——因为事物按其本性即倾向于与自己相似与合适。就如同自然欲望所追求的是存在于事物中的善，人的欲望追求的是意识到（apprehend）的善。
 
[32]

 因此，在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中，“善”与“目的”同义。——如果说“善”是物之所欲所获取的成全，那么，这一“成全”即是物之所欲所寻求的“目的”。既然意志的对象是“善”，那么，受意志推动的“人性行为”自然就会倾向于“目的”。

托马斯·阿奎那进一步指出，自由意志行为不但倾向于善或者目的，而且倾向于“至善”——能够完全地满足人的欲望的善。终极至善才是最终目的，否则，如果人只为了个别之善——人选择个别的善，意志是自由的，
 
[33]

 那就意味着人在追求“恶”，因为“恶”是善的“缺乏（privations）”——托马斯认为，一物有多少存有（存在），便会有多少善；对其圆满存有（存在）有多少缺欠，便缺乏多少善，此被称为“恶”。
 
[34]

 因此，“恶是善的缺乏”，是“非完满之善（imperfect good）”。在托马斯看来，由于“恶”相反于人的自然倾向，而“善”才是人之所欲，因此，人不可能自由自主地、自然地“求恶弃善”。并且，如果人没有最终目的，那么，他所有的目的都是无止境的“中间”目的，它们不具有“极致”的特征，因此自然不能完全满足人的欲望，那么，人的欲望就永远是落空的。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托马斯强调，人不但追求目的，而且会自然地倾向于追求“终极目的”——上帝的“至善（perfect good）”。

为了证明人的终极目的（人的终极幸福）是上帝，托马斯·阿奎那以排除的方式证明，只有上帝才能满足“至善“的所有条件，从而成为人的最终目的——至福。
 
[35]

 在此，托马斯首先逐一排除了财物、荣誉、声望、荣光、权力、身体的利益、肉体的快乐等作为幸福的可能。同时，他也强调指出，能够构成人之幸福的事物是“灵魂以外的东西（something outside the soul）”。
 
[36]

 而最终的、完满的幸福，只能在于“上帝本质的显现（the vision of the Divine Essence）”。
 
[37]

 因此，上帝才是人的“终极目的”，而人的一切行动都指向“终极目的”。
 
[38]

 人只有在来世才能得此“至福（the beatific vision of God）”。为此，人必须在今生今世开始努力，修德遵法，循规蹈矩，为善避恶。同时，借助于上帝的“恩宠（Grace）”，人才能达及最终目的。此外，托马斯·阿奎那还同时论证了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的灵魂的“激情（passio，passion）”。托马斯所谓的“激情”在“更原始”的意义上即“感受”——既然“激情”一词含有“承受者”被拉向“主动者”之意义，那么，灵魂被事物的“吸引”所表现出的即人的“欲望能力（appetitive）”而不是“领悟能力（apprehensive power）”。
 
[39]



“人性行为”是人实现其“终极目的”的伦理行为，而“习性”是人性行为的“内在原则”。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习性”就是品质，而“品质”就是“某种关于本体的形态（a certain mode of substance）”。
 
[40]

 在托马斯看来，本性（nature，天性）是物中最重要的，因此，源于本性的“习性”被列为第一种“品质（the first species of quality）”。
 
[41]

 “习性”可以分为“善习”与“恶习”，
 
[42]

 “善习”即是“德性（virtues）”以及与其相关的诸如“恩赐（gifts）”、“真福（beatitude）”、“成果（fruits）”等。相反，“恶的习性（bad habits）”即“恶习（vices）”和“罪（sins）”。“德性”是指“能力（power，机能）”的一种完善，
 
[43]

 是一种使人易于行善的“习惯”。
 
[44]

 托马斯将“德性”区别为“理智德性（intellectual virtues）”、“道德德性（moral virtues）”以及“神学德性（theological virtues）”。托马斯·阿奎那认为，需要有“正当欲望”的德性被称为“主要的德性（principal virtues）”即“枢德（cardinal virtue）”。这类德性就是“道德德性”。
 
[45]

 根据德性的“形式的原则（formal principles）”，托马斯提出，有四种“枢德”：“审慎（prudence）”、“正义（justic）”、“节制（temperance）”和“勇敢（fortitude，刚毅）”。
 
[46]

 除此之外，还需要有“神学德性（theological virtues）”，它包括三个主要德性即“信德（faith）”、“望德（hope）”和“爱德（charity）”。

作为“人性行为”的内在原则，“习性”是纯粹潜能与纯粹现实的中介，
 
[47]

 以善恶得以区分
 
[48]

 ——善的习性即“德性”；
 
[49]

 恶的习性即“恶习”和“罪”。
 
[50]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促使人“向恶”的外在原则是魔鬼，推动人“向善”的外在原则是上帝。上帝以法律训导人们，并以恩宠助佑人们。托马斯在神哲学视野中论证法律的目的是借理性之力阐述与深化信仰的内容，因此，他将上帝视为人的行为的外在原理。

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主要体现为他以“人性行为”为主线，将“习性”、“德性”、“罪”、“法律”串联起来的理论架构。在此，“至善”即“幸福”，即“伦理之人”的“最终目的”。人要达到“至善”必须实践伦理行为即“人性行为”。“人性行为”是符合理性规则、符合上帝在创世时为万物所立的“理性秩序”的行为；“理性秩序”即是人的伦理行为法则。纵观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除了他站在“人是上帝的肖像”这一基督宗教伦理观的基本立场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寻找出两个基本的重心与重点，一个是“律法”，一个是“自由”。就“律法”而言，首先是“自然法（natural law）”。在托马斯看来，自然法是烙在人性上的神圣的智慧，它依靠目的论的哲学进路获知，并依靠人的理性来解释人生追求幸福的目的与现象，理论上表现为理智认同与意志选择的内在结合与相辅相成。

除此之外，“自由”问题也成为解读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的另一关键点。所谓“自由”即意志自由。托马斯·阿奎那首先承袭的是奥古斯丁的观点，认为不能将自由与命定、意志自由与上帝预知放在同一理论层面——“意志自由”是“人之本性（human nature）”意义上的自然道德伦理课题，它表现为“四枢德”即审慎、正义、节制、勇敢，依靠人生智慧与实践去完成；而“救赎”与“恩典”根本上就是“启示伦理”意义上的课题，它表现为“三主德”即信、望、爱。当本性意义上的自然道德智慧不足时，才用得上启示伦理。因此，启示伦理根本上是用以补充自然道德智慧伦理的不足，而非相反或相矛盾。总之，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的思想主旨，那就是：“神恩成全自然”。

二 理性与信仰的整合

托马斯·阿奎那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因此，对他来说，基督教神学的立场是坚不可摧的。然而，神学的重要并没有阻止他肯定哲学探讨的独立性与价值，因为他同时主张，哲学与神学是无法分离的两种知识。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理性”一词几乎可以与“灵性”画上等号，并与人的动物性共同构成“人性”。托马斯·阿奎那从人性的视角去理解与诠释理性与信仰的整合，以此规划出这位神哲学家对人性意义所做出的独到、完整的理解途径。而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建立，则有助于把握人在宇宙中的定位和完整意义。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思想里，超越人的理性的上帝是人的终极目的，然而，关于上帝的真理，人的有限的理性只能得到部分而不能得到全部的认识。并且，在认识的过程中，人的理性也会出现偏差，因此，上帝启示的光照才成为必要。然而，上帝的启示并不能代替理性，也并不抹杀理性的功能——托马斯认为，神恩并不摧毁自然本性，而只能是成全自然本性。一方面，理性可以在如下方面对信仰产生帮助：其一，用以论证那些作为信仰前提的真理——例如：为了证明上帝启示的真理，必先证明上帝的存在。而托马斯采取的方法即是通过自然理性对宇宙万物的观察来证明上帝的属性、唯一和存在。托马斯认为，人如果不通过对自然界的受造物的认知，而只依靠自然理性本身绝不可能获得对上帝的认知。从受造物入手来认知上帝，即以效果导向原因。
 
[51]

 其二，哲学可以借比喻、类比等方式展现信仰的真理，例如：《圣经》中的许多故事都是用来说明上帝的宽厚仁慈的。此外，哲学论证也可以借助于“分有”之理论来论证人之善、人之存有（存在）的不完满性，以此反证上帝存有（存在）、上帝至善的完美无缺。其三，哲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护卫信仰。例如：可以用哲学的理论来驳斥异端，从而捍卫基督教的信仰。

另一方面，托马斯认为，理性的真理并不与上帝的启示真理相冲突。作为神性真理的、具有绝对不变的性质的启示真理不仅不否定人的理性的真理，还会引导其正确前行。
 
[52]

 而人借自然理性所能够获得的对上帝的认知仅限于上帝作为万物的创造者而具有的一切特征。为此，在托马斯看来，理性所能提供的论证可以分为“先验论证”与“后验论证”两种——前者从一个原因的本质出发寻找其效果；后者则以效果为出发点去找寻原因。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上帝只能用后验论证的方法得以证明。
 
[53]



“人是上帝的肖像”，托马斯·阿奎那在肯定人的形上价值的同时又指出人存在的限度、理性的极限。因此，对于人的有限的能力来讲，即使其理性能够证明作为第一原因的上帝的存在，也无力完全探索出关于上帝本质的奥秘。那么，为了实现人的完满的意义，托马斯希望借助于人神关系来建立与实现完满的人格。由此，理性与信仰在各司其职的同时，也能够得以整合。托马斯认为，一方面，信仰的确定性高于理性知识的确定性，另一方面，信仰的确定性是建立在自由意志的抉择之上，因此，只有理性知识才具有真正的客观实在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哲学与神学的区别并不在于命题内容的差别上，而是在于寻求真理的方式的区别、对真理看法的区别。就此而言，属于神圣学问的神学与属于哲学一部分的神学必然大相径庭。
 
[54]

 然而，哲学与神学又可以互动互补互通，以实现所论真理的共构与共融——托马斯主张，启示与理性的和谐是真理与真理本身的和谐，这种和谐可以促进实现人类知识的更加全面与完整，从而更深刻地展示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无论哲学还是神学，都离不开关于“人”的讨论。在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思想体系中，人的问题是一个主要问题，所有其他问题无不围绕“人”展开。然而，从其理论的整体构架来看，世界、人、上帝在各就各位的同时又彼此相关。人是一个有限的存在，是一个灵肉组合体——既有物质的成分，也有精神的内涵，二者缺一不可。托马斯·阿奎那在对人的理性能力表现出高度的信心与期许的同时，也指出了理性能力的有限性；在强调人的社会性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个人的精神与伦理道德——他认为，人作为其所在社会中的一员，能够以其道德行为在德与罪之间践履一条执中的道路。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一个人的行动如果是直接指向其所在的社会的利害，那么，其所在共同体首先及主要地会对他有所回报（recompense，报应），然后是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也会对其有所回报。无论一个人的行动是对自己有益的或者有害的，其结果都会同时影响其所在的整个社会，因此，他也会根据自己对自己的正义而回报自己。因此，托马斯认为，善的或者恶的行动，根据其对他人的正义回报关系而有功或者有过。
 
[55]



人是上帝的肖像，人的理性是其自由的根本原则，人之所以与其他动物有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是其自己行动的主人。人是有理性、有自由意志的独立的个体，这就是“人格（person，personality）”之所在。“人格”又称“位格”，它是“自然中最完美的”。
 
[56]

 对于托马斯·阿奎那来讲，人不仅仅是物质的存有，还具备精神的存有特质，而其精神的伟大之处恰恰表现在其不安于时间的限制、不满足于世间短暂的幸福，从而追求无限、期盼永恒，以此肯定自己的不朽。为此，无限完美的上帝就成为人之所以能够实现的最高原因。托马斯·阿奎那在上帝、世界与人之间建构的伦理体系体现出这位神哲学家不偏不倚、公允平衡的思想特质。20世纪，法国哲学家雅克·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对托马斯围绕人格、人性的人文思想褒奖有加，认为托马斯的立场不同于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的悲观主义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乐观主义，是一种注重人性的完整的人文主义。

作为一种典型的基督教思想理论，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根本上是在信仰与理性、神圣与世俗的共构中寻求人的存在价值。托马斯将伦理学定义为“人应依其所以为人而做人的科学”，
 
[57]

 以期在综合先哲重要的哲学方法与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更加深刻地诠释与论证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与系统性。为此，托马斯·阿奎那赋予哲学与神学以明确的内涵，以期划清二者的界限：哲学是理性的，神学是超理性的即信仰的。托马斯认为，人可以用理性去理解哲学的各个原理，而信仰却不是理性能够理解的。同时，托马斯更强调信仰与理性的整合与融通，希望在将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分开的前提下证明二者之间的相辅相成。这是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的特质，也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理论特质。

托马斯·阿奎那从理论上划分出自然伦理与超自然伦理两个方面，认为前者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去处理，后者则需要信仰与恩典。因此，托马斯的伦理学既有基于人类理性与共同经验的一面，同时也有指向启示与神恩的一面。托马斯的伦理学无疑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成分，表现出幸福论、目的论和理性主义色彩。可是，这两种理论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理论指向是“现世的”幸福，而托马斯·阿奎那却是在关注现世的同时更关注“来世”的“真福直观（vision of God）”——这是被学术界公认了的根本区别。然而，如果对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的领悟仅止于此，我们就无从发现这一典型理论的独到之处，这是因为，主张现世的幸福与快乐可以依靠自然的道德获取，人之永生的幸福则需要通过神的启示与恩典来得到——这是中世纪思想家的共同观点，并非托马斯一人的思想创新。

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思想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进一步用哲学的方法论证了人在此生不完美的、暂时的幸福是来世完美幸福的“进阶”，从而赋予了此世人生存在的本体论价值与意义。在前面的章节讨论中，我们注意到，作为一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期望上帝的真理，期望获得最终的幸福，然而，他也同时强调，“一个人在追求或者做什么的时候，无须常常想到最后的目的；虽然当前不想最后目的，但最后目的之第一意向的力量，存在于对任何事物的追求中。正如一个人走路时，无须每一步都想着目标”
 
[58]

 。最高的善包含在每一种被人所欲求的善之中。不管人们追求什么样的善，归根结底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上帝。因此，意志的向善倾向不必总是朝向上帝，那么，伦理活动并非必然地总是表现为宗教活动。
 
[59]

 托马斯·阿奎那对现世人生的重视体现出他的伦理学思想中深刻的人文主义内涵。

运用哲学的方法、透过神学的视角、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寻求人的本体存有与人性的价值无疑是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的深刻所在，它值得后人更加深入的体会与研究。今天，我们常常将“人文主义”看成一种社会价值取向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性尊严、提倡宽容、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哲学思潮与世界观，并且，我们知道，这一观念的深入人心得益于文艺复兴运动，正是这一运动对于打破了封建神学的枷锁，对于解放人的思想、肯定人的价值、凸显人的主体性、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以及近代自然科学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然而，任何一个哲学思潮与世界观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早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曾经提出：人的价值和尊严至高无上；国家治理好坏的标准要看它是否对人有利和符合人性；自然法在人文法之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苏格拉底主张重点探讨人自身、“认识你自己（know yourself）”、无知是一切罪恶的首要根源、人必须具有知识才能达到善。此外，他还主张，应当围绕人的精神提出哲学命题，以说服人们不要专注于对身外之物的追求，而要去改造自己的灵魂。他反对过激的民主政治；提倡善良的道德，强调“知识与道德合一”。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曾经将人分为几等，强调各类人等应当各尽其责。亚里士多德更是强调应当关注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人类在自然界中是最高级的等。如果说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的上述主张被视为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那么，漫长的中世纪哲学思想则无疑成为人文主义乃至整个文艺复兴进步思想孕育的肥沃土壤。虽然那段漫长的历史包含着“黑暗”，许多人因此而嗤之以鼻，不屑去翻看那些尘封了几百年的著作。然而，谁又能否认，恰恰是因为我们对其关注不够、阅读不够，才理解不够。所以，在我们尚未深入解读相关原著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任何人的思想价值。就此而言，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的人文主义内涵值得深思和进一步研究。

第三节 重返“存有”寻找“完整存在的人”

托马斯·阿奎那对人之存有（存在）的完整的阐释、对理性与信仰的整合，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构的普遍人文主义的尝试值得思考与分析，而其所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更不能忽视。20世纪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人物雅克·马里旦运用托马斯·阿奎那神哲学的基本原则、综合其他思想家对托马斯思想的传统诠释、融合其本人对现实的哲学思考，构建出一个面向当代问题、适应当代思想发展的新的理论体系——“新托马斯主义”，从而推动了传统托马斯主义的新发展。

马里旦所处的时代，传统经院哲学的关于“存有”的理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马里旦看来，哲学家急于逃避甚至摈弃传统的存有论，以“人本”代替“神本”、将人与上帝对立、以“思想”作为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出发点。这些问题带来的后果，在实践领域表现为人的“无根”的存有：精神无助、颓废与堕落；表现在思想领域，则是各式各样的非理性主义、虚无主义、无神论、主观主义等思潮引发的思考，而新经院哲学思想家首先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即是人们对“存有（being；esse）”的遗忘和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抛弃。因此，马里旦的任务与使命，即是重返“存有”寻找 “完整存在的人”。

一 “人的形象”丢失在“文明的黄昏”

马里旦认为，从思想因素来看，19世纪初期，伴随着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的经验主义对因果原理价值的否定、孔狄亚克（Condillac，Etienne Bonnot De，1715-1780）的感觉主义与康德对理性的批判，形而上学的根基逐渐发生了动摇，西方思想进入困境，西方文明进入“黄昏”时分。与此相伴，中世纪基督教“人是上帝的肖像（image of God）”的传统意义在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狂风暴雨中消失殆尽，人之神圣性随之迷失在其“无根的存在”之中。为此，马里旦力求展开对“现代精神”的批判，而他的矛头的首要指向，便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和卢梭。

在马里旦看来，路德“缺乏的乃是理智的力量”，
 
[60]

 即把握共相、认识本质、接触实在的能力。马里旦认为，路德在经院哲学上学艺不精，只学会了一些错误的想法、模糊的神学概念和华而不实的论辩技巧。
 
[61]

 而无论是对当时天主教的苦修补赎之路，还是对其自身内在的精神状态，路德都充满怀疑，并且从根本上表现出对“神恩”的绝望，而这种绝望无疑成为后来宗教改革的“原动力”。在马里旦看来，由于路德不能克服自身的罪恶感和欲望，便将全部赌注都押在与其本性全然割裂的恩典的作用上，并且又从一己之体验中推而广之，将自己的命运转化为神学的真理——只要内心确定了对基督的信仰，并且确信一定能获救，你的意志就是你自己的行为规定者，而你为此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善的，因此，在路德眼里，上帝只是一个盟军、合作者和强有力的伙伴而已。马里旦指出，路德所谓的“因信称义”的结果必然是“将自我神化（deification of self）”、使信仰摆脱理性、将基督教福音归结为内心的体验，其结果是大大激发了现代反理性主义的个人主观主义。

纵观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在笛卡尔之前，已经有了长久而富有成效的有关“理性主义”的准备期——达·芬奇、伽利略等人早已为数理方法的不断完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雅克·马里旦认为，笛卡尔并非货真价实的“理性主义之父”。不仅如此，就所谓的反思哲学的角度而言，马里旦认为，古人的反思哲学要比现代人深刻得多。
 
[62]

 事实上，笛卡尔与经院学术保持了“质料上的连续性（material continuity）”，而在“形式的（formal）”因而也就是决定性的层面上，他则打破了这种连续性。
 
[63]

 马里旦指出，笛卡尔思想具有在思想与存在的联系层面的“唯心论（idealism）”、在理智的等级秩序与知识的意义层面的“唯理论（rationalism）”以及在人观上的“二元论（dualism）”等特征，
 
[64]

 其核心则是西方近代哲学科学体系赖以建立的“思维”。

在此体系中，“我”就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一个精神，一个理智，一个理性。“我思（cogito）”与“我在（sum）”是同一的，而“直观（intuitus）”、“天赋观念（idées innées）”、“独立于事物”恰恰是笛卡尔所理解的人类知识的特征。在笛卡尔哲学中，人的认识不接受外部事物的制约，相反，外部事物的存在恰恰是思维活动的结果。人类的理智由此变成了事物的立法者。笛卡尔企图使思想独立于现存的事物而仅受制于“它自身内部的需要……一个世界仅仅凭着自身，就关闭了绝对……”
 
[65]

 马里旦认为，这是一种欲使人类理性的内容成为度量实在的尺度的极端企图与疯狂做法。这种新知识类型必然孕育出一个“充满霸气”的“自然科学时期”。马里旦将笛卡尔思想视为现代科学深刻的非人格的原则与源头。

在马里旦眼里，卢梭思想代表着“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孕育与成长的第三个关节点。卢梭将传统基督宗教对罪的来源的看法从宗教的层面转向人类历史的自然进程层面，并且由此得出结论：人不是生来就有罪，相反，人的原初状态（原始状态）即是善的，亦即原本存在一个人性的理想状态，它处在人类历史的源头。
 
[66]

 在此状态下，人处于一个“完满的”境地而根本无须任何救赎——上帝根本就是多余的。马里旦认为，卢梭的思想无疑将“人类中心论”推向了巅峰。

在马里旦看来，路德、笛卡尔和卢梭三位“改革家”所肇始的哲学革命终于在康德批判的唯心主义理论中达到了顶峰。康德的批判源于认识过程中所出现的“二律背反（antinomy）”，他认为，纯粹理性无法认识“物自体（thing-in-itself）”，因此，他将灵魂、自由、宇宙、上帝等概念都划入不可知的范围。人的认识能力有感官与理智两个不同的层面。感官认识是对可感物质的经验，理智则是精神性的认识能力。为了避免进入先天观念的陷阱和保持经验事物的价值，托马斯·阿奎那主张继承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统，以“抽象（abstraction）”作用说明感性能力与理智的关系，托马斯·阿奎那还特别强调了感性对理智之精神性的“分有（participation）”，从而使感性与理智密切为一。

然而，自“唯名论（Nominalism）”思想强调认识仅仅是对实在个体的直观，从而冲淡了概念的实在价值之后，抽象作用就成为一种无用的功能，理智与感性也由此分道扬镳不再“合作”了。之后，休谟更加否定因果原理中理性的基础，终于促使康德对理性认识严加批判，以认清其条件与限制，这对以理性为主的“主知（主智）”的托马斯学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特别是，经院哲学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存有（being，esse）”理论经康德批判之后，最终成为一个空无内容的先验范畴，这成为经院哲学致命的创伤。马里旦认为，这场所谓的“伟大的哲学革命”并非是一个纯“理性化”的过程，而是将某些原本神圣的东西加以“世俗化”的过程，由此，传统意义上作为“上帝的形象”的人被彻底“袪魅”。

马里旦对“人”的哲学理解源自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托马斯认为，人是由上帝自由地从“无（ex nihilo）”中创造出来的精神与肉体的实体，上帝是造物主，人是受造物，每一个受造物由于被造的事实而与造物主上帝有一种“实在的关系”。然而，上帝不可能是为了要获得什么而创造，而只能是要给予、分赐其“美善”——因为上帝本身即是完满，是无限的美善。
 
[67]

 至于说上帝为什么要创造现有的这一个特殊的世界呢？这不是人类的理智所能理解的上帝的奥秘。由于人的理智是有限的、不完全的，人类因此无法透彻明白上帝的谋略和计划。因为上帝创造人，也因为上帝要分赐其至善，于是，上帝的至善就成了所有受造物的目的。
 
[68]

 所有受造物也某种程度地相似上帝，
 
[69]

 人相似于其始源——上帝，也因此而以获取相似上帝为最终目的，人在这种“相似”的意义上而成为“上帝的肖像”，就此而言，人对神的渴求源于人的自然本性、自然法则。人的精神性的灵魂由上帝恩赐、与上帝息息相通，因而人分有上帝的神圣之本性，并且天生具有追求神圣的精神追求，这是人之存在的形而上学指向。

马里旦认为，路德、笛卡尔、卢梭和康德等思想家期望从人自身得到上帝所能给予的东西，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泛滥的必然结果，它由此而将形而上学的神圣帷幕抛掷于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阴霾天空，人的理性也因此取代了神恩，人由此而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具有绝对自由的、可以以其主体意识为起点建立一切的“无根”的存在。这种对所谓“绝对自由”追求的结果，便是人生失去目的、归于荒谬——人可以不再重视生命和尊严；人可以一切以“自己”为尺度排除所有“他者（the other）”。而“他者”物化的结果是使人成为一堆纯粹的化学元素。因此，人一旦失去了形上之根、失去了神圣的目的性，所留下的，只不过是一堆“可能性”而已。

“每个伟大的文明时期都受支配于一定的特定观念，即人何以塑造自己的形象。我们的行为有赖于这种关于人的形象，犹如依赖于我们的本性，这种形象……形成作为某个特定文化时代之特征的社会与政治结构。”
 
[70]

 马里旦将现代社会文明的危机归结为“神圣的东西与世俗的东西的分裂”，
 
[71]

 亦即“人是上帝的形象”的传统意义的瓦解。马里旦坚定地认为，折磨着现代世界的病症是本体的和形而上的，它植根于人心之中。因此，唯有医治人心，才能治好这个病症，
 
[72]

 从而建构人类共同体共同的价值理念。

二 “完整存在的人”

雅克·马里旦之所以能将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的基本原理与当时的欧洲思想相融合建立起一个极具创意的“正统的”
 
[73]

 新经院哲学的思想体系，与当时兴起的“新经院哲学”思潮不无关系。20世纪中叶的欧洲在经过了前后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的精神与心灵遭受了严重的创伤，存在主义的兴起使欧洲思想界充分注意到“行动”、“实现”或“活动”（the act，action）以及事物本性的动态发展的重要性。新经院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了托马斯·阿奎那形而上学的新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视其为真正的存在主义思想家，并由此展开对其形而上学中“存在实现（the act of to be）”等理论的探究，以此表达对人之存有的关注。马里旦在其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74]



对个人、对人之存在的思索与反省促使马里旦在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的思想传统里寻求问题的答案。二战后的法国盛行存在主义哲学，它强调个人存在的重要性，其代表人物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1980）等人的哲学、文学思想深入人心。马里旦受其影响，开始了对人、对人之存在做出深入的反省。此外，当时兴起的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思想也使马里旦对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扮演角色、社会地位、历史使命进行深刻的思考。
 
[75]

 马里旦深切地体会到，一个空洞的、名义的、功利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就如同一个没有经过发酵的死面饼子，缺乏生机和自身内在的生存发展之力。而要摆脱这样的窘境，就应当将哲学研究的重心放置于对人性的特别关怀。马里旦寻求从“完整存在的人（existentialement humaine）”的角度来恢复人之神圣性，以寻找人类早已丧失了的对“存有（being，esse）”的把握。

“完整存在的人”指人之整个存在或者人存在的统一性。在马里旦看来，构成人存在的统一性的共同因素是人之“位格（person）”——他由经院哲学思想传统获得启发，提出从人之动态发展来了解“位格人”（从人之行动而理解人之位格）的新主张。在传统经院哲学的概念体系当中，“位格（person）”一词所表达的是个别人的存在，旨在强调具体存在的人的个别特性。从本体论的角度讨论人是传统经院哲学的观点，而存有（being，esse）则无疑是“完整之人”的思想基础。

从“存有”的维度诠释“位格”，是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人的哲学理解的重要内容。
 
[76]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存在（existence）”是“存有（being；esse）”之完美“实现（act）”，其中，“位格”与“实现”有密切的关系。
 
[77]

 上帝的存在即是其实现，人是类比上帝的存在，人只能在上帝中才能完全实现。
 
[78]

 在此，托马斯强调“位格”的个别性。
 
[79]

 灵魂与身体分别是实体存在的条件，但实际存在的是由二者结合而成的组合体。其中，灵魂是身体的形式，赋予身体生命并影响身体的活动。由于灵魂本身是实现（the act），使得与其结合的身体成为具体实在的位格之人。
 
[80]

 因此，在托马斯看来，实体最基本的意义，就是存在的“个体（individual）”，个别实体的意义，即指个别存在的人；而实体个别化的方式，就是个人的存在方式，因此，不能将位格转化为其他存在者，它具有其独一无二的特性，
 
[81]

 位格之尊由此得以体现。

中世纪是一个崇尚“本体论”的时代，是无数的神哲学家努力地从亚里士多德的“形质论（Hylomorphism，形式质料说）”出发阐释“位格”之个别性的时代。
 
[82]

 不过，当时围绕“位格”主题展开的讨论也是相当混乱的。文艺复兴以后，伴随着实验科学的发展以及19世末心理分析学家对人的“意识”问题的研究，“新托马斯主义者”开始注意人的内在生活，主张从“关系”的角度说明位格人的个别性、从心理结构说明人的“行动（actions）”，以便发现此行动主体的存在方式。至此，“位格”概念逐渐由传统经院哲学意义上的“个别实体”而成为“意识主体”。

“位格”因其质料而成为主体，借其理性而能够反思其经验与活动，具有内在的、能透过反思而知道自己是“我”与“他者（the other）”的特性。在此，“自我”指“位格”的主体性，由其活动而发现世界。从自我意识的角度讲，“位格”指一个能知觉、能判断、能感受、能知自己活动的“主体”。“主体”借其活动而与世界接触并主动地说明、理解、诠释世界，赋予世界某种意义，并在其中做出选择。同时，世界也因主体之活动而进入主体的意识中，就此而言，主体不但是“在己之存有（being in itself）”，也是“为己之存有（being for itself）”。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只是诠释了位格是以理性为本性的个别实体，马里旦则在此基础上强调从内在生活来看位格，即强调位格的“个别意识主体”的意义。

马里旦指出，研究理性与身体如何统一的问题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笛卡尔所遭遇的就是在此问题上的困境。在马里旦看来，笛卡尔继承了中世纪客观本体论的“位格”观念，发现“主体意识——我思”的重要性，他的错误在于以清晰与明判的观念（clair et distinct）作为客观实在的标准——从“我思”说明人之存有，由此，人便成为“纯意识”产生的“存有”。虽然笛卡尔竭尽全力说明心物之合一，然而，由于他同时强调只有在思辨与科学的领域，心物才化分为二，而在一般的经验中都是二者为一，因此，他的“我思”是极具封闭性的。从笛卡尔至康德，意识主体渐渐成为一个“封闭的”先验思辨形式和实践原则。马里旦认为，如果主体性仅仅是内在而不是向外呈现、如果主体只指我直接把握的“我的反思”，那么，“我”能体验的只不过是“我的主体性”、“我”所感觉到的世界也只不过是一个脱离自然的世界，而呈现于这个“内心世界”的其他主体则必定成为由自我构成的“我的延续”。
 
[83]

 如此极端封闭的自我观念自然会带来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忽视个人尊严的集权主义。

马里旦强调，“位格”是一个包含诸多关系在内的中心。在他看来，“位格”是“有形器的精神体（embodied spirit）”，因此而成为与宇宙、物质世界和其他位格发生关系的枢纽。马里旦称这一关系中心为“在世之存有（beingintheworld）”。托马斯·阿奎那的经哲学强调“活动（行为）跟随存有（act follows being）”，指的就是活动的本质由存有的本质而定。身体是位格呈现自己的“场域（locality）”，而世界则是一切能呈现的现象所属的场域。马里旦认为，位格所显示的活动可归于两类：“认知”与“决定”。从认知方面而言，创造力源自“理解”，“理解”即是把握已知而推论未知——将一切已知的事实置于一个完整的背景中，据此而预测一切可能有的事实和可能呈现的现象。在此，由已知而未知，人的认知能力的超越性质得以显现。值得注意的是，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主要是在神人关系的“光照”中探究人的一切，而马里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提升人的角度探讨人的问题与人神关系问题，并从人之行动而理解人的位格，使传统思想有了创新的形式。

据此，在位格人反观“已完成”的事件与“待完成”之理想的过程中，人的理性以“追求真理”为终极目的，人的行动则以“善”的实现为理想。而善的完全实行依赖于一个完全公平、合乎正义的社会。即使人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或难以实现这样的社会，人对此境界的向往也能使其现实的行为具有意义——马里旦认为，“人类的政治和社会事业应当追求的最高理想，就是创立一个博爱的国度，这不是意味着希望有朝一日一切人都将得到尘世的完善，彼此相爱如同手足，而是意味着希望人类生活的生存状态和文明结构都更接近完善，完善的标准是正义与友爱……一种真正民主的正义与友爱。”
 
[84]

 只有当由终极目的“回望”一个人的“行动”时，才能在此“行动”与终极目的的关系中发现此“行动”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完整存在的人”的人生历程本质上表现为一种自我超越的轨迹。在此，马里旦遵从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传统，将人的神圣性、崇高性指向人生活的世俗结构，以期构建世俗生活圣洁化的秩序，这样的一种思想见解与理论倾向，蕴含着新旧托马斯主义对于“完整存在的人”的深刻思考。

从“完整存在的人”出发的理论是马里旦对“人的真实形象”的重新发现，其本质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着眼于人的崇高性与有限性的方方面面，着眼于上帝栖居其间的人类存在的整体性，主张“使理性因超理性而充满生气，并使人开放，让神降临自身……促发福音的酵母与灵感渗入世俗生活的结构，使现世的秩序神圣化”
 
[85]

 。在马里旦看来，只有在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中，才能找寻到这样一种“完整的人道主义”，因为“只有在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中，才有着心灵的完善，也才有着恢复了其自然的卓越状态的心灵之完善”
 
[86]

 。马里旦认为，这种力量足够强大和纯洁，能够有效地影响整个世界；能够使人心恢复秩序并从而凭着上帝的恩典，把世界带回真理之路上来，而迷失了真理之路，则可能导致世界的解体。

马里旦由“完整存在的人”的角度来构建人道主义，反映出其重构社会精神的宏伟理想，然而这并非代表他期望历史倒退，回归中世纪的愿望。虽然马里旦认为若无上帝的恩典，社会的复兴就只是一场空想，可是，他并不期待、也不希望完全返回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概念中去。因为，现实在变，文化也在变，人道主义的内涵也会因之变生变化，站在历史的今天，由“完整存在的人”的角度来构建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的最终目的不是从时间上回归旧时代，而是从观念上重返“存有”。

三 重返存有（esse，being）

“存有”具有不可界定的特征，它是一个自明的观念。托马斯·阿奎那指出，“esse”的意义来自动词“是（est）”，其本身的意义并非指一个事物的存在，而是首先表示被感知的现实性的绝对状态，因为“是”的纯粹意义是“在行动”，因此才表现出动词形态。“是”动词主要意义表示的现实性是任何形式的共同现实性，不管它们是本质的还是偶然的。
 
[87]

 “being”的本意是指活动本身，它赋予事物现实性而并非指某一个或一类事物。 “being”自身不等于一个事物的存在，它是“纯粹活动”和“现实性”，因此，上帝即是存有自身（Being）。在托马斯看来，“being”是一个“自明”的观念，其本身不具有任何限定的本质，而是超越或内含诸种限定的本质。同时，“being”也具有不可界定性，意思是说“being”是一个最为普遍的观念——桌子是“being”、马是“being”、人是“being”、自由是“being”、想象也是“being”，如果神存在的话，也不能不是“being”。因此，“being”观念提供给一切经验对象的完善（perfection）是极小的，然而，这样的一个“极小点”却足以使万有（beings）脱离虚无而进入现实的世界。

从托马斯·阿奎那经院哲学的角度讲，“存有（being）”所指出的是万有（beings）的共同点与共通之处，它是从一切个别的、差异的、分化的事物中抽离出来的最高级和最单纯的抽象，而世间所有的一切限定也莫不与“存有”具有内在的从属关联，即无一物能在“存有”之外存在。由于“存有”是最原初的、最根本的、最不可或缺的、最普遍的生成或实现万物的原理，所以，托马斯学派将“存有”视为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和探讨的根本对象，并且强调“存有”是一个具有“类比（analogy）”性的理念，从而由形而上学的层面揭示出“有”与“万有”的关联：一方面，“万有（beings）”是类比上帝的“存有”，而“Being（上帝之存有）”是生成或实现“万有”的本根，内在一切又超越一切；另一方面，“上帝之存有（Being）”包罗、融通万有（beings），然而却不抹杀各自作为“类比的存有”而具有的个别性。亦即说，对“万有”来讲，“Being”是内在的、不可或缺的、最根本的成分。在此类比性的共同性上，“万有”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会通与共融得以实现。它意味着万物不是彼此无关，无限的“Being”与有限的“being”、精神与物质、天道地道人道融通的形上渠道由此打开。由托马斯·阿奎那经院哲学这样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出发，超越的上帝、世俗的人类与物质世界得以找到合适的定位，并且实现其相互关系的合理、持中与圆融的安排。

马里旦关于“存有”的基本理论来源是托马斯·阿奎那的形而上学思想。托马斯认为，哲学是以理性探讨“存有”最基本、最彻底的原因，因此，他的形而上学是以“存有（being）”为中心、以“本质（essence）”和“存在（existence）”的关系学说为枢纽的实在论。阿奎那认为，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所探讨的特殊的固有对象即是“存有自身”，或者称之为“存有之所以为存有（esse in quantum esse，being as being in jeneral）”。阿奎那在论证“存有自身”时，强调“实在”意义上的“存有”重于逻辑意义的“存有”。“存有”包括“本质”与“存在”；“本质”与“存在”皆为“存有者（beings）”。而“存在”先于“本质”，“存在”是“存有”之最具体的、个别的、实体的、独一无二的完美“实现（act）”。

在马里旦看来，脱离“存有”即表示人最基本、最重要的形上部分已被切除。而没有形上价值的人与一堆原子毫无区别——如果人已死，知识便失去了理性的载体。同时，由于失去了“存有”，人的知识与行动也失却了其理性基础——上帝已死即意味着人的生活失去了信仰。而人类一旦没有了理性与宗教，宇宙的神圣性也将不复存在，相应地，伦理道德因此会失去内在原则——而一旦失却了自然道德律（Natural Law）作为根据，人法（Human Law）也只能沦为“文字游戏”。马里旦得出结论：离开形而上学层次，人不能从根本上实现自己。马里旦强调从本体论的角度使人之思想回归“存有”，从而重新建构起理性之基础，并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理解万有（beings）所构成的关系性的整体存在。

“存有”的意义是马里旦建构其“新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它的基本思想与托马斯·阿奎的形而上学思想不无关系。而马里旦在此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探究，无非是想证明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一方面，强调上帝“存在”的确定性；另一方面，揭示“作为上帝之形象”的人原本是作为“类比的存在者”而赋有超越性与神圣性，却因为人自己切断了与“上帝”相连的纽带而成为“无根的存在”。从托马斯“存有的实现（act of being）”思想出发，马里旦认为，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理论忽略了“存有”的内涵，只注意到其外延，因而忽略了“存有”的超越性，“存有”由此而成为外延最广、不含种差的最高的“类”的概念。

物之本质差别由其种差而定，种差是“形式”，是“存有”所以实现、所以存在的原因。最高的“类”是除去所有“种差”的类。那么，理智所掌握的内容即不包含存在的“存有”，这与“无”没有什么差别了。与黑格尔相比，康德的“存有”是脱离存在的先验形式——思想与存在的桥梁一旦断裂，“存有”便不再是实在的“存有”了。而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的存在主义是一种生存的生存主义（existential existentialism）。它本质上是宗教性的冲动和要求，是一种信仰之苦痛，是主体性向上帝发出的哭号。其不幸在于：在一种哲学外衣之下发展成为宗教性的抗议。在此，“生存者内部的虚无，被生存者本身的虚无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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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则是从“无”的痛苦经验中执着于“有”的神秘。马里旦认为，如此学院式的生存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哲学的智慧态度与宗教的祈求态度，如果将之作为一种真正关于存在（因而是关于生存）的哲学，其内容是失败的。

马里旦强调，形而上学所研究的不是个别的“存有”，而是从反思经验材料中的模糊“存有”来把握其本身，这才是实在的“being”。如果只闻“存有”之“声”而不见其“实”，不足以成为形而上学家。在他看来，形而上学家的理智应具备认识“存有”的习性，而照耀形而上学家的理智之光就是“直观（immediate apprehension）”。所谓“直观”即是“理智的明见（une perception intelllectuelle）”，这样的“明见”不需要任何媒介而与对象直接融合。在此，理智借此掌握事物的存在，而在主客融合之际，感觉直观的对象以新的形态呈现于理智，这就是“心语（le verbe mental）”，马里旦认为，“心语”即是真正的直观，因为它由人的理智直接把握，是单纯的“明见”——它是“无法证明的透视”和“心中灵智之火”，因为它“发动心中深藏的感情，刹那之间，照亮心中那片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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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直观”意义上的理智的抽象包括三步（以“白莲”为例）：第一步，我看到一朵白莲，我对之有知觉，即我知道有某朵白莲呈现于我；第二步，由于我对此朵白莲的知觉，我肯定世上有白莲（白莲精神性的存在）；第三步，在理智肯定白莲存在的那一刹那，我体会我思想中精神化的玫瑰花乃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思想之外。在此，理智直观白莲的存在，而这种直观又显然是“抽象”的直观，马里旦称其为“形式抽象（abstractio formalis）”，表示对象的来源并非先天观念或先天形式，而是使实际事物存在的“存有”。从“形式抽象”的观点来看，理智首先理解可感“存有”如何呈现其可感性，然后理解其“存有之为存有”及其结构，最后是理解“存有”本身。

“万有”因其为“存有”而成为可理解的对象，而事物的“存在（existence）”即“存有的实现（act of being）”。万有因“其存有的实现”才成为具有此本质的实体并成为理智理解的对象。本质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本质只是可能的“存有”，其存有如果不能“实现（act）”则没有意义。对于实际存在的万有本质的理解，可由抽象作用说明。然而，对于上帝的存有即“Being”本身的理解则有困难。这是因为，第一，“Being”本身不可概念化，因为“Being”本身不能是抽象的对象。抽象指“分开”或“脱离”，与“Being”本身分开或脱离即是“无”，而“无”是无法理解的。第二，人的理智不能直观万有的本质，也无法直观事物的存在。事物的存在是由感官直观其所呈现的性质，可是，感官并非理解的官能，因此，经院哲学主张，对事物的存在，理智的理解方式是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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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里旦将此“肯定”称为“抽象直观”。

从根本上讲，马里旦的抽象直观是理智与感觉同时“见”到存在于事物中的存有。为了使这两种“见”合二为一，马里旦认为，必须承认有一种人的理性活动欲发而未发之际的精神性的“前意识（preconscious）”。马里旦主张，位格人行动的根源是意识或称“心灵”，不过，“心灵”强调的是意识中的理性因素。马里旦对“意识”的探讨旨在了解位格人的行动以及超越性。因为，在马里旦看来，意识是人最实在、最基本的经验，是人对其生活体验（the lived experience）的理会。

马里旦不认为以非理性的因素可以说明人的行为，因为人的行为源自位格的自由选择，他将这种“位格之自由选择”之意义上的“无意识”称为“前意识”。它指的是人的理性活动欲发未发之际的情况，因此是精神性的状态。马里旦遵循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的观点，主张理智与意志活动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概念的形成，是主动理智（intellectus agens）的“光照（illumination）”，以及可能理智（intellectus possibilis）的理解与表达相结合。其中，主动理性在未光照前，心灵充满图像及某些源自感官的“前意识（preconscious）”意义上的“自然的知识（natural knowledge）”——这是一块“半透明（translucid）”且肥沃的园地，其中已含有理性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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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马里旦强调“前意识”是人的意识在理智活动之前的活动，是在“黑夜（night）”中未成形却仍然充满“最原始生命（primal preconscious life）”的意识，这是人精神性活动及人创造灵感的根源。

从根本上讲，马里旦的“存有直观（直观存有）”是一种“形而上的心态（un habiuts métaphysique）”，它介于神学上讲的启示（revelation）与真福直观（vision，或称神见）之间。马里旦认为，只有有此体验的人才称得上是形而上学家。而根据马里旦有关“直观存有”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比起托马斯·阿奎那，马里旦也许更喜欢使用基督教“神秘灵修（mystical spirituality）”的语词来描述其抽象直观的意义，因而强调理智是在其活动静止时才能领会“存有”的意义。在此，抽象直观即是思辨理智的真福直观，而真福直观的对象是内容丰富的“存有”及其实现（act of being）。如此一来，关于“存有”之学便成为人的理智所能及的最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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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马里旦思想的启示

按照马里旦的主张，事物的本质与主体必须加以区分。事物的本质可以在思想中客观化，而主体却不能客观化。每一个主体都是一个个体的实在（位格人）。人对主体的认识是通过将其作为人的思维的客体而获得，因此，不是把主体作为主体来认识，而是将其作为客体来认知。人一旦将自身视为一切认识客体当中的主体，自视为世界的中心，就难免导致个人生存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二律背反：如果你执着于主观性的观点，你就把万物吸收到自身里面，让一切都为你的独一无二性而牺牲，你就因此被钉死在绝对的自私和狂妄之上了；如果你执着于客观性的观点，那么，你就被吸收到万物里面……而你的所谓的独一无二也就成为虚假。

马里旦认为，只有“上帝”才能解决这个二律背反——如果上帝存在，那么就不是“我”而一定是上帝才是中心。在此，这个中心不是同某一特定的观察点（例如在某个观察点上看来，每个被造的主体性者是其所知宇宙的中心的那么一个观察点）相关联，而绝对是一个超越的主体性，并且，一切主体性都要以之作为参照。马里旦认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人才会在明白自己毫无重要性的同时，又懂得其命运具有最高的重要性。

“自我中心”与“整体宇宙中心”常常交织而成就人的两重形象，而作为主体的形象和作为客体的形象既不可能协调重合又不可能被抛弃掉。马里旦认为，只有“上帝存在（God exists）”才能解决这个矛盾。无神论生存主义的悲剧部分地是在于：被他人作为一个“客体”来认识永远是被不公正地认识——被与自身割裂并受到伤害。只有当被上帝所认识时，人才是作为“主体”被认识。在马里旦看来，上帝要认识“我”，根本无须将“我”客体化，所以，只有在上帝面前，人才是作为主体，而非客体被认识；也只有对于上帝，“自我”才完全敞开。马里旦“完整存在的人”视域中的生存主义不是把“自我”视为无理性的“感觉之流”、“无用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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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将其视为有理性的灵魂——它在自我最幽深的隐秘之处，在它最充分的实现之中，为上帝所了解；在它本质的性质方面，又为人的理智所认识。

马里旦在充分强调神恩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人自身的价值，这是其从“完整存在的人”的角度探究“存在”的基本思想特征。在他看来，人始终是“类比”上帝的“存有”，对人的信仰只有建立在超验的信仰之上才会达到完满和永恒，亦即说，对人的信仰要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基础，这是实现其“完整人道主义（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的前提条件。马里旦认为，信仰上帝的目的在于建立慰藉人生的理智秩序和社会秩序，从而使人类能够平安地拥有地球，彼此和谐。遗憾的是，近代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挣脱上帝的“牵绊”，继而又不得不在“无根”的生存境域中寻求“人”的地位。世俗化的过程正是“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成长的过程，它将现代人对上帝的宗教情感渐渐转变成为对人的信仰、对物的崇拜。而历史的流变和残酷的现实又无情地击碎了这种信仰和崇拜，因此，现代人会时常感到一种“无根”的疼痛。

马里旦以适应现代思想的需要为原则，以批判现实、批判“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为前提，在激活传统托马斯主义思想的同时构建起新托马斯主义的形上理论，强调以神为中心，使神道与人道互补而非互相排斥的“完整存在的人”意义上的“新人道主义”，在西方基督宗教文化圈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回归基督教”过程中新托马斯主义“与现实对话”、“批判现实世界”等思想运动的重要代表，马里旦主张重返“存有”、二元论的统一、在神圣与世俗间寻求人之“存在”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的统一，这是其存在理论的重要内涵。然而，如此的“统一”又何尝不是一种“悖论”式的统一？正如马里旦自己所指出的，引导基督徒去实行基督的救赎工作的推动力，深藏于对世界的一种悖论式的理解之中：一方面，基督徒相信自然界是上帝创造并宣布为善的。另一方面，就世界“自身陷于肉体贪欲、感官贪婪和精神傲慢而言，它又是基督及其门徒的敌手，并仇恨基督及其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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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生存于这个世界之中的基督徒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来说，基督徒将永远是陌生人，永远是不可理解的人。这种悖论的张力所引发的后果值得深思。无论如何，马里旦对于现代条件下托马斯主义及天主教神哲学的继往开来起到了先锋与推动作用，其形而上学思想寓意深刻，影响深远。

第四节 托马斯哲学可能提供的借鉴

托马斯·阿奎那所建构的系统和完整的哲学理论不仅在中世纪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最终成为天主教经典的理论典范，其魅力至今无减。不仅如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讲，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毫无疑问地为晚近出现的“伦理神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诞生打下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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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诞生于中世纪，它深深地烙上了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哲学的印记，这是它的独特性所在。在诠释、论证与揭示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理论构成、思想内涵和历史影响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从他的伦理学出来发把握其经院哲学的整体特征，以期从中发掘托马斯哲学可能提供给我们的理论借鉴。

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包含着其作为时代标志的理论主张，而任何时代任何哲学理论的辉煌都离不开两方面的条件：其一是这一理论的“适时”性，这是一种“合于”时代要求意义上的外在合理性；其二是理论本身内在的思想魅力，这是决定因素。无论如何，通过建立“大全”的经院哲学，托马斯·阿奎那的确找到了在上帝的预定和人的意志、信仰与理性、神恩与自然、人的活动的彼岸目的性和人对尘世幸福的追求等一系列宗教伦理两难问题的相对平衡点。因此，不可否认，托马斯哲学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

近代以来，一方面，学者们反传统和反宗教的情绪与情结，造成了对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思想的些许误解，因而对此期间发展的“经院哲学”有所贬斥；另一方面，也不断有学者重新阅读原典，试图重新认识与了解托马斯的经院哲学。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学者逐渐发现，完全以“神学的婢女（Ancilla Theologiae）”来冠名和对待托马斯哲学是不理智和不全面的。这是因为，托马斯哲学并非仅仅具有单向度的神学价值。在其既深刻又广博的思辨智慧的延展中，托马斯哲学致力于启示的传统真理与理性的形而上学论证两方面的卓有成效的结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马斯的经院哲学才最终成为中世纪知识界的主导哲学。那么，这一曾经的“显学”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学术特征和可借鉴的思想与方法呢？

一 一门较为纯粹的哲学理论

“经院哲学”这个词在英文中为“scholasticism”，它与拉丁文“schola”同源。在拉丁文中，“schola”的基本含义即为“学校”、“学舍”、“讲堂”、“教室”，与我国古代的“书院”大体相当。因此，经院哲学实质上是一种学校（school）里的哲学、学院（academy）里的哲学、大学（university）里的哲学。当然，从历史上看，所谓的“学校”、“学院”或者“大学”，首先应当是由基督教会创办的师徒结合的“联合体（行会）”，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兴建的巴黎大学（1170）、牛津大学（可能与巴黎大学同时创建，也有人称是1167年建立）和剑桥大学（1209年建立）等。

此外，“scholasticism”还与意指“scholarship（学问、学识）”以及“school（学校）”同源。其源头可以上溯到希腊词“schoolastikós ”，意指一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比较纯粹的学术探究。不仅如此，它也可以用来意指以上述学术态度和学术立场治学的学者，大体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文人阶层、知识界（intellectual circles）——在此意义上，台湾学界将“scholasticism”译为“士林哲学”不无道理。而在拉丁文中，“scholasticus”作为“经院哲学”的一个近义词，其基本内涵即为“学者”、“文人”。其意思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书名中的“儒（scholar，learned man ）”字的含义大体相当。《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

因此，“经院哲学”一词，顾名思义，其所意指的无非是经院里的哲学、学院里的哲学、大学里的哲学、学者们的哲学。从历史上看，经院哲学始终未曾与基督教神学脱离关系，但是，它同时也将人类的基本问题作为其最重要的思想内涵和学术取向，由此形成具有固定的思想基础、问题域及思维方法的独立的哲学体系。所以，能够成为经院哲学载体或主体的并非是具有圣职的“教父”，而是有学问、能够熟练地、“科学地成体系地”讲授哲学和神学的“博士”、“教师”和“学者（scholasticus）”。

意大利来华的传教士艾儒略在《西学凡》中曾第一次纲要式地介绍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最杰出代表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思想，在此，艾儒略不仅将“哲学（Phuosophia）”译做“理科”或“理学”，而且还明确地将“理学”解释为“义理之大学”和“格物穷理之学”。即使基督宗教“神学（Cheologie）”也被他译做“道科”或“道学”，理解成“总括人学之精”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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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院哲学”在“学院”中发展，因此，它尊敬传统，不侈言革新，其内容与方法的主要成分连绵不断。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古老的思想遗产借助于经院哲学家的独立思想与融会贯通而得以创造性地发展，另一方面，各种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思想与方法通过学院中的师生彼此的争论与交流而得以建构与更新。“经院哲学家的方法（Scholastic Method）”是一种独特的哲学方法。授课时的“讲述（Lectio）”重在解释古代典籍，而讲述笔录最终则形成“注释（Commentaries）”类的书；常常举行的“辩论（Disputation，即Scholastic D）”重在对个别问题的正与反各方面做出深入的研讨，这一活动最终作为“辩论诸问题（Quaestiones disputatae）”结集成册——这样的“问题”通常以古人权威为根据指出正反各种论证，再发挥问题的正面答案并加以证明，最后答复反面论证。这一基本的模型也应用于注释中——通常是在注释古代典籍时，借用这样的形式说明自己的思想。而当时流行的“神学大纲（Summa，神学大全）”更是侧重于应用“问题”模型建构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总之，“经院哲学”方法的特点在于：尖锐地揭示问题所在，概念清楚，理论推理时应用逻辑方法，用词一丝不苟。

二 一种以上帝为旨归、围绕终极实存展开论证的形而上学

任何一个哲学形态的形成都有外在与内在的原因，“经院哲学”也不例外。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国王的“养士”之风、大学与修会的建立、十字军东征开辟的东西方思想交流渠道等无不成为其伦理学重要的社会与历史成因。而“思想”与“存有”的连接问题则决定了这一理论内在的思想方法与理论气质。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经过几百年的征战，在昔日罗马帝国的废墟上，蛮族建立的法兰克王国又实现了相对的统一。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被罗马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史称“查理大帝”。这位雄才大略的蛮族皇帝以及他的几位继承人深刻意识到文化建设对于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开始在全帝国境内鼓励教育、兴办学校、招聘学者、教授“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西欧的文化从此开始缓慢地复苏，后人把这段历史称为“卡洛林朝文化复兴”。由于基督教会在当时实际上扮演着文化延续者的角色，学校大都是在教堂附近或者修道院举办，教师也大多由教士充任，神哲学仍然是其最感兴趣的学科。11-12世纪是“经院哲学”的形成时代。

“经院哲学”形成的内在、决定其思想方法与理论气质的原因是托马斯·阿奎那在“共相问题（The Problem of Universal）”上所采用的“在物共相”的哲学立场。“共相（universal）”即“普遍”和“一般”；“共相问题”即提问普遍概念是否具有客观实在性的问题，或者说抽象观念与感觉个物的关系究竟如何的问题，其实质是人的思想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波菲利（Porphry，232-304）提出的三个关于共相的问题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共相之争”的导火索和思想基础，为此，可以把当时的争论分为“前物共相”、“后物共相”和“在物共相”三种主张，而“在物共相”是托马斯·阿奎那坚定的哲学立场。“共相问题”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在运用理性的推理和证明等逻辑手段来论证神学教义的过程中涉及的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关于这个主题的争论几乎伴随着整个经院哲学的发展，因此，它毫无疑问地构成了“经院哲学”的理论起点和决定其哲学进路的关键因素。

“经院哲学”有三大理论源流。首先是教父哲学，影响最大者当推奥古斯丁（Augustine），其次是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柏拉图主义（Platonism）思想通过奥古斯丁、托名狄奥尼修（Pseudo-Dionisyus）、普洛克鲁斯（Proclus）以及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哲学而影响了之后的“经院哲学”。最后，“经院哲学”最重要的塑造力量来自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最先经过波埃修（Boethius）的介绍，大约从12世纪中叶开始，其全部作品被译成拉丁文。不仅如此，希腊文和阿拉伯文对亚里士多德的注释，以及阿拉伯与犹太哲学著作也都陆续被译成拉丁文，其中，阿拉伯哲学家阿维森那（Avicenna）和阿维罗伊（Averroes）做出了伟大贡献。

“经院哲学”的思想进路主要是由知识论入手走向形而上学，然后再落实到伦理学中。这种理论模式的设定是：人的理智有能力领悟客观事物，而客观事物也的确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之外。这就是经院哲学的“实在论（Realismus，Realism）”立场，它所呈现出的是一种重视知识论进路的形而上学特征。其成因在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根本努力方向是“把基督宗教教会的教义建筑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
 
[97]

 这是一件经院哲学家在当时不能不做的事情。

基督教神学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势下，经院哲学家不得不接受的“任务”，就是为基督教神学做哲学的论证，亦即说他们必须站到形而上学的理论平台上开展工作，因为基督教教义和神学归根到底是一种关于上帝的学说，一种关于终极实存的学说，一种使万物之存有得以存在的纯粹的学说。这正如来华传教士艾儒略在《西学凡》中将“经院哲学”称作“超出生死之学”，
 
[98]

 另一位来华传教士利类思则将“经院哲学”称作“最贵且要”的“天学”，
 
[99]

 两位传教士的观点无不说明“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特征。而托马斯·阿奎那的存在论哲学则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哲学中存在与本质的位置，以一种存在主义代替本质主义，从而在形而上学历史上掀起一场“革命”。

因此，以托马斯哲学为代表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一个巨大贡献是把人类的思维水平提升到形而上学的层次上来。从古至今，有关“存有（存在）”的形而上学探讨极其复杂而又多姿多彩。当代有关这一问题的思考常常集中于个人如何面对自己、他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等方面。而在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时，托马斯·阿奎那经院哲学的存有论（存在论）思想及其所揭示的“存有（存在）”的普遍意义或许能够提供给我们更加深刻的启迪，它或许可以让我们的思维与理论建构不只局限于将个人的现实存有（存在）与自由画上等号的领悟论或主观主义层面，而是有望扩展于更加广阔的形而上学的思考维度，从而洞察更多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建构更加深刻的哲学理论。

三 一种在神性秩序中建构人之存在的人文主义

在经院哲学之前，在关于“人”的哲学思考这个问题上，希腊哲学基本是围绕“灵魂”而展开。而托马斯学说意义上“整全的人（既有灵魂也有身体的人）”的概念和“个体的人”的概念是一种古希腊罗马哲学中所缺少的概念。柏拉图定义“人”为“一个利用其肉体的灵魂（a soul using its body）”。人由灵魂和肉体组合而成，灵魂代表了永恒、不变而且属于神；肉体则是短暂、变幻、可灭的。灵魂是运动的根源，甚至是自动的。在《法律篇》中，柏拉图指出，所谓灵魂这个“自动的运动”是禀具生命的，是不死的。灵魂不仅不死，它同时以某种密切关系联系着永恒的理念，因而是不变的、单纯的、完整的、始终如一的。
 
[100]

 奥古斯丁跟从柏拉图，将人定义为“一个利用现世的、会死的肉体的理性灵魂”。他认为“人是一个分有理性，而适于管制肉体的实体”。
 
[101]



亚里士多德则将“灵魂”定义为“潜在地具有生命的有组织的肉体的现实或形式”。灵魂与肉体的关系成为“形式（form）”与“质料（matter）”普遍关系中的一个特殊例子。在此，“形式”与“质料”一方面各自独立，另一方面，二者又不可分离，至少在具体实体上如此，因为，任何一种“形式”都无法在“质料”之外独立自存，而人类的灵魂就属于这种“形式”。这样一来，人的实体统一性问题得以解决了。因为灵魂与肉体并非两个实体，而是同一实体的两个不可分离的因素。

受亚里士多德思想影响，在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中，出现了人的“全整性”和“个体性”概念。托马斯明确地区分“人性（natura hominis）”概念和“人（homo）”的概念。在托马斯看来，“现实的人”始终是由“这个身体”与“这个灵魂”组合而成的具体的人，是一个有骨有肉的人，一种由“这根骨头（hoc os）”和“这块肌肉（haec caro）”组合而成的“个体（individuum）”。而构成人的“个体性原则”不是别的，而是人的身上的“特指质料”，是人身上的“骨头”和“肌肉”。
 
[102]



毫无疑问，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直接地影响了“新托马斯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马里旦。马里旦从托马斯“完整存在的人（existentialement humaine）”的立场提出了“新人道主义”主张。以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为基础，马里旦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建构其“自然道德律（natural law，自然法）”理论和有关“人权”思想的原则。由于他对人权思想的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曾邀请他共同拟定《基本人权宣言》的草案，1948年通过后由联合国公布。对于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来说，“人的问题”或“人的生存问题”不再只是哲学予以说明的一个问题，而是成了整个哲学的归宿问题，
 
[103]

 亦即艾儒略在谈到经院哲学的意义时所强调的“知万有之始终、人类之本向、生死之大事”。从而“格物穷理，则于人全，而于天近”
 
[104]

 。概括来讲，经院哲学对人的哲学思考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

首先，人是上帝的形象。人是由上帝自由地从“无（ex nihilo）”中创造而来。上帝是造物主，人是受造物。每一个受造物由于被造的事实而与造物主上帝有一种实在的关系。因为上帝创造人，也因为上帝要分赐其“至善”，于是，上帝的“至善”就成了所有受造物的目的。
 
[105]

 所有受造物也都是某种程度地相似上帝，人相似于上帝，也以获取相似上帝为最终目的，人在这种与上帝相似的意义上是“上帝的肖像”。

其次，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合而成的复合实体。经院哲学的基本人学观有两个：第一是强调人的统一性，主张人是“肉体与灵魂所构成的理性存在”或“灵肉合一”；第二是强调“灵魂不朽（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福音所宣讲的“救恩”并非只是灵魂的救恩，而是整个人的救恩。天主教教义并不只是肯定了灵魂的价值和永恒，而且还肯定了所谓“人”这个肉体和灵魂所构成的具体实在，因为基督的到来是为了救人类而不只是救灵魂。因此，托马斯认为，人是一个肉体与灵魂的统一体。灵魂是“潜在地具有生命的有组织的肉体的现实或形式”，人是一个由肉体与灵魂组合而成的“复合实体（complex substance）”。

灵魂是人生命的第一原理，
 
[106]

 每个人身上只有一个灵魂，而人的灵魂中较高级的部分是“理性灵魂”，它是人的“实体形式（substantial form）”，是能理解纯理性的实体；就理解而言，其实体性无所缺。然而，理智实体除非通过一个形体的媒介，否则无法与其他形体接触，亦即说理性灵魂只有通过形体（肉体）的媒介下降到物质层面，才能与物质沟通。
 
[107]

 这由实体的种类、存有的等级所决定。因为，按照自然的秩序，人的有理智的灵魂在具有理智的实体之中地位最低，对于真理，它不像天使那样有天生的知识，而必须从由感官所感受的那些物质性的东西里搜集知识。所以，人的有理智的灵魂不仅必须有“领悟”的能力，而且也必须有“感觉”的能力。可是，感觉不能没有一个有形体的工具。因此，有理智的灵魂，必须与一个可以成为一个适当的感官的肉体结合。
 
[108]

 所以，托马斯·阿奎那所理解的“人”是一个灵肉复合的实体。

第三，理智与意志是灵魂的特殊的理性能力。人之所以超越普通生物及其他动物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的灵魂是个理性灵魂，具有他物所没有的精神性的内在官能或能力即理智和意志。人除了具有与动物相同的能力外，还具有特殊的理性领悟能力。而理性领悟的对象是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理智的对象是普遍、抽象的，而非个别、具体的，因此不受时空的限制。托马斯·阿奎那称理智是“万能的领悟能力”，当理智进行理性领悟活动时，如果其真正洞悉了所领悟对象的本质，那么便获得了关于对象的“真实性”或“真理”。

“意志”是一种“理性欲望”能力，它相对于“感性欲望”而言。欲望本身是盲目的能力，只倾向于先由其他能力所领悟的善，其他能力如果未提供善、未指出何者为善，欲望能力就会缺乏对象。禽兽只能借由感性领悟能力提供何物为善给感性欲望，托马斯称这种欲望为“跟着感觉感受而来的欲望”。而人则可借助于理性领悟能力提供何物为善给智性欲望（即意志）。由于感性领悟所及的对象是具体的、个别的、物质性的，因而所提供的善也是个别的善，感性欲望也只能倾向于“个别的善”。相反，理性领悟的对象是抽象的、普遍的、非物质的，因而所提供的善为“普遍的善”，而智性欲望亦即以“普遍的善”为追求的目的。在“人性行为”即“伦理行为”中，理智与意志是两个彼此相关互相配合的要素，一个有道德价值的实践即“正当的理性”加上“向善的意志”。
 
[109]



第四，人是有“位格（person）”的存有。“位格”是“理性本性上的自立体”，是“整个本性中最完美之物”。
 
[110]

 由此，位格必须满足“理性的”和“个体”两个条件。满足此条件的“存有者（beings）”有造物主、天使和人，如果论及道德实践，则仅限于“人的位格（human person）”，或称为“人格”。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由于“位格”是整个本性中最完美之物，因此，这个名称更适用于上帝，而人的位格都是“分有”了神存有的最高级的美善，人的尊严亦由此而产生。

人的一切存有都源于上帝的神恩，这是人的所有理性活动的根据。人是上帝的肖像，上帝的至善是所有受造物的目的。人作为灵魂与肉体组合而成的复合实体，一方面通过“灵魂”与神的精神相通，另一方面又借助于“肉体”与世俗社会紧密相关。人的理性能力即理智与意志作为人的灵魂的不同能力，虽然有限，却是神的恩赐。因此，人的被创造意味着其生来就有价值和意义，人的生存即是用其全部身心接受这样的价值与意义。

就此而言，人是可以“接受命令”的生存者，人的“责任感”亦即从接受命令的过程中产生。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对神恩的理解与感激的全部内涵就是人的责任感，由此，人生活抉择的每一个获得都是对“顺着圣灵而行”指示的遵从。忘却了感恩，人的存在就没有了真实性。从经院哲学角度看，人从神那里取得了“存在（existence）”和“人性（Human nature）”，有了这两个条件的结合，人才成为万物之灵。因此，神是人的第一因，也是最后因，人之存有（存在）并非人自己抉择的结果，而是被给予的礼物。只有与那个超越的终极给予者结合在一起，人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本质。因此，托马斯所谓的“人的全面自由”本质上是人的精神灵性向着无限终极实在的追求与开放。

四 以整全的视角、综合的方式、执中的态度弥合鸿沟

经院哲学从8世纪开始孕育，没落于16世纪，其间与大学的创立、修会的创设同步发展。大学的创立给经院哲学这一独特的哲学形态发展学术提供了良好的空间；修会的创设则培育了经院哲学的许多学术带头人。这些人才在各自的环境中发挥才干，把经院哲学的实在论推至顶峰，使其成为当时哲学的主流。

中世纪基督教思想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促成了经院哲学以一种综合的方式吸收先哲的思想原则，并且，在将其纳入新的哲学理论框架的同时，注重在神圣与世俗的有机共构中赋予这种哲学理论以新的思想内涵与时代意义，也由此赋予人的存在以充实而丰富的本质内涵。“人的存在乃在于神圣与世俗‘之间’，因而我们更看重这‘之间’所表达的人生‘维度’和‘过渡’。”
 
[111]

 按照托马斯经院哲学对人的哲学理解，人对神的渴求源于人的自然本性、自然法则。人是精神与肉体的结合，作为受造物的人在本质上是“上帝的形象”，人的精神性的灵魂由上帝恩赐，它与上帝息息相通，因而人分有上帝的神圣之本性，并且天生具有追求神圣之精神渴求，这是本性之法使然。同时，人的物质性的肉身则因生存于现实生活而与世俗相通相关联，人因而又呈现出世俗的需求。所以，人始终存在于神圣与世俗“之间”。

与此相应，经院哲学思想相应地表现出努力弥合神圣与世俗之鸿沟的理论取向与价值目标。以托马斯·阿奎那的法哲学理论为例：“自然法”如同一座桥梁，其一端架在世俗的“人定法”一边，另一端植根于神圣的“永恒法”彼岸。一方面，自然法是形上的、神性的、不变的；另一方面，自然法又表现为形下的、人性的、可变的。那么，自然法可以与永恒法、人定法发生互动，从而呈现“上通下达”、“一体两性”的思想特征。其实质就是神以“形上的”神圣精神来指导人“形下的”世俗实践，从而体现出托马斯·阿奎那自然法思想中“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移和二者之间内在的本体论关联，从而实现对“神圣”与“世俗”的有机共构。
 
[112]

 因此，由“神圣理性”启示的自然法体现了“信仰”启示的神圣律法，在神圣理性和信仰的辉映中，个人的美德、人的理性和知识获得了肯定。

事实上，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并没有完全从根本上消除基督教在自然和神恩、理性和信仰、尘世和教会之间的分歧，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将理论重心放在两者的一致与和谐上。具有神恩特性的神圣律法（以自然律法的形式体现在人身上）虽然不能消除以自然理性为基础的人类律法（人定法），它却将人类从世俗秩序的奴役和限制中解脱出来，从而为基督教文明敞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视野。托马斯的思想代表了13世纪基督教会在获得对世俗王权的决定性胜利后试图建立一个基督教一体化世界的宏伟理想与哲学构思。在此，基督教思想找到了在上帝的预定和人的意志自由、信仰与理性、神恩与自然、人的活动的彼岸目的性和人对尘世幸福的追求等一系列宗教伦理两难问题上的平衡点。

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作为“学院哲学”的经院哲学虽然有古典经院哲学和新经院哲学之分，但是，其“轴心时代”无疑是中世纪。作为西方哲学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的重要性可以从两方面得以说明。一方面，就托马斯经院哲学本身的特殊规定性而言，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经院哲学围绕对终极实在的理论思考而展现出其超越性与形而上学性，及其“一切皆一”、“一即一切”的思想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托马斯的经院哲学是训练人类哲学思维的良好课堂之一。因此，它至今“依然活着”，“我们可以假定它还会长久地继续鼓舞形而上学”。
 
[113]

 另一方面，托马斯的经院哲学既是古希腊罗马哲学的承继者、丰富者、革新者，也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助产者和开启者。其深刻含义值得进一步思考与研究。

对人的理智的重视是托马斯主义的精神特质。在阿拉伯人将数学与希腊哲学传入欧洲的最初时刻，巴黎大学率先走出中古神学统治一切知识的传统，开启了以理智评判事理的学术风气，托马斯·阿奎那在其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托马斯·阿奎那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创立经院哲学系统的思想理论，用以解释神学，从而达及理智与信仰的和谐目的，既没有固守中古偏重信仰的传统，又非依从希腊偏于理性的哲学，他采取的无疑是一条“执中”之路，“适中”而“可行”。有学者曾讥笑托马斯·阿奎那以哲学做了神学的“婢女”，却不知当时教会的学者也曾控告托马斯·阿奎那离经叛道、以哲学摧毁了神学教义。可见，这位尝试“继往世绝学”、以“神恩成全自然”为思想追求、怀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之理想的哲学家与神学家走过的是一条荆棘丛生的探求之路，而其综合、创新的理论模式与勇于开拓的研究精神却给后人留下长久的启示。

五 可供中国哲学借鉴的托马斯哲学思想与方法

中国哲学可以概括为儒、佛、道三个学派。三个学派的哲学各呈体系，内容多有不同，然而，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三家却持守相同的主张，具有“共同特点”和“共同精神”——只有找出这些“共同点”，我们才可能找到中国哲学与托马斯哲学可能有的结合点，并且进一步发现托马斯哲学可供中国哲学借鉴的思想与方法。对于中国哲学与托马斯哲学的比较研究，罗光先生
 
[114]

 颇有建树，因此，他的观点值得分享。罗光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儒、佛、道三个学派的“共同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哲学以人生为中心，儒、佛、道三个学派无一不重视“人生”，主张人生的美好在于精神生活。儒家学说（the Confucianists，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崇奉孔子（前551-前479）学说的学派，其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以“仁道”为基础建立伦理道德的精神生活。“仁”有三义，一曰“仁者爱人”。无论老幼贵贱，凡属人类，皆有可爱之处。爱人之道即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恕”。二曰“克己复礼”。礼为周礼，尊亲为本。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弟悌乃理想社会之秩序。尊卑贵贱亲疏长幼乃爱人社会之规则。三曰“君子之仁”。行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孟子（约前372-约前289）以“心”释仁，断言心仁必性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仁”也；善恶之心，人皆有之，“义”也。恭敬之心，人皆有之，“礼”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智”也。
 
[115]

 四端出四德，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以“义”行“仁”。笃信，仁为人之安宅，义为人之正路。王道仁政之论，颇具民主精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116]

 天人共性之说，亦为百代哲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可见，在儒家思想里，“仁源于天性天理，天理乃天地变易之道。因此，形而上学和伦理互相连贯，好似天地会三才，而以人为中心”。
 
[117]



道家（Taoism）以“道（Tao）”、“无”、“自然”、“天性”为核心理念，主张“惟道是从，道法自然，无为自化，道生法”，据此提出无为而治、以雌守雄、以柔克刚等。在罗光先生看来，“道家主张无为无欲，人心不牵系世物而游于方外，冥然与‘道’相合。无为无欲，乃‘道’法自然的原则，‘道’为人生之始，又为人生之终”。
 
[118]



佛家（Buddhist）之“佛（Buddha）”的意思是“觉者”。佛又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世尊”。佛教重视人类心灵和道德的进步和觉悟。按照佛教的观点，人和其他众生一样，沉沦于苦迫之中，并且不断地轮转生死。唯有断除“无明”的人才能出三界脱离“轮回”。罗光先生认为，“佛家以万法为空，明心见性，性为唯一实在的真如或真心，人生的目的在于入涅槃和真如相合。八识的唯识，戒律的修行，禅观的成佛，都在于引入破除迷妄，以入涅槃”。
 
[119]



第二，传统中国哲学重视研究自然哲学的变易。中国哲学重视从世间万物“变易”的现象中认识人生与社会，因此，“人生是连续的变易，社会更是变易的历史，宇宙一切也没有不变的存在”
 
[120]

 。儒家通过《易经》来研究宇宙变易的原则。“易”由“蜥蜴”而得名，为一象形字，此说出自许慎《说文解字》。而蜥蜴能够变色，俗称“变色龙”，所以“易”之“变易”义，为“蜥蜴”的引申义。《易经》以高度抽象的六十四卦的形式表征普遍存在的关系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变化，《易经·系辞上，第十一》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罗光先生认为：“儒家没有说明太极、阴阳五行的本性，只讲到三者互相连贯的变易。宇宙变易的目的在于创造生命，生命的意变在人的生命里完全实现。因着生命，宇宙万物联合成为一体，一体的表现在于仁。”
 
[121]



道家的哲学更以变易为重点。道家主张“惟道是从，道法自然，无为自化，道生法。”但在道家和道教中，“道”是指万物的本源和无所不在的驱动力，同时它又是微妙难识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道”是先秦诸子共同的理念。在道家那里，常用“一”、“恒”等概念来代替“道”，它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总规律，也是万事万物的本源，它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既有虚静无为的特征，又有复杂多变不容易被人认识的特点。

道家认为“道”是万物的根本，而万物都按自己的“天性”自然而然地变化，所以，“大道”本身也按自然而然的规律变化。正如魏晋学者王弼（226-249）所说，道法自然就是“在圆法圆，在方法方”。“道自化自生，常化不息，因着自化之德，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22]

 因此，“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
 
[123]

 。（庄子：《齐物篇》）罗光先生认为，从“变易”的观点来看儒家和道家哲学，他们相同的一方在于都以“气”作为天地万物的构成要素，气的本性是“动”，阴阳两气由动静而成，动静互相继续。“阴阳相合而成物，则物的本体内就含有动静的变易”
 
[124]

 。

相较于儒家和道家，佛教以“静”为主——以坐禅求得内心的宁静。然而，佛教的哲学以“唯识”为起点。“识”者“心”之别名。从万有现象自“识”所变的角度说，“唯识所变”，“唯识无境”。唯识宗主张“万法唯识”，宇宙间的一切均为“识”所变现。在原始佛教那里，“识”由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身识”构成。唯识学增设了“末那识”、“阿赖耶识”，展开为“八识”。“阿赖耶识”被看做“根本识”，前七识均依第八识“阿赖耶识（alaya）”才得以转起。唯识学借建立第八识来说明宇宙万有的来源、特性与变化规则，学界将这种缘起论称为“阿赖耶缘起”。

“种子”是指贮存于“阿赖耶识”中具有生起作用的潜在能力。“现行”则是指贮存于阿赖耶识中的“种子”现起为各个不同的“境相”与“心识”，因为这些境相与心识是众生能够觉知到的（现）、生灭不已的（行），所以称为“现行”。“种子”与“现行”之间的关系是因生果，果熏因的关系。“种子”在各种条件聚合时即缘生相应的现象，这是因生果；各种现象生起之后，又通过前七识将其自身所具有的性质和特点熏习到“阿赖耶识”中，令其中相应的“种子”的功能发生强弱、消长的变化。如果藏在“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有漏，就会误以“无”为“有”，造成色执我执——有了“我执”，人便“轮回”不已。因此，佛教哲学从根本上讲也是在“变动”中求静止——“华严宗的三观，天台宗的止观，禅宗的心法，都主张一切圆融，在虚静中求解脱。”
 
[125]



罗光先生认为，中国哲学讲变易，在自然哲学以内，儒道佛虽各讲到太极、道、真如，以及人性的理气，却都不是由“存有”的本体来论证的，因此，并不构成形而上学系统。除了中国哲学儒、佛、道三个学派的“共同特点”，罗光先生认为，总体来看，中国哲学儒、佛、道三个学派还具有“共同的精神”，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哲学重实有。中国传统哲学儒、佛、道三家立论的起点都是实际存在的事物。《周易·系辞下》讲到伏羲造八卦有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孔子在讲学的过程中善于从自然现象和自然事物中获得人生感悟，由实际的现象体会天道的至理。例如：从“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中知其客观必然性。还有“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宪问》）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等，都是用了引譬连类的比兴手法感发志意，由物及人。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

老子（约前571-前471）所谓的“道”更是指天地的实际现象。老子《道德经》第四十八章中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此外，《老子》还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显然都是由自然事物自然现象中体会人生道理。佛教虽以万法为空，可是，其理论的出发点却是由人生的生老病死而起的“苦痛”。佛家经典禅语有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人生在世如身处荆棘之中，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如心动则人妄动，伤其身痛其骨，于是体会到世间诸般痛苦。此外，就连“中国文字的六书，以象形为首，由象形的文字，中国人的思想也重在形色的宇宙”
 
[126]

 。罗光先生认为，“中国哲学里没有认识论，只有佛教的唯识论。儒家道家在认识方面常以名有实，承认人的知识有客观的内容。即使佛教以万法皆空，然而人所认识的对象，还是在理智以外的客体。因此中国哲学都可以称为实在论。”
 
[127]



第二，中国哲学重在领悟，不重推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都是散落的短篇，古代成册的哲学书没有一册是系统的论著，而都是“论文集”——这些文集中的文章虽然也有说理的长篇，例如庄子（约前369-前286）与荀子（前313-前238）的文章，却鲜有使用逻辑的方法严密地推论——作者仅仅是讲出一些道理，让听者、读者自己去体悟。《老子》、《孟子》和宋明理学家们的语录无一不是这样的作品。“就是庄子的长篇大论，也需要体会。一个名词的意思很难一定，例如论语所说的仁。”
 
[128]

 如此重视“领悟”的文章看似生动活泼，具有文艺之美，然而，由于缺乏逻辑规则与逻辑方法，其中观点会显得凌乱无章，其意义也就不甚精确明了。

第三，中国哲学重意志，不重理智。中国哲学儒、道、佛三家无不以“心”为重，而这“心”所重的并非是“知识”，而是“意志”。《孟子·告子上》讲：“仁，人心也。”《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宋代理学则以明德为人心的天理。陆九渊（1139-1193）融合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良知”、“良能”的观点以及佛教禅宗“心生”、“心灭”等论点，提出“心即理”的哲学命题，形成一个新的学派——“心学”。在他看来，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中，“心”是唯一实在：“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129]

 “心”即理，是永恒不变的：“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王阳明（1472-1529）修行方法是“致良知”，即坚持内心的判断，持之以恒就会让良知做主，心外无理。儒家主张：“人心动时能守天理。”“所谓诚心，正心，以至于浩然这气，穷天地的化育，都是注重意志”。
 
[130]



罗光先生认为，道家最看不起心的知识。无论是老子的“无为”，还是庄子的“心齐”，都是以心的知识为“小知（愚笨）”，而将希望置于齐圣绝智的程度。因此，道家讲求排除一切杂念，使心与天地之气相融合——达及“心不知，不贪，精而虚”的境界，而“这种境界，由心的意志去造成”。
 
[131]

 佛教更是以“明心见性”否定了一切知识的“无明”的价值，人心要想“常乐我净”，必须去除一切知识、静对心中的真如或佛——深入涅槃。在此，“人心所与享的人生，乃是精神的人生。因此，中国文化乃显为精神的文明。可是对于科学研究，乃有所轻视，鄙之为技术，不足秒为智慧”。

找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如上两方面的共同点，将之与托马斯哲学作对比，罗光先生提出，托马斯哲学对于中国哲学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逻辑学和认识论方面。“中国的推论方式多用体会，西方的推论方法多用推论，然而体会并不排除推论。我们要用推论的方式去补充体会的方式，以避免可能的误解。”
 
[132]

 从认识论方面看，从中国哲学承认“名有其实”的角度看，中国哲学精神与托马斯哲学的精神具有“交集”，都是实在论。不同点在于，对于认识的成因与过程，中国哲学常常缺而不言；而西方哲学则不然，无论是“实证论”，还是“怀疑论”，抑或是“唯心论”等无一不在“研究”认识的过程中形成哲学主张。而托马斯的认识论“可以补中国哲学的缺点”。

第二，形而上学方面。托马斯哲学的“存有”并非纯粹抽象空虚的概念，而是就“实有”而“有”意义上的概念，就如同“中国哲学讲理和气，性和质，也是据物而论物”
 
[133]

 。然而，中国哲学是只就变易而讲变易，并不追究“存有”本身，因此才会在讲变易时发生许多互相矛盾的问题——“例如一种混迷不清的‘道’，乃是自生的最高实体，又能化生万物；又如气又是精神又是物质，这些问题，可能应用托马斯的形而上学观念，予以厘清。”
 
[134]



第三，人生哲学方面。中国哲学所讲的人生观既有伦理的，也有精神的，是一种现世的、中庸的人生观——由日常生活的道德上达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人生观强调天地合德、人与道同游而涅槃，完全是停留在自然界以内——儒家虽然相信“上帝（天）”，但只强调“敬天”，而没有达到托马斯哲学意义上的“神恩成全自然”的生活。罗光认为，托马斯以哲学解释神学，以信仰光照哲学，使人生有始有终，最终在神人相合的境界中实现人的幸福。罗光指出，抛开“信仰”不谈，在形上哲学里即可以上溯到宇宙最高根源的上帝（天），就此而言，托马斯的人生哲学“可以使儒家哲学保持上帝的观念，而加以厘清。又使天人合一的思想，获得更圆满的解释”
 
[135]

 。

总之，托马斯·阿奎那以其特有的、高超的分析与综合智慧、较为缜密周延的辩证方式，从一个“整全”的视角出发，成就了中世纪典型的“经院哲学方法（Scholastic Method）”——尖锐地揭示问题所在，清楚地分析概念，以逻辑方法推理，用词一丝不苟，尽可能详尽无遗地阐释与论证宇宙与人性所包含的真理，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方面独具理论特色。因此，无论是就中国哲学的理论建构来说，还是就可以采用的方法论来看，托马斯哲学都有可能为我们提供可能的借鉴。

六 一点心得

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是与宗教（主要指天主教）相结合的哲学思想。它在教会力量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欧洲中世纪形成和发展起来，是西方哲学史上重要的理论形态。如果由“经院哲学”出发来看西方哲学思想的内容，我们会发现，无独有偶，几乎每一个西方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结构中都包含着关于宗教（神学）问题的理论思考，这充分说明，人类对宗教现象、宗教问题、包含宗教思想成分的哲学理论的思考由来已久，哲学与宗教根本就是分不开、割不断的，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成长。

在人类文化的生态中，宗教是一种独特而意蕴深远的文化样式，无论何时何地，宗教无疑都是人生基本结构的一部分。就其存在的时间、流变的历程、传播的空间以及对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多层面的影响之深度与广度而言，实在难以找到其他文化样式可以与之比肩，以至于即使在当今科技高度发达、理性占据绝对权威地位的时代，我们依然难以将哲学或者人类的其他文化形式与宗教完全剥离开来加以厘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西方哲学史上包含宗教思想成分的哲学理论进行理性的解读与分析，其深层的意义即是对人类精神、人类生活的反观与解剖。因此，不少西方哲学家力求以理性的态度诠释相关问题，并且力求超越外在描述性的惯常思维与常识性的把握，从相关理论的深层结构出发，透析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意义，以期在此基础上以“范畴链条”整合“材料”，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

在古老的西方，犹太民族以“唯一的真神”作为其至高信仰的中心，《圣经·出谷记》以“那自有者（He who is）”来比赋神的能力，这简短的一句话被西方哲学家认为“道出了宗教哲学上的深奥道理：神的本质和其存在是合一的，其存在即是其本质，其本质即是存在”
 
[136]

 。除了犹太民族《圣经》之外，在巴比伦、埃及和希腊的古代神话里，也都可以发掘到丰富的宗教成分。古代的哲学家正是首先吸纳了这些思想，然后又将其充实于自己的哲学思考与理论创立当中。

泰勒斯（Thales，约前624-前546）以“水”为万物之源，以“万物充满神”为其哲学思想之根，主张“世界魂”的存在，此魂即是“神”。即使苏格拉底难以摆脱“一神论”与“多神论”的纠缠，他仍然坚信“神的指导与帮助是必要的”；柏拉图对神的信念充分体现在他创造了“神学（Theology）”这一词汇和他的一些经典著述中；亚里士多德则强调人行为的最高原则是服务神和神的知识，其《形而上学》一书肯定了神为“不被推动的第一推动因（The prime unmoved mover）”和最后的“目的因”，“神”是“纯形式”因而是“至善”。虽然，亚里士多德的“神”并非后来基督宗教所谓的人格神，可是，“哲学家（大哲学家）”
 
[137]

 的这种哲学创见却成就了后世基督教思想家们的哲学观念，并特别成为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与精神支柱。

17世纪初期肇始于西欧的“启蒙运动”开启了西方哲学家对“宗教（神学、神）理论”的新一轮反思与理论建构。启蒙时代的精神是“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强调理性至上。康德提出的“人从自己不能独立思想而需要别人扶助的婴儿时代，到能使自己独立思考的成年时代”
 
[138]

 ，是这一运动直接的主观写照。其客观的表现则是人们试图使理性成为人类生活的绝对标准——人们希望凭借理性去寻找足以统辖人类自然、文化和社会的普遍原理，因此强调思想独立与自由，反对权威、传统、教条主义。

启蒙运动以理性主义（Rationalism）、人文主义（Humanism）、经验主义（Empiricism）、浪漫主义（Romanticism）、机械主义（Mechanism）以及唯物论（Materialism）为出发点，对当时盛行于西欧的基督宗教展开了强烈的批判。笛卡尔的“怀疑方法论”开启了对传统宗教的口诛笔伐以及重新评估一切的新纪元，其目的是重新为知识寻找数学式的确证基础，以建立一个无懈可击的知识体系。原本信仰犹太教的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也对圣经《旧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坚决主张神的本体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因此，人可以在自己心中寻找神的存在，每个人都可以分享神之本性，人只需发展在自己内的神性即可以与天地合一与上帝永存。

除了“理性主义”的强烈攻势，来自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经验主义提出，人的知识起于经验、终止于经验。他们试图透过感觉经验去解释普遍概念或普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对传统宗教的批判和对其教义的重新评估。康德强调，人只能认识物之现象，而对于现象背后的“物自体”（Noumenon）则无从所知。所以，在他看来，以物本身作为认识对象的“形而上学”根本就是海市蜃楼，无法成为一门科学化的知识。因此，神的存在是超越理性的，人类理性根本无法对其加以认知、解释与证明。

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综合了唯理论（Rationalism）、泛神论（Pantheism）、经验论（Empiricism）、新的科学知识以及反传统宗教的情绪，启动了对传统宗教、对神的批判以及重新评估和解释信仰的程序，以期运用纯粹理性的方法，以合乎自然、合乎经验的态度去对待一切与宗教（神）有关的问题，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19世纪，对于“宗教学（The Study of Religion）”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西方出现，起到了奠立理论基础的作用。《宗教学》的诞生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宗教哲学（Philosophy of religion）”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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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托马斯·阿奎那大事年表

1224/5 1224年末或1225年初，托马斯·阿奎那生于洛卡赛卡城堡（Roccasecca），距离位于罗马和那不勒斯（Naples）之间的“阿奎那”小城（Aquino）不远的地方。该城是阿奎那家族的领地。阿奎那家族是当地的望族，与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保持着密切关系。托马斯·阿奎那的父亲是Landulph，母亲是Theodora。

1230/1 5岁时被父母送入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本笃会的修道院当修童读书。父母希望将他培养成修道院院长。

1239 被革除教籍的弗里德利克二世（Frederick Ⅱ，1194-1250）派兵占领并关闭了卡西诺修道院，托马斯·阿奎那返家。返家数月后的秋天，托马斯被送到那不勒斯修习人文艺术，在“三目”（文法、逻辑、修辞）“四科”（音乐、数学、几何、天文）的学习中，“文法”超群。在此，托马斯受教于著名的逻辑学、文法学教授马提诺（Martino），以及自然科学教授彼得·伊兰达（Petrus de Irlanda）。同时，他深受多米尼克修会的会士影响。随后开始接触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自然哲学与逻辑学著作。

1243 在那不勒斯加入多米尼克修会（Doninican Order，道明会）。父母坚决反对托马斯加入修会，因此，当修会计划把他送到波洛尼亚的总堂深造时，在去巴黎的途上，托马斯被他的兄弟劫持囚禁，困于罗卡赛的一个家族城堡，历时一年多。其间，托马斯研究《圣经》和彼得伦巴的（Petri Lombardi）的《语录》。

1245-8 摆脱家庭控制，被修会送到巴黎的圣雅克修院学习。

1248-52 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1206/07-1280）在科隆开设大学馆主持多米尼克修会（道明会）的神学研究，托马斯·阿奎那在大阿尔伯特的指导下学习《圣经》、伪迪奥尼修斯著作以及《尼各马可伦理学》等课程。托马斯参与了注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编纂百科全书和编写大学教材等工作。由于体格硕大、沉默寡言，被人称为“西西里哑牛”（The dumb ox of Sicily）。托马斯的《论存在者与本质》和《论自然原理》两本书，很可能完成于此时期。

1250/1 托马斯晋铎为神父。

1252-4 由科隆回巴黎继续学业，并获圣经学学士，并以此身份讲授《圣经》。

1254-6 托马斯获文学学士学位，并以此身份开始讲授彼得伦巴的（Petri Lombardi）的《语录》。

1256-9 留在巴黎大学任教，获准作为神学教授在神学院开课。（在巴黎大学第一阶段的授课）。

1256 取得教师资格，成为巴黎大学正式的神学教授。由于当地教区神职与新兴修会间的争执，一年后校方才完全承认托马斯的身份。

1257 在巴黎与博纳文图拉同时获得神学硕士学位。四个月后完成神学博士学位论文，随后以博士学位资格兼任教务长。为了整理大学混乱的处境，托马斯创立每周四公开且不限范围辩论的制度。《论真理问题》一书的内容即由在此三年中的253个辩论所组成。

1258 受西班牙的非洲宗徒圣雷蒙（S.Raymond）之请，开始写《反异教大全》（1261年完成）。

1257-68 离开巴黎到意大利。同年教宗亚历山大四世委任托马斯为罗马教廷神学顾问这一最高的学术和理论权威。自此直至1268年的十年间，托马斯一直为教宗所器重。

1259-67 在意大利曾经先执教于奥维多（Orvieto），罗马及维泰伯（Viterbo）等多所著名大学。教学期间结识亚里士多德研究专家莫尔贝克的威廉（Wilhelm Moerbeke），从那里获得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著作与研究兴趣。1266年开始审阅并注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著作、政治学著作等；同年，开始撰写巨著《神学大全》第一部。

1269 回到巴黎后，托马斯继续注解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将其思想的精华传播到学界，并被清晰地认定，完成了他的老师大阿尔伯特的心愿。

1269-72 奉命重返巴黎大学任教，三年中与许多不同派系的哲学家辩论，屡辩率胜，闻名遐迩。此为中世纪哲学史上著名的“巴黎大论战”。完成《神学大全》第二部的写作（在巴黎大学第二次的授课）。

1272-73 离开巴黎，回母校那不勒斯大学任神学教授。在此完成《神学大全》第三部的前90个问题的写作。1272年12月，托马斯突然停止《神学大全》的写作。

1274 托马斯奉命赴里昂参加大公会议。途中在其侄女Françoise d’Aquin 处马恩隆城堡（Castello di Maenza）逗留，一病不起。当自觉病况加重，托马斯要求将他送至福隆萨瓦的本笃会院（Abbazia Cistercense di Fossanova）。3月7日安然逝世。享年不足50岁。之后，熟悉全集结构的同修会的学生雷吉那（Reginaldo da Piperno，1630-1690）接续完成《神学大全》全集的工作，从托马斯的《伦巴的语录四卷注释》（Commentum in quatur libros Sententiarum magistri Petri Lombardi）中选取相关资料，编写了《论圣事》的未完成部分及其他。

1277 托马斯的219个命题在巴黎和牛津遭谴责。

1323 教皇约翰二十二世（Pope John ⅩⅫ，1244-1334；1316-1334年在位）在法国东南部城市阿维尼翁（Avignon）举行盛典，追封托马斯为“圣者”。

1567 天主教大公会议决定经院哲学必须采用托马斯的诠释，会议的教长将《圣经》、教宗训令与托马斯的《神学大全》并列，显示出对其极大的推崇。教宗庇护五世（St.Pius V，1566-1572）颁布“神奇的天主通谕（Mirabilis Deus）”，托马斯被封为教会“导师”或“圣师（Doctor of the Universal Church）”，并被追授“天使博士（Doctor Angelicus，angelic doctor）”的尊号，被称为教会的“独立无二的明灯（Clarissimum Ecclesiae lumen）”。

1570 托马斯全集首次出版发行，版本名为“deitio piana”。
 
[1]

 此版本至今仍有相当的权威。

1879 在恢复天主教哲学的会议上，教宗利奥十三世（Leo ⅩⅢ，1810-1903）颁布“永恒之父（Aeterni Patris）”通谕，作为整个经院哲学复兴运动的一个标志。托马斯被尊为“经院哲学的巨臂与导师（The prince and master of all Scholastic doctors）”。教宗还正式宣布托马斯的学说是“天主教至今唯一真实的哲学”，是构成天主教思想的关键著作，是天主教思想的基础。

1880 托马斯被教宗利奥十三世训谕尊为全球天主教“学校（以及学生的）主保（patron of all Catholic universities，academies，colleges，and schools throughout the world）”。

1914 6月29日，教宗庇护十世（Pius X，1835-1914）公布天使博士（Doctoris Angelici）通谕，同年批准并于7月27日公布，将托马斯的24个论题作为正式的教学大纲，其中，7个属于存有论（存在论）；5个属于宇宙论；9个属于生物学和心理学；3个属于自然神学。

1923 教宗庇护十一世（Pius Ⅺ，1857-1939）发布“论追随托马斯学说的方式（Studiorum Ducem）”，又称“圣托马斯通谕”。

1931 教宗又公布“学问之神通谕（Deus scientiarum Dominus）”，表达对托马斯的思想的推崇。

1974 罗马等地召开托马斯逝世七年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1500位学者参会。会议主题：托马斯与今日基本思想问题。教宗保罗六世（Paul Ⅵ，1897-1978）亲自出席并发表演讲，强调托马斯是一位杰出的神学家、哲学家和神修学家，其思想在当代哲学界仍然被认为合于时代潮流，能够发挥清理当代思想各种病症的功能。
 
[2]






 [1]
 为响应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的号召，1973年，台湾天主教界成立“碧岳学社（stadium S.Pius X）”。2008年，这机构翻译出版了托马斯的《神学大全》。


 [2]
 中国台湾辅仁大学的葛慕兰神父参加了此次大会并发表论文。


附录二 托马斯·阿奎那主要著作


《圣经》注释类


1.Expositio in Job ad litteram

《约伯记》注释

2.In Psalmos Davidis expositio

《大卫诗篇》注释

3.Expositio in Canticum Canticorum

《雅歌》注释

4.Expositio in Isaiam prophetam

《以赛亚书》注释

5.Expositio in Jeremiam prophetam

《耶利米书》注释

6.Expositio in Threnos Jeremiae prophetae

《耶利米哀歌》注释

7.Catena aurea super quatuor Evang

《四福音书》注释集

Expositio in evangelium Matthaei

《马太福音》注释

Expositio in evangelium Joannis

《约翰福音》注释

Expositio in S.Pauli Epistolas

《保罗书信》注释


亚里士多德著作注释类


1.In libros Peri Hermeneias expositio

《命题论》注释

2.Inlibros Posteriorum Analyticorum expositio

《分析学后论》注释

3.In octo libros Physicorum expositio

《物理学八卷》注释

4.In libros De caelo et mundo expositio

《天地论》注释

5.In libros De generatin et corruption expositio

《生成与毁灭论》注释

6.In libros Meteorologicorum exposotio

《气象学》注释

7.In libros De Anima expositio

《论灵魂》注释

8.In libros De sensu et sensato expositio

《论感官与感觉之物》注释

9.In libruos De memoria et reminiscentia exposotio

《论记忆与记忆力》注释

10.In dudecim libros Metaphysicorum expositio

《形而上学十二卷》注释

11.In decem libros Ethicorum expositio

《伦理学十卷》注释

12.In libros Politicorum expositio

《政治学》注释

13.In librum De causis expositio

《原因论》注释


集成类


1.Commentum in quatuor libros Sententiarum magistri Petri Lombardi

《彼得伦巴的〈语录〉四卷》注释

2.Summa contra Gentiles

《反异教大全》

3.Summa Thelogiae

《神学大全》

4.Quaestiones disputatae

《问题辩论》

5.Deveritate

《论真理》

6.Depotential

《论潜能》

7.Despiritualibus creaturis

《论灵性受造物》

8.De anima

《论灵魂》

9.Devirtutibus in communi

《论共同德性》

10.Demalo

《论恶》

11.Decaritate

《论仁爱》

12.DeSpe

《论望德》

13.Decorrectione fraternal

《论兄弟间的修善》

14.Deunione Verbi incarnate

《论道成肉身的结合》

15.Quaetiones de quodlibetales Ⅰ-Ⅻ《十二卷问题随答》


辩解论述类


1.Contra errorsGraecorum ad Urbanum Ⅳ pontificem maximum

《教宗乌尔班斥希腊人之谬误》

2.Compendium Theologiae ad fratrem Reginaldum socium suumcarissimum

《神学纲要——致极可爱的挚友同伴雷金纳德》

3.De rationibus fidei contra Saracenos，Graecos et Armenos ad Cantorem Antiochenum

《论信仰的理由，驳萨拉森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写给安提阿的歌颂者》

4.De duobus praeceptis caritatis et decem legis praeceptis

《论爱德二诫与上帝十诫》

5.Devotissima exposition super Symbolum Apostolorum

《虔释信经》

6.Expositio devotissima orationis dominicae

《虔释上帝经》

7.Devotissima exposition super salutationem angelicam

《虔释圣母经》

8.De articulis fidei et sacramentis ecclesiae ad archiepiscopum Panormitanum

《致巴诺米塔总主教——论信条与教会圣事》

9.Responsio ad fratrem Joannem Vercellensem generalem magistrum Ordinis Praedicatorum de articulis XLⅡ

《论四十二条款》

10.Responsio ad lectorem Venetum de articulis ⅩⅩⅩⅥ

《论三十六条款》

11.Responsio ad lectorem Bisantinum de articulis Ⅵ

《答拜占庭之读者书——论六条款》

12.De differentia Verbi divini et humani

《论上帝圣言与人言的不同》

13.De Verbo（D natura verbi intellectus）

《论圣言理智的性质》

14.De substantis separatis seu de angelorum natura ad fratrem Reginaldum socium suum carrissimum

《致极可爱的挚友同伴雷金纳德——论单纯实体或天使的本性》

15.De unitate intellectus contra Averroistas

《驳阿威罗伊主义——论理智的统一》

16.Contra pestiferam doctrinam retrahentium pueros a religionis ingressu

《驳反对儿童进入修会生活的邪说》

17.De perfection vitae spiritualis

《论灵修生活的成全》

18.Contra impugnantes Dei cultum et religionem

《驳反对敬祝上帝与宗教者》

19.De regimine principum ad regem Cypri

《致塞浦路斯王——论领导者的管理》

20.De regimine iudaeorum ad ducissam Brabantiae

《致巴邦公爵夫人书——论犹太的管理》

21.De forma absolutionis ad generalem magistrum Ordinis

《致修会总师长——论赦罪的形式》

22.Expositione primae decretalis ad archidiac.Tudertinum

《致主教代理杜德尔提努——论第一个教令》

23.Expositione super secundam decretalem ad eundem

《致主教代理杜德尔提努——论第二个教令》

24.De sortibus ad dominum Iacobum de Burgo

《致雅各布骑士——论命运书》

25.De iudiciis astrorum ad fratrem Reginaldum socium suum carissimum

《致极可爱的挚友同伴雷金纳德——论占星术》

26.De aeternitate mundi contra murmurantes

《驳抱怨成性者——论世界之永恒》

27.De principio individuationis

《论个体化原理》

28.De ente et essential

《论存有与本质（论存在者与本质）》

29.De principiis naturae ad fratrem Sylvestrum

《致斯维斯楚兄弟——论自然界的原理》

30.De natura materiae et dimensionibus interminatis

《论物质本性及其知其有限却不可估计体积的幅度》

31.De mixtione elementorum ad magistrum Philippum

《致费利普教授——论元素的混合》

32.De occultis operationibys naturae，ad quondam militem ultramontanum

《论自然之隐秘活动》

33.De motu cordis ad magistrum Philippum de Castrocoeli

《致费利普教授——论心之动态》

34.De instantibus

《论刹那时间》

35.De quattuor oppositis

《论四种对立》

36.De demonstration

《论证明》

37.De fallaciis ad quosdam nobiles artistas

《论诈骗，致某些驰名的艺人》

38.De propositionibus modalibus

《论模态命题》

39.De natura accidentis

《论偶性的性质》

40.De natura generis

《论共类的性质（种的性质）》

41.De emptione et venditione ad tempus

《论安规定的时刻买卖》

42.Expositio super librum Boethii De Trinitate

《波埃修三位一体论》注释

43.Expositio super librum Boethii De hebdomadibus

《波埃修周期论》注释

44.Expositio in Dionysii De divinis nominibus

《狄奥尼修斯神名论》注释

45.Officium de festo Corporis Christi ad Mandatum Urbani Ⅳ papae

《耶稣圣体瞻礼的日课经（教宗乌尔班四世敕撰）》

46.Epist.De modo studendi

《以书信：论读书之方法》

47.De secreto

《论秘密》

48.Responsio ad fratrem Ioannem Vercellensem generalem magistrum Ordinis Praedicatorum de articulis CVⅡ sumptis exopera Petri de Tarentasia

《论一零八条款》

49.Responsio ad Bernardum Casinensem

《回复卡西诺会院伯纳德院长书》

50.Exposition super primam decretalem[De fide catholica et sancta Trinnitate]et super secunda[Damnamus autem]

《〈论天主教信仰与上帝圣三〉之第一教令》及《〈但是我们判罪〉之第二个教令》注释

51.De modo acquirendi divinam sapientiam ad quondam Ioannem

《论获得属神的智慧的方法》


证道集


1.Sermones collations-dominicales et festive

《弥撒证道文集——常年主日与各类节日》

2.Semons各种证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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